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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原作者指出了法文原著中的若干细小错误，并已在本书中予以纠正。因此，在某些地方，本英译本构成了原著的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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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伦敦，1970年；第2卷，莫斯科，1967年；第3卷，莫斯科，1966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莫斯科，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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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伦敦，1964年。
《选集》：列宁，三卷本《选集》，莫斯科，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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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札记》：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伦敦，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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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本论〉》：路易·阿尔都塞与艾蒂安·巴利巴尔，《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
T.D.B.O’H.

导言
1. 马克思主义由两门既统一又不同的学科构成，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们因各自对象的不同而相区别。1
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科学）通过研究各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它们的结构、构成与运转，以及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形式，把历史概念作为自己的对象。
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认识的生产，即思维过程的结构与运转，作为自己的特殊对象。严格说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是科学生产的历史理论。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在单一的理论运动中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因为一门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一门其对象被定义为构建历史概念的科学）的建立，导致了对一种将历史作为其特殊对象的构成部分的科学理论的界定。
这两门学科是不同的，尽管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解释中存在将一方还原为另一方的倾向。在一种解释中，辩证唯物主义被还原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的解释（例如青年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解释）尤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历史人类学，在其中，历史是一个本源性的基本范畴，而非一个有待构建的概念。对结构的反思，“意识到它们的意义”，成了结构自身的机能，这些结构在中介过程中被内在化。在另一种解释中，历史唯物主义被还原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解释的做法，它们冲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固有对象，其方式是把所有历史对象归入同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抽象”法则（即调节一切历史“具体化”的“模型”）之下。
正如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中所阐明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一种界定支配其整个考察领域之概念（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实际占有与所有权、结合、意识形态、政治、情势与过渡等概念）的一般理论。这些概念使其能够界定其对象的概念：历史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是研究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的不同结构与实践（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它们的结合构成了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这些理论可被称为区域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还包括特殊理论（关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其他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些特殊理论的存在，是由界定不同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结构与实践结合的多样性所证成的。这种次序目前还只是一种罗列：下文将对其进行修正并奠定基础。
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命题如下：
1. 实在过程与思维过程的区别，即存在与认识的区别。
2. 存在对思维的第一性；实在对实在之认识的第一性。
鉴于第二个命题广为人知，必须强调第一个命题：这两个过程（实在过程与作为思维的过程）的统一，建立在它们彼此相区别的事实之上。
因此，理论工作无论其抽象程度如何，始终是针对实在过程的工作。然而，由于这项工作生产认识，它完全处于思维过程之中：没有任何概念比其他概念更具实在性。理论工作从原料出发，这种原料并不由“实在—具体”构成，而是由关于这一实在的信息、观念等构成，并借助某些概念工具对其进行加工：这项工作的结果便是对某一对象的认识。
可以说，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只存在实在的、具体的、个别的对象。思维过程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得对这些对象的认识：例如某一发展时刻的法国或英国。因此，对这些对象的认识并不预设它们在起点处就作为原料而存在，因为作为对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它恰恰是马克思用“多种规定的综合”所指称的过程的结果。在其他方面，尽管思维过程把对实在—具体对象的认识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和根据，但它并不总是直接针对这些对象：它也可以针对可被称为抽象—形式的；对象；这类对象（例如生产方式）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但它们是对实在—具体对象获得认识的前提条件。
可以根据各种概念的抽象程度（从最贫乏的概念到理论规定性最完备、最丰富的概念）对它们加以区分。这既涉及确定它们在思维过程中的确切位置，也涉及确定它们所针对的思维对象。2最具体的概念，即那些引导人们认识处于其发展的特定时刻的社会形态的概念，同实在—具体对象一样，绝非思维过程的原料；它们既不是从最抽象的概念中推演出来的，也不是被包容在后者之下、仅仅使后者的普遍性具体化。它们是对信息、观念等进行理论加工的产物，这种加工借助最抽象的概念运作，旨在生产出引导人们认识实在的、具体的、个别对象的最具体概念。
我们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清楚说明形式—抽象对象与实在—具体对象之区别的基本概念为例，即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概念。
我们所称的生产方式，指的不是通常被界定为经济的东西（即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是各种结构与实践的特定结合，这些结构与实践在结合中表现为该方式的若干层面或层级，即表现为该方式的若干区域结构。正如恩格斯概括指出的那样，一种生产方式由不同的层级或层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构成：显而易见，这只是一幅概要图景，我们完全可以作出更详尽的划分。表征一种生产方式的统一样式，是由经济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支配作用的复杂总体。3决定一词将专用于指称这种归根到底的支配作用。层面之间的这种关系类型，可以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解释所提出的关系类型区分开来。例如，它既不是建立在作为起源的基础范畴和生成原则的中心主体层面之上的循环的、表现性的总体——其他层面即“总体部分”（partes totales）4不过是该中心主体的现象表现；也不是彼此相关的外部层面之间的简单类比关系或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既非线性因果关系，亦非表现性中介关系，亦非类比相关关系。它是一种在其中主导结构通过指派各个区域结构的位置并向其分配功能，从而支配这些区域结构的构成（性质）的关系类型。由此构成各个层级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而是受到其他层级关系的多元决定。
此外，总体结构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由经济所决定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总是在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由主导结构所构成的统一性意味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层级或层面；但经济实际上只有在它把统治地位赋予某一层面、在它调节由于层面的去中心化而导致的统治地位转移的限度内，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马克思向我们表明，在封建生产方式中，以其宗教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起着统治作用，而这一状况正是严格由该方式中经济的运转所决定的。因此，区分一种生产方式与另一种生产方式并因而具体规定一种生产方式的，是其各个层级之间所保持的接合的特殊形式：这种接合此后将用生产方式的母体这一术语来指称。因此，对一种生产方式给出严格定义，就是要揭示经济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在该生产方式内部得以反映的特殊方式：这种反映划定了该方式的统治地位指数与多元决定指数。
生产方式构成了一种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抽象—形式对象。资本主义、封建制和奴隶制生产方式同样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存在，它们也构成抽象—形式对象。唯一真正存在的是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形态，即最广泛意义上的、在其历史存在的某一特定时刻的社会总体：例如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然而，社会形态作为一个实在—具体对象，因而因其个别性而始终具有独创性，呈现为几种“纯粹”生产方式的特殊结合与具体重叠（正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证明的那样）。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具有资本主义、封建制与宗法制生产方式的特殊结合的特征，唯有这种结合才在严格意义上存在；在该意义上存在的，只是作为特殊对象而在历史上具体确定的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本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在其中某种生产方式支配着组成该形态的其他生产方式。它是在历史上由某种特定生产方式所具体规定的社会形态：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即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后将用首字母缩写CMP来指称）。一种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中对其他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使得该生产方式的母体（即它赖以被具体规定的、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特殊反映）打上整个形态的印记。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具体确定的社会形态，便由其不同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层级或层面的特殊接合（通过统治地位与多元决定指数）所具体规定。作为一条普遍规律，在考虑到将会遇到的错位的情况下，这种接合就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接合。例如，在由CMP支配的社会形态中，作为一条普遍规律，统治地位由经济占据。这仅仅是资本主义方式在该形态中占优势地位的结果，该方式本身在其“纯粹性”上就是以经济占据优势地位为特征的。
2. 上述论述对于把握以下两点至关重要：(a) 将区域结构建构为科学对象的运作过程；(b) 科学阐述的逻辑次序，即根据各种概念在思维过程中的位置而将它们有效联结起来的必然次序。本书的对象是政治，特别是CMP中作为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即在该方式中生产这一区域的概念，以及生产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政治的更具体概念。所遵循的方法以如上阐述的理论为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5界定了既相区别又相统一的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一般关系类型，并因而从其自身层面界定了这些层面相对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其关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主导结构等概念处于必然联系之中。严格说来，这些概念为任何可能的社会结构设定了形式参数。例如，我们所讨论的是最抽象的政治概念，该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的整个考察领域中发挥作用：即在一般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那些分裂为阶级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中发挥作用。政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里找到了它应有的理论位置，而构建这种关系的概念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固有对象。
然而，政治的区域理论只有通过将其对象置于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推进到理论规定性更丰富的概念。根据引导我们构建生产方式概念的原则，一个区域层面（特别是政治层面）只有在某种特定生产方式中被“切分出来”（découpée）的限度内，才能构成区域理论的对象。将其建构为科学对象的可能性（即构建其固有概念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其本质，而取决于它在具体规定该生产方式的特殊结合中的位置与功能。以这种方式定位后，可以说该层面严格占据了依赖于一般理论的抽象概念所赋予政治的位置。特别是，正是该生产方式特有的各层面的接合，通过将政治领域指派给相应的区域理论，界定了该区域层面的外延与界限。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并非先已构成的本质，然后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图式（该图式如果照字面理解是含混的）彼此进入外部关系。特属于生产方式总体的接合支配着其区域层面的构成。因此，要通过从最贫乏的理论规定性过渡到最丰富的理论规定性来构建政治科学对象的概念，预设了将政治严格定义为特定生产方式的层级、层面或区域。
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被界定为区域理论的理论（例如政治理论）与特殊理论（即不同生产方式的理论）发生了汇合。这种汇合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据一种有效的次序，即思维过程的次序发生的：CMP中政治的区域理论预设了该生产方式的特殊理论。赋予CMP中政治的位置，取决于该方式的特殊理论，取决于其特殊的接合类型以及统治地位与多元决定指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样）。CMP的特殊理论拥有其自身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其整个考察领域中起作用，并因而支配着该方式中政治区域理论固有概念的生产。
然而与此同时，CMP以及该方式中的政治（例如资本主义国家或该方式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构成了抽象—形式对象，因为在严格意义上，只存在历史上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国家。思维过程的最终目标是生产出最具体的概念，换言之，即理论规定性最丰富的概念，这些概念使得认识实在的、具体的、特殊的对象（即在每种情况下始终具有独创性的社会形态）成为可能。这种从最抽象概念引向最具体概念的逻辑次序，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的概念，走向那些（如列宁所说）能够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概念。6
3. 我们还必须考虑两组问题：(i) 与构成准本书理论过程之原料的信息、观念等有关的问题；以及 (ii)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政治的文本地位有关的问题。
原料是从源头处收集的，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工人运动的政治文献以及当代政治科学的文献。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根据其严肃性进行选取的。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只要这些著作被视为研究的原料，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就绝不构成判断其是否严肃的相关标准。首先，我参考了法国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科学文献。由于政治科学在法国相对落后，因此经常求助于英国或美国作者的英文著作以及德文著作。这类著作在法国相对不为人知：法国知识界特有的地方狭隘主义是众所周知的，其较为重要的影响之一是人们经常去推开那些早已敞开的大门；换句话说，人们盲目自信于某种理论生产的独创性，而外国作者早已对该理论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然而，对这些著作的处理是通过对其方法以及支撑它们的往往是隐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来进行的。在其他方面，这些著作有时在意识形态话语内部包含了作为科学要素的真正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经过这种批判性工作得到了提炼。
此外，为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作为信息来源（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息），有必要对它们加以补充并施以特殊的批判性处理。鉴于这些文本的非系统性特征，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历史和政治信息来看，其中包含的信息有时显得不完整甚至不准确。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涉及对政治进行严格理论处理的那些文本，还存在另一系列问题。作为一项一般性评述，首先必须指出，这些作者并未在理论系统性的层面上专门讨论政治区域。换句话说，由于他们忙于直接开展自己的政治实践，他们并没有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明确论述其理论。实际上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要么是 (i) 处于“实践状态”的概念的条理化体系，即存在于话语中且凭借其功能注定要在具体情势中直接指导政治实践、但未经过理论加工的概念；要么是 (ii) 关于政治实践和国家上层建筑的理论认识的要素，即经过加工但未纳入系统理论话语中的概念；要么是 (iii) 在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中关于一般政治的隐匿构想，这种构想严格支撑着这些概念的生产，但它包含着困扰一切不能与其自身处于同一时代因而无法在其原则上系统地明确化的思想的某些风险。
我们在现阶段仅仅予以记录的这种状况，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实际偶然次序。绝不能把它同刚刚阐明的理论过程的有效逻辑次序混为一谈。它带来了涉及将被考察的文本的地位的巨大困难。
a. 第一个困难涉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确定马克思主义最初问题式的位置。这一代表了与青年马克思著作的问题式发生认识论断裂（coupure）的问题式，最初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勾勒出来的，这是断裂时期的一部文本，其中仍包含诸多含混之处。这一断裂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必须立即指出，我将不考虑习惯上所谓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除非是为了将它们用于比较，即特别是在成熟期著作中追索早期问题式的意识形态“残余”时将它们用作参照点。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尤为重要，因为早年著作主要探讨政治理论。我使用了“残余”一词，但这并不准确。事实上，早年著作中在成熟期著作里重现的概念在这一新语境中获得了不同的含义——无论它们是作为指向新问题的路标，还是作为被非法延伸以表示提出问题之新方式的单纯词语，抑或是作为阻碍新概念生产的绊脚石。必须阐明它们的确切功能。在其他方面，问题式的划界对于考察其他作者（尤其是葛兰西）也同样重要，他的著作尽管包含了认识论断裂，却显示出历史主义问题式的某种特殊持久性。
b. 现在让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巨著《资本论》。特别是关于对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能从中汲取什么？在它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中，我仅限于在此对我们具有主要意义的内容，即 (i) 对CMP、对具体规定该方式的各个层面的联系与结合（母体）的科学处理，以及 (ii) 对该生产方式经济区域的系统理论处理。这并非（如长久以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其他区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对它们的考察是次要任务，而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稍后就会看到）该生产方式的特征在于其各层面特有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可以接受一种特殊的科学处理；其次是因为经济在该方式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凌驾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之上的作用。因此，其他层面（政治和意识形态）非常明确地存在于《资本论》中——在这一意义上，它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但它们是隐匿地存在的，即通过它们在经济区域中的效应而存在。关于CMP中意识形态的系统理论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的（因为关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论述不能冠以这一称号），其中也没有政治理论。政治在《资本论》中的这种隐匿存在对我们将非常有用，尽管它不能带领我们走得很远。它既存在于《资本论》的严格理论阐述中，也存在于马克思作为这些阐述的例证而提供的具体事例中，例如关于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或英国工厂立法中的作用的段落。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隐匿存在（即CMP的特殊理论），其目的并非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为了生产旨在认识社会形态的更具体概念。
c. 其次，我们掌握了一系列部分或全部涉及抽象—形式形态下的政治科学对象（无论是一般的国家、一般的阶级斗争，还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本，例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或《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葛兰西的《评马基雅维利》。然而，这些主要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文本。它们被构想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受到的攻击或歪曲的紧急反驳，其作者往往被迫将自己置于与他们所驳斥的文本相同的意识形态地盘之上。这些文本往往包含着因被置入意识形态而遭到湮没的真正概念，唯有通过全面的批判性研究才能发现它们。
d. 我们现在可以考察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文本。由前所述可知，它们的地位非常复杂。通常，它们针对的是实在—具体对象，即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形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列宁笔下的俄国，或葛兰西笔下的意大利在某一特定发展时刻的状况。特别是，这些文本包含了“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对这些形态的情势的分析。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实际上包含了一整套关于认识这种情势的最具体概念。但这还不是全部：由于在这一领域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它们在同一种推论性的、不明确的、未经分析的阐述中，同时针对着抽象—形式对象；它们依赖于一般理论中关于政治要素的构想，以及关于CMP中政治的区域理论。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重要事实：这些政治著作实际上确实包含了一些最抽象的概念，但它们要么处于“实践状态”，即处于未经理论加工的形式中；要么处于或多或少经过加工但仅处于要素层面的形式中，即被插入到一种论述性阐述次序中，而这种次序并非它们在研究的逻辑次序中所具有的次序。
因此，我们能够把握这些文本由于其地位而提出的棘手问题。当我们阅读它们时，必须按照上文所界定的思维过程的理论次序向它们提出相关问题。换言之，我们必须做的是通过加工而非简单摘引，将这些文本中包含的不同概念重新置于它们在思维过程中本应具有的位置。这一过程严格界定了它们的抽象程度，即它们的外延与确切界限。因此，有时会发现它们的作用领域根本不是其作者原先认为赋予它们的领域。此外，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这种工作，这些概念将经历某些必要的改造。例如，我们将必须揭示在研究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政治时所出现的某些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无论是否经过恰当改造）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领域中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因而如何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乃至一切可能的资本主义形态中有效。一个例子就是结合路易·波拿巴的法国而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概念，其实际作用领域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第二个问题是，在涉及其他社会形态的文本中提出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苏联统一战线或官僚主义的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这些概念中的某些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把一般的政治作为自己的领域。或者最后，作者为其赋予了一般政治领域的某些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仅以CMP中的政治作为其领域：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便是一个例子，等等。
此外，毋庸强调的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常常必须处理：(i) 相互矛盾的概念，或 (ii) 被其作者误当作概念的普通词语（尽管它们实际上只能充当问题的指示器），或 (iii)（不可避免地）意识形态观念。
4. 我现在将就阐述次序作若干简短说明。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概念的阐述次序是一切科学话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科学是一种论证性话语，其中概念的阐述与呈现次序源于应当揭示的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正是这种次序联结了各个概念，并赋予科学话语以系统性特征。这种阐述次序不仅区别于考察和研究的次序，而且更重要的是，区别于思维过程的有效的逻辑次序。后一种区别至关重要：换言之，阐述次序相对于思维过程中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关系的系统性，既不是对思维过程次序的简单概括，也不是对其简单的复制重演。这在马克思对《资本论》的阐述计划中表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错位首先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固有对象的思维过程体系，由于两门学科的区别，无法明确显现于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阐述之中。7
因此，可以在拙作中揭示出一种一般的阐述次序：一般政治的构想、CMP的特殊理论、该生产方式中政治的区域理论，以及对具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考察。但其系统性必须根据其自身必然性的次序来考虑，而不能根据其对思维过程的再现程度的次序来考虑。两者之间的错位将会显现出来，特别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其概念将随着探讨CMP中政治区域理论的文本的必然阐述次序而逐步引入。错位也会出现在该生产方式特殊理论的呈现中，鉴于本书的对象，这一理论必须在考察一般政治构想时就已经存在。此外，必须承认，这些错位也是当前研究状况的结果，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情势的结果——至少就一般理论与特殊理论而言，它距离令人满意的系统阐述仍有很大差距。
5. 这些困难促使我在本书中采取了不可或缺的审慎预防措施。特别是，一般理论中涉及政治的分析仅具有相对的系统性，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是详尽无遗的。实际上，对于当前把研究与考察的次序同思维过程的逻辑次序混为一谈、在进行充分的具体研究之前便在真空中系统化一般理论的本末倒置的过度流行倾向（马克思曾警告我们要警惕这种倾向），我谨表示保留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鉴于我们既没有关于不同生产方式中政治的足够系统的区域理论，也没有关于不同生产方式的足够系统的特殊理论，进一步推进一般理论中政治的系统化，在我看来尤为虚妄和危险（当然是指理论上的）。
虽然我在本书中将集中探讨CMP中政治的区域理论，但我不仅在研究中，而且在阐述中也将把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纳入考虑。在阐述中进行这种“纳入考虑”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要么是为了说明区域理论，要么是为了生产引导认识这些形态之政治情势的具体概念。上下文将清楚表明讨论的是其中的哪一种（如果有的话）。
我们将自觉地保留一些开放性问题。在保留或确立了在CMP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政治领域中、或在具体资本主义形态中的政治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概念之后，我不希望去探讨将这些概念转移、扭转或改造到其他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特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或社会主义形态）中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每当我试图将这些概念确切置于思维过程的次序中时，始终是在本书对象的界限内进行的。但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研究状况的审慎考量而将问题悬置起来；也是由于所采取的（理论上的）立场偏向（parti pris），即指出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理论困难：政治区域依据所考察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而具有的特殊性。
6. 最后，我们必须界定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的某些补充概念，并确立CMP特殊理论的框架。这些定义与说明将在稍后的正文中得到证成。
上文已经指出，生产方式的母体，即具体规定该方式的各个层面的接合，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由经济所决定。这种决定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运作的？而在CMP中又是如何运作的？
正如所有其他层面一样，一般的经济由某些要素构成，这些要素是不变量，但实际上它们仅存在于它们可变的结合之中。马克思在如下论述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实行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后来把非劳动者也补充为社会生产形式中始终存在的因素。] 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的不同经济时期区分开来。8

我们所探讨的是一种结合（combinaison）而非组合结构（combinatoire），9因为要素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它们自身的性质，这种性质根据结合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10
一般经济的这些不变要素如下：
1. 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即劳动力。
2. 生产资料，即劳动的对象与劳动的资料。
3. 将剩余劳动（即产品）占为己有的非劳动者。
这些要素存在于构成特定生产方式中经济的特殊结合之中，这种结合本身由这些要素的双重关系所构成。
a. 实际占有关系（马克思有时用“占有”[possession]一词来指称）：它适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即劳动过程，或者说是生产力体系。
b. 所有关系：这一关系有别于第一种关系，因为它使非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或二者的所有者介入进来，并因而作为产品的所有者介入进来。正是这一关系界定了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
这两种关系是不同的，并且通过它们的结合，它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关于所有关系，应当指出的是，它严格属于经济区域，并且应当将其与它所被赋予的法权形式（即法权所有权）明确区分开来。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这种所有关系总是确立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资料是非劳动者的财产，后者作为所有者将剩余劳动占为己有。
另一方面，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实际占有关系既可以确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就是如此），也可以确立劳动者与这些资料的分离：CMP的情况正是如此，在这种方式中，分离发生在大工业阶段，马克思用“直接生产者同他的自然劳动条件的分离”这一说法来指称这种分离。
因此，这两种关系属于构成一种生产方式中经济的独特且可变的结合，即生产力体系与生产关系体系的结合。在表征CMP的结合中，这两种关系是同构的。所有关系中的分离与实际占有关系中的分离相重合。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则由这两种关系的非同构构成：所有关系中的分离，与实际占有关系中的结合。11
生产方式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由经济所决定，以及其各层面的接合与统治地位指数，恰恰取决于所讨论的结合所采取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以下两段引文中概括指出了这一点：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偿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反过来作为决定性的要素对生产发生反作用。但是，由此产生的一定经济共同体的全部形式——这种形式是直接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以及该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形式，也是建立在这一点的基础之上的。每一次都应当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中——这种关系的形式每一次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从而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寻找揭示整个社会结构的最隐蔽的秘密、隐蔽的基础，并因而寻找揭示主权与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即寻找揭示国家的独特的相应形式的秘密。12

（经济的）这种结合还决定了在某种生产方式中采取统治地位的层面。马克思针对向他提出的反驳意见作出了回应：
我的观点是：每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且发生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个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对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却不适用。……不过，十分明显，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古代世界和中世纪赖以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说明了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是政治、在中世纪是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13

他仅从两个确切的角度考察了这些其他生产方式。首先，他将它们视为其一般论点的简单例证（根据该论点，整个社会大厦建立在这种结合的差异形式之上）：从这一角度看，他的分析仅包含理论上的提示。其次，他把它们作为描述性比较的参照点，以此同CMP相对比，即为了证明建立在非同构结合基础之上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建立在根本不同的结合（同构结合）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方式之间的形式类比。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重要问题上来。但在现阶段就应当指出，马克思对其他生产方式的这种处理尽管有助于清楚阐明CMP的特殊特征，但它包含了严重的含混性：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处理常常被看作其并非所是的东西（即被看作对其他生产方式特殊理论的系统考察），而且也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对这一主题的这种类比性的、非明确的处理，有时甚至对这些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些真正“神话般的”观念。
7. 现在应当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仔细考察。这将以概要的方式进行，仅考虑经济和政治层面（特别是国家的层面）；意识形态层面暂且置于一旁。
马克思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特别是题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部分）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都确立了CMP母体的如下特征：
(i) 经济与政治在该生产方式中的接合，以这两个层面特有的相对自主性为特征。
(ii) 在该方式中，经济不仅保持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且保持着统治地位。
马克思通过将CMP同“前资本主义”方式相对立，阐明了第一个特征。相对于CMP而言，这些方式呈现出他所谓的“混合的”或“有机的”或“自然的”关系：在涉及经济与政治时，这些关系有时被理解为是“同时发生的”。值得重申的是，这些论述不应照字面意思去理解（正如人们常常所做的那样），因为这种理解导致了例如关于封建生产方式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神话。另一方面应当记住的是，在科学层面上，CMP由经济与政治特有的自主性所具体规定：这种自主性构成了CMP中这些层面的关系同它们在其他生产方式中所保持的关系之间根本区别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层面在那些其他方式中不具备相对自主性，而是说那种自主性在它们之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这种自主性对我们的研究对象产生了理论后果。它使关于该方式某个层面的（极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理论（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成为可能；它使我们能够将政治构建为一个自主且特殊的科学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经济和经济科学证明了这一点。严格说来，这种自主性证成了在该方式某一平面的论述性阐述中缺乏关于CMP其他层面的理论的合法性。
考虑到这些说明，让我们简要考察马克思的文本。在实际占有关系以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不自由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为单纯的进贡义务。……在这些条件下，要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榨取剩余劳动，就只能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采取什么形式。……因此，必须有人身依附的条件，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作为土地的附属物而与土地绑在一起，即真正意义上的束缚。14
马克思甚至指出，在这些情况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上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如何也进入生产工具占有的这种公式……”，即进入属于经济结合的关系。15

在《大纲》以及《资本论》关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段落中，马克思在就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政治提出看法方面走得更远。他的分析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有二：
a. 马克思将这些方式的不同政治形式，同具体规定每种方式中经济的结合联系起来。尽管如此，这些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实际占有关系本质上具有一种不变形式，即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动过程在这些方式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它们决定了经济上而非法律上的所有权的特殊形式），被理解为处于该不变量界限之内的变异。
b. 马克思将这些不同方式中经济/政治关系的相似性，归因于它们经济结合所共有的这一特征。这种相似性尤为体现在如下方面：与CMP相反，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属于某个共同体（在此，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情况下，是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即以政治关系的形式来理解的）这一事实，是他们置身于实际占有（“占有”）关系与所有关系之中的前提。所谓的经济与政治的“混合性”，被归类为“被经济所‘预设’的政治”。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方式的情况下：
把土地……看作劳动个体的财产的态度，意味着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不仅表现为抽象的“劳动个体”，而是在他对土地的所有权中拥有了一种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先于他的活动，而不表现为他的活动的单纯结果，它就像他的皮肤、他的感官一样是他的活动的前提条件。……直接中介他的态度的，是……个体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存在。……16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小共同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所有关系）；但这种土地所有权采取了这些共同体世袭占有的形式（实际占有关系）。马克思写道：
高居于所有这些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括的统一体，可以表现为更高的或唯一的总所有者，而实际的公社却只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统一体完全可能表现为某种脱离并高于众多现实的、特殊的公社的东西。……在这里，专制君主表现为所有这许多较小公社的父亲，从而实现所有人共同的统一。17

在古代生产方式中，我们看到了国家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并存：
作为公社的成员，仍然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的成员，个体是一个私有者。……因为劳动主体把他的劳动的自然条件看作属于他自己的这种关系……是通过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来中介的——从而通过一个被视为神圣的前提来中介。18

在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生产和所有制形式中，可以看到公社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并存：
在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定居在森林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仅仅凭借其成员的每一次联合行动而存在，虽然他们自在存在的统一性体现于血统之中……因此，公社表现为一种结盟，而不是一种联合，表现为一种契约（其独立的主体是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一种统一体。因此在事实上，公社并不像在古代人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如果公社要进入真正的存在，自由土地所有者就必须举行集会，而在例如罗马，公社离开这种集会也是存在的。19

最后，在封建生产方式中：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独立的人，每个人都是依附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领主，平民和僧侣。人身依附不仅表征着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且同样表征着建立在生产基础之上的其他生活领域。20

另一方面，在CMP中，我们目睹了所有关系与实际占有关系之间同构的结合；这种同构是通过在实际占有关系中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将此指称为直接生产者同他的自然劳动条件的分离，这种分离发生在大工业阶段。经济在该生产方式中作为生产剩余价值之过程的特征，尤其源于这种分离，这种分离将劳动者自身转变为资本的要素，并将他的劳动转变为商品。这种结合决定了政治与经济的特殊自主性。马克思从它的两个表现形式中看到了这一点：(i) 在它对经济的效应中。例如，CMP中的生产过程以一种相对自主的方式运转，无需像其他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那样借助于“超经济因素”的干预。正如罗莎·卢森堡正确指出的那样，扩大再生产过程主要由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纯粹的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等等。(ii) 他还在这种自主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效应中看到了它。
CMP中经济的这种特殊结合，作为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也将统治地位赋予了该生产方式中的经济。我们知道，这已经被马克思所确立，无论是在他在《资本论》中对该方式的分析中，还是在他比较其他生产方式（在其中统治地位落到了政治或意识形态身上）的段落中。
在本导言中，我界定了本书的对象和方法，以及作为研究与阐述之基础的理论。我还界定了某些基本概念，以便确立随后的正文的理论框架。这些导论性说明将在正文中找到其根据。

I
一般性问题

1. 政治的概念
(i) 政治与历史；政治层面与政治
我们已经确立了充分的要素，以便尝试勾勒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的政治概念，及其与国家问题式的关系。但必须首先作出两点说明：
1. 在本章中，我们将尝试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政治阶级斗争的一般理论的问题。由于本章涉及国家的一般问题，因而在阐述顺序上置于关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章之前。这并非偶然。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在逻辑顺序上不直接且同时联系阶级斗争就着手考察国家；也不是因为这种阐述顺序符合某种认为国家先于社会分裂为阶级而存在的历史顺序；而是因为社会阶级是某些结构层级（国家构成其一部分）的效应（我们稍后将看到其确切含义）。
2. 我们将在这一阶段引入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可称之为政治层面）与政治阶级实践即政治阶级斗争（可称之为政治）之间的区分。但必须牢记，这种区分将在随后关于社会阶级的一章中变得清晰起来；在该章中，(i) 结构与 (ii) 阶级实践（即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将得到具体阐证。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政治层面与政治的问题是同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基本命题：(a)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以及 (b)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推动力”。显然，对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历史主义式的初步解读是可能的。归根到底，这种解读预设了黑格尔式的“总体”与“历史”：首先，这是一种由对等要素构成的简单而循环的总体，它根本不同于规定马克思主义统一体类型的以主导结构为特征的复杂结构；其次，它是一种线性的历史性类型，其演变此时此地就包含在概念的起源之中，历史过程被等同于观念自我发展的生成（devenir）1。在这种“总体”中，相关各种要素的特殊性被还原为这种简单统一性原则：该原则等同于概念自身，而这些要素则构成了概念的对象化。历史被还原为一种简单的生成，其发展原则就是概念从本质向存在的“辩证”过渡。
事实上，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命题进行历史主义解读是可能的。这种解读的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涵盖范围将不是一个特殊的结构层级与一种具体的实践，而是普遍地涵盖属于社会形态的结构或实践的任何层级之每一要素的“动态/历时”方面。对于历史主义学派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一般生成的“发生学”科学；既然政治是历史的推动力，那么它归根到底便是一门关于政治的科学，甚至是等同于这种简单的单线生成的“革命科学”。由此便产生如下后果：(a) 将政治等同于历史；(b) 可以称之为对结构和各类社会实践各个层级的泛政治化，这些层级自身的特殊性、相对自主性与有效性都被还原为它们的动态-历史-政治方面（按照这种解释，政治构成了它们统一体（总体）及其发展的中心或简单的公分母。(b) 的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是对理论层级臭名昭著的泛政治化，其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科学/无产阶级科学”的二分法）；(c) 废除了政治本身的特殊性，政治瓦解到所有其他未加区分的要素之中，从而破坏了社会形态各力量之间关系的平衡。这些后果使得对政治结构和政治实践的理论研究变得多余，并导致了唯意志论/经济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恒定量，以及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自发论等。
简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念中，政治层面恰恰占据了黑格尔哲学中概念最终所承担的角色。我将不考察这一问题式所呈现的具体形式。我仅给出两段引文以明确该问题所在。
第一段引文出自葛兰西，他的政治分析虽然始终富有价值，但往往受到克罗齐与拉布里奥拉的历史主义的影响。这段引文阐明了前面已经指出的结果：
在研究马基雅维利时必须提出并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治作为一门自主科学的问题，是政治学在世界的一种系统（连贯且合乎逻辑）的构想即实践哲学中占据或应当占据的位置问题。克罗齐在这方面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和政治学带来的进展，主要在于……消解了一系列虚假的、不存在的或表述不当的问题。克罗齐立足于他对精神各个环节的区分，立足于他对实践环节即实践精神的肯定；实践精神虽然自主且独立，但通过殊相辩证法在循环中与一切现实相联系。在实践哲学中，这种区分当然不会存在于绝对精神的各个环节之间，而是存在于上层建筑的各个层级之间。因此，问题将在于确立政治活动（及相应科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特定层级的辩证位置。人们可以说，作为初步的粗略概括，政治活动恰恰是第一个环节或层级；在这个环节中，上层建筑仍处于单纯愿望性肯定的非中介阶段，处于混乱且初级的阶段。在何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将政治等同于历史，进而将全部生活等同于政治？那么，整个上层建筑体系又怎能被理解为政治内部的殊相区分，从而在实践哲学中引入区分概念因而获得正当性？……将上层建筑各层级连接起来的圆环概念又该如何理解？“历史集团”的概念，即自然与精神（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统一，对立物与殊相的统一。2

在这段引文中，上述历史主义的后果已显露无遗；在此，正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理论左派”（例如卢卡奇、柯尔施等人）那里一样，它们导致了一种唯意志论式的泛政治化：在同一个问题式内部，它构成了抗衡经济主义的力量。3
我的第二段引文选自当代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该学派将在下文详加讨论，因为在马克斯·韦伯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它已成为现代政治科学分析中的主导倾向。4引人注目的是，仅仅由于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所共有的理论原则，它最终在关于政治层面与政治的问题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政治现实无法按照某种特定的概念图式加以研究……因为……社会系统的政治组成部分是该系统所有可由分析加以区分的方面的整合中心，而不是某一特定类别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场域。……5

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在认识论层面上，历史主义与功能主义的一般观念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直接的连续性。由此导致的对政治层面的还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功能主义所特有的共时-历时视角中，政治层面变成了社会总体的单纯原则及其发展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本源问题式的反历史主义观念中，政治层面必须被定位在社会形态的结构之中，它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层级，而且是一个关键层级，社会形态的各项矛盾在其中得以反映和凝聚。必须这样做，才能准确理解政治阶级斗争构成历史推动力这一命题的反历史主义特征。
让我们从阿尔都塞提出的这最后一点谈起。他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我们赖以理解社会变革过程的原则，并不是一种与作为其起源原则的主体相关联的普遍的、本体论类型的历史，而是在理论上构建的作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复杂总体的生产方式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所呈现的这一概念出发，可以构建出一种与简单单线生成不再有任何联系的历史概念。正如在生产方式和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形态的统一体内部，结构与实践的各个层级呈现出它们自身的特殊性、相对自主性与特殊有效性一样，它们的时间序列也具有不同的节奏与节律。6社会形态的各个层级具有如下特征：(i) 不平衡发展（这是结构中这些差异时间序列之间关系的一个本质特征），以及 (ii) 错位，它们是理解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基础。就此而言，社会形态的变革与过渡是通过具有差异时间序列的历史概念来把握的。
让我们看看政治层面，特别是政治实践在这一语境中所占据的位置。我在此是在对特定对象（原料）进行变革的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的，这种变革导致生产出某种新的东西（产物），这种产物往往构成（或至少能够构成）对该对象既定要素的决裂。在这方面，政治实践的特殊性何在？它的特殊对象是“当前时刻”7（如列宁所言），即社会形态各个层级的各项矛盾汇聚的节点，这些矛盾在由多元决定及其错位和不平衡发展所支配的复杂关系中被凝聚起来。因此，这一当前时刻便是一种情势，即各项矛盾在此相互融合的战略节点，只要它们反映了规定以主导结构为特征之结构的接合。正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实践的对象是规定结构统一体的不同矛盾关系最终得以融合的场所；它是使人们在具体情境中破译结构的统一体并作用于该统一体以使其发生变革成为可能的出发点。因此，政治实践所作用的对象取决于各个社会层级：它同时作用于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理论的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的层面，这些层面在其相互关系中构成了情势。
关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还会产生如下后果：政治实践是“历史的推动力”，只要其产物最终构成了社会形态在其各个阶段和时期的统一体的变革。然而，决不能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政治实践是变革统一体的实践，其程度取决于其对象构成了具有自身历史性和不平衡发展的不同层级之矛盾的凝聚节点。
如果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本源问题式中定位政治层面的概念，特别是政治实践的概念，这些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对政治实践的对象与产物的这些分析，本身并不能准确界定政治层面的特殊性。它们需要由关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充分构想来补充。8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政治层面定义为具有明确界定的对象和产物的实践，我们就有冲淡其特殊性的危险，并最终将一切“变革”特定统一体的东西都认定为政治的。如果我们忽视对政治结构的理论考察，我们也有失去情势中当前时刻概念的危险，并将其沦为葛兰西式的“环节”概念（一种黑格尔式的概念）。简言之，为了最终超越对政治层面的历史主义说明，仅仅停留在对政治实践对象的理论分析上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社会形态内部，定位作为其目标：的政治结构层级的特定位置与功能；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揭示出与差异历史相关的由政治层面所造成的多元决定。
为了触及问题的核心：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政治结构（即所谓的“政治上层建筑”）由国家的制度化权力构成。每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葛兰西通过将政治斗争（实践）与经济斗争区分开来而谈论政治斗争时，他们都明确地联系其特定的目标——即作为社会形态中特定的结构层级的国家——来考察其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确实找到了关于政治的一般定义：它恰恰是上述政治实践的构想，该实践以当前时刻为对象，并且要么变革（要么维系）社会形态的统一体。但这仅仅以政治实践将国家的政治结构作为其作用点和特定战略“目标”为限。9
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以夺取政权为自己的最终目标（Endzweck）。”10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理解列宁的论述：“只有当阶级斗争把政治领域包容进来的时候，阶级斗争才成为真实的、彻底的、发达的阶级斗争，这种说法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把政治包容进来，而且触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国家政权的组织时，它才是充分发展的、‘全国性的’阶级斗争。”11从这段引文可以得出，政治实践的特殊性取决于它把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方面，重新强调列宁在1917年关于国家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问题的文献中所持的立场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在这些文献中，列宁也同样继续认为政治实践的目标同国家的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在列宁的思想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同他把苏维埃视为“第二个国家”这一事实密不可分。我们稍后将考察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分；在此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提出这一口号并不是因为苏维埃当时处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提出这一口号时苏维埃处于孟什维克的控制之下），而是因为苏维埃通过构成一个承担了官方国家某些职能的国家机器，构成了真正的国家。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加强这第二个国家，目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来加以控制：“……公社的真正本质不在于资产者通常寻找的地方，而在于建立了特殊类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在俄国产生，这就是苏维埃……”12此外，列宁的这些分析源于他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区别与联系上的理论立场。他此前已经在《怎么办？》：中界定了其核心要点：“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联系于某一雇主集团，而且……同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国家发生关系。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决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经济斗争……”，或者又如，“政治揭露同经济揭露一样，都是向政府宣战，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13
(ii) 国家的一般职能
然而，这一论点提出的问题与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为什么一种以“当前时刻”为对象并产生统一体变革的实践会呈现出这种特定特征，即其结果唯有当其目标是国家政权时才能产生？显然，这个问题决非不言自明，一方面由其目标在于经济的经济主义、工会主义倾向所证明；另一方面由其目标在于意识形态的空想唯心主义倾向所证明。换一种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改良主义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念（表现在要求对国家进行根本变革和打碎旧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之间的区别何在？简言之，用列宁的确切说法，为什么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关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念，并证明在由不平衡发展所导致错位的若干层级的结构内部，国家具有构成社会形态各层级之间凝聚因素的特殊职能。这正是把国家视为社会形态的“秩序”因素或“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意义所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秩序，而是一个复杂统一体的各层级总体的凝聚，以及作为其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平衡的调节因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以国家为目标的政治实践会带来统一体的变革，因而成为“历史的推动力”：正是在分析国家的这种作用时，我们才能确立该论点的反历史主义含义。存在两种可能性：(a) 政治实践的结果是维系社会形态的统一体，维系其某个阶段或时期（即其非变革）。这是因为，在各自时间序列中发生错位的各层级符合/不符合的不稳定平衡中，这种平衡从来不是由经济本身所给定的，而是由国家所维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实践的目标是作为维系这一统一体凝聚之因素的国家。(b) 政治实践带来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其目标是作为该统一体破裂的节点结构的国家，只要它是该统一体的凝聚因素。在此语境下，有可能将国家作为产生新的统一体与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加以瞄准。
即使在这一阶段，我们也可以在如下事实中看到国家这一职能的迹象：尽管它是社会形态统一体的凝聚因素，但它也是社会形态各个层级的矛盾在其中得以凝聚的结构。因此，它是我们发现表征社会形态或其某一阶段或时期的统治地位指数与多元决定得以反映的场所。国家也是我们能够破译社会形态结构的统一体与接合的场所。当我们分析结构与阶级实践领域的关系时，这一点将变得明朗。届时我们将确定国家与情势之间的特殊关系，情势本身构成了能够破译结构与实践领域之间关系的场所。正是在作为社会形态统一体的凝聚因素的国家与作为各层面各项矛盾得以凝聚之场所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中，我们能够破译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将政治结构指明为社会形态的特定层级，以及指明为其变革发生于其中的场所：它将以国家（在各自时间序列中发生错位的各层面矛盾得以凝聚的场所）为目标的政治斗争指明为“历史的推动力”。
必须把某些要点阐述得更加精确。这种提出国家问题的方式使我们能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根据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政治斗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构建这样一种理论基础，就是陷入了对政治的“马基雅维利式”理解。这一传统基于马克思在青年时期著作中对“纯粹政治”观念的谴责，即把政治仅仅还原为它与国家的关系的观念。根据这一传统，政治实践的目标不是国家，而是“市民社会”的变革，或许是生产关系的变革。14对这一表述不当的问题的错误回答被称为经济主义：按照经济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才是政治斗争的特定目标。改良主义观念恰恰处于这一图式之中。唯有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成熟期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国家的本源问题式，我们才能把握 (i) 政治斗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 (ii) 这些层级与社会形态各层级总体之间的关系。15
但是，将政治层面定义为政治实践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过于宽泛。即使它对于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形态普遍有效，这种关系显然也只能在特定生产方式和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形态的框架内具体规定。特别是就国家作为社会形态统一体的凝聚因素的职能而言，显而易见，根据所考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它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国家在统一体中的位置，只要它为其区域结构指派了具体规定的和构成的界限，就恰恰取决于国家这一职能所采取的形式。这些界限的确切性质（什么是国家？），以及它们的扩大或缩小（哪些结构和机构构成国家的一部分？），都与这一职能因所考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而异的差异形式密切相关。国家的这种职能转变为一种特殊职能，在由CMP支配、以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以及分配给国家区域的特殊位置为特征的形态中，具体规定了国家本身。这种特征性的自主性是政治层面特殊性的基础：它决定了国家作为已获得自主性的各层级的凝聚因素的特殊职能。
当我们考虑到一个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形态以几种生产方式的重叠为特征时，国家作为社会形态统一体的凝聚因素（这使它成为各层面矛盾得以凝聚的场所）的职能就变得更加清晰了。在此绝不能忘记，即使当这些生产方式中的一种成功确立其统治地位，标志着社会形态扩大再生产阶段的开始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过渡阶段的结束时，我们所面对的也是存在的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社会形态各层面的永久性错位。国家作为各种生产方式这种复杂重叠的凝聚因素，其作用在此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在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实际占有之间的特殊不符合为特征的过渡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贝特尔海姆恰当地指出的：“这样一种错位就社会结构不同层级的接合而言带来了重要结果。这种不符合包含着政治层级的特殊效力。”16然而，正是在社会形态统一体的一般凝聚职能意义上被理解的国家特殊效力，永久性地存在于不同生产方式重叠的每一个社会形态中。这种效力是格外重要的，特别是在占统治地位的CMP将其结构的支配印记打在存在的各种生产方式上（特别是考虑到由此产生的错位，将各层面的相对自主性印记打在它们之上）的资本主义形态中。17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功确立了国家与作为政治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尝试确定阶级斗争领域（特别是政治阶级斗争）与社会形态结构的关系之前，必须注意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国家与政治阶级斗争的这种关系包含着国家与结构：各层级总体的关系，即国家与表征社会形态的各层面接合的关系。
这从恩格斯的分析中显露出来，在这些分析中，他有时用相当悖论性的措辞确立了国家与“社会总体”的关系。恩格斯指出：
它［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8

为了不繁琐引述，我将仅限于这一文本。恩格斯所“说”的是，在国家与政治阶级统治以及政治阶级斗争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但他同时也表明，国家与政治阶级统治的关系反映（在我们的术语意义上，确实是凝聚）了社会的矛盾总体。在这里，“社会”一词意味着什么？因为如果这些术语不被置于马克思主义本源问题式的语境中，我们就有陷入一种人道主义观点的危险，这种观点把国家这一制度即总体，与一个社会的“生存需要”联系起来。在这里，“社会”一词似乎指的是作为各层面的复杂统一体的社会形态这一被严格界定的概念（在其他地方它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国家与社会形态各个层级所特有的矛盾相联系，但仅仅以它代表了反映这些层级的接合并凝聚其矛盾的场所为限。它是对“社会陷入自我矛盾”的承认。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国家是“社会的正式概括”。19这种在矛盾凝聚或融合的意义上把国家视为矛盾之“概括”的构想，马克思确实曾在黑格尔主义视角下在《哲学的贫困》中表述过。我提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国家的分析，是因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使用了它们。在其他地方，20列宁引用了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在信中说：“……政治国家体现着人的实际斗争的总目录。因此，政治国家在其形式的范围内，在国家的形式下（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的观点）表达了一切社会的斗争、需要和利益。”列宁也用警句般的措辞将政治（包括国家和政治阶级冲突）表述为“经济的集中表现”。21
在这个意义上，对列宁而言，国家似乎是我们能够破译结构的统一体并从中获得对该统一体认识的场所：“能够获得这种知识的唯一领域，就是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发生关系的领域，即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领域。”22这一点恩格斯此前就已指出，当时他把国家称为社会的“正式代表”：这里的“代表”是指破译社会形态统一体的场所。最后，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是能够破译这一统一体的决裂局势（situation de rupture）的场所：正如列宁所证明的那样，国家结构所具有的双重政权特征构成了革命形势的基本要素之一。
国家与规定社会形态的接合之间的这种关系，恰恰根源于国家在政治阶级冲突中具有“秩序”职能（当然是政治秩序），并且作为统一体的凝聚因素具有整体秩序（广义上的组织）职能。只要政治阶级冲突反映了社会形态的统一体，国家就阻止其爆发。（这种“反映”不是现象对本质的关系。）国家防止各阶级和“社会”消灭自身：使用“社会”一词表明它防止社会形态解体。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在理论上详尽阐明国家的这一观念，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确实发现了大量相关论述。因此，恩格斯恰当地把国家的这种“秩序”职能界定为“当时暂时（pro tempore）作为剥削阶级的那个特定阶级的组织，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外部生产条件”。23我们不必纠缠于“外部”这一似乎包含着“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机械论观念的术语，而应当着眼于把国家表述为既维护生产条件，又维护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统一体的存在和运转条件的组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极为鲜明地将社会形态阐述为一个不稳定平衡系统，在其中国家扮演着“调节者”的角色。24最后，葛兰西用来分析国家职能的组织思想，也是以此种观念为基础的。
(iii) 国家职能的诸种样态
国家的这种秩序或组织职能呈现出各种样态，这与它在特定情况下所行使的层级相联系：即在经济层级的技术-经济职能、在政治阶级斗争层级的严格政治职能，以及在意识形态层级的意识形态职能。尽管如此，国家的技术-经济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受到其严格政治职能（关涉政治阶级斗争的职能）的多元决定，原因在于它们构成了国家总体角色的诸种样态，而国家的总体角色就是社会形态统一体中的凝聚因素。国家的这种总体角色是一种政治角色。国家同“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以及政治阶级统治相联系，恰恰在于它在结构总体中维持了那种（在其统一体中）具有将社会形态划分为阶级并产生政治阶级统治的效应的位置与角色。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国家的技术-经济、意识形态或“政治”职能：只存在由其位置赋予它的总体的凝聚职能，以及受到特定政治样态多元决定的这一职能的诸种样态。这正是恩格斯论断的含义所在：“这里我们只要确定一点就够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表面上才能持续下去。”25
这一论点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经典文献中都得到了阐述。然而，在描述并非直接同政治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某种特定样态时，理论家们常常把这一论点解释为国家同“社会”的所谓独立于阶级斗争的关系。这是一个深得社会民主党人青睐的古老论点，早在库诺26和伦纳27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它把国家的“社会职能”同其政治职能对立起来，据说唯有后者才同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相联系。在社会民主党学派目前关于“福利国家”的大多数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论点。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专制国家的某些分析中，也粗略勾勒了这一论点；在该生产方式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阶级被视为不存在，据说这种国家的存在同不同的技术-经济职能（水利及其他职能）相关联。
让我们更深入地考察国家这些不同职能的问题。我尚不系统地考察它们，而只是简要指出它们同政治职能的关系，以阐明我们所关切的问题。
在描述国家的这种总体角色所采取的形式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时以一种历史发生学的方式来呈现它，阐明国家同其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视为不仅决定国家、而且决定社会阶级在历史上产生和诞生的诸多因素。但是，国家在历史上的诞生这一问题虽然重要，显然是另一个独立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了概要性的回答，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当时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不可避免的局限性。28然而，只要这些分析阐明了与国家在给定的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形态复杂总体中的位置相一致的国家职能，我们就可以保留这些分析。国家的职能首先涉及经济层级，特别是劳动过程和劳动生产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考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专制国家的分析；在那种生产方式中，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力量来开展所需的水利工程。在此语境下，恩格斯就统治阶级同社会分工的关系向我们指出：
十分明显，只要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那么，生产力的增长、贸易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必然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指挥劳动、经营贸易、管理国家事务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29

我们在此必须记住国家（通过统治阶级的中介）同劳动过程的总体指导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涉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当我们处理资本主义形态中的分工时，我们会再次面对这一问题：国家的这种角色对应于资本家的双重角色，即剥削的角色以及对劳动过程进行组织兼监督的角色。此外，我们知道列宁在1917—1920年的文献中对国家的技术-经济职能（包括其核算职能）所给予的高度重视。
国家作为劳动过程组织者的这种职能只是其经济职能的一个方面，经济职能还包括例如司法系统的职能，即组织资本主义交换并提供商业交往得以发生之真正凝聚框架的规则体系（总体，ensemble）。国家针对意识形态的职能包括其教育、教化等角色。在严格政治层级即政治阶级斗争层级上，国家的这种职能就是在政治阶级冲突中维护政治秩序。
这样，我们便得出了两点结论：
1. 国家作为社会形态凝聚因素的总体角色，本身可以区分为关涉社会形态不同层级的特定样态，即区分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职能、意识形态职能和政治职能（在政治阶级冲突中的角色）。
2. 国家的各种特殊职能，即使是那些并非直接关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层级（即政治阶级冲突）的职能，也唯有在其相互关系中，即纳入国家的总体政治角色之中，才能在理论上加以把握。这种角色具有一种政治性质，其意义在于它维系着社会形态的统一体，在该统一体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凝聚为一种政治阶级统治。事实上，如果直接把国家的技术-经济职能或其司法裁决职能归结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职能（即其在政治阶级冲突中的特殊职能），就无法明确确立它们的政治性质。这些职能之所以是政治职能，是因为它们首要地旨在维系归根到底建立在政治阶级统治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统一体。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能够确立国家的经济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受到其在政治阶级冲突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职能的多元决定。例如，国家的经济或意识形态职能对应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并构成政治职能，不仅表现在 (a) 劳动的组织和教育与 (b) 某一阶级的政治统治之间存在直接且明显的联系的那些情况中，而且也表现在这些职能的对象是维系某一社会形态的统一体（在该社会形态内部这一阶级处于政治统治地位）的情况中。正是由于这些职能的首要对象是维系这一统一体，它们才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而这正是恩格斯所引段落的确切含义：对于恩格斯而言，“社会职能”始终是“政治职能”的基础。因此，在此应用于国家职能的这种多元决定概念指明了双重含义：(i) 国家的各项职能通过国家的总体角色（即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形态中的凝聚因素）而构成政治职能；(ii) 这些职能以这种方式对应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
社会形态结构中统治地位指数的位移，作为一条普遍规律，反映在国家在其总体政治角色内部各项职能的具体接合之中。（国家作为社会形态矛盾得以凝聚的场所，也是这一位移能够被破译的场所。）列宁在他1917年关于国家机器的文献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分析模型的原则：在这些文献中，他区分了国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职能与国家管理的“技术”职能（核算职能构成其一部分），通过展示这种技术-经济职能（归因于俄国社会形态不同层级的特殊接合）对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职能的从属地位。30
然而，在国家职能的接合中正确“解读”社会形态接合的能力，预设了一种解读原则：即把国家的作用解读为社会形态统一体中的凝聚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家的总体角色中，其经济职能的支配地位表明，作为一条普遍规律，社会形态各层面接合中的统治地位转移到了政治层面；这不仅在国家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阶级斗争中的直接职能的严格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在此处所指出的意义上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中，国家的经济职能相较于其他职能的支配地位与其统治地位相结合，因为其作为凝聚因素的职能要求它对保持社会形态决定性地位的那个层面（即经济）进行特定干预。例如，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制国家中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在那里政治的统治地位反映在国家经济职能的支配地位上；或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主义”形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然而，在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国家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中，经济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反映在国家严格政治职能的支配地位上——即作为“警察”的国家[宪警国家（l’état gendarme）]——以及国家在经济上的特定不干预。这绝不意味着国家没有任何经济职能（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结合工厂立法向我们表明的那样），而仅仅意味着这种职能不具有统治地位。事实上，我们稍后将看到，认为自由主义国家形式从未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看法（有时人们确实这样认为）是错误的。事实上，使我们能够将自由主义国家的这些职能视为在经济上的特定不干预的，恰恰是：(i) 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相较于其其他职能不占支配地位（与国家其他形式相比，特别是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形式相比）；以及 (ii) 与此相关的，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层面总体中，作为凝聚因素的国家层面不占据统治地位。
因此，我们必须作两点补充说明。首先，国家作为凝聚因素的作用，不能还原为国家在各个层级、特别是经济层级上的（完全意义上的）“干预”。例如，在私人资本主义情况下国家的不干预，绝不意味着国家不维持这种凝聚职能：在这种情况中，该职能表现为国家在经济层级上的特定不干预。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提及法律体系的情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明的，法律体系是经济运转的一个条件，因为它不仅把生产关系固定在形式所有权关系中，而且还构成了包括买卖劳动力的交往在内的商业交往的凝聚框架。其次，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国家在统一体中具有作为凝聚因素的总体职能，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因此总是在社会形态中保持统治地位，也不意味着当这种统治地位由经济占据时，国家便不再具有这种作为凝聚因素的职能。

2. 政治与社会阶级
导言
我们现在掌握了足够的要素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与阶级冲突概念，及其在政治领域的反响：在此我们将特别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政治著作。在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联系中对这些著作的具体参照，既取决于涉及其理论地位的阅读原则，又取决于对待社会阶级概念所采取的立场。
在此必须牢记，“纯粹的”CMP（它已被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区分开来）在其纯粹形式中由各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组成，并且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的特征在于其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以及经济层面在其中所承担的统治地位。从理论观点来看，这具有重要的反响。这些不同的层面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都要服从于一种特殊的科学处理。就《资本论》（它是对CMP的处理）的理论地位而言，这些反响是清晰的。但是，由于表征它的各层面的自主化，以及由于经济在其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这种处理是以该生产方式中经济的区域层面为中心的。这绝不意味着其他层面从中缺席；它们是存在的，但也只是可以说内隐地通过它们在经济区域中的效应而存在。这一要素对于社会阶级问题而言反过来也是重要的：我们在《资本论》中发现了一些建构阶级概念所必需的要素，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在该书中，这一问题本身是以社会阶级的经济决定作用为中心的。这绝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决定作用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概念而言就足够了，正如对CMP之经济层面在《资本论》中的特殊处理绝没有削弱其他层面对于对该方式进行科学考察的重要性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著作在这方面如此重要的原因。关于它们的理论地位必须作出一项说明：他们的大部分著作的对象是对历史上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特别对其政治情势的研究。社会阶级的提问方式主要涉及它们在这些形态中的存在。但与此同时，一种生产方式（在这里是CMP）中社会阶级的理论问题在这些文本中是在实践层面上提出的，因为它们展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决定作用在阶级概念建构中的重要性。这在列宁的政治著作中是十分清晰的。
牢记这些文本的年代是重要的：承认马克思著作中的断裂，我们将仅考虑从1847年（《哲学的贫困》）直到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那些著作。很清楚，随着马克思独创的提问方式逐步明确，阶级问题的阐述在那一时段经历了进一步的波动。然而，贯穿所有这些文本，可以解读出一个单一的问题，该问题恰恰关涉政治和意识形态决定作用在建构阶级概念中的重要性。因此，毫不奇怪，这些包含着并非总是完全清晰的措辞形式的文本，引起了无数的误解。那么，让我们来探讨马克思政治著作中的阶级问题，并试图理解它是如何同《资本论》中的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i) 阶级的理论地位问题
让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阶级“经济利益”与阶级“政治利益”之间区别的某些文本出发。在对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这一维度的分析中，马克思似乎区分了三个层面或三个时刻。前两个层面关涉“经济斗争”与“经济利益”。在经济的前两个层面中的第一个层面，我们发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简言之即“个体/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经济斗争；但是按照对这些引文的字面阅读，这种斗争并未揭示出阶级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工种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处的群众”（MESW, 1970, p. 42）。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些“个别冲突”日益具有“两个阶级”之间碰撞的性质。然而，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区分出似乎是经济斗争的第二个层面，即经济利益的层面：这并非表现在个体/生产当事人的层面上，但严格说来它也不表达阶级关系。尽管如此，马克思有时指出，我们在此面对的是一种与自为阶级截然不同的自在阶级。他在论及工会斗争（即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组织相对）的文本中尤其如此表述：“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集体权力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由经济斗争已经达到的力量联合，在这一阶级的手中也必须作为杠杆，用于反对其剥削者的政治权力。”1 没有必要进一步补充马克思那些众所周知的引文，根据这些引文，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在独立政党中的组织才作为阶级而存在。2
斗争的这些层面（经济斗争的两个层面，以及政治阶级斗争的层面）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这一段文本中是十分清晰的：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3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这些文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中的重要性。但在此必须指出，这些分析经常被误解；人们未曾考虑到对社会阶级问题进行科学阐述的要求。
对这些文本的一种阅读方式从一开始就必须加以拒斥，因为它归根结底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毫无立足之地的“社会群体”提问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历史—发生学的阅读。这种阅读（对马克思文本的一种字面的、直接的阅读）在其中发现了关于社会阶级“发生”过程的编史学。按照这种解释，马克思著作中这些不同的理论分析层面构成了阶级形成的历史阶段：最初是无差别的个体群众，随后把自己组织为自在阶级，最后发展为自为阶级。对马克思分析的这种阅读本身与历史主义的提问方式相关联：在此必须指出，恰恰在阶级理论中，它的缺陷暴露得最为明显。我们可以在那里区分出两个理论流派，尽管它们共享着相同的前提预设。两者都涉及将（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本体论—发生学图式引入马克思主义，该图式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主题的展开。
(a) 在历史主义提问方式的第一种流派（它是黑格尔式提问方式的直接延续）中，阶级被构想为历史的主体，构想为社会形态结构的发生学生产与转型的因素。卢卡奇是对阶级和阶级意识进行这种历史主义阐释的典型代表。从这一视角来看，社会形态结构的理论问题被还原为关于其起源的提问方式，而这一起源本身与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的自我展开相联系。阶级/主体组织为政治阶级（自为阶级）的过程，在此非常紧密地对应于概念的历史性的黑格尔式类型。在戈德曼和马尔库塞等作者那里也可以发现这种相同的阶级构想。4
(b) 历史主义的第二种流派见于对马克思的某些“功能主义”阐释中，例如盖格尔、达伦多夫的阐释，以及最近在法国布迪厄的阐释。5 这种阐释相比于第一种流派的优势在于，它提出了社会形态作为一个结构体系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此并未立即与其发生学联系起来。然而，功能主义学派所采用的共时态/历时态二元论，归根到底依赖于历史主义的提问方式。这种功能主义阐释将作为结构体系的社会形态仅仅定义为一个参考框架（静态考察的对象），而该体系的动态—历时态要素则由“阶级冲突”所代表。按照这种阐释，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群体”的应有地位在于构成结构的能动要素，具有充当结构变革的原则与条件的功能。社会结构与社会阶级是在结构与功能、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关系中被把握的。这种历时态仅仅表达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历史主义观念，表达了建立在社会行动者、“有能力改变结构诸要素的力量”6（由作为功能的阶级所代表）之上的历史观念。因此，看到卢卡奇的历史观念与功能主义理论中的历时态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不应感到意外，因为两者都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斯·韦伯历史主义的影响。这种观念导致了社会阶级之双重地位的理论划分：(i) 阶级处境，即由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自在阶级；以及 (ii) 阶级功能，即自为阶级、阶级斗争：结构变革中的历时性因素。7
我们在此已经可以看到的是，隐含在该学派分析中的历史主义观念，最终导致在个体/生产当事人（“人”）与社会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关系在主体的地位中获得了理论基础。生产当事人被视为行动者/生产者，被视为创造结构的主体；而社会阶级则被视为历史的主体。当事人分配到社会阶级之中，本身与“人”对社会结构的创造与变革（历史主义式的创造）过程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观念未能认识到两个基本事实：首先，生产当事人（例如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作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人格化”，被马克思视为一整套结构的承担者或载体；其次，社会阶级在理论上绝未被马克思构想为结构的发生学起源，因为该问题关涉阶级概念的界定。我们将看到为什么是这样。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还存在着另一种曲解：即“经济主义”阐释，它构成了以青年卢卡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学派的不变对应物。按照这种解释，社会阶级仅仅被定位在以经济主义方式构想的生产关系层面上，即被还原为当事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诚然，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概念本身已被该学派以经济主义方式加以阐释（甚至使用了从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借用的概念），但同样真实的是，即使在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构想中，阶级之经济决定作用的排他性与否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事实上，“纯粹”生产方式（我们已将其与社会形态区分开来）通过经济在生产方式概念所涵盖的各层面复杂整体中的位置与功能来界定经济。然而，这并未削弱该方式内部经济之特殊性的问题。在“纯粹”生产方式的情况下，总能发现特定层面的并存，简言之即经济（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它们表现为“纯粹”生产方式的诸多区域结构。因此，既然生产方式的概念不仅未能产生各层面的特殊性，甚至还允许我们将它们作为区域定位在它们与经济区域的关系中，我们所指出的社会阶级问题就无法被轻易回避，而是依然悬而未决。它们仅仅是由它们对经济的关系来界定的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对社会形态中阶级问题所给出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可以说，马克思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从来不是单纯涉及经济结构（生产关系），而是始终涉及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整体，以及由不同层面在其中所维系的关系。让我们预先指出，一切发生得就好像社会阶级首先在经济层面、其次在政治层面、第三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一整套结构及其关系的结果。8 一个社会阶级既可以在经济层面被识别，也可以在政治层面或意识形态层面被识别，因而可以就某个特定层面来定位。然而，要界定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并在其概念中把握它，我们必须参照它是其效应的层面整体。
这些考虑仍然显得含糊，因为尽管事实上社会阶级表现为一整套结构的结果，但仍然有必要精确地划定以社会阶级的形式反映这一整体效应的特定领域。必须立即指出，社会阶级并不表现为一个特定结构层面对另一个结构层面的效应：即并不表现为经济结构对政治或意识形态结构的效应；因此，它们并不在结构内部显现自身，而是完全表现为结构在社会关系领域的总体效应，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本身涉及将当事人/承担者分配到社会阶级中：而且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社会阶级决定了当事人/承担者相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结构的位置。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这些领域的混淆有一个名称：那就是主体的人类学主义。
因此，首先有必要相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来精确界定“社会关系”的位置。特别是，此处在经济层面上操作的结构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混淆，导致了经济主义将社会阶级仅仅还原到经济层面；正是在这种曲解中，我们能够辨别出人类学主义对经济主义倾向的冲击。事实上，这种还原依赖于对这两个术语的混淆：这种混淆是通过毫无区别地使用“生产关系”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术语而产生的，而事实上它们涵盖了不同的现实。在经济主义中，社会阶级作为生产的社会关系，被还原为单纯的生产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一术语意味着社会性在结构本身内部浮现，并且浮现在由“生产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特权点上。诚然，马克思本人不加区别地使用生产关系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术语，只有通过仔细阅读他的文本，我们才能发现这些概念所涵盖的现实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考察得更深入一些。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构想本身，对将一般经济同人类“主体”的“需要”联系起来的任何经济人类学提供了彻底批判，并因而对将社会关系构想为主体间关系的观点提供了彻底批判。这在两个意义上是真实的：一方面，经济层面由劳动过程（关涉劳动的物质与技术条件，特别是生产资料；简言之即一般意义上的“人/自然”关系）与生产关系（关涉生产当事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之间的统一所组成。因此，生产关系并不仅仅指称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指当事人与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之间处于特定结合中的这些关系。另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分配在社会阶级中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即阶级关系。换言之，生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由生产关系所构成的这种特定结合（生产当事人/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的一种效应。
那么看来，只有当我们清晰地区分结构与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后者指称将承担者分配到各个社会阶级）时，我们才能对任何“人类学主义”（无论是其历史主义形式还是人道主义形式）进行彻底的批判。这两个领域在经济层面上分别由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概念与生产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概念所涵盖。实际上，与混淆这两个领域并将一个概念还原为另一个概念的经济主义社会阶级观念相反，在结构中由生产关系概念所涵盖的经济，绝不构成社会性浮现的任何特权点。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对应于生产的社会关系：但我们严格说来也可以谈论政治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9 这些社会关系作为阶级关系，在此就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单独抽取出来，表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社会关系的效应。因此，不同的层面在结构中同时也在社会关系中标志着不同的层次与等级。关于经济层面，让我们以结构中的生产关系为例：它们由生产当事人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结合形式所构成。生产关系的这一结构“决定了生产当事人所占据和采取的位置与功能，只要当事人是这些功能的承担者（Träger），他们就绝不过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10 生产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效应以及关于经济的效应，是将生产当事人分配到社会阶级之中，这些阶级在此层面上就是生产的社会关系。
因此，严格说来，作为结构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社会阶级：我在这里谈论的不是“群体”的经验实在，而是阶级的概念，这意味着阶级概念不能涵盖生产关系的结构。生产关系由结合的形式所构成，而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则由一个特定的概念即剩余价值概念来表达。这样看来，资本与雇佣劳动当然不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经验实在，但它们也不能被一个实际上涵盖社会关系的概念（即社会阶级的概念）所指称。这些说明对于其他层面同样有效：政治的结构（尤其是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结构同样不是社会阶级。但是在关系的层面上，它们确实产生法权—政治的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作为其效应，产生将作为其载体的当事人分配到社会阶级中的效应。特别是在法律的情况下，这种效应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形式法权所有权。考虑到戈德利耶因未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导致的混淆，就可以理解这些说明的重要性。11 因此，我们可以尝试表达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结构与其社会关系（即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界定社会阶级的理论地位。首先，我们面对的不是静态与动态的关系。这有时被视为共时态结构与历时态功能的关系（正如在当前一种根据结构的持久程度来把握结构的错误倾向中那样）：这在起源上是主体—生产者与其产品的历史主义关系。这也不是“群体”（阶级）即“经验具体”12与其“理论模型”（在此即结构）之间的简单认识论关系：这种将结构与概念等同起来的模型理论依赖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实际上，社会阶级并不是一种以结构作为其概念的“经验之物”。它们指称社会关系、社会集合体：但它们是关于它们的科学概念，正如资本、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概念构成关于结构、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一样。13
更确切地说，社会阶级是一个概念，它表明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结构整体、母体对构成其承担者的当事人所产生的效应：这一概念揭示了整体结构在社会关系领域中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阶级确实是一个概念，它指称的就不是一种可以置于结构之中的实在：它指称的是一整套给定结构所产生的效应，正是这一结构整体将社会关系决定为阶级关系。14 这意味着，社会阶级在理论上不能被视为整体结构的一个区域结构或局部结构，例如生产关系、国家或意识形态实际上构成了整体结构的区域结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结构的效应（即阶级）本身不能构成一种结构，也不是因为阶级是“经验具体”（群体）而结构是其概念：而是因为指称社会关系的阶级概念，与指称结构的概念之间不存在理论上的同质性。15
然而，尽管社会阶级在所指明的第一个领域中确实不能被视为一种结构，但作为一种结构效应，它们在社会关系的特定参照框架中确实构成了一种结构。这一参照框架本身是结构化的，因为它受到结构所设定的界限的限制，这些界限反映为一个领域的整体对另一个领域的效应。当我们考察我们在结构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分，同结构与实践（阶级实践）之间的区分这两者的重叠时，这一点将变得更加清晰。1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习惯性地使用两个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历史上具体的社会“总体”，从而对这一领域差异给出了提示：这些术语是“社会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经济—社会形态”）和“社会”（特别是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这一表述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成熟期著作中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最常见的意思不是“市民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用来特指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使用“社会”一词来代替“社会形态”，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口误或术语上的不一致，而是指出了结构与社会关系之间进行区分的问题。“社会形态”一词严格指称结构层面，而“社会”一词通常以描述性的方式指向社会关系领域。
关于社会阶级的构成，从这些说明中可以推论出什么具体结果？首先，阶级的构成不仅与经济层面相关，而且由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各层面之整体的效应所构成。各层面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组织，在社会关系中反映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践，反映为各阶级实践之间的“斗争”。既然社会关系是从结构体系中结构化出来的效应性领域，那么阶级斗争的各个层面就以与母体各层面相同的方式相互关联。在社会关系领域中经济阶级斗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可以反映为统治地位向阶级斗争的另一个层面（政治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转移。阶级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相联系的方式，在社会阶级的构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作用为结构中经济要素始终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正如在社会关系中所反映的那样）提供了精确的证据。17
表征给定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结构接合，通常也就是社会关系的接合，是阶级斗争各个层面的接合。让我们以封建生产方式为例。它的特征在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接合；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最常反映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这是根据它在该方式中的位置和功能来界定的。现在让我们考察社会关系的情况。这种生产方式的社会阶级，即由其“公共—政治”地位所固定的那些阶级表明，经济阶级组织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在这里表现为其政治组织的统治地位。这些阶级首先是由生产当事人的公共地位所决定的，即由根据政治在封建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功能所界定的法权—政治组织所决定的，而这只不过是政治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反映。在许多文本中，特别是在《大纲》中，马克思指出了（尽管如我们所见是以描述性的方式）“种姓”和“等级”相对于现代社会阶级的这种特殊性。
(ii) 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中的阶级
最后，关于同给定生产方式和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形态相关联的社会阶级，我应当作最后一项说明：这一问题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形态的分析中社会阶级的“数量”问题。在列举阶级时的差异经常被归咎于18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暗中承认了区分阶级的多元标准（不同于那些严格关涉各层面结构的标准）。19 显而易见，一旦我们参照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分，这种阐释就是错误的。在对“纯粹”生产方式的理论考察中，例如就“纯粹”CMP在《资本论》中所呈现的那样，我们看到它对承担者的效应反映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区分，即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然而，社会形态由几种生产方式的重叠所构成（其中一种生产方式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它所呈现的阶级数量多于“纯粹”生产方式。阶级数量的这种增加并非由于区分阶级的标准在使用上的任何变化，而是严格地同以下两点相关：(a) 该社会形态中的诸种生产方式，以及 (b) 它们的结合所采取的具体形式。
在此关头，我们应当拒斥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在考察“纯粹”生产方式时对阶级的分析应当仅仅局限于它们对生产关系之经济层面的关系，而它们对其他结构层面的关系只有在考察社会形态时才被纳入考虑。牢记这一点是重要的，即“纯粹”生产方式由不同层面的接合所组成，在对这种“纯粹”生产方式的考察中，社会阶级表现为其母体对其承担者的效应：例如，在对“纯粹”封建生产方式的理论考察中，该方式的阶级就已经表现为特殊的经济—政治“种姓”。
这对于“纯粹”CMP在《资本论》中所受到的考察也是有效的。应当牢记此前就这一论题所作的某些说明。由于作为CMP特征的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法权—政治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在书中并没有基于同处于其考察中心的经济层面相同的理由被加以分析。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着这些层面内在存在的提示：法权—政治或意识形态结构对承担者的效应（将他们分配为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被勾勒出来，但也仅仅是内隐的。但是要表明它在那里的存在，只需提及最明显的例子，即形式法权财产关系的例子，即劳动力的买和卖的条件。这一交易严格依赖于由法律体系所构成的“纯粹”生产方式的区域层面；而后者反过来又以国家为预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本在这方面是明确的。20 在其他方面显而易见的是，在《资本论》中有许多处论及意识形态在生产关系（经济）中的内隐存在（例如市场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以及它们对该方式中阶级的效应。
一旦这一点清晰了，主张在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生产方式中单凭生产关系就足以界定社会阶级就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还必须参照分配关系（即收入）；这是正确的，但仍然关涉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因为，“纯粹”CMP通过将生产关系置于它们同其他区域结构的关系之中，将生产关系定位为一个区域（经济）结构，而该方式的阶级则是这一母体的效应。因此，CMP固有的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绝不能使得该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可以仅仅依据生产关系来界定。封建阶级与资本主义阶级（在各自的“纯粹”生产方式中）的区别，并不在于后者与前者相反可以完全依据经济术语来界定，而在于其他层面作用于资本主义承担者的效应表现为它们在该方式内部同生产关系的特殊关系。21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生产方式的分析中还是在社会形态的分析中，社会阶级都表现为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之结构接合的一种效应。然而事实依然是，在考察社会形态内部的社会阶级时，我们发现了一整系列次级效应，它们是构成该形态的不同生产方式的具体的且在每种情况下都是独特的结合作用于该形态之承担者的效应。设想一个由一定数量阶级构成的社会形态：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阶级将照原样出现在该形态的历史个体形式中。
诸生产方式各自层面的具体结合的效应（存在于社会形态结构作用于其承担者的效应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一个形态的社会阶级中的结合效应），引起了一整系列阶级分裂、消解和融合的现象，简言之即阶级的过度决定或决定不足现象、特定范畴的出现等等。然而，这些现象并不总是能够通过考察进入结合的纯粹生产方式来定位。在此阶段应当提及的是，这些考虑为例如地租大土地所有者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马克思本人有时错误地将他们视为属于“纯粹”CMP的阶级。22 我们马上就会谈到社会阶级政治提问方式中的决定性要点，即它们作为独立阶级或其他阶级的自主分部（简言之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力量）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是必要的，以便对上面引用的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一些政治文本进行正确的阅读。
(iii) 政治阶级斗争在界定阶级中的作用
事实上，在初次阅读时，马克思的这些文本包含着由其双重理论地位所导致的模棱两可之处。它们确实涉及社会形态；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平行的努力，即就“纯粹”生产方式来提出社会阶级的提问方式。
首先让我们从在“纯粹”生产方式的考察框架内提出阶级问题的角度，来考虑上面引用的文本。无论如何必须排除将这些文本解释为阶级之发生学的历史主义阐释。但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要点：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把经济斗争（它本身似乎分为两个层面）同政治阶级斗争区分开来，并且似乎仅仅在政治斗争的层面上才承认完全形成的阶级的存在；关于生产当事人的经济斗争（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他说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情况，而关于工会经济斗争，他谈到了“自在阶级”，也就是说，他似乎把自为阶级、即“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的地位仅仅保留给了政治斗争。
关于涉及作为生产当事人的“个体”的经济斗争这第一个要点，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正是在早在《资本论》之前撰写的政治著作中（特别是在《哲学的贫困》和《宣言》中），马克思认为他们的斗争并不依赖于阶级关系。因此，我们面对的是来自这样一个时期的文本：当时马克思尚未完全阐明其独特的提问方式，其青年时期的经济人类学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从《资本论》、特别是从第三卷中确凿地知道，作为生产当事人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如第一卷或所考察的政治文本中所呈现的那样），在此刻就已经并且是阶级关系：生产当事人是结构的承担者。
然而，关于工会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区分，问题就更为棘手了。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用黑格尔术语在“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确立的区分，在其政治著作中依然是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为什么他似乎一贯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才承认“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的存在？从他对小块土地农民的分析以及他随后的无产阶级政治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阶级只有在组织为独立政党时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23 这必须予以解释。
既然直到1881年这一时期的这些政治文本同时构成了对“纯粹”生产方式中阶级的反思，那么被马克思描述为历史发生学时刻的社会关系分析的不同层面，在此就应当被视为建构阶级概念的理论过程。这意味着，这是界定阶级概念所要涵盖之领域的理论统一体的一种尝试：即结构统一体对社会关系、或者（如我们稍后将考虑的）对社会实践（即阶级斗争）的效应领域。因此，当马克思似乎在说阶级在经济斗争层面上的存在是成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将其理解为这样一种断言：阶级概念不能仅仅由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来构成：阶级概念涵盖了阶级实践（阶级“斗争”）的统一体，涵盖了作为结构各层面统一体之效应的社会关系。简言之，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关于历史存在的一种提问方式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可能。
但在此介入了第二种操作。马克思还在将阶级斗争的各个层面“孤立”开来，以便考察它们的特殊性，因为这是以结构层面的自主化与阶级实践层面的自主化为特征的CMP的问题。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界定了进行这种理论划分的领域的统一体。例如在结构中，对经济或政治区域层面的任何“孤立的”理论分析，都预设了为它们指定位置的生产方式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践的孤立考察，预设了涵盖这些实践（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之统一体（简言之即社会关系领域）的阶级概念。马克思通过将这一划分直接叠合在阶级概念的理论建构过程之上来操作这种划分。其结果是，在马克思表达单凭生产关系层面不可能建构阶级概念的地方，他似乎同时在真空中进行理论划分，即划定出一种并非阶级斗争的经济斗争。24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我们必须确定马克思赋予政治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关系（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组成）的一个特定层面的特殊重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过度政治化”倾向（该倾向与历史主义提问方式相联系，在此表现为对经济主义的制衡），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行动者—主体”，只有在它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阶级意识等情况下的政治层面上才具有有效存在：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有卢卡奇、科尔施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左派。这一倾向的典型图式如下：一般而言经济层面由结构所组成；既然作为行动者—主体的社会阶级从中缺席，因此对该层面的理论分析就不需要阶级概念：我们面对的是著名的经济之“无意识规律”。另一方面，社会阶级的有效浮现发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这些层面不能依据结构来分析，而只能依据阶级斗争来分析。历史过程可以说由被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启动”的经济结构所组成。这恰恰是列宁所攻击的构想，他指出这种构想将“从上面”“震撼”经济的角色归于政治。25 这种将结构与社会关系（即阶级斗争）混为一谈的做法，其产生的后果至今仍能感受到。实际上，既存在经济斗争（即经济阶级行动或经济社会关系），也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尽管马克思强调政治阶级斗争，但这绝不表明阶级在历史上是从本质走向存在的过程并在政治层面上浮现，以便去“启动”经济结构。在这方面，他1847年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表述仅仅是黑格尔式的残余。它们不仅未能解释任何事情，而且多年来误导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家。
这些表述尤其对历史主义图式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它们允许构想一种由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启动”的经济结构，然而阶级却要以“自在阶级”这种神秘方式被插入到该结构内部。事实上，马克思赋予社会关系中政治阶级斗争的角色，类似于赋予结构中那属于国家的角色，并且与“政治”本身的地位相关。既然政治上层建筑通过集中结构各层面的矛盾并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成为这些层面的过度决定层面，那么政治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领域（即社会关系领域）的过度决定层面，集中了它们的矛盾并反映了阶级斗争其他层面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具有充当社会形态凝聚因素的职能，并且因为政治阶级斗争的目标就是这一国家。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我们可以为“政治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推动力”这一表述找到确切的含义。因此，马克思那些表面上似乎仅仅在政治斗争层面上承认阶级的有效存在的表述，关涉的是该层面与政治上层建筑相关联的特殊性质。政治阶级斗争是转型过程的联结枢纽，而这一过程与由一个作者即阶级—主体所“扮演”的历时态历史主义过程毫无共同之处。
(iv) 独立阶级与自主的阶级分部
这里出现的重大问题是确定阶级存在于社会形态内部的方式。如何确定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换言之，我们如何破译构成一个形态的诸生产方式的具体结合对该形态之承担者的效应？因为由于这些效应的复杂性，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些阶级存在于对形态的“纯粹”考察中，就立即推论出它们在特定情势中具体地作为独立阶级而存在。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在构成形态的“纯粹”生产方式分析中所能设想的某些独立阶级，在社会形态中往往表现为同其他阶级消解与融合在一起，表现为其他阶级的集团（自主的或不自主的），甚至表现为特定的社会范畴。26
在社会形态内部，一种生产方式对其他生产方式的统治往往产生一种决定不足的效应，涉及非统治方式的阶级。我们知道，根据严格说来在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之间不做任何理论区分的历史主义观点，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的：一个阶级只有从它拥有属于它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在独立的政党中等等那一刻起，才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阶级而存在。此外，马克思的文本（在此被视为涉及特定社会形态的文本）常常表明，一个阶级在一个形态中作为独立阶级的存在，与它“自己的”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27 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文本就社会形态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是独立阶级在该形态中的存在问题。然而，对该问题有时给出的回答，受到了上文指出的有关阶级概念理论建构的模棱两可之处的影响。由于阶级在那里似乎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才具有有效存在，社会形态中的阶级似乎只有在它以政治方式组织在一个“独立”政党等之中时，才作为独立阶级而存在。
事实上，马克思这一次就社会形态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只有当一个阶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即它的经济存在通过一种特定的存在而在其他层面上得到反映时，它才能在社会形态内部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阶级，被视为一种社会力量。28 无论如何，这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的，即即使在“纯粹”生产方式中，社会阶级也已经表明了结构整体对承担者的效应。确实，严格说来，如果这在“纯粹”生产方式中尚且不是如此，那么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关于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有必要参照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在此正是把这种存在理解为一个阶级在独立政党中的政治组织。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我们应当如何标示出在社会形态中构成阶级的独立性质（以及阶级之自主分部的性质）的这种存在？如何能够界定一个指引我们破译阶级或分部在特定形态中作为社会力量而存在的标准：也就是说，一个显然不能完全由经济层面来提供的标准？可以说是当对生产关系的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通过相关效应在其他层面上得到反映时，这种存在便存在了。这些“相关效应”既可以定位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中，也可以定位在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关系中。我们所称的“相关效应”，是指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在其他层面上的反映构成了一个新要素，而这个新要素是无法被插入到没有该要素时这些层面所呈现的典型框架之中的。因此，这一要素改变了通过“相关效应”反映它的结构层面或阶级斗争层面的界限；并且它不能被插入到这些界限的简单变异之中。
我将举出最复杂的例子之一，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小块土地农民的例子。在马克思所考察的具体情势中，他们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马克思说：“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文化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各不相同并敌对……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之间不存在政治组织，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MESW, 1970, pp. 170–1）。然而，我们只需统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全文便能看到，马克思在若干场合明确承认，在波拿巴主义的具体情势中小块土地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而存在，尽管他们在第二帝国既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也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只要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在这一具体情势中通过波拿巴主义这一历史现象在政治结构层面上得到反映（没有小农户，这一现象本不可能存在），他们就恰恰构成了一个独立阶级。路易·波拿巴自命为小块土地农民的代表，尽管实际上他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然而事实依然是，小块土地农民的经济存在在政治层面上通过波拿巴主义作为历史现象的特定国家形式所构成的“相关效应”而得到反映。我们在此面对的是一个崭新却容易定位的要素，即第二帝国的特定国家形式，这是一种无法被插入到此前的议会制国家框架之中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自相矛盾的是，恰恰是波拿巴主义把小块土地农民构成为一个独立阶级，即构成为该形态中的一种社会力量。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假想的案例，其中小块土地农民的经济存在并未通过波拿巴主义得到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位置无论如何都会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某种存在，哪怕仅仅体现在其他阶级的政治组织以及国家制度必须考虑到小块土地农民的存在这一简单事实上（例如在普选权的情况下）。29 然而在这一案例中，这种存在既不构成新要素，也不具有“相关效应”，而只是作为一种变异被插入到由其他要素的相关效应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例如插入到宪政民主的框架之内）。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小块土地农民并不构成一个独立阶级。事实上，单单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宗法生产方式在法国社会形态中的特殊决定不足，小块土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经十分深入了；马克思坚持指出了这一点。30 然而，使他们具体地作为一个独立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波拿巴主义这一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德国的小农（摆脱了劳役的自耕小农）、封建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恰恰由于俾斯麦主义和国家上层建筑，从来没有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或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在恩格斯那里变得明显起来。他倾向于把法国的波拿巴主义解释为不仅是如绝对主义国家中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均势”，而且是一方面在这两个阶级与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之间的“均势”。我们将回过头来指出用这一均势概念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定位波拿巴主义的不妥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无论如何倾向于低估农民的作用。出于这一原因，他谈到了普鲁士波拿巴主义现象（俾斯麦），并试图将其与第二帝国区分开来。德国的小农在经济层面上承受着统治宗法与封建方式的CMP的支配，由于国家那些相对于经济层面而言发生了错位的封建结构，在俾斯麦主义中并没有（像他们在波拿巴主义中那样）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31
此外，小块土地农民的案例只是马克思所给出的诸多例子之一。在此我仅引用他对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分析。马克思在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分析中的核心目标，在于考虑到英国这一过渡的特殊性，去确定资产阶级在既缺乏“属于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又缺乏“属于它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情况下，首先构成为自主分部、继而构成为区别于封建贵族的阶级的时间点：他的分析正是从刚才所概述的视角出发进行的。32 这一过程是通过辉格党（他们实际上是土地所有者一个分部的政党）对他们的“代表”来实现的。
显而易见的是，“相关效应”的特征以及它们相对于各层面典型形式的新颖性，始终取决于具体历史情境的具体情势。唯有通过考察这一点，我们才能划定界限与变异之间的关系，从而界定“相关效应”的特征。这种相关性既可以反映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重大修正中，也可以反映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领域的修正中。它可以表现为阶级“代表”关系的重大修正，其中一个阶级的经济存在反映在另一个阶级的政党在结构或策略上的重大变动中，以便在后者的政党在政治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情况下，该政党也能够自命为前一个阶级的代表（参见上文提及的辉格党的案例）；或者再次表现为其他阶级政治斗争框架内矛盾的转移，等等。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一个阶级在社会形态中的存在，预设了它通过“相关效应”而在政治层面上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并不需要延伸到严格说来拥有“属于它自己的”政治组织，或构成“属于它自己的”阶级意识形态。事实上，一方面是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各阶级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是 (i) 该形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与 (ii) 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其他阶级经常出现的决定不足。33 这些结构对阶级斗争领域的整体产生效应，往往阻碍非统治生产方式的诸阶级建立独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并且恰恰导致了围绕统治方式诸阶级的这些阶级的两极分化。然而，“相关效应”使得能够精确地定位一个决定不足的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存在并确实发挥作用的门槛：这对于阶级的自主分部同样成立。
我们了解社会形态中被支配的生产方式的诸阶级被统治方式的诸阶级所过度决定的这一过程的大致轮廓。这一过程取决于这种支配地位的具体形式：封建贵族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分部（由于地租的资本化）；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分部（成为小资本家）或工人阶级的分部；小块土地农民转化为雇佣劳动者。换言之，它取决于决定不足的阶级的分解以及对这种分解的抗拒的全部范围，正是这一点精确地控制了一个阶级或分部是否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作为一个独立阶级或作为一个自主分部而存在。34
这些说明在政治层面上是重要的。确实，一个社会群体作为一个独立阶级或自主分部的性质（这与政治阶级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对于该阶级在其情势中作为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及对于它在社会力量的“公开行动”中的作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后果。换言之，一个阶级通过“相关效应”在政治斗争层面上的存在，影响着它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表方式，影响着其“公开行动”的形式以及联盟的构成，等等。
此外，我们稍后将不得不更深入地探讨 (i) 经济斗争与政治阶级斗争之间，以及 (ii) 一个阶级组织中的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之间的区分。当我们谈论一个阶级的经济组织层面的统治地位（不同于其严格政治组织的层面）时，并不意味着该阶级以其“相关效应”从政治斗争层面上缺席。它仅仅意味着，在一个阶级的复杂组织中，除了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之外，是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
因此，例如，当列宁（在《怎么办？》中）通过将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阶段描述并批判为不同于政治阶段（其特征是拥有独立的政党等）来清晰区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时，他绝不是指工人阶级从政治斗争中缺席并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他清晰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是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组织诸层面的领域中经济斗争占据了统治地位。经济斗争的这种统治地位在这里并不是通过在政治斗争层面上缺乏“相关效应”反映出来的，而是反映在某种形式的政治斗争中，列宁通过将其视为无效而予以批判。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一条注释中被指了出来：“工联主义决不把‘政治’完全排斥在外，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工联总是进行某种政治（但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和斗争。关于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阐述。”35 在作了相应修正（mutatis mutandis）之后，这对于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同样成立。我们在此看到了以下两者的区分：(i) 一个阶级的组织作为它通过相关效应在政治层面上存在的条件，即作为它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而存在的条件；以及 (ii) 它的特殊组织作为它的政治阶级权力的条件，这种区分是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基础。
(v) 分部——范畴——阶层
在这一分析之后，一个术语问题现在终于可以得到阐明：它关涉用来指称阶级之各组成部分的范畴、分部与阶层这些术语。
a. 所谓社会范畴，我们指的是具有“相关效应”的社会集合体，正如列宁所证明的，它们可以成为社会力量，其显著特征建立在它们对经济结构以外的其他结构具有特殊的、过度决定的关系之上。重要的例子有处于对国家之关系中的官僚机构，以及处于对意识形态之关系中的“知识分子”。我们将不得不回过头来探讨这些范畴同它们所归属的阶级或阶级分部之间的关系。
b. 我们把构成潜在社会力量的底层基础的那些分部指称为阶级的自主分部；而根据“相关效应”的标准，把有能力成为自主分部的那些社会集合体指称为分部。
c. 我们可以保留社会阶层这一术语，用来表示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结合的次级效应，(i) 作用于阶级；例如列宁所谓的“工人阶级贵族”，(ii) 作用于范畴；例如列宁所提及的官僚机构与行政机关的“上层”，以及 (iii) 作用于分部。
必须牢记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总体上使用范畴、阶层和分部这些术语的方式往往是模糊的：但是在术语上达成一致是重要的。关于范畴与分部（特别是自主分部）之间的区分，应当指出的是，两者都有能力构成社会力量。对于那些已经可以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定位的分部（例如资产阶级的商业、工业和金融分部）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在这种情况中，正是这一点将它们与定位在经济以外其他结构层面上的范畴区分开来。然而，在马克思所描述的仅仅定位在政治层面上的某些分部的情况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36 在这种情况下，将它们与范畴区分开来的，恰恰是各范畴同它们是其特殊效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过度决定关系。例如关于政治层面，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同国家机器的关系。
阶层与分部之间的区分尤其重要，因为这关涉它们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分部只要成为自主的，就有能力像阶层所不能做到的那样将自身构成为社会力量。这绝不意味着分部与阶层之间的区分完全对应于经济效应与政治—意识形态效应之间的各自区分。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地辨别出仅仅依赖于政治层面的分部，而且能够辨别出已经可以定位在经济中的单纯阶层，工人阶级贵族的情况就是如此。认为以此种方式与分部相区分的阶层的这种定位是对“分层论的”极端经验主义的妥协，那是错误的。这种定位是重要的，因为它把生产方式结合的次级效应的产物指称为阶级、范畴和分部的某些边缘界限，这些边缘界限尽管本身不是社会力量，却能够对这些力量的政治实践施加影响。例如，列宁在《帝国主义》中指称为社会阶层的工人阶级贵族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其作为中间边缘的性质，它本身不能构成一种社会力量，但它影响着工人阶级的政治实践，在政治上充当着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
(vi) 阶级结构与阶级实践：阶级斗争
上述分析确立了两个关系体系（即结构的体系与社会关系的体系）之间的区分与联系：阶级概念涵盖了作为结构的效应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我们现在拥有了提出以下两个命题所必需的要素：
1. 这一区分涵盖了结构与实践（即阶级实践）之间的区分。
2. 社会关系由阶级实践所组成，在其中社会阶级处于对立之中：社会阶级唯有作为阶级实践才能被构想，这些实践存在于在其统一体中构成了阶级斗争领域的对立之中。
在本书的范围内，我们只能提供一些指导方针。第一个命题通过提出一个新问题总结了前面的分析。社会阶级并不涵盖结构层面，而是涵盖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由阶级实践组成，这意味着社会阶级唯有依据阶级实践才是可以构想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强调上述领域之间的区分所采取的新形式，这种形式在此变成了结构与实践之间的区分。
第二个命题表明，社会阶级仅仅是在它们的对立中被提出的：阶级实践唯有作为阶级斗争领域中的冲突性实践才能被分析，该领域由对立关系、即最简单意义上的矛盾关系所构成。在每个层面上，不同阶级实践的冲突关系、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自身的实存本身，都是结构关系的效应，是结构的矛盾在社会关系中所采取的形式。它们在每个层面上都界定了作为特殊矛盾而存在的阶级（阶级实践）的统治与从属的根本联系。37 例如，这些矛盾包括旨在实现利润的实践与旨在提高工资的实践之间的矛盾（经济斗争），以及旨在维护现有社会关系的实践与旨在变革现有社会关系的实践之间的矛盾（政治斗争），等等。正如对结构关系中矛盾的科学处理需要适切的概念一样，对各阶级实践之间的冲突关系、阶级“斗争”领域的科学处理，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关系领域（经济斗争），还是在政治社会关系领域（政治斗争），抑或在意识形态社会关系领域（意识形态斗争），都需要属于其自身的概念，即不能被直接挪用于结构考察的概念；特别是，它需要阶级“利益”和“权力”的概念。我们在此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而是试图更紧密地把握结构与实践之间的区分与联系。
这一区分在被运用于历史主义提问方式时，导致了严重的混淆：它表现为在结构中看到一种“僵化的实践”，归根到底根据作为其起源的实践的持久程度来定位结构。阿尔都塞当然通过论证结构层面与特定实践之间的关系对这种构想提出了批判；他通过把实践构想为一种生产、即一种转型的工作来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结构层面本身并不直接构成一种实践：存在着两个特定的系统或有序联系的序列，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结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结构与相对于这些结构而被结构化了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总括而言，生产关系不等同于经济阶级斗争，因为这些关系不是阶级，正如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结构不等同于政治或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一样，因为国家机器或意识形态语言正如生产关系一样绝不是阶级。坚持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这一点并不总是很清楚。把结构还原为实践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未能正确地定位结构各层面与实践各层面之间的关系，并因而未能正确地定位一方面由结构构成、另一方面由阶级实践构成的两个关系体系之间的关系。
我引用巴利巴尔的一段文本，38 该文本在这方面是具有特征性的：在其中该问题被概述了出来，但与此同时这种混淆的模棱两可之处也显露了出来。首先，巴利巴尔依据各层面接合的两种形式来提出问题，然而却没有阐明我们在此面对的是涵盖两个不同领域的接合。关于社会结构各层面的接合，他说：
我们上面已经在两种形式中遇到了这种接合：一方面，在社会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最终层面”的决定中遇到了它，这取决于所考察的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结合；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界限的决定，在这些界限内，一种实践的效应可以修正相对独立于它的另一种实践……对应的特殊形式取决于这两种实践的结构。

事实上，这两种接合形式同时存在于结构之中和实践之中。它们绝不关涉对两者的混淆（在混淆中结构和实践可以说看起来对应于同一个关系序列中接合的不同简单形式）。我们可以在巴利巴尔接下来的话中看到这种混淆的后果：
我们可以将这两个相对自主的层面之间的这种关系普遍化；例如，它在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中、在阶级斗争、法律和国家的形式中重现。……在这里，对应同样被分析为在由另一种实践所决定的界限内一种实践的干预模式。“阶级斗争”在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界限内的干预正是这种情况……法律和国家在经济实践中的干预也是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换位、转换或表达的关系。它们的“对应”唯有在它们的相对自主性、它们的独特结构的基础上，作为这种类型的一门实践对另一门实践的干预体系，才能被思考（显而易见，我在这里仅仅是在定位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在生产一种知识）。

未能区分结构与实践的后果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国家与法律）同政治阶级实践被等同起来。国家和法律（结构）在经济结构中的干预模式，被构想为政治实践（政治阶级斗争）在经济实践（经济阶级斗争）中的干预。这种还原在这里似乎是通过把弄“干预”这一术语来实现的，该术语在隐喻意义上获得了“实践”的名称。实践在干预的名称下，被视为结构接合的一种形式。
其次，犯下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经济被视为阶级斗争在其上“运作”的一种结构，而这种斗争本身却被仅仅局限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
“‘阶级斗争’在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界限内的干预也是如此……”结构与实践的混淆在这里归根到底似乎取代了旧有的误解，即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浮现是为了去“启动”经济的无意识规律。政治和意识形态同阶级斗争（即实践）等同起来，导致了国家的法权—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消失；经济同结构等同起来，则涉及经济阶级斗争的消失。

我强调这一模棱两可之处，仅仅是因为由此产生的后果：上面指出的第二种后果，归根到底使得思考列宁的情势概念成为不可能。39 然而，我现在打算讨论第一个要点，即结构中以及阶级实践中各层面的接合。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结构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接合，简言之即一个结构层面在另一个结构层面所施加的界限内的干预，绝不能被理解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实践在经济实践中的干预。例如，法律契约与交换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结构的关系。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也是如此；干预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实践：它表明了一种结构接合的类型。
结构层面呈现出特定的节律，并以其不平衡发展为特征，在社会形态中维系着特殊错位的关系。对于阶级斗争领域中不同实践层面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正如我们能够辨别出一个形态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错位一样，我们也能够辨别出一个阶级在斗争各个层面上同其他阶级的关系中，其实践与组织层面（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之间的错位：例如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相对于其经济斗争而言发生错位，其意识形态斗争相对于其政治斗争而言发生错位，等等。简言之，表征一个阶级结构各层面之间关系的去中心化，同样表征着其实践之间的关系，只要其实践同样构成了一个反映各层面对承担者之关系的结构化体系。40 因此，重要的是看到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关系体系。
这两个关系序列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错位关系，其特征在于这些体系各自层面的项之间明确的不对应性。让我们以马克思对1680年以后的英国的分析为例。在结构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错位：在CMP正在取得统治地位的阶段，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结构仍然是封建性的。41 继而，让我们考察资产阶级的斗争层面（撇开其内部错位不谈），以便看到它们相对于结构而言的错位。在同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向前推进，而土地贵族阶级（封建国家的“掌权者”）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代表”。在这一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不仅相对于其他结构而言是错位的，而且相对于阶级斗争领域中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层面而言也是错位的。42 这并不是一个相对于经济而言错位、但对应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土地贵族阶级（其本身相对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言处于错位之中）的封建国家。倒不如说，它是在两个错位关系体系之间的一组错位关系。恰恰是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所讨论的具体情势中使得CMP在封建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的反映形式，表现为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领域的政治统治。
在结构中与实践中的统治指数的情况下，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如果我们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干预主义国家为例，结构中政治的统治地位并不必然对应于实践领域中政治阶级斗争的统治地位，等等。我在此不打算给出进一步的例子：但这些说明对于对具体情势进行任何政治分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鉴于这些考虑，现在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讨政治斗争对经济斗争、以及经济斗争对政治斗争的干预形式问题，并阐明列宁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区分与联系的理论立场。这一立场见于基础文本《怎么办？》以及他直到在苏联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就工会问题展开论战时（1921年）的著作中。其特征在于以下几点：
1. 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区分：这源于列宁对对立立场的批判。在《怎么办？》中，对认为“政治斗争只是经济斗争的最发展、最广泛和最有效的形式”的“经济派”的批判；正如列宁所说，关键在于它不仅仅是如此。这也是对认为“我们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经济派论点的批判。论工会问题的文本是对布哈林的批判，布哈林坚持把政治观点与经济观点结合起来，使他陷入了理论上的折中主义。43 我们知道，列宁所理解的：(a) 经济斗争，是“恩格斯……称之为‘对资本家的抵抗’、并且……被称为有组织的工人工会斗争的‘实际经济斗争’；”44 (b) 政治斗争，是以国家政权为其特殊目标的斗争。这些斗争之间的区分是它们组织形式（工会/政党）的基础。
2. 这种区分意味着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根本特征在于，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过度决定层面，因为它集中了阶级斗争的各个层面。由此得出：
A. 与斗争“阶段”的进化论观念（先经济，后政治）相反，政治斗争必须始终优先于经济斗争；这就是党的作用：“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45 或者又如：“经济利益起着决定作用这一点，绝不意味着经济（工会）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阶级的最本质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才能得到满足。”46
B. 政治斗争对其他斗争层面、特别是对经济斗争的持续干预，反之亦然。例如：(a) 政治阶级斗争的缺席绝不意味着该阶级的经济斗争没有通过“相关效应”在政治层面上得到反映。仅仅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斗争可能会产生完全积极的“相关效应”，即对对手政策的不干涉。(b) 有可能奉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策略，但这种策略却赋予经济层面以优先性：正如列宁所讽刺的那样，这种策略企图进行“对政府的经济斗争！！……‘对政府的经济斗争’恰恰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这恰恰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47
3. 以国家政权为其目标的政治斗争，以情势为其对象。因此它涉及：(a) 经济。列宁说“……‘政治家’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工会的任务……而且……相反，只有他们才能保证这些任务得到始终如一的实现；”48 (b) 严格意义上的政治；(c) 意识形态。这些问题属于对情势概念的考察。
(vii) 情势——社会力量——政治预测
这就是列宁的政治分析所处的理论路线。针对第二国际的偏向，列宁回归了马克思的真正思想，提出了情势概念，相当于作为政治实践特殊对象的“当下时刻”概念。49 政治实践的特殊目标是国家，即制度化的政治权力，它是特定社会形态中的凝聚因素及其转型的联结枢纽。但它以反映一个形态始终独特（因为是唯一的）之历史个体性的“当下时刻”为对象。通过严格地提出这一问题，我们使得阐明一整系列问题成为可能：特别是那些关涉政治实践对结构的“作用”、结构为政治实践所提供的可能性清单、政治实践中的战略预测等问题。
列宁的情势概念处于阶级实践与阶级斗争领域之中。作为政治实践对象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上个体化的独特性，主要由“社会力量的联合行动”所构成。情势领域是同质的，因为阶级实践（特别是政治阶级实践）相对于它们对结构的“作用”而言，被视为社会力量。50 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文本中，列宁分析了构成俄国具体局势的现实与独特性的基本社会力量：即沙皇君主制、君主派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51 在这些作为独立阶级的社会力量中，列宁引入了沙皇君主制这一乍看起来似乎指称沙皇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并因而是结构的一个要素。然而，列宁并不是直接把结构的一个要素作为社会力量引入到情势之中。列宁所说的沙皇君主制是指“封建地租地主以及官吏和将军的旧阶层”，只要他们构成社会力量，列宁就对他们使用了“沙皇君主制”这一术语。在这些社会力量中，虽然地主是一个独立阶级，但“官吏和将军的旧阶层”构成了一个范畴。列宁经常把官僚机构或警察称为社会力量，并强调这些并不是阶级。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界定情势的要素，我们可以说：(a) 它们主要是在政治实践层面上通过“相关效应”得到反映的独立阶级和自主分部，而这恰恰把它们表征为社会力量。(b) 此外，它们也可以构成社会力量，即特定范畴，这些范畴在具体时刻成功地在政治实践层面上产生如上所界定的“相关效应”，52因而它们即使不是阶级或阶级分部，也可以成为社会力量。
因此，作为政治实践对象以及社会形态始终唯一的历史个体性得以反映的特权场所的情势，是政治阶级斗争的具体局势。换言之，表征社会形态结构特征的接合与统治指数，在政治阶级斗争层面上反映为情势。这种反映是如何运作的？或者换一个仅仅是该问题反面的提法，既然情势不是结构的简单表达，而是对政治实践作用于结构的行为设定了精确界限，那么政治实践是如何影响结构的？结构对作用于它的政治实践的决定模式是怎样的？
当我们看到结构与阶级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这些领域各自内部的关系属于同一类型时，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关于各层面之间的关系，它们所谓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层面对另一个层面的干预模式）由一个层面可以修正另一个层面的界限所构成。这些界限既是形态的具体母体的效应，又是每个层面各自特定结构的效应，而这些特定结构本身是由它们在该母体中的位置和功能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在结构之间的关系中一个结构对另一个结构的决定作用表明了一个区域结构相对于另一个区域结构（例如国家相对于经济）而言的变异界限，这些界限本身就是母体的效应。对于阶级实践、即阶级斗争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
阶级实践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即上文所指明的这两个关系体系之间的关系，同样属于同一类型。结构对实践的决定作用以及实践对结构的干预，在于结构产生阶级斗争的变异界限：正是这些界限是结构的效应。但这尚未精确地划定政治实践同结构的关系：事实上，在这一层面上界限是复杂的。政治实践，即将阶级斗争其他层面的矛盾集中于自身的过度决定实践，其自身铭刻在作为阶级斗争全局领域和该斗争各个层面作用于政治实践的效应的界限之内。但是这些界限被提升到了二次方，因为实践领域本身被作为界限的结构的效应所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实践是在其他实践以及阶级实践全局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所设定的界限之内进行的，只要该领域本身被作为界限的结构的效应所限制。这一系列界限的独特性质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变得更加清晰。应当回忆起的是，情势表现为结构作用于在其统一体中集中于政治阶级斗争层面的实践领域的效应形式。这些界限本身调节着社会力量可能变异的作用，简言之即调节着政治实践的干预，在此即实践领域对结构的集中干预。因此，结构对实践领域的有效性，其本身受制于政治实践对结构的干预。
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作为政治实践对象的情势即“当下时刻”，是由结构各层面在其统一体中的整体在实践之上的反映所产生的。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一个特权场所，它集中了结构各层面的矛盾，并允许对其联系进行具体破译；而情势使我们能够破译一个形态之整体的历史个体性，也就是说，它使我们能够破译结构的具体个体性同阶级斗争的具体构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实践目标的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同样作为这一实践对象的一个要素反映在情势中。列宁指出必须通过打碎国家机器来夺取国家政权；我无需再多说了。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在政治实践和情势中看到一个其界限仅仅由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变异领域。对列宁的这种“经济主义—唯意志论”解释，恰恰与不区分结构和阶级斗争领域的社会阶级错误观念相联系。这种观念仍然可以被发现，它甚至被像卢波里尼这样谨慎的作者在理论上表述出来，他认为各力量行动的变异界限仅仅由“经济结构”（由“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所涵盖）所构成；53 认为列宁的这一概念仅仅涵盖社会阶级在其中“行动”的那个“经济结构”层面，即各阶级之间斗争的政治层面；并认为这一概念是：“一个模型，该模型（正如任何科学模型通常的情况那样）对它所划定的领域具有解释功能。……事实上，这种解释功能允许定位客观的发展趋势，并朝着这个方向进行预测。这是一个关涉经济领域及其规律所特有的特征……并允许我们把某种政治力量或自觉的社会群体的具体行动插入该领域的预测类型问题。”54 这样的解释实际上不过是历史主义社会阶级观念的表达，这种观念在这些阶级中看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即对经济“结构”发生作用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背离列宁的思想了。当列宁把俄国的情势看作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时，他看到的是结构整体的统一体对阶级斗争的效应，以此作为工人阶级政治实践的界限。这一结构整体由经济结构、沙皇国家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结构所组成，它们都反映在情势之中。没有这种观念，列宁就会停留在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的经济主义阐释上，而这种阐释归根到底是一种关于最坚固环节的经济主义理论。
我将简要作结。一个阶级或分部的政治实践并不等同于一个阶级或分部在政治实践层面上以“相关效应”所产生的反映。只有具有这种效应的政治实践，才能将一个阶级或分部在一个形态中的具体运作表征为一个独立阶级或自主分部。只有这些独立阶级或自主分部才构成社会力量。但是列宁在情势中为社会力量的具体行动引入了进一步的标准，那就是它们的公开或宣布的行动。他经常指出，联盟的唯一真实标准是社会阶级的公开行动，是它们“实际参加斗争”。55 既然社会力量不仅是处于其经济决定中的阶级，而且已经是政治层面上的阶级，为什么还需要这一额外的标准？事实上，列宁所理解的公开或宣布的行动，主要是指一种社会力量特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它超越了该社会力量在政治层面上以“相关效应”所产生的单纯反映。这里关涉的是一个阶级权力的组织，这将在下一章中进行分析。一个阶级或分部确实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存在，却并不因此满足允许其进入政治权力关系的组织条件：通常而言，公开行动表明一种社会力量拥有其“自己的”政治权力，并且通常与它作为独立而自主的政党的组织相联系。这就是公开宣布的行动的条件，它与情势的未决定性领域、与“社会力量的联合行动”相联系。在所指明的一系列界限内的全部可能变异清单中，唯一能够表明该结合在给定时刻所采取的具体形式的标准，是一个满足特定组织条件的阶级对阶级斗争的有效参与。

3. 权力的概念
(i) 问题
我们之前的考察引出了权力的概念，这是政治理论中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从未提出过权力的理论概念，这一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这也是当前政治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主题之一。
我们将首先界定该概念的领域。为此，我们必须参照此前关于社会形态的结构层面与阶级斗争（即阶级实践）层面之间区分的分析，简言之，即结构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分。权力的概念是在阶级实践的领域中构成的。事实上，马克思或恩格斯每当提及权力或权威的概念，以及诸如统治等相关概念时，总是将它们置于阶级关系的领域之中。这在列宁那里表现得更为清晰，他将“社会力量的行动”、“力量关系”或权力关系的领域明确界定为阶级斗争的领域。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就权力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出某些结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阶级与权力的概念之所以相近，是因为它们所构成的场所都是由社会关系所界定的领域。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亲缘性并不表明一个概念是另一个概念的基础，而是表明该领域的同质性。阶级关系不是权力关系的基础，正如权力关系不是阶级关系的基础一样。正如阶级的概念指涉结构各层面的总体对承担者所产生的效应，权力的概念同样指明了这些层面的总体对处于斗争中的社会阶级之间关系所产生的效应。它指涉结构对处于“斗争”中的各阶级实践之间的冲突关系所产生的效应。换言之，权力并非位于结构的各个层面之中，而是这些层面之总体的效应，同时它又表征着阶级斗争的各个层面。因此，权力的概念不能应用于结构的单一层面。例如，当我们谈论国家权力时，我们绝不能指国家在结构的其他层面上接合与干预的模式；我们只能指某个特定阶级的权力，国家所契合的是该阶级的利益（而非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
这些初步考察至关重要，因为将权力关系与结构以及阶级实践（即斗争）的关系相混淆，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让我们审视其中最重要的当代误解之一，例如见于伦纳、1熊彼特2和达伦多夫，3以及里齐、伯纳姆、吉拉斯等人（他们都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后文将要考察的许多统治阶级“理论家”。这些理论的核心目标是试图超越一种对社会阶级的“经济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完全在生产关系的经济层面来定义阶级，特别是将阶级定义为其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之关系的作用形式：这些理论在对生产资料的形式所有权中看到了经济层面的直接表现。根据上述作者的看法，阶级与阶级冲突的基础并不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而是存在于“威权”社会内部各个层面上权力的总体分配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以统治与从属的总体组织为特征的社会内部，这种组织由该权力在各个层面上的“不平等”分配构成。
因此，在这一意识形态倾向中，(i) 在此处被简化为生产资料形式所有权的生产关系，与 (ii) 权力关系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被表述为如下形式：要么生产关系（根据该流派，等同于生产资料所有权）是权力的特例，要么权力是生产关系的特例。4 这一问题提得很不得当，因为它混淆了结构与阶级实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所能给出的回答禁锢在一种意识形态的两难境地之中。如果我们试图回答说权力关系和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特例，那意味着什么呢？这可能意味着生产关系是社会阶级的唯一基础，而阶级斗争的其他层面（如政治权力或意识形态权力）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现象；并且权力关系显然是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建立在被直接视为权力关系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反过来，如果回答说生产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形式所有权是权力关系的特例，又会隐含怎样的后果呢？这将把生产关系和法律体系统统还原为权力关系。无论生产关系还是生产资料的形式所有权关系，都不会再被视为结构，被视为生产当事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形式。相反，它们将被视为“资本家”之间原生性的权力关系，资本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排他性“控制”，在每个生产单位的限度内以及全社会范围内将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工人”。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此处必须提醒人们注意该问题提出方式所蕴含的结构与阶级斗争层面之间的混淆。事实上，阶级关系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权力关系：然而，权力只是一个指涉诸结构之总体对处于冲突中的各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效应的概念。在此意义上，我们已经可以排除一种试图摆脱上述意识形态两难的企图，但这种企图同样包含着相同的混淆。这表现为拒绝将权力关系置于生产关系的层面，以便将其引入结构的其他层面，例如政治层面。有人会说，生产关系不能构成权力关系的特例，因为经济层面作为经济“规律”的领域，并不包含权力关系。在经济层面上被“自在地”界定的阶级，据说在该层面上是独立于权力关系的。而权力关系将仅存在于政治或意识形态层面，即“阶级斗争”（即自为阶级之间的斗争）最终所处的层面。然而，这种回答应归咎于一种错误的观点，它在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层面界定“阶级处境”，而在政治结构层面界定“阶级斗争”（权力关系）。这样一来，经济就变成了政治（即阶级斗争）在其中“运作”的领域。同样地，经济之外的其他层面，例如国家结构，将被还原为权力关系，例如仅仅还原为国家权力。
这种研究进路中的正确之处在于：生产关系的结构（正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一样）不能被直接理解为阶级关系或权力关系。但另一方面，说阶级关系在实践的所有层面上都构成权力关系也是正确的。生产关系不是权力关系的特例，但这并不是因为与政治相对立的“经济”不能包含权力关系，而是因为任何结构层面在理论上都不能被理解为权力关系。但是，如果将经济视为一个阶级组织的层面，或者视为该阶级相对于其他阶级而言的经济实践的特定层面（这一层面位于上述界定的“阶级斗争”领域，即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中），它确实包含着权力关系。
我们在此面临着“经济权力”及其与“经济规律”之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被多次讨论的主题，由于将上述两个领域等同起来，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呈现出无法解决的矛盾。5 关于经济规律的科学视角能否与经济权力的视角相调和？撇开争论不谈，我们很容易看到，在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关系中，作为结构之经济的经济规律绝不妨碍经济阶级斗争层面上的权力关系，后者展示了这一层面的结构对承担者所产生的效应。马克思正是在这种处于经济阶级斗争层面的意义上经常使用经济权力的概念：他经常谈到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权力，而且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经济统治一词被相当频繁地使用，该术语既区别于政治统治，也区别于意识形态统治。在经济权力的众多表现形式中所能感知到的经济权力，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多元决定的效应：例如资本家在生产过程（包括劳动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中的权威、在关于劳动合同的预备谈判中的权威，等等。另一方面，在政治阶级实践的关系中，在政治阶级斗争中，我们可以感知到政治权力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它们本身是政治的区域结构对政治阶级实践所产生的效应。对于意识形态而言亦是如此。
因此，宣告阶级关系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权力关系，绝不等于承认社会阶级建立在权力关系之上，或者可以从权力关系中推导出来。以社会关系为领域的权力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只要社会阶级的概念展示了结构对处于“冲突”中的各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效应，阶级关系也就是权力关系。
切不可低估这些评述的重要性。事实上，关于政治精英和政治阶级的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6 始终是接受了一种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严格说来经济不可能包含权力关系：这种观念不过是对社会阶级的经济主义观念的制衡物。因此，根据完全从经济视角出发对阶级的界定，以及认为政治关系由权力关系构成的观点，此类精英和政治阶级理论的必然结论便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参与政治（即权力）关系的集团，在其理论地位上不同于在别处被承认其存在的经济社会阶级。其区别在于，这些集团是由（政治）权力关系来界定的（依据各个作者给“权力”一词所下的定义），但它们与经济的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科学的地位。我们在此恰好触及了韦伯的地位群体、米歇尔斯的政治阶级、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等人的问题系核心；这些理论家在一种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承认经济社会阶级的平行存在，认为经济上的“阶级处境”并不需要权力关系。7 上述企图通过在各个层面上发现基于权力关系的阶级概念来超越对社会阶级的经济主义界定、但却导致混淆结构与实践领域（即权力）的意识形态尝试，与后者有所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经济“集团”（阶级）的地位与政治“集团”的地位之间的断裂，这是“自在阶级”/“自为阶级”视角的逻辑结论。当这一思潮试图在这些“经济阶级”与“政治集团”之间建立联系时所造成的混乱，使它的失败暴露无遗。
(ii) 权力、阶级与阶级利益
从这些说明出发，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一个权力的概念。所谓权力，我们将指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定客观利益的能力。这一概念并非没有困难，尤其是因为它引入了“利益”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权力观念是与“阶级利益”相联系的。但简要地将这一权力定义相对于政治理论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其他定义予以定位，是十分重要的。
1. 该定义不同于拉斯韦尔8将权力视为“参与决策的事实”的观念，也不同于整个决策过程理论系列所共有的那些定义。这种观念的根本缺陷（至少在以阶级冲突为特征的社会框架内）在于：(i) 它忽视了结构的效力，从而陷入了关于决策过程的唯意志论观念，无法透过表象精确地确定权力分配在其中起作用的有效决策中心；以及 (ii) 它把关于社会的“整合论”观念作为原则，而“参与”决策的概念正是从这种观念中衍生出来的。
2. 这一权力的定义不同于韦伯的定义，对韦伯而言，权力（Herrschaft……）是“具有特定内容的命令将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概率”。9 这是因为韦伯的定义处于作为主体/当事人规范行为产物的社会/主体的历史主义视角之中，这种观点构成了他关于“概率”和“特定命令”观念的基础。这种命令被设想为是在一个“统治社团”内部实行的，该社团是这些当事人之价值—目的的结晶。因此，在韦伯的问题系中，权力的概念被还原为合法性的概念。
3. 该定义有别于帕森斯10的定义，在帕森斯看来，权力是“为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利益而执行某些功能的能力”。这样一种定义明显同社会系统的“功能主义—整合论”观念紧密相连。
当然，要对政治学中出现的众多权力概念进行详尽批判是不可能的：这几处引证仅旨在展示该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接受这里所提出的权力概念，就会发现它能够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分析。
A. 这一概念确切地与“阶级”实践以及阶级实践关系的领域（即阶级斗争的领域）相关：它的参照系是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在这些社会中，结构的效应集中于由社会阶级构成的那些特殊总体的实践之中。这里必须首先作一澄清：权力的概念与以阶级“冲突”和斗争为特征的那种确切类型的社会关系相关；也就是说，与这样一个领域相关，在该领域内，恰恰由于阶级的存在，一个阶级通过其实践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与其他阶级的能力和利益处于对立之中。这决定了阶级实践之间统治与从属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确切地被表征为权力关系。因此，从这种对立出发，权力关系意味着在统治与从属的位置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界线的可能性。在不存在这种阶级划分的社会语境中（考察这在多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非对抗性阶级关系，将是很有意义的），因而在这些关系无法通过这种斗争被规定为阶级的统治或从属关系的地方，应当使用一个不同的概念，该概念归根到底将是权威的概念。11
权力的概念不能应用于“人际之间”的12关系，也不能应用于在特定情况下表现为独立于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位置的关系，即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表现为独立于阶级斗争的关系：例如友谊关系、体育俱乐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强力（puissance）13的概念：在政治学中，这一概念尤其被用来指涉“力量”要素，而权力（pouvoir）的概念则被用于合法力量的情况，即在被行使权力者具有最低限度“认同”的参照系中所行使的力量。14 然而，尽管这种区分可能非常有用，但它实际上是关于权力形式的区分，即权力关系所蕴含的统治—从属形式的区分。应当记住，权力与强力之间的区分涉及这些现象所处的参照系：权力的参照系处于阶级斗争的框架内，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形态诸结构的统一体对承担者所产生的效应。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权力是一种典型的、可从结构中追溯的现象，而强力则是一种以社会学上的无定形性为特征的现象。
B. 这一权力概念指一个阶级实现特定客观利益的能力。权力概念的这一要素特别关涉马克思和列宁对阶级组织的分析。
由于该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应在此稍作停留，以便引入某些可以防止混淆的区分。在关于阶级的章节中已经指出，一个阶级即便在处于欠决定的情况下，即哪怕它并不拥有通常所谓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也可以作为独立阶级存在于社会形态之中。其条件是：它在经济层面上的存在，通过一种特定的出场（即“相关效应”）表现在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的层面上。阶级作为社会力量的这种出场，实际上预设了最宽泛意义上的某种组织门槛。例如，就小农而言，马克思一般拒绝赋予他们独立阶级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的孤立状态排除了任何组织的可能（只要这些组织是他们作为独立阶级而存在的条件）。在第二帝国时期，路易·波拿巴赋予了他们这种宽泛意义上的组织。在这一宽泛意义上，组织一词仅仅涵盖了具有“相关效应”的阶级实践的条件。然而，在马克思、尤其是列宁那里所见到的严格意义上的组织理论，不仅涉及阶级实践、涉及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社会力量）存在的条件，而且涉及阶级权力的条件，即通向阶级权力的实践的条件。例如，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自身”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的论述，实际上并不是指它作为独立阶级的功能运作。但这些论述对于阶级权力以及作为该权力之条件的组织而言仍然具有价值，马克思用以下措辞表达了这一点：“……政治运动……（是）阶级的运动，目的是以普遍的形式，即以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的形式来贯彻其利益……”。15
显而易见，这一理论脉络主导了列宁关于组织的分析，尤其是他对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分析。政治—意识形态阶级实践并不等同于作为阶级权力条件之有组织实践的事实，已被列宁记录在他关于公开或宣称的行动的概念中，该概念与实践的概念并非同一外延。在列宁看来，一个阶级的权力组织常常表现为其公开行动的条件。但反过来则未必成立，因为如果一个阶级的权力取决于其政治上的隐退，那么该阶级的权力组织就可能不会导致宣称的行动；第二帝国时期的资产阶级就是如此。因此，我们注意到宽泛意义上的阶级组织（它与“具有相关效应的实践”的概念重合）同权力的组织：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和某些重要的错位：例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小农通过路易·波拿巴拥有了一种赋予他们作为独立阶级而存在的组织，却并未因此拥有任何权力，因为波拿巴并没有满足他们的任何阶级利益。
另一方面，虽然一个阶级的这种特定组织是其权力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这一观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在阶级的“具有相关效应的实践”与权力的组织之间做出区分。一个阶级的权力组织并不是其权力的充分条件，因为这种权力是在实践领域中结构的界限（作为效应）之内获得的：与“唯意志论”观念相反，利益的有效实现取决于这些界限。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在其他方面向我们揭示了区分“具有相关效应的实践”与权力组织的基础：权力的概念将结构的效应规定为处于冲突中的各阶级不同实践之间关系中的界限。在此意义上，权力揭示了并非由结构直接决定的关系，并取决于阶级斗争中在场的社会力量的精确对比关系。一个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其权力组织是这一能力的必要条件），取决于其他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能力。在其他阶级的实践所设定的界限内决定阶级实践的框架下，一个阶级的有效权力程度直接取决于其他阶级的权力程度。严格说来，权力等同于这些二阶界限。它并不展示一个阶级某一平面的实践直接施加于其他层面、属于同一阶级之实践的干预模式；而是展示一个阶级某一平面的实践在各阶级实践为对方所设定的界限内，对同一层面、属于其他阶级之实践的干预模式。界限的这一精确含义格外重要，并且对权力之外的其他问题也具有影响。例如，就政治层面和策略问题而言，它表现在一个阶级的政治实践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实践所产生的特定效应上，简言之，即对手的策略。
C. 现在必须讨论阶级的“利益”和“客观利益”问题。鉴于这一问题的广度，我现在仅给出一些提示。我的讨论将集中在以下主题：阶级“利益”与结构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一个阶级的“客观利益”一词意味着什么？我的目标是得出一个恰当的“利益”概念。
首先必须排除某些错误的解释。阶级利益处于实践的领域之中，处于阶级斗争的领域之中。我们不能将利益置于结构之中，否则就会陷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式解释，不仅陷入个体—主体的解释，甚至会陷入阶级—主体的解释。事实上，尽管利益绝非一个“心理学”概念，但它只能被定位在实践和阶级的固有领域之中。例如，在结构中，工资或利润既不表达工人的利益，也不表达资本家对其“获利诱惑”的利益，而是构成与结合形式相关的经济范畴。然而，在指出利益只有通过在理论上参照实践才能被构想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因此赋予利益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作为第一步，我们将利益排除在结构的定位之外。
这种排除是至关重要的。确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分析初读之下似乎把阶级利益置于生产关系之中。这种解读将结构与实践等同起来，把生产关系视为自在阶级（阶级利益），以与由自为阶级的实践（即组织）所构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相对立。马克思甚至谈到，在阶级斗争中，阶级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先于形态本身、先于阶级的实践而存在。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甚至在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之前，德国资产阶级就已经与无产阶级处于对立之中了。
然而，通过参照上述分析，应该能够看到，事实上关于阶级利益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阶级利益在结构与实践的关系中并不等同于阶级斗争。这引导我们提出利益与结构之间关系的问题。指出当代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曾对这一关切予以头等重视，也许是有益的：提出该问题是其功绩之一。该学派归根到底追溯到关于主体的历史主义问题系，从而导致一种将实践定义为当事人的行为或举止的观点。它以如下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当事人相对于结构的位置由构成当事人角色的客观利益所决定。16 因而乍看之下，利益概念并无心理学内涵。然而，由于这里的结构被设想为当事人行为或举止的基质与产物，利益—结构、角色—处境便由对当事人作为其结构角色功能之某些行为的期望（概率）所构成。我们在此最需要注意的是，将客观利益定位于结构（“处境”）之中，完全依赖于一种把结构视为当事人产物的主体问题系。只要利益被定位于结构之中，这些利益就是“客观的”，而实践则被还原为举止或行为。
一旦功能主义学派试图以严密的方式提出结构问题，这种提出利益问题的方式就会将他们引向僵局。由于利益除了在承担者（当事人）的领域中之外无法被有效把握，该学派便很自然地引入了决定当事人结构角色的“潜在利益”概念，以及可以说位于实践领域的“显在利益”概念。17 该群体具有如下理论地位：潜在利益被视为引发了“准群体”（自在群体），显在利益被视为引发了“利益群体”（自为群体）。18 撇开用“群体”一词（代替阶级）不谈，这种视角的后果与马克思主义中经济主义—历史主义视角的后果完全相同。后者在经济结构中看到了自在阶级的经济利益（“处境”）。与将社会“阶级”划分为概念上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的经济主义—历史主义划分相类似的是功能主义的划分：(a) 自在阶级：阶级处境、潜在利益、准群体，以及 (b) 自为群体：地位群体、政治精英、显在利益、利益群体。
因此，显而易见，这些将阶级利益定位于结构之中的尝试与科学观念是互不相容的。利益的概念只能与实践的领域相关联，只要利益始终是某个阶级的利益、是分配在社会阶级之中的承担者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益由行为动机所构成，正如将实践定位于社会关系中绝不意味着回归主体问题系一样。阶级的概念表明结构对承担者所产生的效应，而实践的概念涵盖的不是行为，而是在结构所强加的界限内进行的运作；利益当然表明了这些界限，但它在特定层面上表现为一个阶级的实践相对于其他阶级的实践而言的领域延伸，即阶级在权力关系中“行动”的延伸。这绝非关于界限与领域的隐喻性字面游戏，而是由这些术语所涵盖的关系之复杂性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在列宁关于政治情势的分析中找到了与该问题相关的提示。事实上，他对当下时刻的概念具有两个特征：(a) 社会阶级、政治阶级实践、社会力量，以及 (b) 利益关系：从工人阶级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这被表述为“无产阶级更深层的利益关系”。19 社会力量和利益这两个术语尽管都存在于政治阶级实践的领域之中，但它们并不等同。社会力量涉及一个阶级通过“相关效应”在政治阶级实践平面上的特定出场。换言之，结构对阶级斗争领域的效应在此反映为一个阶级作为独立阶级、作为社会力量的存在门槛。但这些效应同样反映为该阶级根据其可达到的特定组织阶段（权力的组织）所能覆盖的阵地延伸；而这一阵地一直延伸至其客观利益的限度。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参照该领域的双重界限（每个领域都有一个“近端”和一个“远端”），那么一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并不直接表现为其作为独立阶级而存在的门槛，表现为其自在阶级的某种“处境”，而是表现为其作为社会力量行动的地平线。这适用于阶级斗争领域中实践的所有特定层面。因此，正如经济利益在经济层面上并不构成自在阶级的“处境”，而是构成其经济行动的地平线一样，政治利益也不能被理解为自为阶级“实践（praxis）”的“终极目的”：在政治实践层面上，它们是界定一个阶级政治实践阵地的地平线。
阶级利益作为特定阶级实践的延伸界限，根据在场的其他阶级的利益发生位移。我们所面对的始终是各种关系，严格说来是阶级利益的策略性对立。正是在这一视角下，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在严格意义上的）策略性区分得以确立。换言之，这些延伸界限既构成了结构的界限—效应，也构成了不同阶级的实践（阶级斗争）在特定的实践层面上的干预所施加的二阶界限—效应。在此意义上，一个阶级的实践实际覆盖其阶级利益所勾勒的阵地的范围或程度，也取决于该阵地被对手覆盖的范围或程度。一个阶级实现其客观利益的能力（从而其阶级权力），取决于其对手的能力（从而其权力）。
我已经提到阶级利益是“客观”利益，以排除任何行为动机的问题。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共同利益……（一个阶级的）……不仅存在于想象中，作为‘普遍利益’而存在，而且首先是作为分工所涉及的各个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0 但是显而易见，在实践的领域中，由于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作为界限的利益可能不同于当事人甚至阶级对它们所形成的表象。这并不意味着当想象中或体验到的利益与作为界限的（真实）利益发生错位时，它们就是“主观的”界限：因为意识形态的效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即向当事人遮蔽这些界限）是无法用“主观”范畴来把握的。在这方面，使用“客观”一词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多余的，这里保留它仅仅是为了清楚地表明利益概念能够并且必须被剥离一切心理学内涵。然而毫无疑问，在利益的这一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可能产生多种形式的幻象。权力作为实现利益的能力，指的不是在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与利益—界限发生错位的情形下的虚构利益，而是指利益—界限本身。
D. 权力概念中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将要实现的阶级利益的特殊性。事实上，如果利益不是位于结构之中（如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处境”），而是作为实践领域中各层面的界限，那么谈论一个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相对自主的利益之可能性就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存在关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利益，权力就位于各种阶级实践的层面上。特别是，在以结构和实践诸层面的特殊自主性以及各自阶级利益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形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等之间的区分，这是根据一个阶级在各个层面上实现其相对自主利益的能力来划分的。21 换言之，正如阶级利益绝不仅位于经济层面一样，权力关系也绝不仅位于政治层面。这些不同权力的关系（它们的有效性指标等）本身与各种阶级实践（阶级利益）的接合相关，这种接合以一种错位的方式反映了社会形态或其某一发展阶段、时期的各种结构的接合。
简言之，权力关系正如结构或实践一样，并不构成一个简单的表现性总体；它们是复杂的、错位的关系，归根到底由经济权力所决定。政治权力或意识形态权力并非经济权力的简单表现。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而在政治上并不占统治地位，22 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或政治上并不占统治地位，等等。一个阶级可能拥有实现经济利益的能力（工联主义的问题），却不具备实现政治利益的能力。它可以拥有经济权力而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甚至可以拥有政治权力而没有“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力，等等。
针对各个层面上统治位置的去中心化问题（这些位置可由不同的阶级占据），还应作最后一点说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严密地界定一个形态中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换言之，哪一个统治位置对其他位置具有支配地位。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复杂关系的总体，就会看到，在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情况下，一个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归根到底是在该形态的复杂整体中保持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斗争层面上占据统治位置的阶级。因此，它们是保持着统治权力的那个阶级或那些阶级。例如，在1688年以前英国统治位置的分离中，占有经济统治位置的资产阶级通常被视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尽管它在政治统治的意义上并不拥有“直接统治”。这是因为在英国的具体案例中，经济似乎保持着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俾斯麦政权末期普鲁士统治位置的分离中，土地贵族（通过其政治支配地位）通常被视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那里的具体情况下，政治似乎保持着统治地位。23
(iii) 国家权力——国家机器——权力中心
接受了这一权力概念，我们便能够澄清诸如“国家权力”等表述的含义，即那些似乎把权力归于机构的表述。严格说来，各种社会机构，特别是国家机构，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从权力的角度来考察机构，它只能与掌握权力的社会阶级相关联。在行使过程中，社会阶级的这种权力被组织在作为权力中心的特定机构之中：在此语境下，国家是行使政治权力的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中心、那些具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性质的各种机构，仅仅是社会阶级权力的工具、机关或附属物。它们拥有自身的自主性以及结构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本身并不能直接被还原为权力的分析。24
另一方面，在结合权力来考察各种社会机构的语境下，必须根据这些机构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影响来考虑它们，因为集中在机构之中的权力是阶级权力。换言之，各种机构（权力中心）相对于社会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并不是由于它们拥有某种不同于阶级权力的自身权力，而是由于它们与结构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就权力而言，各种机构并不构成“权力机关”（即先于它们存在并为了有效实现该权力而创造它们的阶级权力的工具），而是构成权力中心。只要我们能够区分几种权力形式，我们就可以借助具体情境，对现有权力中心的多元性（特定时刻的机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具体考察：例如企业、国家、文化机构等。鉴于表征着阶级斗争各个层面和权力各个领域的错位性，显而易见，依附于某一特定层面的权力中心内部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绝不能原封不动、简单直接地转换为依附于其他层级的权力中心内部的关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权力中心的科层等级组织（例如参见国家—教会—学校/国家—学校—教会组合的特征变化）既取决于各个层级的接合，也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关系。
此外，正是在这一框架内，我们能够确立与机构（权力中心）相关的诸如形式权力或实质权力等区分。列宁在其论述俄国资产阶级国家与苏维埃“双重政权”的文献中，25 为我们提供了结合政治权力分析此类区分的典范。这种区分并不等同于掌握权力的诸机构之间、其中一个机构相对于另一个机构拥有有效权力的区分。它毋宁表明，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导致集中了该权力的各“中心”之间重心的转移，即真实的阶级权力关系更多地反映在某一中心而非另一中心之中。这种真实的转移既取决于权力中心相对于社会形态诸结构的位置，也取决于阶级斗争领域中的权力关系。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关于国家政权（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器的区分可以得到精确的解释。26 所谓国家机器，列宁指的是两点：(a) 国家在社会形态诸结构之总体中的位置，即国家的各种技术—经济、严格政治、意识形态等功能；(b) 国家的工作人员，即行政官员、官僚机构、军队等的队伍；而所谓国家政权（国家权力），列宁指的是掌握权力的社会阶级或阶级分部。
在国家机器的含义 (a) 中，实质权力从一个权力中心转移到另一个权力中心（在当前讨论的案例中，即从官方国家转移到苏维埃国家），恰恰表明政治阶级权力的有效关系集中之处的位置转移。但这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对应着政治上层建筑的功能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27 从而对应着国家在诸结构之总体中的重组，对应着“实质权力”这一新机构在其他权力中心之中的某种位置。苏维埃之所以是“实质权力”，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国家（这是列宁强调的重要一点），官方国家机器的某些功能转移到了它们手中，并且有效的阶级权力关系由此集中在苏维埃之中。国家机器在含义 (b) 中的概念（指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关涉掌握权力的阶级如何与“主管”国家的工作人员相联系的问题，以及这些工作人员如何与国家相联系的问题。后一种关系将在后文中作更为详细的处理。这里需要记住的要点是，列宁关于国家机器的表述绝不能被还原为将国家视为权力的器官或工具的“工具主义”国家观，而是具有在结构总体中定位政治上层建筑的位置与功能的首要职能。
(iv) “零和”权力观
从这些说明出发，现在有可能指明大多数当代权力理论中包含的最重要的错误预设之一（即使常常是隐而不显的）。这将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因为许多理论在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都以此为其预设。（例如，“统治阶级”理论、“权力—抗衡权力”理论、“抗衡力量”理论等均属此类。）这一预设由赖特·米尔斯明确表述，28 由零和权力观所构成。这涉及将权力设想为社会内部的一种既定数量。根据这种理论，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拥有的权力大小，恰好等于另一个阶级或集团所没有的权力大小；任何特定集团权力的减少都直接转化为另一集团权力的增加，依此类推，以至于尽管权力的分配发生了变化，权力的总量却始终保持为一个恒定不变的量。这种构成当代若干改良主义形式基础的观念，29 本身（正如人们将清楚看到的）可以追溯到迄今为止仅被列举出的某些权力分析的意识形态预设。它追溯到关于社会总体的“功能主义”观念——该总体由在整合均衡中相互联系的等价要素所构成，30 并且追溯到对社会形态结构问题的误解。这些结构被重新吸收进被设想为社会过程“当事人”的社会集团的举止或行为之中，而权力关系的力量平行四边形则建立在这种行为的相互制约之上。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种零和权力观是站不住脚的。
(a) 如果我们将权力视为诸结构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效应，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能力（该能力取决于另一阶级的斗争）由此取决于社会形态的诸结构，只要这些结构划定了阶级实践的领域。一个阶级这种能力的削弱，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另一个阶级能力的增强，因为权力的最终再分配依赖于诸结构：例如，资产阶级丧失权力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力就会加到工人阶级的权力之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隐含了这一点，当时他将波拿巴主义现象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起来：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尚未获得这种能力的历史时刻，波拿巴主义是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
(b) 这种应用于社会形态整体尺度上的零和权力观，忽视了不同层面上不同权力形式的特殊性与错位性。在经济层面上丧失权力，即一个阶级实现其特定经济利益之能力的削弱，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政治或意识形态权力的丧失，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一个阶级经济权力的增强，并不会直接导致其政治或意识形态权力的增强。因此，即使对于权力关系的特定层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零和权力观也是不准确的，那么对于社会形态整体尺度上的权力而言，由于权力各个层面的特征性错位，这种观念就更为不准确了。
(c) 对零和权力观的这些反驳关涉结构作为实践领域界限的反映问题。但必须清楚地看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一种认为群体或阶级的独特性质建立在权力关系之上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韦伯所指出的那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威权类型的社会或组织以两个基本群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两分法为特征。在对该理论的功能主义改造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两种“角色”（命令的角色与服从的角色）之间两分法的观念。这正是主导大多数当代统治阶级理论的视角。根据这一视角，在威权类型的组织或社会内部，权力的转移由两个群体之间零和权力的交换构成，任何一个群体权力的丧失都必然导致另一个群体权力的增加。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形态中，与几种生产方式的重叠相联系，存在的不是两个阶级，而是若干个社会阶级。在此意义上，在任何层面上都不可能确立零和权力关系的两分法。一个阶级或阶级分部权力的丧失，可能表明、也可能并不表明并非唯一的另一现存“群体”（即从属群体）获得权力，而是各个层面上进行争夺的众多阶级或分部中的某个阶级或分部获得了权力。一个统治阶级或阶级分部权力的丧失，可能对应、也可能并不对应着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另一被统治阶级权力的增加；或者不仅是各个被统治阶级、而且在某些场合是其他统治阶级或集团权力的增加。换言之，在统治与从属之间划定特定冲突关系的界线（这种关系切实表征着权力关系），绝不意味着在任何层面上存在交换零和权力的两个主体—群体的两分法。
(d) 最后，这种观念（特别是应用于政治权力层面时）忽视了该权力在与作为社会形态统合之凝聚因素的国家的关系中的统一性问题。政治权力被设想为自主“份额”的集合，工人阶级夺取其中一个份额意味着它是从资产阶级的权力中剥离出来并加到工人阶级的权力之中的。这一问题将在下文第四部分中予以讨论。

II
资本主义国家

1. 问题
导言
我们现在已掌握了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充足要素。它的根本显著特征似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包含将主体（在该国家中被固定为“个人”、“公民”、“政治人格”）规定为生产当事人；而在其他国家类型中情况并非如此。与此同时，这种阶级国家还呈现出另一个具体特征：即政治阶级统治在其机构中始终是缺席的。它将自身呈现为一个人民阶级国家。其机构围绕着“个人”或“政治人格”的自由和平等原则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不再建立在君主制原则所蕴含的神圣意志之上，而是建立在形式上自由平等的个人-公民的总体之上，建立在人民主权以及国家对人民所负的世俗责任之上。“人民”本身被树立为国家的一项决定性原则，但它不是由分布在社会阶级中的生产当事人构成的，而是作为个人-公民的聚集，其参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方式体现于表达“公意”的普选权之中。现代法权体系不同于基于特权的封建规则体系，它具有一种“规范性”特征，体现为从自由与平等原则出发的一整套系统化法律：这就是“法”的统治。个人-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存在于他们与被认为在“法治国”内部表达这种公意的抽象和形式法律的关系之中。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体现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即实体化了作为“民族”的那个“政治体”的意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根本特征不能被归结为意识形态’，它们关涉到CMP的一个区域层面，即由议会代表制、政治自由、普选权、人民主权等机构组成的国家的法权-政治层面。诚然，意识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那是一种复杂得多的作用，绝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功能运作等同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原则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主题是：经济层面的哪些现实特征蕴涵了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在一系列贯穿几乎所有变体的回答中，揭示出了一个不变项：对“市民社会”概念及其与国家相分离的指涉。无论人们是不承认马克思青年时期与成熟时期著作之间存在断裂——例如代表典型历史主义倾向的列斐伏尔、吕贝尔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还是把断裂定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正如德拉-沃尔佩、切罗尼和罗西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那样，情况都是如此。
这些回答的不变主题如下：在CMP的经济层面，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当事人作为个人的出现。马克思难道没有强调过——尤其是在《大纲》中——作为生产当事人的个人即赤裸的个人的出现，既是直接生产者（“自由劳动者”），也是非生产性所有者的真实特征吗？也就是说，作为与生产资料一起在构成生产关系的关系中进入结合的两个要素的一种特定形式。生产当事人的这种个体化，恰恰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特征，被视为构成了现代国家结构的基础；而这些个人-当事人的总体则构成了市民社会，即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方式。因此，按照这种理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表明了严格的政治上层建筑相对于这些作为交换与竞争社会之主体的经济个人的作用。
这一借用自黑格尔和18世纪政治理论的市民社会概念，确切地指涉“需要的世界”，并蕴含了将“具体个人”和“类人”构想为经济主体的唯人论视角，而这正是历史主义问题式的对应物。由此引发的对现代国家的考察，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问题出发，并建立在异化图式之上，即建立在主体（具体个人）与其对象化本质（国家）的关系图式之上。
无须进一步展开对这种观念的批判，只要指出由它引出的以下严重后果就足够了，这些后果使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考察变得不可能：
(a) 它阻碍了我们理解国家与阶级斗争的关系：(i) 既然生产当事人被构想为本原性的个人-主体而非结构的承担者，就无法从中构成社会阶级；(ii) 既然国家从根源上是同这些作为经济个体的当事人相关联的，就无法将国家同阶级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b) 它导致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意识形态问题式掩盖了由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一整套现实问题。特别是，这使得人们无法把握在CMP中经济与政治的特殊自主性、意识形态对这些层面的效应，以及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反响等等。
让我们尝试确立资本主义国家(i)同生产关系结构、(ii)同阶级斗争领域的独特关系。
(i) 资本主义国家与生产关系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在《大纲》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形态》1那一章中——将“赤裸的个人”作为理论前提（Voraussetzung）并作为历史条件（historische Bedingung）赋予CMP时究竟是指什么。
在这里有益的做法是指出，与历史主义观念相反，被理解为CMP之历史条件的这种“赤裸的个人”，对马克思而言并不意味着该模式的生成史，而是指其某些要素的谱系。事实上，必须把一种生产方式的史前史同其结构区分开来，因为构成它们要素的实际过程是不同的。但一旦获得了这些要素，它们的结合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构。
A. 马克思所说的“赤裸的个人”（nacktes Individuum）作为历史条件在CMP中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术语在论及直接生产者的论述中是与“自由劳动者”（freier Arbeiter）在《大纲》文本中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术语显然绝不意味着在字面意义上生产当事人在历史现实中实际作为个人出现。它是以描述性的方式使用的，用以说明某种结构关系的解体，即封建生产方式结构的解体。事实上，直到并包括《资本论》在内，马克思都错误地将封建生产方式理解为通过其各个层面以区别于CMP的“混合性”为其特征，而这种混合性是建立在其“有机”关系的纯粹神话式构想之上的。我们知道应当如何评价马克思对封建生产方式的这种表象。2关键在于，“赤裸的个人”与“自由劳动者”在这里仅仅是简单的字眼，准确地描述了生产当事人从封建的“人身统治与奴役关系”（persönliche Herrschafts- und Knechtschaftsverhältnisse）——甚至被称为“自然形成的”（naturwüchsige Gesellschaft）——即被构想为生产过程之“混合的”经济-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封建结构的解体在描述上被理解为生产当事人的被剥除，这只是一种记录结构转型的方式，即以完全描述性的方式把握其效应。因此，“赤裸的个人”作为一种历史条件，绝不意味着此前处于“有机”统一体中的当事人，会在现实中作为原子化的个人出现，并在其后被置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合之中，然后逐渐构成社会阶级。3它意味着某些关系解体了（sich auflösen），并且这在其效应中表现为当事人的“赤裸性”、“解放”与“个体化”（Vereinzelung）。
B. 然而，“赤裸的个人”这一术语也被用作其理论前提，就CMP而言。它在这里同样以描述性的方式涵盖了一种截然不同且非常确切的现实。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形态》中还是在《资本论》中，它都表示实际占有关系，作为CMP的理论特征：其具体特征是直接生产者与其“自然的”劳动条件的分离。这种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历史阶段、标志着CMP扩大再生产开端的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正是此处在描述上被把握为生产当事人的“赤裸性”的东西。
我并不打算探讨马克思的术语为何会发生这种摇摆。在此需要清楚看出的要点是，“赤裸的个人”在第二种涵义上（即作为CMP的理论前提）绝不意味着生产当事人作为“个人”的现实出现。相反，显而易见的是，该术语实际传达的内容——即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它导致了劳动过程的集体化，即劳动者成为集体生产机制的一个器官，马克思将其界定为生产力的社会化；而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它则导致了资本集中的过程。
因此，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中，这种归根到底构成了“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相分离的问题式基础的著名的“个人-主体”的现实存在，是无法被接受的。另一方面，通过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CMP的一个区域层面，从而置于其同生产关系的复杂联系中，我们便能确立起它相对于经济层面的特殊自主性。此外，毫无疑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错误地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这一意识形态图式，等同于各自自主性在CMP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现实问题。政治与经济在CMP中的这种特殊自主性——马克思在描述上将其与封建生产方式中各层面的所谓“混合性”相对立——归根到底同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相关；它同实际占有关系与所有权关系的独特结合相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上层建筑构成的“秘密”正蕴藏于其中。在支配和分配经济与政治的特定位置、并规定了一个区域结构对另一个区域结构干预界限的结合中，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这种分离，同当事人在生产关系中作为“个人”的现实出现绝无丝毫关系。相反，它揭示出这些当事人是结构的承担者，从而为科学考察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开辟了道路。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赋予市民社会概念的功能，就会清楚地看到它至多只具有一种否定的或批判的功能。市民社会构成了一个从反面指示政治之特殊自主性的观念，但绝非一个能够涵盖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的概念。
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与这种生产关系结构密切相关。一旦我们求助于资本主义法律，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那里体现为：生产当事人被制度化地固定为法权主体，即政治上的个人-人格。这既适用于由劳动契约（劳动力的买卖）构成的特殊交易，也适用于对生产资料的形式法权所有权关系或公共政治制度化关系。这意味着生产当事人实际上仅仅在作为法权关系的上层建筑关系中才表现为“个人”。劳动契约和对生产资料的形式所有权所依凭的，正是这些法权关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个人”在法权现实层面的这种出现归因于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分离在那些生产关系内部生成了“作为生产当事人的个人”。相反，我们的任务将是解释这种分离——它在经济层面内部生成了资本集中和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如何同时在法权-政治层面将生产当事人树立为被剥夺了经济规定性并因而被剥夺了阶级归属的政治与法权“个人-主体”。
几乎无须强调的是，与法权-政治层面的这种特殊地位相对应，存在着依附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法权与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法权-政治意识形态在该生产方式的统治意识形态中占据支配地位，其地位类似于宗教意识形态在封建生产方式统治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在这里，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在意识形态话语中表现为极其复杂的个人主义人格主义形式，表现为将当事人树立为“主体”。
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在实际占有关系（劳动过程）中的分离，产生了政治与经济的特殊自主性，它规定了将当事人树立为法权-政治主体，在于它给劳动过程打上了确定结构的印记。这正是马克思在其对商品和价值规律的分析中所指出的：“只有彼此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4严格说来，这是劳动过程的一种客观联结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由劳动的社会化（社会劳动）引入的生产者的真实依赖性被掩盖了。这些劳动在某些客观限度内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也就是说生产者起初不必组织他们的协作。正是在这时，价值规律起着支配作用。在实际占有关系中特属于生产者而非“私人所有者”的这种“依赖/独立”对立，等同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因此它表明生产者的依赖性给劳动过程的相对独立性设定了某些必要的界限。这一根本问题在此无法进一步详述。但必须强调的是：
a. 这是一个关于劳动过程客观结构的问题。这决定了(i) 经济结合中的所有权关系，并由此决定了CMP中经济层面特有的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因而决定了(ii) 在独立劳动片段中的当事人在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中被树立为主体。
b. 当事人在此不是作为“个人/主体”出现，而是作为劳动过程结构的承担者出现，即作为与劳动资料保持确定关系的当事人/生产者出现。
劳动过程的这种结构被法权-政治层面所多元决定；从它在法权-政治层面的反映以及后者对经济层面的干预中，它在社会关系中、在阶级斗争领域中导致了一整套多元决定的效应。
(ii) 资本主义国家与阶级斗争
我们绝没有结束对资本主义国家解释原则的阐明。政治结构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引出了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
CMP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在阶级斗争领域（即社会关系领域）中的这种特殊自主性，表现为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自主化，或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所强调的，表现为经济阶级斗争与严格的政治阶级斗争的自主化。因此，如果我们暂且撇开意识形态层面不谈，国家同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就可以划分为它同(i) 经济阶级斗争与(ii) 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
如果我们首先考察经济阶级斗争（即社会-经济关系，就CMP而言），就会注意到一个根本且独特的特征，此后将其界定为“孤立化效应”。它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在自身层面将分布于各社会阶级中的生产当事人树立为法权-意识形态主体的法权与意识形态结构（归根到底由劳动过程结构所决定），在经济阶级斗争上产生了如下效应：以一种特定方式向这些当事人掩盖了其关系属于阶级关系这一事实。社会-经济关系在实际上被承担者体验为一种特殊的碎片化与原子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常通过将“个人的”、“地方性的”、“局部的”、“孤立的”等经济斗争，同倾向于呈现出统一性即阶级统一性特征的政治斗争相对立，来指明这一点。因此，这种孤立化是(1) 法权层面、(2) 法权-政治意识形态、(3) 一般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效应。这种孤立化效应是极其真实的’，它有一个名称：雇佣工人之间以及私有财产的资本家所有者之间的竞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想为市场上个人/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商业相遇，实际上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构想。但竞争绝非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它恰恰在于法权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效应。
事实依然是，这种孤立化效应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它向处于经济斗争中的生产当事人掩盖了其阶级关系的限度内。此外，这无疑也是马克思不断将阶级本身在CMP中的构成定位在政治阶级斗争层面的原因之一。这并不是说“个人/生产当事人”仅仅在政治斗争中才构成阶级。马克思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表明了，在第一卷中已进入劳动契约交易的生产当事人是如何分布在社会阶级中的。正由于法权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关系、对经济斗争的效应，这在体验中才没有成为一种阶级斗争。
此外，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这种“孤立化效应”，不仅表现在每个生产当事人的层面上，即作为这些当事人的“个体化”效应出现：它还表现在一整套关系之中，从雇佣工人与私有财产的资本家所有者之间的关系、雇佣工人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私人资本家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到一家工厂、工业部门或地方的工人与别处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工业部门或资本分部的资本家与其他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由“竞争”一词所指明的这种孤立化效应，涵盖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整个总体。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形态中依附于该形态中共存的其他生产方式的某些阶级的社会-经济关系内部，发现一种孤立化：自耕农的情况就是如此。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孤立化是其经济生活条件的结果，即他们同生产资料未发生分离的结果，而资本家所有者与雇佣工人的孤立化则是法权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效应。然而，CMP特有的“孤立化效应”，通过叠加到其经济生活条件所固有的孤立化之上，在他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也以一种多元决定的方式渗透到资本主义形态中非占统治地位生产方式的阶级之中。
CMP的经济斗争的这些特征是法权与意识形态之效应的最清晰指征如下：当马克思谈及经济斗争的这种孤立化并将其与严格的政治斗争相对立时，他经常使用私人的一词与公共的一词相对立，后者指称政治斗争领域。私人与公共的这种划分依赖于法权-政治层面，因为被树立为个人/法权-政治主体（私人领域）的当事人，是对立于这些主体之统一性的“代表性”政治机构（公共领域）的。因此，马克思使用私人范畴来指称经济斗争的孤立化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经济个人/主体之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划分；相反，它表明整套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乃是法权与意识形态的一种效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理解他的评注：
不管怎样，我们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下妥协来达到这一目的（限制工作日）。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恰恰证明，在纯粹的经济行动中，资本是更强的一方……5
在这个失败之后，无产阶级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它投身于……这样一种运动：它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使旧世界革命化，却企图……通过私人的方式，在它的有限生存条件内实现自己的拯救，并因而必然遭到破产。……6

关于资产阶级：
为维护它的公共利益、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它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只是使它苦恼和烦躁，因为这是对其私人事务的打扰……这个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为了最狭隘、最卑劣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总阶级利益，即政治利益。……7

如果要对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出确切定位，这些评注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关系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同生产关系的关系，只要后一种关系划定了国家能够与阶级斗争领域发生关联的方式。资本主义国家是同社会-经济关系在其孤立化中所呈现的形式相关联的，即作为意识形态与法权的一种效应。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关系是阶级实践，即分布于各社会阶级中的当事人在经济层面中的有效的、已被多元决定的行动：这种实践本身绝非“纯粹的”，而是在其具体现实中始终被多元决定的。因此，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由其针对处于因孤立化而呈现出的形式之下的经济阶级斗争的职能所决定的。
以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表现为本身作为这种孤立化标志的经济斗争的严格政治统一体。它将自身呈现为向体验这些利益的当事人掩盖了自身阶级特性的相互竞争与分歧的经济利益之“普遍利益”的代表。作为直接后果，通过意识形态的一整套复杂运作，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政治机构的层面上系统地掩盖了自身的政治阶级性质：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它是一个人民-民族-阶级国家。该国家将自身表现为人民/民族之大众意志的化身。人民/民族在制度上被固定为由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其统一性的“公民”或“个人”的总体：它的现实基础恰恰是CMP’S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的这种孤立化效应。
一整套严格的意识形态运作无疑介入了国家针对经济阶级斗争的这一职能之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把国家针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职能所产生的这些国家结构归结为意识形态。这些结构催生了构成国家区域层面一部分的现实机构。意识形态在此同时通过自身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效应，以及在国家针对这一效应的具体运作中进行干预。这种介入绝不能归结议会代表制、人民主权、普选权等如此真实的机构。因此，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在此具有双重职能，将在以下两个标题下予以阐明：
1. 特别是在作为规范性法权体系（法权现实）的方面，它把分布在各阶级中的生产当事人树立为法权-政治主体，从而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产生孤立化效应。
2. 相对于表现出这种孤立化效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它的职能是代表建立在人民/民族这一政治体中的孤立关系的统一性。这意味着国家代表了一种孤立状态的统一性，而由于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这种孤立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自身的效应。这种孤立化和代表统一性的双重职能，反映在国家结构的内部矛盾之中：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矛盾，政治个人/人格与人民/民族统一性的代表性机构之间的矛盾，乃至私法与公法之间、政治自由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
但我主要的目的大概不是从生产关系出发来分析这些国家结构的组织，也不是阐明它们的内部矛盾：这将需要对上文指出的法权体系与劳动过程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相反，主要目的是理解它们相对于阶级斗争领域的功能。这就需要将它们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效应视为既定的，以便阐明国家针对这些关系并因而针对政治阶级斗争的严格政治角色。
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经济关系（即同经济阶级斗争）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曾竭力强调过这一点。然而，他频繁使用或者是描述性的术语（例如“社会”），或者是依赖于青年时期问题式的术语（例如“市民社会”），导致了上文指出的误解。事实上，在他的政治著作中，例如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期，马克思就使用“社会”一词（该词在别处是涵盖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领域的一般术语）来指称作为孤立化效应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阶级斗争）。有时他甚至重新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从而表面上再次采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式：
似乎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它最古老的形式。……8 定期被吹嘘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社会的指导者的小胡子和军服……终于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使市民社会彻底摆脱自我统治的麻烦。……9 显而易见，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在那里国家把市民社会网络起来、控制起来、规范起来、监视起来并加以监护……如果国民议会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它们自己的机关，那么当它失去对内阁各职位的支配权时，它就丧失了一切真正的影响。……’10 任何共同的利益，都立刻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更高的普遍利益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被剥夺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似乎才完全独立了。……11 但是，只有帝国的滑稽剧才是使法国国民的大多数摆脱传统重压并把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对立以纯粹形式表现出来的必要条件。12

这些引文就足够了：我们还可以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补充许多其他引文。
如果我们回顾先前的论述，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分析既不是对先前问题式的简单回响或空洞回忆，也不涉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图式。它们实际上涵盖了一个新问题，但所使用的是借自先前问题式的术语，而在先前问题式中它们涵盖的是另一个问题。在新的问题式中，国家与市民社会（或社会）的“对抗”、“分离”或“独立”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国家在CMP中相对于生产关系的特殊自主性，在阶级斗争领域中表现为经济阶级斗争相对于政治阶级斗争的自主性。这通过社会-经济关系上的孤立化效应表达出来，在这种效应中，国家通过将自身提出作为人民/民族（即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之上的政治体）的统一性代表，而承担起针对这些关系的特殊自主性。只有撇开马克思著作中问题式的转变并进行文字游戏，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结构和实践的这种自主性才会被解释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13
特别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解释正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该学派的成就。在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问题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它跟随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之后，着手尝试阐明马克思的思想；并在此具有重要的批判功能。它从根本上挑战了将国家视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主体的简单工具或器具的庸俗化观念。当然，它也提出了涉及CMP中结构与阶级实践之特殊自主性问题的独创性课题。然而，它将马克思相对于黑格尔的独创性，定位在马克思（在论述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著作中）对始终构成黑格尔问题式特征的思辨经验主义的批判上。14但这种批判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重拾。因此，意大利学派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主题掩盖了这些问题，这导致了一整套错误的结果，我们在考量具体问题时将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讨论这些问题。15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同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而言，这些评注同样十分重要。经济斗争中的这种孤立化效应，对资本主义形态中政治阶级斗争的具体运作具有深远影响。已经获得相对于经济斗争之相对自主性的这种政治斗争的特征之一在于，（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不断强调的）它倾向于从经济斗争的孤立状态中构成阶级统一性。这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实践（即政治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只要这种实践的具体特征表现为：其目标是维护这个国家，并通过国家来维持现存的社会关系。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这种政治实践具有双重功能：(i) 从其经济斗争的孤立状态中构成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各阶级）的统一性；(ii) 依靠其自身的一整套政治-意识形态运作，将其严格的政治利益构成为人民/民族之普遍利益的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经济阶级斗争的关系中的特殊结构，使得这成为必要的，而恰恰是被统治阶级经济斗争的孤立状态，使得这成为可能的。正是通过分析这整套复杂的运作，我们才能确立起这一民族-人民-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形态中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
(iii) 领导权概念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我将使用领导权概念。这一概念的领域是资本主义形态中的政治阶级斗争：它特别涵盖了这些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实践。因此，在定位资本主义国家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具有领导阶级之领导（direzione）的国家。16
这一概念是由葛兰西提出来的。诚然，在他的著作中，这是一个实践的（而非真正理论的）概念，并且由于其宽泛的应用领域，它依然过于模糊。因此，作为前置步骤，在此必须引入一整套澄清和限制。由于葛兰西同列宁的问题式具有特殊的联系，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列宁的论著中找到这一概念的，特别是在那些关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组织及其在被统治阶级政治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论述中。但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能够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实践的新概念。葛兰西诚然以这种方式使用了它，但他同时也错误地对它进行了拓展，使其涵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然而，如果我们严格限制领导权概念的应用和构成领域，他关于这个主题的分析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将列宁在分析另一个不同具体对象（即俄国局势）时所阐明的原则应用于这些形态，从而对它们进行具体定位。
但是，葛兰西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他的思想深受克罗齐和拉布里奥拉的历史主义影响。17这里的问题过于庞大，无法深入探讨。我仅指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一方面葛兰西青年时期的著作（例如《新秩序》中的文章）甚至带有典型历史主义进路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哲学》，与另一方面他成熟时期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例如《论马基雅维利》等）——即恰恰是那些阐发领导权概念的著作——之间发现明显的断裂。18只有对那些浮现出列宁主义问题式的文本进行症候阅读，这种断裂才会变得清晰起来：而那些试图发掘列宁与葛兰西之间理论联系的（主要是历史主义的）解读则掩盖了这种断裂。19然而，即便在葛兰西成熟时期的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历史主义的大量后遗症。初读他的著作时，领导权概念似乎表明了一种历史境况，在其中阶级统治并不被归结为纯粹依靠强力或暴力的统治，而是包含了一种领导职能和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职能，借助这种职能，统治/被统治关系建立在被统治阶级的“积极同意”之上。20这种相当模糊的观念乍看起来类似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世界观，并且同样处于黑格尔的主体问题式之中。当移植到马克思主义中时，这种问题式导致了历史的阶级-主体观念，即一种将社会形态各层面总体化的生成原则：它是通过阶级意识来实现这一点的，阶级意识在这一问题式中承担了黑格尔“概念”的角色。在此语境下，被视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即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世界观”，奠定了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只要它决定了被统治阶级在一个确定的统治体系中的归附。21因此耐人寻味的是，在对领导权概念的这种使用中，葛兰西恰恰掩盖了他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图式中所分析的那些现实问题。这些实际上蕴含了CMP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以及经济层面的孤立化效应的问题，被掩盖了起来。在葛兰西那里，正如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一样，这种“分离”取决于它同以各层面的“混合性”为特征的封建关系观念的对立：葛兰西在其“经济-社团主义”主题中处理了这种“混合性”。因此，他使用领导权概念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经济-社团主义”封建形态区别开来。22特别是，“经济-社团主义”指明了以政治与经济的紧密重叠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关系：即葛兰西所称的“嫁接在经济之上的政治”。葛兰西对现代“民族-人民”国家的分析，是置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诸邦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背景之下的。正是这一背景使他得以分析现代国家的霸权性统一职能，这一职能与市民社会（人民-民族的现实基础）的“原子化”相关。在马基雅维利身上打动他的，不仅在于他是政治实践的最早理论家之一，更首要的是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现代国家针对“人民大众”（在此被视为封建关系解体的产物）所承担的统一职能。这在他分析意大利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尝试最初为何失败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屡次尝试创建民族-人民集体意志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应当在自治市镇资产阶级解体时所形成的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去寻找。……这种职能以及由其带来的地位造成了一种可被称为“经济-社团主义”的内部局势——从政治上看，这是封建社会所有形式中最恶劣的形式。23

但是，“经济-社团主义”这个术语对葛兰西而言还有第二种涵义。它不仅指封建形态中“混合的”经济/政治关系，而且还指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经济”（区别于政治的）要素。术语上的这种显著摇摆，应当被理解为葛兰西的分析常常沾染的那些历史主义影响的结果。他在封建形态“混合的”经济-社团主义关系与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区别于政治的）关系中发现的共同特征是：二者都区别于资本主义形态的“严格政治”关系。尽管在葛兰西关于这一主题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主义的后遗症，但我们有可能尝试对它们进行清理。人们将会看到，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被认为由于混合的或有机的封建关系的解体而原子化）的任何分离绝无关联。现实问题关涉的是CMP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关涉该模式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孤立化效应，以及关涉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实践同这种孤立状态发生关联的方式。
领导权概念——我们应当仅仅将其应用于资本主义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实践，而非应用于国家——是在两种涵义上被使用的：
1. 它表明了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这些阶级的政治利益是如何作为政治体（即建立在经济层面的孤立化效应之上的人民/民族）的“普遍利益”之代表而被构成的。例如在以下引文中就隐含了这第一种涵义，现在应当结合上述论述来审视这段引文：
第三个时刻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利益在其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中超越了纯粹经济阶级的社团界限，并且能够而且必须成为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这是最纯粹的政治阶段，标志着从结构向复杂上层建筑领域的决定性过渡；在这个阶段中，先前萌发的各种意识形态变为“政党”，发生对峙和冲突，直到其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是它们的单一组合，倾向于占据主导地位、占上风并在全社会传播开来——它不仅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协调一致，而且带来了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使得斗争所围绕的一切问题不再是在社团层面上而是在“普遍”层面上展开，从而开创了一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集团的领导权。诚然，国家被视为某个特定集团的机关，注定要为该集团的最大限度扩张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该特定集团的发展和扩张被构想并呈现为普遍扩张的推动力，所有“民族”活力的发展的推动力。换句话说，统治集团与从属集团的普遍利益具体地协调起来，而国家的生活被构想为（在法权层面上）基本集团利益与从属集团利益之间不稳定均衡的不断形成和克服的过程——在这些均衡中，统治集团的利益占据上风，但仅仅达到一定限度，即不能退化为狭隘的社团利益。24

2. 领导权概念还在另一种涵义上被使用，这一点实际上并未由葛兰西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形态中阶级斗争的具体特征，使得由若干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组成的“权力集团”发挥功能成为可能。在这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之中，其中一个占据着特殊的统治地位，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领导权角色。在这第二种涵义上，领导权概念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阶级或分部相对于其他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特殊统治。
领导权概念使我们能够辨明资本主义形态中存在的这两种典型的政治阶级统治类型之间的关系。领导阶级是在政治层面将代表人民/民族普遍利益与在占统治地位的各阶级和分部中维持特定支配地位这一双重职能集中于一身的阶级。它是通过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关系来实现这一点的。

2. 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学与国家类型
导言
前面的论述使我们能够具体规定资本主义国家类型。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区分了与诸多确定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某些国家“类型”（专制国家、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在这些具体的国家类型内部界定了“国家形式”与“政府形式”。因此，确定国家上层建筑的类型学问题涉及两方面：
a. 将特定生产方式的一个区域层面——在此即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构成为理论研究对象的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首先要通过将该“对象”构成为理论对象，来把握其统一性与特殊性，从而使其由此被界定的典型结构能够让我们辨明它在这一生产方式的复杂统一体中的位置与功能。
b. 依据能够让我们说明暂且可称为其转化的理论原则，来构建这一典型对象的任务。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在何种意义上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涉一个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由CMP所统治——的“阶段”或“时期”？在此，类型学问题与分期问题是完全同一的。
作为一项初步说明，我们应当指出，生产方式某一维度的类型学问题不能与该层面的历史发生学主题联系起来。它不能被归结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生史。在此，就生产方式的某一区域层面而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
为了把握特定生产方式中区域结构的特殊性（例如CMP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确定它在具体规定这一方式的母体内部的位置。这是建构该层面的概念的唯一出发点。
CMP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将国家在这一“纯粹”方式中的位置赋予了它，这恰恰是该国家相对于经济层面的特殊自主性。特别是，正是这种作为恒定不变量的自主性，调节着政治对经济的干预与不干预、以及经济对政治的干预与不干预的变动。1
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仅凭这些考量本身并不能让我们确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因为其典型结构必须与其在这一生产方式中相对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或者不如说其功能共同定位。事实上，国家在结构总体中的位置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图式，在我们考察国家既与经济阶级斗争、又与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之前，这一图式不能被确立为一个概念。换句话说，为了构成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充分概念，国家的这一位置必须被定位在该位置于划定国家同阶级斗争领域之关系时所产生的效应之中。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类型首先涉及其结构对于经济阶级斗争的特殊自主性，涉及其与CMP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孤立化效应的关系。为了清晰起见，此后我将把这种关系称为国家与经济的孤立化的关系，或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的关系。最后，我们必须将这种国家类型置于它与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面前，尤其是置于它与该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实践的关系面前。在这一情况下，重要的一点是国家与阶级领导权的关系，即一个阶级相对于“人民/民族”以及权力集团（其形成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相对应）被构成为领导阶级的关系。
这种国家类型与某一社会形态的特定国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确定的社会形态取决于多种生产方式的共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形态的国家源于若干国家类型的结合，是该形态中相互结合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产物。特别是，在由CMP所统治的具体社会形态的情形中，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呈现出取决于与这些形态中共存的其他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国家类型的若干特征。这些特征并非该国家中单纯的“不纯残留物”；它们在给定的形态中构成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我将使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术语来指称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正如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术语表示CMP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形态一样）。
然而，由于各个层面的错位以及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从CMP在该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这一事实出发，并不必然得出资本主义类型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上就是其国家的统治类型。即便一个社会形态的国家具有封建性质，即表现出封建国家类型的统治，我们依然能够准确地谈论一个资本主义形态或由CMP统治的形态。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俾斯麦主义的著述的含义所在，这些著述分析了资本主义形态中由封建类型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是由于：由于作为CMP特征并由其赋予资本主义形态的各层面的自主性，这一占统治地位的CMP允许在政治层面存在一个由不同于表征该生产方式国家的类型所统治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CMP渗透了整个体系并改变了其他从属生产方式运转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其具有封建结构，该封建国家却可以借用类似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这种借用是CMP’S在该形态中的统治地位以及该统治地位赋予封建国家的位置的结果。特别是，尽管它具有封建性质，它却能够以表征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进行运转：在俾斯麦主义的具体案例中，这使得俾斯麦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成为可能。俾斯麦主义的这种运转可以被表征为一种借用，因为它无法联系到封建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特征的共存，因为后者在俾斯麦国家中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某一维度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联系发生断裂的情形是相当例外的。
(i) 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学
我们从先前的分析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东西比基于“图式”、“模型”或“理想类型”的类型学，更远离马克思主义类型学问题式及其产生生产方式某一维度的概念的目标了。这些模型或理想类型包含在一种“抽象/实在”关系中，依附于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问题式。例如，韦伯理想类型的产生在于确定属于同一“抽象”类型的若干实在现象之间的差异性偏离。2 这种类型的操作价值由其阐明具体实在（即表现为对这一抽象类型的诸多偏离的现象）的能力所保证。3 这种将类型学视为实在的图式化并最终视为概括与抽象的观念，依附于一种无法承认理论自身之自主性的经验主义认识观念。它意味着假定了“抽象”与“实在”之间的前定和谐：类型学抽象被视为对其从中抽出的具体实在的渐近符合。但在该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中，我们宁可试图通过对这一生产方式概念及其具体规定的各层面之结合关系的理论建构过程，而非通过从社会形态的具体实在现象中进行抽象，来产生生产方式某一区域维度的概念。关于模型或图式的科学导致了无法说明某一门具体科学的特殊对象的概念：事实上，这一对象不可能是被图式化的具体实在，而只能是理论建构出的概念。
韦伯类型学的案例尤其耐人寻味，因为它毫不含糊地揭示了经验主义认识观念与其预设之间的关系，这些预设正是历史主义问题式的预设。它们显现于韦伯关于“理解”的观念中，该观念包含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部分的？）。在韦伯的著作中允许划分理想类型的认识论原则，是研究者固有的价值观，因为他本人被视为社会与历史的一部分，被视为他正在参与“造就”的“人文科学”客体的一部分。具体实在（科学的客体）是研究者嵌入集体实践的行为的产物，也是某些价值观的结果，而这些价值观本身就是将这一具体实在划分为图式的原则。而图式与实在之间的本体论符合，则联系着这一中心主体——社会与历史的主体以及科学的主体，即学者本身。4 当我们记起这一观念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时，这种与黑格尔问题式的关联顺带应当予以承认的观念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了；在卢卡奇那里，我们发现了既是社会与历史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的阶级主体观念。
韦伯进而根据法权-政治上层建筑所表现出的神秘主义与合理性的不同结合（取决于正当性或合法性秩序）来构建其类型学；在权威类型中，他区分了合理-合法的、传统的和魅力型的类型。5 这些类型/科学对象是根据造就它们的人-主体在其社会实践中的价值观、理想、规划，或者不如说是其行为动机来划分的；在其他方面，它们则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来进行评判的。（一）理想类型/现实具体的认识论关系与（二）历史主义问题式之间关联的最明确体现，是韦伯明确阐述的将理想类型视为具有在历史现实具体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的抽象图式的观念。这些抽象模型不过是产生具体之人的价值观，即历史的主体（包括学者在内）的价值观，因而可以被归结为主体本质的客体化。权威和国家的理想类型并不涵盖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归根结底，它们涵盖的仅仅是“行动者”行动和行为的动机。韦伯的这一问题式在韦伯的权力观念、“资本主义精神”（行动者的“理性”行为）、官僚机构（合理性以及理性国家类型的主体）等观念中能够再次被发现。
尽管如此，韦伯在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与理性型权威之间所确立的区别，并未涵盖国家类型的有效差异特征。稍后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呈现出韦伯在“合理-合法”型权威概念中所描述的特征：到那时我们将能够把这些特征把握为该国家概念的构成性特质。6
(ii) 国家类型、国家形式与社会形态的分期
现在让我们转向国家类型、国家形式与政府形式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仍然使用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发现的表述）。就术语而言，“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这两种表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通常在同一意义上被使用，用以表示例如“议会制共和国”、“君主立宪制”等。7
首先，让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区分同一国家类型的不同国家形式？这类似于国家类型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国家形式的类型学，该类型学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把握它们，即它们既能够被定位在社会形态中各层面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之中，又能够作为同一国家类型的诸种形式而呈现。因此，这是一项双重任务：(a) 确立一种国家类型，该类型能够说明作为该类型之差异化形式的国家形式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标准应当是构成该国家类型的关系的调整；(b) 确立这些调整并未触动关系本身的母体，而是构成了这些关系的差异化形式。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类型首先涉及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特殊自主性（这可以定位在国家脱离社会-经济关系的自主性之中），那么该类型的诸国家形式就必须参照国家同这些关系之关系的调整来加以把握。然而，这种调整处于它们各自自主性的典型框架之内，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挑战这一关系的各项规定：即在此时，国家的结构以及经济的孤立化效应。这些国家形式将参照这种自主性的程度和特殊形式来予以把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构建关于该国家类型及其与经济阶级斗争之关系中该类型形式的理论。关于国家与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尤其是与阶级领导权以及权力集团的关系，问题也是相同的。
在这一阶段更为紧迫的问题是社会形态某一区域层面的转化问题。如何把握资本主义国家的诸种转化，以使它们仍然是同一个层面的转化？这一问题在结构和政治实践的层面上与分期这一重大问题相重合。是否有可能界定社会形态的典型“时期”，这些时期具有自身的节奏和节律，而在政治层面上某种特定的国家形式与这些时期相对应？
首先必须做的是摒弃进化主义-历史主义观念，该观念假定生产方式的相继更替，或社会形态的各个“步骤”8，抑或某种社会形态某一区域层面的形式，遵循着单线的时间序列。这一观念导致了一种编年史式的划分方法，该方法至今仍在社会科学中造成严重危害。在国家形式的情形中，它最终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化看作一系列相继的步骤，与资本主义形态单纯进化中的一系列步骤相对应。
社会形态某一维度的转化问题（在此即资本主义国家诸形式的转化问题），必须联系到该形态整体的阶段与时期问题。正如贝特尔海姆所指出的：“保留‘阶段’这一术语来指称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两个伟大时刻似乎是合理的，即（一）其开端的时刻，即严格意义上的过渡阶段……（二）结构的扩大再生产阶段。……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都以社会形态各层级及其矛盾的特定结合为特征，从而以这些矛盾的不平衡发展的某种类型为特征。在同一个阶段的进程中，在某一给定时刻曾是主要矛盾的矛盾变成了次要矛盾，或者矛盾的次要方面又变成了主要方面。矛盾的这些位移提供了特定阶段不同时期的节奏。……它们的标志是阶级之间或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9 这些就是一个阶段的“典型时期”。
我们可以保留这种阶段和时期的术语，同时作出某些更为精确的区分。这些时期和阶段在此指的是社会形态：在我们这里，一个形态的扩大再生产阶段的各个时期，指的是由某种生产方式所统治的形态的各个时期，即由CMP统治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各个时期。但是，这一形态的各个时期涉及某些差异化且特殊的形式，即“纯粹”CMP的形式的现实共存。这些形式涵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现实，因为它们从简单商品生产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途经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和垄断资本主义”。10 资本主义的这些形式是“纯粹”CMP形式，正是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使用的意义上的形式：“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是原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拆除上层部分，原有的资本主义就会显现出来……”这些CMP形式本身在理论上以各个层面的某些结合形式为特征，这些形式位于该生产方式的母体框架内部，并包含着趋向性结合，即资本主义形态中CMP朝向其他生产方式的结合。这些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涉及相同的母体。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表征它们的调整恰恰关系到该母体所限定的各层面的结合。在我们的情形中，CMP涉及国家脱离经济层面的特殊自主性；而这表明了政治与经济结合的一种类型，以及一个层面在另一层面设定的限度之内的效应的一种类型。然而，尽管“纯粹”CMP的每一种形式在理论上都意味着政治相对于经济是相对自主的，但显然私人资本主义涉及一个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而垄断资本主义涉及一个干预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形式之间的差异恰恰取决于相对自主的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之间的关系所呈现的特殊形式：它们构成了特定不变量的变量。
让我们回到由CMP统治的社会形态的时期问题上来。除了多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存之外，在这一形态中还可以发现“纯粹”CMP的若干形式的共存：私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可以同时存在于其中。然而，正如一个形态的扩大再生产阶段涉及某种生产方式（在此即CMP）的统治地位一样，这一形态的这一阶段的各个时期，也涉及这种“纯粹”生产方式的某一种形式对其他形式的统治地位；而这导致了CMP与其他生产方式的某种具体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准确地谈论私人资本主义时期、社会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CMP的这些形式之一所统治的资本主义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国家形式，联系着与CMP的这些形式相对应的国家形式。
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形态的这些国家形式以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特殊调整为特征。但在此，结构之间关系的这种调整的相关性，在于它在阶级斗争领域上的反映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发现。从这一观点来看，它恰恰涉及：
1. 国家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即经济斗争的关系。这种调整体现为一系列关于合法性转化、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之间的差异化关系等方面的具体结果。
2. 国家同阶级领导权以及权力集团即政治斗争的关系。处于社会形态某一发展时期的国家形式，对应着该权力集团的一种典型格局：以不同国家形式为特征的这些不同时期，将以该权力集团的调整为标志。11
最后，关于标示各种国家形式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形态各个时期这些结构之一对另一结构的各种干预形式，还应当补充说明几句。这对于消除某些误解将是有益的。政治理论的整个传统，基于对政治脱离经济之自主性的意识形态划界（即十九世纪的理论传统，它恰恰涉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主题），把这种自主性误当成了政治对经济的特定不干预——而这种特定不干预乃是自由主义国家形式与私人资本主义的特征。按照这种解释，由于对经济的显著干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的当代国家包含着对政治与经济各自自主性（这是CMP与资本主义形态的特征）的废除：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是一种过渡形式，因为它包含着对这一自主性的废除。
无论怎样强调这种观念的错误都不为过。标示资本主义国家诸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或不干预的形式，当然预设了政治与经济的特殊自主性。正是它们在这一自主性的不变框架内的关系调整，恰恰调节着它们各自干预的调整并规定了它们的界限。例如，干预主义国家恰恰是凭借其相对于经济的自主性所呈现的特殊形式来行使其干预的。换句话说，这种干预是在CMP母体的不变框架内行使的。
这是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中清晰显现出来的结论。读者常常在其中看到对私人资本主义时期的研究，将其读作对自由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特定不干预的描述。但事实上，《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构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的关键：我们在那里发现的，并不是自由主义国家形式对经济的特定不干预（这是私人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而是总体上规定CMP的经济与政治各自的自主性。因此，常常被解释为对私人资本主义中（自由主义）国家不干预的描述，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脱离经济之自主性的分析，而这种自主性乃是该生产方式限度内某一发展时期的国家形式采取任何干预形式的先决条件。
说了这些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误解：有时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对经济的这种干预在《资本论》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勾勒了这种干预，但只是隐蔽地勾勒的，除了关于工厂立法的论述之外。换句话说，他给它赋予了一个明确有限的位置，这在《资本论》中并未得到明确的研究：这恰恰是因为CMP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并且因为经济在其中所承担的统治地位，其结果是其他层面在经济中的干预仅仅被隐蔽地勾勒出来。《资本论》既没有提供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研究，也没有提供对其在经济中之干预的研究。严格说来，它是对CMP整体结构之统一性以及该统一性对经济的区域结构之效应的研究。我们在其中发现的不是关于这种统一性对其他区域结构之效应的研究，而是关于它们特殊自主性的不变母体的研究；在统一性的框架内，我们更没有发现关于一个区域结构对另一个区域结构之效应及其各自干预的研究，而仅仅发现了对这些在经济中的干预的一种纯粹隐蔽的勾勒。
一个重大的错误是从《资本论》对CMP母体的分析及其对国家干预经济的隐蔽勾勒中得出结论说：它是对一个国家不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生产方式的描述。这导致在《资本论》中要么看到对资本主义形态某一个单纯时期（即私人资本主义）的描述，要么看到对被当下的转化所“超越”（dépassé）的生产方式的研究，我们因而赋予了它过渡的地位。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洞察到表征CMP的限度（即经济与政治各自的位置），既包含自由主义国家形式的特定不干预（其确切含义我已在上面阐明12），也包含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其他形式的干预，甚至包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的干预。
(iii) 政体形式与政治分期
然而，这些国家形式必须同政体形式（我们将保留这一术语以取代含义模糊的“政府形式”）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未作出。这些不同的国家形式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政体形式，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属于同一种国家形式。例如，自由主义国家既可以呈现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形式（如英国），也可以呈现议会制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如法国）。干预主义国家可以表现为若干种政体形式，例如美国总统制政体、英国两党议会制政体、欧洲大陆多党议会制政体。政体形式上的这些差异不能直接联系到按时期划分形态的分期，因为这种分期涉及各个层面之总体的关系：这些差异取决于特有的时间序列，因而取决于政治层面的特殊结构。这一相对自主的层面拥有属于其自身的时间序列和节奏，它与其他层面的时间序列相结合，构成了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具体政治情势的具体研究，恰恰取决于分别关涉政治层面和典型时期之总体的这种双重分期的融合。在对一种国家形式内部的政治政体进行理论划分时，我们首先依赖于政治层面特有的坐标；例如，如果我们采用“权力集团”，我们就使用那些涉及政党在“政治舞台”上代表各阶级和阶级分部的具体状况的坐标。政治政体在此被视为在某个典型时期的国家形式所设定的限度之内的变量。政党与某种政体相关的关系和具体运作，被视为在与该时期的国家形式相对应的权力集团所设定的限度之内的变量。
因此，关于分期问题，可以直接得出若干结论。
1. 将社会形态划分为各个时期不能依据进化主义的编年史模型来进行：这不是时期在编年史意义上相互承接的问题，也不是现存国家的诸形式遵循单线承接模式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形态中存在着多种生产方式和CMP的多种形式的共存，并且由于各层面具有各自时间序列的复杂结合，资本主义形态中CMP的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统治地位并未表现在某种简单的发展之中。在某一社会形态中，我们可能在由私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统治的时期之前，发现一个由垄断资本主义和干预主义国家统治的时期；例如西方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随“战时经济”之后的时期：这一时期随后被另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所接替，对应于由私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统治的时期。其次，我们经常注意到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过渡，并没有经过本应作为中间时期的那个时期的中介（如果将趋向性相继演进的理论规律视为单线历史演进路径的话），例如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战前私人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时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强国家”的过渡，就没有经过垄断资本主义与干预主义国家时期的中介：与此相反的情况则是法国。第三，就国家类型所作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国家形式。一个给定的国家呈现出若干国家形式的特征，这恰恰是由于形态的这一发展时期中存在着CMP若干形式的共存。但一种国家形式在给定国家的复杂统一体中表现出统治地位，从而赋予其独特的具体特征。
2. 结构之间的关系错位，以及(a)结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与(b)阶级实践领域（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错位，此前已经指出过。关于国家形式，同样应当注意到这些相同的错位。例如，这些错位导致社会形态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时可以拥有一个由自由主义国家形式所统治的国家：这是因为，尽管国家形式继续构成时期的理论划分中的一个要素，但撇开它不论，诸要素及其关系呈现出垄断资本主义典型时期的特征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该形态能够被如此界定。这种错位甚至可能在该国家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上产生扭曲：例如，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被要求去履行干预主义国家的功能。这种扭曲甚至可以发展到断裂的地步，并导致某些结构“借用”典型地“对应”于其他结构的功能：上面在考察国家类型时，在俾斯麦主义中就看到了这一现象的一个例证。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可被称为功能性错位与断裂性错位之间的区别才能最清晰地确立起来。首先（与“功能主义”观念相对立），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结构之间的错位（“功能失调”）是一个统一体（例如社会形态的一个典型时期）的构成性要素：正是这种功能性错位，经历了从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同构到它们之间的扭曲。然而，这种错位可能达到某个阈值，超过这一阈值，某个区域层面就会与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统一体呈现出断裂性错位。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错位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中常用的“残余”一词所涵盖；因为超越断裂阈值的错位层面绝不是该统一体的一根枯枝或寄生赘生物。它继续履行功能，因而构成在将形态按时期进行理论划分时必须考虑的诸多要素之一：此外，它事实上履行着新功能，尽管这些功能与其结构是处于断裂状态的。换句话说，超出统一体所划定之阈值的错位继续在该统一体的框架内运作，但处于一种断裂性错位之中，这意味着断裂始终是在统一体内部被决定的。13 在一个时期内，这些错位也可以存在于结构与阶级实践领域之间：这就是国家形式与社会形态各发展时期内部权力集团的具体格局之间的错位。
我不再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和政体形式类型学的具体问题：一旦我们掌握了所有必要的要素，并沿着上面精确勾勒出的理论路径确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特征，我就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在现阶段，在分期的问题式内部，清楚地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概念与国家形式及政体形式之关系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3. 绝对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的国家
(i) 国家类型与过渡问题
我们可以在此就从封建国家类型向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过渡做一些考察。在不对一般的过渡时期问题作过多展开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记住，它们取决于一种特殊的问题式，这种问题式不能以历史主义的方式被还原为某种生产方式的发生史。过渡时期的理论不是要素谱系学的理论（即起源论），而是一种新结构开端的理论。过渡时期呈现出自身特有的典型形式，即由于各种生产方式在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内部复杂共存，以及主导性指标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持续（往往是隐蔽的）移位所导致的各层面的特殊结合。
被在此视为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之国家的绝对主义国家，提出了特殊的问题。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封建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断裂，并不是发生在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巩固相对应的那个国家（其典型就是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出现的时刻，而是发生在绝对主义国家出现的时刻。因此，问题似乎在于：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尽管国家依然表现出封建国家类型的诸多特征，但它已经同时表现出允许我们从类型学角度将其视为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特征；然而，过渡时期的特征却恰恰在于CMP处于“巩固的”非主导地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此似乎以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层面之间的不对应性为其特殊性。
这揭示出了一个我们往往倾向于将其过度简单化的问题的复杂性。有一种观点把国家看作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附庸和产物。它常常坚持认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其特征在于：资产阶级首先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只是在后来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迟延确立才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范例就是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就过渡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脱节而言，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就结构内部的国家上层建筑而言，它是错误的，因为它导致我们将绝对主义国家视为封建国家的一种形式。然而，绝对主义过渡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呈现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重要特征，标志着对封建国家的断裂，尽管严格说来资产阶级此时在政治上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我强调这一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绝对主义国家中的这种特殊存在，并不是由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土地贵族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盟。在这一阶段，主要矛盾恰恰位于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1
一般过渡的结构（再次借用贝特尔海姆的术语，即观念上的过渡）是由这样一种不对应性所规定的，即所有权关系与实际占有关系之间的不对应。2 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这种不对应性构成了工场手工业的特征，而工场手工业正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形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起初，资本是在它在历史上发现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3 工场手工业的显著特征恰恰在于，其所有权方式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所有权形式：这种所有权关系确立了工人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并表现为工场手工业过程内部劳动组织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另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在通过生产对自然进行的实际占有中，工场手工业决不以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特征，而是以两者的结合为特征：这种分离只有在确立了所有权与实际占有之间同构性的大工业阶段，才进入实际占有之中。
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这种作为过渡之特殊形式的不对应性，表现为经济结构与法律形式及政治国家上层建筑形式之间时间序列上的脱节。法权-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之间的这种时间序列上的脱节，实际上与经济结合体内部所有权关系（区别于其法律表达）与实际占有关系之间时间序列上的脱节是相同的。资本作为一种（经济上的）所有权关系，在现实中存在的时间先于劳动者在资本下的“实际从属”4，而这种实际从属本身意味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私有财产的形式法律关系和过渡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过渡时期的财产法律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的制度形式（绝对主义过渡国家）则是在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分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前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事实上，在这一过渡期间，我们遇到了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相联系的、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要素，但它们仍旧是作为历史条件而存在于CMP之中的。因此，如果我们着手分析CMP的起源，我们就会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现马克思在《大纲》中用“赤裸的个人”或“自由劳动者”等标志性术语所指称的那些“条件”。然而，由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不是要素的谱系学而是开端的理论，因而无论是绝对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结构，还是资本主义形式财产，都不能在理论上被与这些历史条件的现实存在联系起来。它们只能在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内部，即在上述的不对应性内部才能被把握。
然而在这一点上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区分。规定着过渡的不对应性导致了一般过渡的一个共同特征，即在时间序列上的脱节发生在所有权关系与实际占有关系之间。在此必须始终将经济所有权关系与法律所有权区分开来，以便我们能够阐明这种脱节在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具体过渡中所采取的复杂形式，并从而划分出过渡的各个阶段。规定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在于，所有权相对于劳动过程的超前，既涉及经济所有权（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组织），又涉及其制度化的法律表达。换言之，我们目睹了某种随阶段而变化的对应性，它存在于这两种所有权关系之间，而这两种关系在其关联中是与劳动过程相脱节的。另一方面，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不对应性与脱节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这归根到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强调过但未曾深入探讨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间那一极为重要的区别相关：CMP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内部已经确立的私有制地盘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社会主义则确立了由生产者自己接管生产资料，这一过程决不可能在CMP内部被引入。
因此，这种不对应性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结构在这种依然包含着若干封建特征的过渡国家中的特征性存在是重要的：这些结构事实上浸透了这个国家。特别是，相对于生产关系而言，它表现出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国家特殊自主性的国家所具备的特征，尽管这种自主性的理论前提（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现实中尚未真正实现。同时，相对于生产的社会关系而言，它表现出一个与这些关系的资本主义孤立化相联系的国家所具备的特征，尽管这种孤立化效应的诸前提在现实中尚未以其资本主义形式存在。
从过渡国家的功能中也同样可以解读出这种不对应性：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分析的意义所在，尽管这些分析旨在呈现一种要素的谱系学，而不是过渡时期的理论。绝对主义国家的功能恰恰不在于在一个既定的生产方式所设定的界限内运作，而在于生产出尚未给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关系）并终结封建生产关系：其功能在于改造并确立生产方式的界限。这一过渡国家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功能，取决于政治层面在过渡初期阶段的特殊效力。因此，绝对主义国家这种干预的程度与形式，主要取决于各个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具体存在状况。
(ii) 绝对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在西欧，绝对主义国家的诞生因各个民族整体的不平衡发展而有所不同，但根据历史学家所公认的封建体系的分期，它发生于14和15世纪封建主义的“大危机”时期。这场危机的特征是封建农业的大规模崩溃、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国际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减少等等。绝对主义国家在从15世纪中叶延续至17世纪中叶的新扩张时期得到了强化，这一时期造成了封建生产关系“整体的危机”，并（按马克思的说法）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5 它在15世纪意大利诸公国中以萌芽形式出现，在路易十三与黎塞留统治下的法国以及天主教双王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统治下的西班牙再次出现。6 在英国，由于其具体的不同处境，从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似乎既更加迟缓又更为直接，只允许绝对主义国家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存在。其情形与荷兰相似。7
绝对主义国家的特征在于，国家权力的掌握者（通常是君主）将不受其他机构制约的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其行使不受任何实定法或自然法/神法秩序的限制性法律的约束：权力掌握者是不受法律约束的（legibus solutus）。在封建国家类型中，国家权力既受到神法（国家被视为宇宙/神圣秩序的表现）的限制，又受到中世纪各个等级的特权的限制，因为封建纽带规定了宣誓效忠者对其所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于该土地的人口拥有排他性权力的等级体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绝对主义国家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随着这些等级所举行的各种会议（三级会议、帝国议会等，其活动限制了中央权力的行使）受到威胁，国家作为一个集权化机构出现，成为一切……的源泉，即‘政治’权力在领土-民族疆域内部的源泉。国家主权的概念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形成的：它表达了对一个领土-民族整体所拥有的排他的、唯一的、制度化的且严格属于公共的统治，以及在摆脱了构成封建国家特征的法律、教会或道德秩序的“外在政治”限制之下的中央权力的有效行使。国家的这种主权也表现在对外关系中，并赋予君主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作为唯一仲裁者的权力：当我们回想例如教会在封建国家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无疑是一项革新；简言之，绝对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代表了一个中央集权对一个民族整体的严格政治上的统一。它与权力向领土领域的分割与碎裂化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构成了一个由水密隔舱般的经济-政治单元所组成的平行体系，并在排他的、层层重叠的权力的等级体系中相互关联。
绝对主义国家因此呈现出一种相对于经济层面的自主性。在封建国家中以宗教为主调的封建纽带，被“严格政治的”纽带所取代。其中央权力的公共属性与私人领域相分离，表面上摆脱了“外在政治的”、宗教与道德的限制，并以一种“绝对”的方式行使于一个“民族/大众”整体之上：由此，由中世纪等级结构所构成的对中央权力的阻碍瓦解了。我们可以看到“人民”与“民族”概念的形成，它们成为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普遍利益”的国家的构成原则。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行动主体在制度上以私人的方式被固定为“国家臣民”。虽然中央主权权力在封建意义上被认为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但同样真实的是，（成文和习惯的）中世纪特权为成文法律体系所取代的过程，可以追溯到这种权力的出现。这些是“公”法规则，它们在这一阶段就已经呈现出现代法律体系特征性的抽象性、普遍性与形式性，并调节着国家臣民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臣民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中以私人的方式被固定下来；中央权力往往尊重这些法律，并且只有在谨慎行事时才直接干预私人领域。
反映在博丹著作中的国家主权，似乎与“严格政治的”权力之统合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权力被视为代表着国家臣民在公共领域的统合。国家被认为体现了公共的普遍利益——这是议事日程上的一个新主题：8 这构成了国家理由概念的基本原则。9 这个概念恰恰涵盖了一种不受任何外在政治限制约束的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只要它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权力。我们目睹了社会契约理论的最初形成：在其后来于18世纪阐发的形式中，它可以被视为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自主化的理论表达。当它最初出现时，社会契约的理论基础见于在13世纪起建立的各大学中受过教育的法学家身上。这些理论家回溯了体现在教父著作与教会法中的罗马帝国后期的公法契约（王权法，lex regiae）理论源头。他们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政治统治契约理论的基石。绝对权力建立在这样一种契约之上：通过这一契约，处于各自私人“孤立状态”中的“被统治者”联合构成一个政治体，并在这一行为本身中服从于“统治者”的公共权力。与之并行的民族问题，在其“自然疆界”内外的作为主权国家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中，似乎占据着核心地位。10
军队和官僚机构在绝对主义国家机器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曾有许多人试图证明，这一作用的重要性驳倒了关于存在于国家与特定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事实上，为了分析这一作用，我们必须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军队与官僚机构的特殊功能出发：即从绝对主义国家的结构出发，这些结构确立了界定军队和官僚机构功能的坐标，并赋予它们在绝对主义国家机器中的角色。绝对主义国家的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是由中央权力决定的。这种权力维持着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兵役不再建立在封建体系的纽带之上，而是建立在为相对摆脱了封建纽带限制的政治权力服务的雇佣军之上。11 这种雇佣军由包含多个社会阶级的步兵（相对于由贵族组成的骑兵）发挥主要作用，有时可以具有代表人民统合的国家的民众军队的性质：这是马基雅维利分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
关于官僚机构的情况更为明显：其功能可以从过渡时期的诸多坐标中得到追溯。然而，它在国家机器中的角色是由绝对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结构所决定的：这就是该术语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的诞生。12 各种公职不再直接与其担任者作为“等级身份”阶级成员的身份绑在一起，而是逐渐具有了国家政治职能的性质。这些实际权力机构管辖权的内容不再取决于它们与受管辖区域一部分的经济-政治联系，而在于它们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因此，这些职能的行使不再表现为其担任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实现，而是表现为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职能的行使。确实，例如在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的情况下，担任者甚至通过行使这种职能而获得了阶级成员身份。13 韦伯在其对被他视为现代国家特征的合理-合法权威类型的分析中，指出了这种官僚机构职能与绝对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普遍利益”的出现之间的关系。
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绝对主义国家与经济层面之间在时间序列上的这种脱节（与上述不对应性相联系），可以由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功能得到解释。事实上，国家的这些功能（剥夺小土地所有者、融资、为启动工业化提供资金、打击领主权力、打破国境内的商业壁垒等等）只能由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来执行，即由一个具有严格政治性质的中央集权公共权力来执行。在它仍然不能明确依赖资产阶级的时代，恰恰是其“民族/大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它能够逆贵族的利益而发挥功能。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这种“暴力/强制力”角色，只能被分析为绝对主义过渡国家的干预。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在确立某种尚未给定的生产方式的界限时发挥这种“暴力/强制力”的作用。把这些功能赋予国家的过渡过程，只允许由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来执行它们。
我将以关于这种过渡国家与阶级斗争关系的最后一点说明来结束本节。绝对主义国家相对于经济层面和阶级斗争领域所具有的特征性自主性（这恰恰是使它能够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而发挥作用的原因），是否能够纯粹且简单地归结为（如恩格斯所说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均衡？我们稍后将看到，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归结为在场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这一一般解释模式，无法对一个呈现出显著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给出详尽说明。特别是，绝对主义过渡国家并不对应于（至少并非在过渡的每个阶段都对应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均衡：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只是逐步确立的，并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它才得以压倒贵族的政治统治，例如在旧制度末期的法国。14 在这些阶段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甚至主要矛盾有时发生移位，并且不是在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展开，而是在后者与独立小生产者之间展开，这一事实并不自动表明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力量均衡。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联盟往往带有贵族非常明显的优势地位的印记。绝对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既归因于其资本主义性质及其在过渡时期的功能，也归因于它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因此，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涉及一个具有显著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而资产阶级既不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甚至往往也不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最初阶段很少对应于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力量均衡。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这并不必然包含其政治领导权）之后，过渡一直持续到CMP的巩固以及扩大再生产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的第一期（始终通过不平衡发展为中介）对应于19世纪后半叶在西欧出现的自由主义国家。15

4. 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
导言
我刚才阐明了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些普遍的趋势性特征，同时指出这一过渡根据所考查的国家总体而表现出各自的特殊特征：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将这些国家总体与具体的社会形态等同起来。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能否谈论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模式？与将法国大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之典范的流行观点相反，我将考察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的个别案例，以证明这样一种“模式”并不存在。事实上，尽管一般的过渡（理想过渡）呈现出与理论上的趋势性形式相关的共同特征，但当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与过渡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联系起来时，它取决于一个形态在其历史个别性中的情势，这种情势在每种情况下都是独创的。还应当补充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模式的问题式，只能从（上文指出的）两种错位关系体系之间的错位与不平衡发展的视角来加以定位：即结构的错位关系体系与阶级斗争领域的错位关系体系。
在以下各节中，我将遵循同时贯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分析中所显现的思路。我在此不给出文献引证，因为我现在正在概括综合他们的确切论述，而这些论述我在本书的其他地方已作了分析。
(i) 英国案例
在英国，1640年和1688年这两个年份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但1688年表现为始于1640年的革命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进程清楚地提出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地租起源的理论分析产生了误解，将它们视为纯粹的历史分析，这一问题常常被低估。这一革命进程、特别是1640年革命的阶级性质在于，它清楚地标志着通过地租资本化确立CMP统治地位进程的开端。1这是一个可以确定土地所有者具体运作方式的典型案例。1640年革命及其在1688年的转折点，标志着封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向资本家阶级转变的开始。这场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性质：它采取了封建贵族各分部之间的主要矛盾的形式，因为尽管商业资产阶级已经存在，但它只起次要作用。这种情况下的模糊性源于指导革命进程的阶级的性质：领导权从封建贵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随着地租资本化进程的推进，资产阶级成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核心。
由于商业资产阶级发展不足，而工业资产阶级几乎不存在，两者都无法接管对该进程的领导。因此，如果仅从纯粹的政治观点来看，这场革命可能会显得为时过早。但如果我们考察该形态关系的总体，这场革命是适时发生的，因为它使得解决CMP在农业中对其他模式的统治地位问题，即消灭小生产成为可能。事实上，英国革命给CMP在农村确立统治地位的进程，即宗法式生产方式的解体和毁灭进程，赋予了特别迅速和激进的节奏。在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在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某一分部的领导下，以一种表面上不纯粹的形式启动革命进程来解决，该分部已经在建立独立于封建贵族的地位。换言之，革命进程必须在政治层面上展开，并在政治上仍属于贵族某一分部的领导下启动。2在俾斯麦统治下的普鲁士，确立CMP统治地位的进程也是为了让贵族的某一分部获利而开始的，这显示出与英国案例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在普鲁士，该分部尚未达到通过地租过渡到资产阶级的转折点。而在英国，大规模地租所有权是由后来成为工业资产阶级核心的贵族分部获得的，在法国，它则是由剥夺了贵族的已然存在的资产阶级获得的。
在英国，革命对生产关系的最重要影响是构成了资本主义农业。这由三个要素组成：(i) 大规模地租所有者，即垄断土地所有权的极少数人；(ii) 租地农场主；以及 (iii) 构成绝大多数的农业工人。显然，从此以后就不再有封建佃农（在东普鲁士仍能找到其痕迹），没有中等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没有小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不存在法国大革命的典型产物并在法国随后的所有发展中打下烙印的那种小块土地自耕农。作为社会力量的英国“农民阶级”从此在其国家的政治发展中不再扮演任何角色。通过摧毁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可能性来确立CMP统治地位的这一特殊进程，为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金融资产阶级提供了非凡发展的机会。但这些结果并不局限于农村：一般意义上的小生产永远失去了机会，这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它在英国从来都不是一种社会力量，也从未通过诸如组建自己的政党之类的公开行动在政治舞台上亮相。
然而，如果我们未能考虑到英国进程的特殊性质及其导致的错位，那么CMP这种公开且特别成功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在政治层面上所反映的方式可能会显得自相矛盾。1640年革命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支配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赋予它政治权力。资产阶级的经济支配（这里我指的是商业资产阶级和地租所有者）最初是在土地贵族的政治支配下发展的：在这方面，与法国革命前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同。后来，经过若干步骤并在若干转折点的作用下，商业和地租所有者资产阶级在贵族的霸权下获得了权力；然后由于1832年《改革法案》，它获得了权力集团的霸权。然而，该进程的总体意味着资产阶级最初是通过贵族这一中介获得权力而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贵族代表了地租所有者和商业资产阶级。后来，当资产阶级获得霸权、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时，它是由辉格党所代表的，辉格党这些地租所有者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中介。由于这一进程，辉格党长期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自主分部即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霸权本身继续被掩盖；这给英国社会形态的历史学家带来了诸多难题。
在法权-政治层面上的特殊性同样引人注目。1640年革命转变了财产的法权地位和君主制的运作方式，但在国家中它保留了封建类型对资本主义类型的统治地位。从赋予上议院的重要性、地方治安法官作为地方权力中心的重要性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这表明了法权体系与国家之间的错位，这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是经常遇到的。这种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先于国家的错位，体现在英国法律体系不同于欧洲大陆体系、将继续是不成文和非法典化的这一事实上。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封建类型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仍继续存在，这提供了国家结构与其政治权力之间错位的一个典型例证。这种错位存在于封建特征的延续之中，甚至在资产阶级获得霸权之后依然如此：并且它还与地租所有者作为社会力量的持续运作以及资产阶级被掩盖的霸权结合在一起。与法国不同，国家机器本身的“制高点”（军队和行政管理机构）继续显示出归属于贵族的阶级成分。后来发生了一种相对的变化，有利于地租所有者。
由于这一进程的特殊性，国家在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进行私人积累时发挥其作用的实际职能，3完全可以通过封建结构的统治地位来实现；因此它没有必要经历绝对主义国家阶段。与法国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积累的关键部分是发生在革命之后的；无论如何，它的经济职能仅限于积累的一般职能。这一过渡并不需要国家随后干预工业化进程：而另一方面，在法国（绝对主义国家）和普鲁士（俾斯麦国家）情况正是如此。在其过渡的最后阶段，封建结构与资本主义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英国国家，被自由主义国家形式所取代，这种自由主义国家对经济的不干预尤为明显。但这使得封建特征得以一直延续到英国国家的自由主义形式的后期。而在法国，自由主义国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以重要得多的方式干预经济：但这些干预是绝对主义国家干预的继承者。此外，国家的特殊运作方式，加上对小块土地自耕农和小资产阶级小规模生产的摧毁，使得英国国家机器（军队和行政官僚机构）从未承担起它后来在法国和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它具有这样的阶级归属，情况依然如此。
现在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了。英国革命之所以特别成功，在于它使得CMP在社会形态中对其他生产方式确立起公开的统治地位。这种公开的统治地位使得该生产方式的母体决定性地渗透到这个形态中。在这一形态的历史个别性中，这种统治表现在：直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层面几乎始终拥有 (i) 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以及 (ii) 统治地位。这反过来表现为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支配：在由不同阶级或分部所占据的经济支配地位与政治支配地位发生去中心化的情况下，那些占据经济决定地位的阶级或分部，在最终分析中表现为霸权阶级或分部。在政治层面上，这一革命进程在该形态情势中的成功，意味着它最初是为贵族的利益而运作的。在获得政治权力以及后来获得权力集团霸权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是迟缓的，并且是以掩蔽的方式运作的。国家结构和国家机器在它们与经济层面以及阶级斗争领域（即国家权力）的错位中的转变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英国革命的成功具有独特的掩蔽性，并且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流产。
(ii) 法国案例
法国大革命常常被描绘为“典型的”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根据这种理论，革命发生于绝对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特殊过渡使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能够接管对该进程的领导权之时；也就是说，它发生于封建社会在其内部审慎地成熟了其所有可能性之时。据此，革命产生了以下结果：(i) 资产阶级公开获得了政治权力；(ii) 国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对资产阶级有利，因为革命中诞生的国家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以及 (iii) 雅各宾主义这一“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了法国的社会形态。换句话说，作为历史主体的资产阶级能够在法国的政治层面上充分展开其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间，这种理论一直异乎寻常地强大：葛兰西绝不是它最后的始作俑者；而它在工人阶级理论中的成功是极其可疑的。4
这个主题极其宽泛，因此我将仅给出充分的线索来证明这种解释是神话性的。
1. 关于CMP确立对其他模式的统治地位的真相究竟如何？事实上，总体而言，这在法国远不如在英国或在俾斯麦领导下普鲁士革命自上而下推行的德国那样公开和具有决定性。最重要的是，这种统治地位根本未能斩断在这一过渡中将CMP与其他生产方式的关系凝聚于生产关系之中的纽结。它无法切断法国小生产的线索；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为农业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i) 农业（农民）：由于绝对主义国家和贵族的作用，因而可以说是由于在原始积累阶段不存在过早的革命，在社会形态总体中确立CMP统治地位的进程并不是由地租土地所有者发起的。相反，它是由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发起的，后者为了通过剥夺贵族来夺取大地产，试图利用“农民阶级”作为反对该贵族的后盾。作为推论，革命在农业中的决定性结果不是剥夺农业生产者，而是赋予小农业经营以所有权地位并使其扩张。在农民反抗封建农业结构的起义之后，雅各宾专政证实了这一点。5由此产生了典型的法国小块土地自耕农案例，他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ii) 小资产阶级：小生产的显赫胜利在小资产阶级的案例中同样显而易见。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是在绝对主义贵族国家中伴随着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潜行推进而发展起来的，并由于国民公会的政策而为自身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像德国同类那样）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同资本捆绑在一起：虽然它在1848年倒向了资产阶级，但在巴黎公社期间它站在了无产阶级一边。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可以从激进主义现象中所看到的那样，它在法国仍然是一支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19世纪的经济发展
……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法国。在纸面上，没有任何国家本应发展得如此迅速。它拥有极适宜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然而事实上，法国在基础层面的经济发展明显慢于其他国家……这是因为……法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分是建立在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6

这种情况随后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例如 (i) 技术发展的节奏、资本集中进程的节奏，法国比英国或德国都要慢得多；以及 (ii) 中小企业继续运作的特殊方式。
2. 关于政治权力的真相究竟如何？法国资产阶级当然获得了政治权力，与其在英国的对应阶级不同，但付出了何等代价！它仅仅是以广泛依附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甚至有时依附于主要分布在巴黎“无套裤汉”中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代价才获得政治权力的。7资产阶级这一次公开获得了权力，但这仅仅是因为它相当彻底地消灭了贵族。事实上，一切发生得就好像法国大革命未能与自身相重合，就好像它对自身而言同时过早又过晚；过晚，在于它未能在小生产萌芽时就将其扼杀；过早，在于它不得不退后，以便重新争取那些已经围绕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和小块土地自耕农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从对抗性矛盾到支持甚至联盟的整套关系。这阻碍了法国资产阶级像在英国以及后来的普鲁士那样与贵族结成国家同盟。由于这些阶级的存在，与贵族的任何结盟（正如查理十世统治下事实上所尝试的那样）只能是一个极大的倒退步骤，因为这不仅会违背资产阶级最根本的利益，而且会完全忽视那些为了维持现状而本会阻止这种倒退的阶级。资产阶级与这些阶级之间矛盾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直接导致了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历史现象。在那里，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特殊形式，其中资产阶级表面上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而让位于一个依附于小块土地自耕农和小资产阶级来管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器。
因此，在政治层面上，这场“模式”革命在资产阶级政治权力中造成了一种几乎持续不断的危机状态。这在资产阶级与 (i) 贵族，以及 (ii) 小生产者之间造成了持续的不平衡（直到1848年）；因此这使得资产阶级无法巩固其霸权。在1848年，资产阶级终于摆脱了贵族并转向小生产者；在路易·波拿巴倒台后，它努力稳定自己的地位；但为时已太晚了。因为在1848年出现的工业无产阶级，在1870年公社的转折点等待着它。这一事件导致资产阶级通过随后的农业政策确认了其对小块土地自耕农的依附。
3. 关于法国大革命在国家的法权-政治层面上的“模式”性质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是否应该从它（不同于英国革命）建立了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来评估其成功？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诚然，革命所产生的国家比英国国家更成功地摆脱了封建特征。将该国家视为“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是对以下两点的肤浅观察的结果：(i) 1792年8月起义后普选权的确立，以及 (ii) 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预兆的山岳派国民公会的体制政策。但是，这样看待问题就是犯了忽视社会形态划分为不同时期与阶段、以及忽视国家的资本主义类型与对应于这些时期和阶段的国家形式之间区别的错误；就是犯了把一个理论概念（资本主义国家）当成可以直接等同于作为其历史本质的社会现实的错误。事实上，这里所讨论的国家远远超前于它所处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严格地断言，这并不是在这一时刻和这一情势下在政治上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受到遏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这个确切的时刻，正如托克维尔所正确看到的那样，它实际上不是拥有霸权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无论如何，这个国家未能持久。事实上，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资产阶级如今气喘吁吁地想要赶上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倒转机器以反对不断发展的无产阶级；它继续带有小生产者模棱两可支持的烙印。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法国的情况涉及CMP的统治地位在国家层面的统治地位中的频繁且持久的反映。
首先，国家的经济职能已经存在于绝对主义国家中，并且绝不仅限于原始积累；它们在雅各宾专政期间获得了新生，并在两个帝国（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帝国）期间再次被恢复；它们甚至在第三共和国的法国自由主义国家背景下继续存在，在那里它们比英国自由主义国家重要得多。
其次，由于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力量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工人阶级（它以特殊方式在政治舞台上立足）所扮演的角色，国家在阶级斗争中严格的政治职能远比在英国重要。因此，这第二个现象（国家严格的政治职能的现象）与资产阶级同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殊矛盾所源出的持续政治危机有着某种关联。在这后两个阶级之间，工人阶级能够在一片平坦的地形上开辟自己的道路，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一直与这两个阶级保持着的模棱两可的关系，以及法国工人阶级一直被引入其中的独特陷阱（后文将予探讨）。
正是在法国国家层面的这一统治地位，加上各个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特殊出场，使得恩格斯得出了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的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但他认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在那里取得了典型成功的结果，则是错误的。相反，他的概念严格关联于其失败：由此产生的法权-政治层面的统治地位，使法国成为一个最适宜研究该层面在相对于被抛上政治舞台的各个阶级发挥作用时的国家。
最后，国家的这种特殊角色，加上小块土地自耕农和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力量的频繁发挥作用，既解释了国家机器（军队和行政官僚机构）所受到的政治重视，也解释了对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级归属的政治重视。必须再三强调的是，这个经常被视为“典型”资本主义国家顶峰的法国国家机器，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失败的结果，而不是其政治成功的结果。
4. 最后，关于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相究竟如何？人们经常将这与沾染了诸多贵族特征的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纯粹性相对比。它被描绘为资产阶级“典型的”尽管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即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解释属于一种对意识形态进行过度政治化阐释的历史主义观念，它把一个形态中统治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同作为统治阶级主体的产物的纯粹性水平联系在一起。但在此必须精确。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域而言这是确实的，在其中，公民面对建立在人民-民族的普遍利益之上的国家所享有的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与平等受到了赞扬。但是，尽管这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是适用的，对雅各宾主义却不完全适用。这是从罗伯斯庇尔到圣茹斯特的雅各宾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但可以说是仅仅属于其资产阶级的一个方面。然而，如果不承认它具有与“无套裤汉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现象相结合的特殊的社会内容，就是对雅各宾主义的彻底误解。例如，在圣茹斯特关于社会平等（机会均等）的诉求、他对“财富”的抨击以及关于公民社会“幸福”的演讲中，这种社会内容就以一种晦涩的形式存在着。
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尤其是葛兰西，经常注意到雅各宾主义的这种社会内容；但人们常常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将其解释为资产阶级主体的“典型”政治意识形态中某种内在的矛盾。根据这种解释，雅各宾主义的社会内容是隐藏在资产阶级“纯粹”政治意识形态果实中的蛆虫：它是其另一面，是无产阶级将雅各宾主义重新颠倒过来立足于其脚上时所要实现的社会普遍主义的隐藏但真实的种子。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掩盖这种解释的反响，根据这种解释：(a)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自身内部已经包含了无产阶级社会民主；(b) 从政治民主的原则本身得出的最终且前后一贯的结论将通向社会民主；以及 (c) 以雅各宾主义社会内容形式出现的社会民主，是工人阶级真正的天职。这当然是青年马克思的观念。但它也见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特别是德拉-沃尔佩关于卢梭和马克思的著名研究中，在其中他追随马克斯·阿德勒，将“雅各宾式的”卢梭视为社会民主的使徒。8
没有什么比这种解释更虚妄的了：无论我们如何压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意识形态和雅各宾主义的社会内容，我们也绝不可能榨出哪怕一丝一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9雅各宾主义确实具有社会内容，但那是一种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象及渴望相联系的特殊内容；也就是说，在其“社会”内容上，它基本上是小土地所有者的意识形态。雅各宾主义将其社会理想投射为由小规模独立生产者（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店铺或摊位，能够不借助雇佣劳动、不被“巨富”剥削来养活自己的家庭。特别是，“无套裤汉主义”对应于工场手工业工人关于和谐的法团主义行会社会的古老乌托邦幻象。雅各宾主义的社会内容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构成了直接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被图式化为卢梭的意识形态与孟德斯鸠和贡斯当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但必须注意到，这种社会内容是由于将源自不同阶级（即小生产者）且其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相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插入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所致。10
对我们来说，雅各宾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在以下方面所表现出的极具模棱两可的方式：(i) 它在欧洲其余地区被接受的方式，(ii) 它被依靠小生产者的两位波拿巴所接管的方式，(iii) 它在法国“激进主义”中找到直接延续的方式。在其后来的各种形式中，法国工人运动浸染了雅各宾主义，特别是通过以路易·勃朗和蒲鲁东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途径；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表明的那样，路易·波拿巴挖掉它的墙角是很有道理的。总而言之，雅各宾主义之所以具有深刻的模棱两可性，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源自其作为（充满矛盾的）资产阶级之典型政治意识形态地位的矛盾纯粹性，而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
(iii) 德国案例
我现在将考察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案例。11我的论述将是简短的，因为鉴于该主题对现代改良主义运动的重大重要性，我稍后将不得不回到这一主题。我们首先注意到，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1848年运动和国王颁布宪法，并未标志着生产关系转变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它们丝毫没有改变国家的上层建筑或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尽管在这一运动发生时关税同盟（Zollverein）已经实现，但土地贵族仍然保留着政治权力，而普鲁士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由封建结构所主导。事实上，正是这个国家在俾斯麦领导下承担起了使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支配地位的使命，这一进程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准确地定性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可以说从内部朝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进行了自我改造。
原因是德国资产阶级一直等到太晚才试图进行其革命。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在19世纪初就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开端。同在法国一样，它的组织没有实现地租资本化；但与法国不同的是，它的组织并存于贵族无可争议的政治支配之下，并且处于尚未达到绝对主义国家转折点的国家框架之内。这就是为什么过渡在初始阶段以特别缓慢的步伐前进，以及为什么当资产阶级最终觉醒时，它发现自己面临着工人阶级初生组织的对抗——这是一次它从未恢复过来的创伤性经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不平衡地渗透到发展中的民族形态这一事实所导致的判断失误，德国资产阶级无法下定决心与贵族决裂：这是因为它为1848年法国革命以及对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的记忆所困扰。因此，它把确立自身政治支配的使命留给了国家。这种支配表现在：
a. 封建结构几乎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贵族在政治权力中独特霸权的延续，然而这种霸权被俾斯麦国家的特殊自主性所抵消。
b. 国家在原始积累阶段之后和工业化进程中所承担的特别重要的角色。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在德国远比在英国甚至法国重要得多：它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资本主义”的国家，甚至预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纳粹国家对经济的特殊干预。
这一过渡进程的另一个迹象是法权体系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独特错位。我们同样注意到了在英国存在的这种错位，它在英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尽管国家存在封建结构，法权体系已经包含了形式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尽管是以一种掩蔽的方式；它是在罗马法复兴（与《拿破仑法典》相对立）的掩盖下采取这些形式的，即使在20世纪初《德国民法典》颁布之后，罗马法的持久印记依然延续着。
CMP在德国农业领域对其他模式的这种统治地位意味着什么？它是通过剥夺小生产者、将地产集中在容克乡绅手中以及将大量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而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一进程是非常缓慢的，农奴制的痕迹在东普鲁士长期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将该形态总体与英国区别开来的特殊性，容克乡绅（普鲁士容克）依然是特征鲜明的地租贵族，未能抓住将地租资本化的转折点。CMP统治地位的这种确立终结了小规模农业所有制，但在某种程度上使贵族获益。这对德国农民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德国农民阶级从未像在法国那样成为一支社会力量，而且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与英国农民阶级不同；它浸染着对闵采尔式农民起义的记忆，然而又对其模棱两可的无产阶级化感到惊恐万分，它无法将这种无产阶级化融入其意识形态之中。结果，尤其是在东部各省，它毫无疑问成为了促成纳粹主义崛起的因素。
资产阶级是在强大的国家主导下并在封建形态的飞地之内如此审慎地发展起来的，以至于小资产阶级能够存在并发展。但是小资产阶级承担了与其法国同类不同的角色。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最初与资产阶级合作，并且在反对贵族永久政治霸权的斗争中是资产阶级的长期盟友。它们之间的矛盾很少发展到公开行动的地步；未受雅各宾意识形态影响的德国小资产阶级，分享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态度，这从它对无产阶级始终抱有的不信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正如我们深知的那样，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对纳粹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的这种角色、资产阶级的这种成长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国家机器（军队和官僚机构）在德国政治发展中如此重要。与法国不同，德国国家机器所依凭的事实不是资产阶级不断超越自身，而是资产阶级不断落后于自身。这一国家机器大体上属于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但它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特殊关系服务，这种服务此前曾被贵族所掩盖和扭曲；正是这一点使它能够在纳粹主义的框架内运作，并使它如此根本地有别于波拿巴主义。
总而言之，可以看出，尽管整个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呈现出共同的趋势性特征，但找不到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式案例。然而，也许应该指出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共同存在的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即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构成）缺乏在公开行动中成功领导自身革命的政治能力。上述回顾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显著特征，恰恰在于缺乏能够为革命进程提供前后一贯领导的政治组织。简言之，我们注意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领导其政治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征性无能。这里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资产阶级革命在其情势独创性中的非典型特征。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
同样重要的是应当看到，在这些不同形态中过渡的特殊特征以及各自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特征，已经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反响。这里的要点是这些革命的模式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意识形态影响。工人阶级极少能够逃脱按照统治意识形态所强加的模式来生活的命运，以至于它对现有制度的反抗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些模式及其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形式，在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表现为潜伏在革命理论中的若干特殊变形的危险；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去模仿其本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若干诱惑。牢记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解释永久潜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典型危险。
1.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危险是“工联主义”，这在宪章派和罗伯特·欧文的法团主义观念中已经可见一斑。根据这种主义，以牺牲旨在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为代价，优先考虑经济层面的阶级斗争，即工联斗争。
2. 对于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危险是雅各宾主义，它已经存在于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在一般形式上，这是在雅各宾主义所采纳的模棱两可意义上的民主激进主义的模糊掩盖下，小生产者（即法国小块土地自耕农和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的污染。显而易见，“工人阶级的”雅各宾主义在自身内部允许存在一整套变体，从布朗基主义经由无政府主义直到经典社会改良主义。但重要的一点在于，这是工人阶级在与小生产者的关系中对其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的一种变形。
3. 对于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危险是拉萨尔主义。与工联主义所特有的经济主义改良主义相对立，它将国家视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因素。其目的不是打碎国家的机器和结构并夺取其控制权，而是去迫使它就范，仿佛国家是调解冲突阶级之间的第三方一样。

III
资本主义国家的
基本特征

导言
我们现在将尝试把握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但首先，重申对后文至关重要的某些要点是有必要的。
A.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特征包含在从“纯粹”CMP（正如其在《资本论》中所阐发的那样）建构出来的该国家概念之中。然而，由于该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在《资本论》中仅被隐晦地勾勒出来。因此，我将主要参考马克思、恩格斯、葛兰西和列宁的政治著作，这些著作的双重地位此前已被指出（特别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情形中）：它们除了包含对历史上具体给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之外，同时还包含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理论。为了以此方式指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理论建构，我将参考由CMP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以考察运行中的资本主义国家。
B. 国家在作为社会形态统一体的凝聚因素的角色中（这一角色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尤为重要），具有若干职能：经济职能、意识形态职能和政治职能。这些职能是国家总体政治角色的特殊样态：它们被国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职能（即其相对于政治阶级斗争领域的职能）所多元决定，并凝聚于其中。接下来的分析将围绕这一职能与这种关系展开。
C. 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关系的性质，属于结构与该领域之间存在的那类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是由它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所确定的）划定了界限，这些界限规定了阶级斗争领域与其自身的区域结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正如这些国家结构在各层面的关系中所显现的那样，其内部铭刻着一组变体，这些变体在界定阶级斗争的同时，根据这种斗争在由此设定的限制之内对国家产生的作用而获得具体实在性。从此，当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说阶级斗争的某些特征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关联时，绝不能将其理解为意味着这些特征是从国家结构中派生出来的简单现象，或者完全由其决定。必须将其理解为意味着：阶级斗争领域对这个国家产生根本性作用，而这些作用正是在其结构所设定的限制之内、在这些结构控制着一组变体的范围内得以实现的。
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关系同国家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之间的分界线，可以为我们对这一国家的研究提供指引。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这样一种特殊特征：在其实际机构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统治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采取一种政治关系的形式——即处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1在其机构中，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仿佛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一样。该国家被组织为一个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社会的政治统一体，而这些利益并非作为阶级利益、而是作为“私人个体”（即经济主体）的利益呈现出来的：这与国家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相关联的方式相联系，而这种孤立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家自身的作用所致。由于这种孤立化，国家在履行其政治职能时，根据其面对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双重矛盾性。
1. 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是阻止他们建立能够克服其经济孤立状态的政治组织：国家通过将他们维持在这一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自身所造成的孤立状态中来实现这一点。国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承担起这一职能，这种形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如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制国家）之间能够划出根本的区别。后者通过公法地位在其自身结构中将奴隶阶级或农奴阶级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以等级或种姓的形式将政治阶级从属地位制度化，以此来限制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效应，并利用这种效应，通过将自身呈现为由政治人格/私人个体所构成的“人民-民族”的统一体，维持着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无组织状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既通过向被统治阶级隐瞒其自身的阶级性质，又通过明确将他们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就他们作为被统治阶级而言），来履行其职能的。
2. 另一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致力于在政治层面上对其进行组织，通过消除其经济上的孤立状态——在这一情形中，这种孤立状态同样是国家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共同作用结果。
资本主义“人民-阶级”国家的主要矛盾，即其内在矛盾（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矛盾）的实际（阶级）方面，可以描述如下：它的职能是在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的组织，同时在政治上组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阻止被统治阶级作为阶级而存在于其中心，同时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作为阶级引入其中；通过作为“人民-民族”统一体的代表同被统治阶级发生关联，同时又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作为政治上有组织的阶级同自身联系起来。简言之，这个国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而存在，同时又将阶级“斗争”排除在其中心之外。它的主要矛盾与其说在于它“自称”为全民的国家（尽管它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国家），倒不如说在于：严格而言，它在其实际机构中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在制度上被固定为“未分裂为阶级的”社会的“阶级”国家（即它在政治上协助组织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因为它将自身呈现为资产阶级阶级的国家，从而暗示所有“人民”都是该阶级的一部分。

1. 资本主义国家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第一个特征，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以及政治阶级利益与经济阶级利益的特殊自主性。以领导阶级的领导权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代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其政治利益：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权力中心，充当着组织其政治斗争的代表。葛兰西在指出以下一点时极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国家的生命被设想为一种不断形成并超越不稳定平衡的过程……在基本集团的利益与从属集团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在这些平衡中，统治集团的利益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即不触及狭隘的团体主义利益（《狱中札记》，第182页）。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自身结构中铭刻着一种灵活性，在体制的限度内对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做出某种保障。只要这种保障符合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霸权统治（即符合其面对该国家时作为人民普遍利益代表的政治构成），这种让步就属于该国家自身职能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概念当然包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职能，即一种基于“同意”的权力形式，它是针对被统治阶级以特殊方式组织和引导的。然而，这里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方面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塑型的方面。“人民”普遍利益的概念作为掩盖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运作的意识形态概念，表达了一个客观事实：即这个国家凭借其自身结构，向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提供保障，这些保障甚至可能违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但却符合其政治利益及其霸权统治。
这使我们得出一个非常简单但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给予某些被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这种保障，本身不能被视为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限制。诚然，是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将这一点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然而，这仅仅表明国家并不是单纯的阶级工具，而是一个分裂为阶级的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意味着，对某些被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这种保障，在国家强加给争取领导阶级领导权的斗争的界限之内，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被铭刻其中的。但国家在做出这种保障时，其目的恰恰在于使被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组织状态；在被统治阶级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斗争成为可能的社会形态中，这有时是维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霸权不可或缺的手段。换言之，根据具体情势，总能划出一条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之内，资本主义国家对被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保障不仅没有威胁到阶级统治的政治关系，甚至构成了这种关系的一个要素。
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特殊特征，源于政治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层面的特殊自主性，以及政治权力相对于经济权力的特殊自主性。在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不采取这种形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被统治阶级的“经济”诉求（例如废除某项法律、义务或特权）往往是直接挑战“公共权力”体系的政治诉求。罗莎·卢森堡正确地指出，根据这些概念在这些“前身”社会形态中的内涵，经济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直接的政治斗争。1被统治阶级的这些诉求只有在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明确的经济-政治利益相容、且不挑战国家权力的有限限度内才能得到满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中，政治的自主性允许满足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甚至偶尔达到限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权力、在必要时约束其实现自身短期经济利益的能力的程度；但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一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中已成为可能——即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保持完好无损。因此，在每一个具体情势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已获得自主性的政治权力在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代表着一种界限，在这一界限内对这些阶级经济权力的限制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民族-人民总体的普遍利益这一特殊特征，并不单纯是一种虚妄的神秘化，因为在这些限制之内，它能够切实满足某些被统治阶级的某些经济利益。此外，它能够在不损害其政治权力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显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定这种霸权统治的界限：它同样取决于斗争中力量对比的关系、国家形式、国家职能的衔接、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国家机器的运转情况。
因此，在这一国家中，政治权力显然建立在一种妥协的不稳定平衡之上。这些术语应当理解如下：
1. 所谓妥协，其含义在于：这种权力对应于一种领导阶级的霸权统治，能够兼顾某些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即便这些利益可能违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也不会影响政治利益的格局；
2. 所谓平衡，其含义在于：虽然这些经济上的“牺牲”是真实的并因而构成了平衡的基础，但它们本身并没有挑战为这种平衡设定了精确界限的政治权力；
3. 所谓不稳定，其含义在于：这种平衡的界限是由政治情势所决定的。
因此，这种平衡显然并不表示（如天平那样）在场力量之间任何形式的权力对等。后一种关于平衡的含义，绝不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政治斗争中或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中各阶级接近平衡状态时的国家自主性所赋予该词的含义相混淆。这里所讨论的平衡，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框架内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错位，以及在政治权力所设定的限制之内经济斗争领域中的力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指出：
毫无疑问，霸权的事实预先假定了要考虑行使霸权所针对的那些集团的利益与倾向，并且形成某种妥协的平衡——换言之，领导集团应当做出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但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类牺牲与此类妥协绝不能触及根本。2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一种双重特征：一方面，它相对于经济的自主性包含了（根据具体的力量对比）推行一种社会政策的可能性，即为了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做出经济牺牲；另一方面，制度化政治权力的这种完全相同的自主性，有时使得削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权力成为可能，却绝不会威胁到其政治权力。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当定位例如所谓的“福利国家”的整个问题——这一术语实际上仅仅掩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策”的形式。工人阶级的政治策略，取决于在具体情势中准确破译这条固定了妥协平衡、并且作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界线的限制界限。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社会政策”在《资本论》中已隐晦地勾勒出来，尤其是在第一卷关于工厂立法的论述中，尽管这些论述涉及的仅仅是假牺牲，而实际上正好对应于资本的确切经济利益。3它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关于二月共和国的主题，该共和国是不得不将自身呈现为“有社会保障设施的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范例）以及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关于路易·波拿巴的“社会凯撒主义”）得到了更为清晰的阐述。4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国家的这种“社会政策”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对生产关系的干预毫无关系，后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隐晦地勾勒于《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包含着铭刻在其结构限制之内的某种“社会政策”的可能性，这种政策的实现及其样态（变体）显然取决于阶级斗争中具体的力量对比。因此，这种“社会政策”虽然可能包含强加给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且由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所致的真正经济牺牲，但只要它在这些界限之内运作，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可能质疑资本主义国家类型。

2. 资本主义国家与意识形态
(i) 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概念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样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事实上，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阶级统治，领导阶级的霸权统治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在其与政治的关系中的特殊位置和功能：简言之，它标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挥政治功能的特殊方式。事实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特殊特征，仅仅是意识形态本身特定运作在面对国家时的政治面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特定运作视为CMP的存在条件。这一问题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政治科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合法性问题。
关于这个主题，葛兰西对阶级霸权的分析极具启发性，尤其是在这一点上：一方面，葛兰西以惊人的敏锐洞察力，察觉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发挥政治功能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他的分析不同于例如卢卡奇所代表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历史主义概念，但由于从根本上支配其著作的历史主义问题式，他的分析非常清晰地展现了这种意识形态问题式所导致的僵局与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对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概念展开根本性批判，作为科学地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如此重要。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简要提及青年马克思著作中以主体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问题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以及关于一般上层建筑的概念，均建立在如下模型之上：“主体/现实/异化”。主体在“现实”中被剥夺了其具体本质，而这一“现实”概念在理论上是从主体的本体论对象化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主体的神秘化本质在虚妄世界中的投射，即对其在社会-经济现实中对象化-异化的本质所进行的异化性“观念”重构。按照异化-抽象图式建构的意识形态，被等同于“虚假意识”。因此，在青年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存在着如下具有历史主义问题式特征的对立：国家/市民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现实、异化/本质、抽象/具体。
这种意识形态概念在问题式以主体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学派中依然保持着活力。它带来了诸多后果，首先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当代转变的分析不够充分。事实上，无论将主体视为社会阶级、具体个人、社会劳动还是实践等等，这种问题式都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等同于异化，从而导致赋予意识形态的理论地位是不恰当的：它们被视为脱离主体的意识（即阶级意识）或自由（即实践自由）的“产物”。因此，意识形态的这种地位预设了“主体”在“现实”中既是异化的，又未被完全异化。例如，在假定主体已恢复其本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已经消失，让位于意识对其对象化存在的“科学”透明性。但在这里更有趣的事实是，这一视角支配了当代“意识形态终结”的主题，根据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意识形态家的说法，这一主题正是当代“工业社会”的特征。事实上，在主体在现实中发生彻底异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被视为已经倒向“现实之中”；它们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意识已被完全困于现实之中，主体在现实中彻底沦陷，因此，将本质投射到观念世界中的任何可能性（这种投射是“异化性的”，但在唯一的无产阶级——现实中的特权阶级——的情形中则是“解放性的”且相对连贯的）都已消失。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现实/异化”的精确不变关系，支配了从马尔库塞1到阿多诺2和戈德曼3等多位学者著作中往往隐而不显的“意识形态终结”主题。他们严格按照工业-技术社会中主体在现实中的彻底物化-异化图式，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当代发展。尽管这些学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是“意识形态被吸收入现实之中”，4即声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被去意识形态化，甚至被去政治化了。
然而，在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与“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理论这一典型范例中，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概念表现得更加清晰。详加考察这一理论非常重要，因为它清晰地提出了历史主义意识形态视角的认识论前提的整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葛兰西在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中、特别是在其“历史集团”概念中所表现出的历史主义，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使用霸权概念时，都是在将其与卢卡奇问题式相联系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我下述评述最重要的部分，是阐明该问题式在社会形态中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所建立的错误关系；并由此阐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葛兰西分析中极其值得商榷的后果正处于后一种语境之中。
在卢卡奇的主体问题式中，表征某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并不是由经济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的、包含若干特殊层面的复杂总体的统一性。在其中，这种统一性被还原为一种功能主义类型的总体，由格式塔式的相互作用所构成，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概念就是其良好范例：换言之，它是一个表现性总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形态的统一性与一个核心层面相联系，该层面产生并赋予这种统一性以意义。在卢卡奇那里，这个“总体化”层面由历史的阶级-主体所体现：社会形态的统一性被归结为该阶级的政治组织（其自身被还原为创立“世界观”的角色），该政治组织将这种世界观树立为特定社会形态统一性的核心原则。这种包含意识形态与科学二者5的世界观，在一个线性和循环的总体之内表达了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只要它与统一性的核心原则即阶级-主体相联系。后者通过其世界观，构成了通过实践“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们的“总体”的意识-意志。因此，通过阶级-主体这一中介赋予意识形态的角色，就是总体化某种社会形态的原则的角色，而这恰恰是青年马克思认为观念统治世界、批判的武器能够改变世界时的立场。
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统一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加引人关注，因为它支配了“功能主义”社会学学派的当代问题式。正如我们在讨论合法性时将看到的那样，它隐蔽地存在于当代政治科学的许多分析之中。为了揭示卢卡奇的黑格尔式总体与功能主义总体之间的联系，我们只需提及卢卡奇与马克斯·韦伯之间的直接渊源。将韦伯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联系起来的（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的），在于全局结构归根到底被视为社会-主体的产物，该主体在其目的论生成中创造了某些社会价值或目标。在功能主义中，这些价值或目标为各种特殊的和“等价的”结构在社会“整体”中的整合确定了形式框架。这种整合与基于某些支配社会“行动”的规范性要素（例如行为动机）6的规则和再现过程的“平衡”相关联。对韦伯来说，7这些社会价值是社会行动者计划的凝聚，并且是构成其理想类型的要素。在国家的情形中，他的概念导致了一种纯粹基于合法性类型的类型学，这些类型正是由行动者-能动者的价值构成的。韦伯经常将这些社会价值或目标的创造归因于社会群体（即著名的“地位群体”，他将其与阶级状况即自在阶级区分开来）的行动，这些群体正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体：这些考量构成了他关于官僚机构概念的基础。然而，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其与韦伯的明确联系是众所周知的）看起来就像是对韦伯进行生硬马克思主义化的一种尝试。它预设了一个表现性总体，8在其中根本没有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的角色（正如韦伯本人十分正确地看到的那样），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将社会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的角色归之于意识形态。9葛兰西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概念，加之其表述的模糊性，导致若干理论家将他对阶级霸权的分析还原为卢卡奇问题式。10在这种阐释下，领导阶级变成了历史的阶级-主体，它通过自己的世界观设法将其统一性渗透到某种社会形态中，并通过带来被统治阶级的“积极同意”来领导而不是统治。葛兰西的这种阐释在《新左翼评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我曾有幸在别处对其提出批评。11它在佩里·安德森（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对领导阶级的如下定义中已初露端倪：“如果说领导阶级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将其自身目标和愿景强加于整个社会的阶级，那么团体阶级则相反，它是在一个整体决定位于其自身之外的社会总体中追求自身目标的阶级。”12很明显，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即社会“总体”，在这里被联系到了一个领导阶级身上；其领导权在于构建一种世界观，该世界观将该阶级确立为特定社会形态的统一原则：“一个领导阶级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社会，重新创造其经济体系、政治制度、文化价值以及融入世界的整个‘切入模式’。”13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葛兰西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概念，他使得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政治统治即领导阶级霸权统治的分析极易遭到误解。这种历史主义在他关于意识形态地位的处理中、在葛兰西关于“历史集团”概念中显露无遗。这一概念使葛兰西能够思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包含科学（“有机知识分子”）与结构的意识形态统一；即某种社会形态在一个历史上被决定的时刻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恰恰是历史主义类型的表现性总体，它将意识形态层面和理论层面混同于社会结构的总体之中。“对这些命题的分析往往会强化‘历史集团’的概念，在其中，物质力量恰恰是内容，而意识形态是形式，尽管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区分纯粹具有教学价值。”14在这一语境中，历史集团仅仅是对黑格尔历史“当下”的理论表述，是各个层面在线性生成的表现性总体中的同时共存，而意识形态则被构想为历史的单纯表现。将意识形态/世界观视为社会形态统一性的核心原则这一角色，在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形态的“水泥”的某种模棱两可的比喻中也清晰可见：“这一问题就是要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性，而该意识形态正是用来凝聚和统一该集团的……”抑或：“人们在这里可以说‘意识形态’，但条件是该词必须在其最高意义上使用，即作为一种隐蔽地表现在艺术、法律、经济活动以及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形式之中的世界观。”15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我们在葛兰西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发现了若干理论断裂：对葛兰西进行一种超出本书范围的症状阅读，无疑会揭示出其意识形态概念（在“绝对历史主义”的论战外表之下）所包含的科学和独创性特征。我们在此仅简要提及其中两点：
a. 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水泥”的比喻，以一种独创的方式提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统一性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
b.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葛兰西是第一个在严格意义上打破将意识形态视为概念体系的概念的人。
(ii)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社会形态
卢卡奇问题式如何能够解释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信条？换言之，它如何解释如下事实：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拥有自身独特的统一性，因而能够在相对连贯的领域中反映其所渗透的整个社会形态，并且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涉及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统一性之间关系的三组问题：
1. 关于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统一性与相对连贯性（卢卡奇问题式乐于称之为“意义的总体”），即关于被视为各层面之区域结构的某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与相对连贯性。
2. 关于这一连贯领域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因为它也渗透到被统治阶级之中并成为他们的世界观这一事实，即关于其内在连贯性对应于在某种社会形态中进行斗争的阶级总体这一事实。
3. 关于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事实。
将这三组问题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因为卢卡奇对它们的解释恰恰依赖于通过诉诸社会和历史的阶级-主体的一般原则而将它们混为一谈。一旦某种社会形态的统一性被归因于一个阶级-主体并因而归因于该阶级的“意识”，那么社会整体的核心决定层面的角色就将被归因于作为该阶级直接产物的总体世界观。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作为历史主体的“自为”阶级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之中。正如卢卡奇所说：“一个阶级走向领导权成熟，意味着它的利益和意识使它能够按照这些利益组织整个社会。在每一次阶级斗争中，关键问题都在于：在决定性的时刻，究竟哪个阶级拥有这种能力和这种意识？……于是问题就变成了：相关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历史赋予它的行动？这种意识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16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既呈现出一种统一性，又构成整个社会形态的特征性世界观，是因为它在发生学上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与上升阶级——相联系。作为历史生成之主体的这一阶级，通过越来越广泛的总体化而前进，直至达到对象化与本质的最终契合；它总是孕育着历史的意义，并在具体意义上体现了某种社会形态的意义总体与统一性。
这种意识形态概念导致了一系列错误，我在此仅指出其中较重要的几点。
A. 总体而言，它导致了对意识形态的所谓过度政治化，后者被视为仿佛是社会阶级贴在背后的政治号码牌一样。意识形态结构被还原为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而这一政治组织正是由将其确立为自为阶级、历史主体的自身独特的世界观所构成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阶级意识被等同于世界观所发挥的功能。因此，绝不可能将任何特殊自主性归于意识形态层面。特别是，在这一概念中，不可能破译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具体关系。当我们试图在历史上确定的情势中精确确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时，它会导致错误。事实上，允许做出这种定位的指标之一，恰恰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关系之中：但在卢卡奇问题式中，这种关系是无法被承认的，除非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与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关系的“纯粹性”中显现出来。但在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反映了作为“纯粹且单纯的”主体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存在条件，而且反映了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具体政治关系。它往往被源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外的其他阶级或分部的“生活方式”的要素所渗透。例如，我们有一个经典的案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接受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素”（“雅各宾主义”及其后继者“激进主义”），甚至接受了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要素——恩格斯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例如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圣西门主义）。17
此外，由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特殊自主性，以及意识形态在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关系总是被掩盖的。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复杂构成中，这种（如同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向自身隐瞒其自身原则的意识形态，可能表现得更接近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外的某个阶级或分部体验其存在条件的方式。简言之，我们能够确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间存在一整套错位的可能性。这些错位可归因于若干因素：例如，“知识分子”阶层的具体功能；或者归因于各结构层面因其特殊节奏以及与阶级实践领域的错位而产生的不平衡发展。例如，一种被某个阶级或分部的生活方式深刻浸染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使在该阶级或分部不再占统治地位时，仍可继续保持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后一种情况下，该意识形态并非单纯的“残余”，而是就其具体政治功能而言经历了一整套修改。然而，只有在我们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问题式决裂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破译这些修改。这一情形的典型范例是英国：政治统治指标从贵族向资产阶级的转移，其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意识形态（尽管经过修改）的持久存在。卢卡奇问题式将掩盖这一指标发生变化的方式，因为它会从贵族意识形态的持久存在中推论出封建阶级统治的延续性。18简言之，这一问题式无法在上述各组问题之间建立起恰当的关系；它仅仅提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
B. 此外，它可能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导致错误。这表现为葛兰西本人的论点之一，在其中他错误地将霸权概念扩展到了工人阶级的战略之中。尽管这一论点似乎与该问题式的明确结论相矛盾，但它确实源于相同的理论原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霸权概念科学内容的篡改，在某种意义上霸权不再被视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类型。葛兰西在霸权与统治之间引入了理论断裂。据他看来，一个阶级能够而且必须成为领导19阶级，在此之前它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并且它能够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前赢得霸权。在这一语境中，霸权概念有效地指称了如下事实：一个阶级将其自身的世界观强加于某种社会形态，并由此（在此意义上）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前获得意识形态统治地位。但葛兰西将这一理论分析应用于工人阶级战略，与列宁主义的论点相对立。列宁在许多场合强调了如下事实：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情势中（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某些情况相对立，例如法国资产阶级的情况），工人阶级不可能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前获得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这一分析是列宁关于党对工人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组织之必要性的文献的根源。葛兰西的论点从表面上看与卢卡奇问题式相对立，只要它主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葛兰西而言它可以是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错位。然而，它源于相同的原则：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问题，显然与它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世界观的阐发相关联。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阶级不仅不可能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甚至不可能在未取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地位的情况下拥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因为它的意识形态组织与其作为社会和历史的阶级-主体的出现是重合的。在此我们辨认出了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析，该分析是按照作为历史意义承载者的“上升阶级”的一般主题构想出来的。正是在这种视角下，我们能够在葛兰西的论点中看到卢卡奇论点的逻辑推论。葛兰西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错位，即霸权与统治之间的历史性错位（在这一论点中呈现为理论性错位的外观），仅仅使他能够用一种不恰当的理论来解释事实，而这种理论对卢卡奇的概念构成了一种表面的矛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葛兰西总是认为自己在列宁那里找到了霸权概念的这种用法：列宁确实强调了工人阶级自主意识形态组织的必要性，但仅仅将其视为其政治组织的一个面向。他的理论与葛兰西的理论有着重大区别，因为按照列宁的理论，(i) 意识形态组织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夺取意识形态统治地位毫无关系，并且 (ii) 意识形态组织甚至在体系上被构想为针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C. 最后，如果将意识形态视为阶级-主体背在身上的号码牌（如历史主义图景中所描绘的那样），那么就根本不可能 (i) 确立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内部存在属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意识形态的要素，并且 (ii) 说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永久污染的可能性。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概念，在各阶级意识形态之外不可能存在凌驾其上的世界：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各自在真空中运转。因此，不可能看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实施意识形态统治的效应。这直接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自发论及其现实后果：仅仅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普遍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就被认为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钥匙。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大量文献表明，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形态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以及后来的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根源：这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实行永久统治的效应。这一概念也是列宁接受著名的考茨基论点的基础，根据该论点，革命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而在20世纪20年代左翼运动的代表人物中，有些人（卢卡奇、柯尔施等）提出了应当排斥知识分子的论点，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就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另一些人（罗莎·卢森堡等）则未能认识到党的意识形态角色。简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对其自发意识形态进行持久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存在。这种批判预设了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分，而这种区分在历史主义概念内部是无法做出的。20
(iii)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
为了揭示在领导阶级霸权统治的情形下意识形态的特殊政治功能，有必要在上述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关系的三组问题之间建立起科学的联系。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地位。
意识形态包含一个特定的客观层面，由表象、价值和信仰构成的相对连贯的总体：正如某种社会形态中的能动者“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一样，他们也参与宗教、道德、审美和哲学活动。21意识形态关涉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关涉他们与自然、与社会、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自身活动（包括其自身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关系。意识形态层面的地位源于以下事实：它反映了某种社会形态中的能动者即其结构的承担者体验其存在条件的方式；即它反映了他们被他们自身所“体验”的与这些条件的关系。意识形态以如此巨大的程度存在于能动者的一切活动之中，以至于它变得与其切身体验无从区分。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在相对连贯的领域中不仅固定了一种真实关系，而且固定了一种想象关系：即人们与其存在条件的真实关系以想象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意味着归根到底，意识形态与人类体验相关联，却不会因此被还原为主体-意识的问题式。这种发挥着真实实践-社会功能的社会-想象关系，无法被还原为异化和虚假意识的问题式。
由此可见，通过其自身的构成，意识形态介入了这种社会-想象关系的运作，因此必然是虚假的；其社会功能并不是向能动者提供关于社会结构的真实知识，而仅仅是可以说是将他们嵌入支持该结构的实践活动之中。恰恰因为社会整体是由其结构决定的，在体验层面上，它对能动者来说始终是不透明的。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这种不透明性被阶级剥削以及剥削为了能够在社会整体中发挥功能所采取的形式多元决定。因此，即使意识形态包含知识的要素，它也必然表现出相对于现实的契合/不契合；这正是马克思用“颠倒”一词所把握的内容。同样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在其内在作用中对能动者自身而言是不可见的；如同社会现实的所有层面一样，意识形态是由其自身结构决定的，而这种结构在体验层面上对能动者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意识形态特殊统一性的问题，即其结构及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关系问题。意识形态的这种统一性并非派生自与某个阶级-主体及其阶级意识的某种发生学关系。它从根本上派生自某种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与人类体验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采取的想象形式。与科学相反，意识形态具有隐瞒真实矛盾并在想象层面上重构一种作为能动者体验之视界的相对连贯的话语的明确功能；它通过塑造能动者对其真实关系的表象并将这些表象嵌入某种社会形态之关系的总体统一性中来达成这一点。这无疑是葛兰西用来指称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水泥”这一模棱两可比喻的根本含义。滑入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具有凝聚的特殊功能。它通过在能动者体验的层面上建立显而易见却是虚假的关系来实现这一功能，这些关系允许能动者的实践活动（劳动分工等）在某种社会形态的统一性之内运转。因此，意识形态特有的这种连贯性之所以不同于科学的连贯性，恰恰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与体系的科学概念相反，意识形态拒绝在其内部容纳矛盾，而是试图通过排除矛盾来解决任何矛盾。22换言之，意识形态话语与科学话语的结构有着根本区别。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抛弃将意识形态视为概念体系（在这两个术语的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说它涵盖了通常被描述为某种社会形态的“文化”的内容：当然，前提是我们没有陷入民族学文化主义的错误，后者通常使用该术语来涵盖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形态”。23正如葛兰西清晰认识到的那样，意识形态不仅涵盖零散的知识要素、观念等，而且涵盖象征化、神话置换、“品味”、“风格”、“风尚”的整个过程，即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方式”。
但是，必须指出“水泥”这一模棱两可比喻的局限性。决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将其应用于作为这些结构的根源和核心主体的某种社会形态的能动者即结构的承担者；也不能在“体验”的层面上将其应用于作为意识形态统一性生产者的能动者。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话语特有的连贯性（统一性）必然既介入能动者体验所采取的想象形式，又介入其向科学探究隐瞒真实矛盾的功能，它不仅没有造成、反而预设了在承担者层面上主体的去中心化。事实上，上述考量已经证明，意识形态话语的连贯性有必要与其社会功能相联系，但它们尚未确定这种连贯性的原则，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隐秘结构的原则。意识形态作为某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特殊层面，是在该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固定的界限之内构成的，因为它为支配该社会形态整体真实矛盾的统一性提供了一种想象的连贯性。意识形态层面的结构取决于它反映了某种社会形态的统一性这一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作为统一者的特殊、真实角色，并不是构成某种社会形态的统一性（正如历史主义概念所主张的那样），而是通过在想象平面上重构该统一性来反映它。因此，某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涵盖该社会形态的“总体”，并不是因为它构成了历史-社会主体的“阶级意识”，而是因为它反映了（带有其特有的颠倒和神秘化偏向）规定该社会形态统一性的各层面结合指标。如同任何其他平面的情形一样，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是由某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全局结构所固定的。
我们因此能够确定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关系的精确含义。在这些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初始功能被结构分配其能动者于其中的阶级关系多元决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如同意识形态特定的内在连贯性一样）由于某种历史-发生学关系。它是由于如下事实：意识形态层面（即给定的意识形态）是在结构的统一性之内作为区域层面被构成的；而这种结构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效应就是某个给定阶级的统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确保能动者在实践上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旨在维护（凝聚）这一结构，而这首要地意味着阶级统治与剥削。正是在这种方式下，在某种社会形态之内，意识形态被表象、价值、观念、信仰等的总体所支配，阶级统治正是借由这些总体得以永久化的：换言之，它被可以称之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支配。
通过这种方式很容易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结构（统一性）无法从其与真空中的阶级意识/世界观的关系中破译，而是必须从阶级斗争领域的出发点出发，即从处于斗争中的各阶级之间的具体关系（阶级统治在其中发挥功能的关系）出发来破译。因此，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为什么被统治阶级必然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内体验其与自身存在条件的关系，而且能够理解为什么这种话语经常呈现出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外的生活方式中借用而来的要素。列宁极具启发性地指出了这一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要素，哪怕是处于萌芽状态，也存在于每一种民族文化之中……但是每一个民族也拥有资产阶级文化，其形式不仅是‘要素’，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24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含源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要素”被纳入其自身结构之中；但我们还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发现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子总体，它们相对于某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自主性地发挥功能：例如封建的和小型资产阶级的子总体。这些子总体被相应阶级——封建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但仅仅是在支配这些意识形态子总体的意识形态本身也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的限度之内；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形式。此外，这些意识形态子总体自身也包含源自支配它们的意识形态之外的、或源自某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意识形态的要素。在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反复出现的关系中，情形尤其如此。
(iv) 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
在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前，有必要指出另一个重要事实。意识形态本身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例如可以将其表征为道德的、法权与政治的、审美的、宗教的、经济的、哲学的意识形态。在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情况下，还必须指出，在某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内部，通常可以破译出某个意识形态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支配地位。这种支配本身非常复杂，并且表现在其他意识形态区域通过向主导区域借用该区域特有的观念与表象来发挥功能这一事实之中；它甚至可以从科学的第一步正是建立在此类借用之上这一事实中看出来。
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限度之内，一个意识形态区域支配其他区域绝非偶然。从这个观点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特殊连贯性是由一个意识形态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支配所保证的，它源于如下事实：它反映了结构的统一性，即反映了带有颠倒和掩盖等特征性意识形态效应的支配与多元决定指标。可以说，意识形态在这里的角色不仅是隐瞒始终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层面，而且是隐瞒具有统治地位的层面并隐瞒其统治地位本身这一事实。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区域，恰恰是由于种种原因最能履行这种特殊掩盖功能的区域。
我将简要说明这一点。在封建社会形态中，统治地位往往属于政治层面；但意识形态的主导区域并不是法权-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宗教意识形态。此外，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统治地位往往由意识形态层面本身所占据。毫无疑问可以证明，宗教意识形态恰恰是因其特殊结构而最适合掩盖意识形态本身的统治地位（即意识形态特有的直接阶级功能）的意识形态区域。中世纪天主教宗教意识形态所采取的特别“神话的”、“蒙昧主义的”和“神秘化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往往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且它必须向自身隐瞒自己的真正功能。在经济普遍起统治作用的CMP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我们看到了法权-政治区域在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但尤其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统治地位由政治层面占据，此时往往是经济意识形态（“技术官僚主义”只是其一个面向）倾向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区域。简言之，一切发生得就好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永远不在应当探求真实知识的地方；就好像它是通过改变科学的位置即扭曲科学的对象，来履行其掩盖角色的。
在探讨为什么法权-政治意识形态最适合履行在CMP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掩盖经济之支配地位的角色之前，我们应当提供一些展示该区域之支配地位的范例。让我们首先考虑它的直接支配地位：资产阶级体验其对封建秩序的最初抗议、并体验其随后的存在条件所采取的主导形式，以及渗透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中的主导形式，正是法权-政治话语的形式。自由、平等、权利、义务、法治、法治国、民族、个人/人格、普遍意志，简言之，资产阶级阶级剥削赖以进入并在历史上进行统治的所有流行口号，都是直接从这些观念的法权-政治含义中借用而来的，这些含义是由意大利大学里中世纪社会契约的法律理论家首次阐发的。关于法权-政治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这种支配地位，没有比马克斯·韦伯更好的分析了：他还指出了它是如何与“法律专家”阶层的形成相关联的。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在西欧，奴隶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道德和哲学的，封建阶级是宗教的，而资产阶级则是法权-政治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特别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中）将这一意识形态区域作为其批判的焦点和特权对象来研究，绝非偶然。
其次，法权-政治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支配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有别于哲学、道德和宗教意识形态这一事实，而且表现为后这些意识形态向法权-政治借用观念这一事实，这些观念使它们能够思考自身，或者它们将其用作确立自身观念的参照点。
a. 哲学意识形态：我们只需提及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赋予“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特殊重要性，以及法国社会契约理论家以及洛克、密尔、边沁等人著作中“自然”、“自由”等哲学观念的形成。25
b. 宗教意识形态：我们只需提及韦伯对法权-政治意识形态对新教产生影响的分析，这与他所称的“理性-法律的”合法性相关联。
c. 道德意识形态：我们只需提及法权-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治如何转变了“个人”与“人格”、“权利”与“义务”、“美德”（例如在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那里）以及“爱”的概念，它将“爱”转变成了一种相互承认的真正“契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并非单纯从属于政治，而是最重要的是道德概念是根据政治所提供的参照点（通常是对比性参照点）构成的。不仅如此，当一门科学形成时，其概念往往在法权-政治意识形态中被表述，或深受其影响，例如孟德斯鸠那里的现代“法律”概念。对此的经典案例是经济科学，在其中马克思批判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本身。最后，被统治阶级在其中“自发地”体验其针对资产阶级反抗的特权话语，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法权-政治区域所支配：“社会正义”、“平等”等等。26
这些例子有意设计得简单且极具纲领性；通过它们，我只想指出该问题而已。另一方面，我将更详细地探讨法权-政治区域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原因，将该问题直接与它在领导阶级霸权统治框架内发挥功能的特殊方式的问题联系起来。
显然，法权-政治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区域，因为它处于履行意识形态在CMP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特殊角色的最佳位置。这同样与真实的法权-政治层面（即国家和法律）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紧密相连。意识形态的“水泥”渗透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面，包括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上文已经看到，在CMP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在面对经济实践时表现为一种特殊效应，即孤立化效应：这种孤立化效应同样可以从法权-政治层面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中看到。在其各个面向中，这种孤立化效应是CMP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与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在“纯粹”CMP中对资本主义拜物教（区别于简单的商品市场拜物教）所做分析的真正含义。“拜物教”一词所涵盖的现象，以及交换的普遍化、竞争等等，都预设了归因于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孤立化效应作为它们存在的条件。马克思以描述性的方式把握了这种效应，将其与他所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天然纽带”对立起来。
在资本主义的情形中，这种孤立化效应是法权-政治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法律意识形态的特权产物。可以说，如果神圣与宗教的东西将人们联结在一起，那么法权-政治意识形态的第一步就是将能动者从“天然纽带”中分离和解开（在马克思称其为“解放”的意义上）。它的功能包括确立彼此“自由”且“平等”的政治“个人-人格”、“法律主体”；这使得那些允许劳动契约（劳动力的买卖）、资本主义私有制（N.B.这一意识形态作为财产法权关系的存在条件的角色）、交换的普遍化、竞争等法权-政治结构得以运转。与此同时，在其于经济现实中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中，并且通过其对意识形态层面的反作用，这种孤立化效应正是向能动者掩盖经济的真实结构、其在CMP中的统治地位、阶级结构等的基础本身。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竞争在阶级关系中的作用、意识形态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等分析的含义所在。
然而，这仅仅是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功能的一个方面。虽然它发挥着属于一般意识形态的凝聚与联络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它在能动者的层面上还具有尤为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首先归因于CMP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各层面的特殊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体现为经济实践、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的特殊自主性。它同样归因于意识形态层面所产生的孤立化效应，以及由此种孤立化而赋予它的凝聚作用——由于法权-政治层面参与其中，这种凝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自身的效应。由法权-政治区域所支配的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角色，是试图将一种“生活方式”强加于整个社会，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国家能够被体验为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并被体验为面对“私人个体”时的普遍性守护者。后者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创造物，该意识形态将他们呈现为在被认为体现了“人民意志”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保护下，通过“平等”且“自由”地参与“民族”共同体而统一起来。
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殊特征之一，是它以一种特殊方式隐瞒阶级剥削，以至于一切阶级统治的痕迹都在体系上从其语言中消失了。固然，其地位本身就禁止任何意识形态将自身呈现为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然而，在“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阶级运作在其原则中始终是在场的，尽管它们被辩护为是“天然的”或“神圣的”。封建宗教意识形态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中“人”之间的“差异”存在于结构之中，尽管它是通过诉诸“神圣”秩序而被辩护的。27同样，在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道德或哲学意识形态中，这种差异是通过诉诸“自然”秩序而被辩护的。另一方面，法权-政治区域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恰恰对应于对阶级统治的这种特殊掩盖。显然，意识形态区域因此尤为适合发挥这一角色，特别是当我们回忆起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现代法律中阶级统治同样缺席时更是如此。因此，该区域对意识形态其他区域的影响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角色，不仅在于它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辩护，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预设、构成或强加了在国家/民族的政治普遍性中统一起来的“相同的”、“互不相干的”和“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形象。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们辨认出了“大众社会”、“消费社会”等意识形态的政治意涵。正是通过对阶级统治的这种特殊掩盖，法权-政治意识形态最充分地履行了其特殊的凝聚角色，这种角色在CMP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赋予了意识形态层面。简言之，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处于最佳位置以隐瞒结构的真实决定和支配指标的意识形态区域，同样处于通过在想象平面上重构社会关系的统一性来胶合其凝聚的最佳位置。
对阶级统治的这种特殊掩盖，结合在意识形态的法权-政治区域支配下赋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殊凝聚角色，恰恰体现在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之中。这就是葛兰西所称的国家“伦理-政治”职能；它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教育的接管以及对一般文化领域的编组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意识形态的角色被呈现为“组织性的”：这仅仅是将资本主义国家特定的统一角色嵌入本身根据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殊角色建构起来的话语之中的结果。
因此，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效力不断显现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运转之中。让我们以官僚机构即国家机器为例，不过在此暂不预先探讨稍后将讨论的官僚机构的具体问题。在其成熟期著作中、特别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意识形态在现代官僚机器中的这种角色。该机器并不直接将自身呈现为阶级统治的机器，而是呈现为社会的“统一体”、组织原则以及“普遍利益”的化身。这种呈现方式对官僚机器的具体运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通过传递管辖权的科层制和形式化规则，在这一机器内部产生了对知识的永久性掩盖，而这只有随着资产阶级法权-政治意识形态的到来才成为可能。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事实上只有在政治阶级统治特别从其中缺席、被这种组织意识形态所取代的地方才有可能。28
意识形态在政治舞台（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领域）的具体运作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该舞台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政治代表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常将这一领域表征为现代代议制国家。在其中，议会被视为公众意志的“代表”，政党被视为民意的代表，等等。意识形态介入国家的运作，以便为阶级行动者提供代表的外衣，借此他们可以潜入普遍的人民-阶级-国家的机构之中，并在其掩盖下掩饰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行动者的行动与其所代表的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在其成熟期著作中，马克思在分析以下关系时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这种角色：(i) 政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 (ii) 国家与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充当“支持阶级”（区别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特殊功能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参见他对小资产阶级、小农阶级等对权力的拜物教中意识形态角色的分析。
因此，资产阶级法权-政治意识形态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隐瞒其政治意义，这意味着它们具有如下显著特征：它们通过明确将自身呈现为科学来实现这种隐瞒。与对此主题的浅薄分析相反，我们可以看到，（用当下的表述来说）“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实际上正是所有此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这在“民意”和“共识”等政治范畴的构成中显而易见：它们与被统治阶级接受这些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相关联。事实上，这些意识形态的特殊特征根本不像葛兰西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它们从被统治阶级那里获得了对政治统治的多多少少积极的“同意”，因为这是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对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做出明确界定的，在于它们的目的并非让被统治阶级按照参与神圣事物的原则来接受它们：它们明确宣称自身是科学技术，并作为科学技术被接受。事实上，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由重农学派首次提及的民意29这一政治范畴以及相关的同意范畴才得以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它们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政治与经济的相对自主性的概念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与关于政治概念的一场整体理论革命相关联，在此之前，政治概念一直忠实于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传统。30
在马基雅维利和莫尔那里出现的理论断裂，由按照确证的知识（认识，episteme）模型建构政治的学派所继承，如在民意概念中所展现的那样。这一概念涵盖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与私人相对立的公共领域；在它所演变出的各种形式中，它指出了“公民”需要对政治秩序运转的规律拥有“理性知识”，而这种政治秩序早已被霍布斯视为一种“人造”秩序。这里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他们特定“实践”（技艺，techne）条件的知识，而这种实践此后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实践。政治意识形态以民意的形式，将自身呈现为一套实践规则、技术知识、公民对某种特定实践的“启蒙意识”，以及该实践的“理性”。这是一整套政治自由的潜在概念：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民意是资本主义国家运转中的必要因素，是政治同意（共识）的现代形式，事实上除非它设法以“理性的”科学技术方式呈现自身并被接受，否则它就无法发挥功能，即只要它在其原则中将自身树立为与其所指定并标示为乌托邦的东西的对立面。31它因此将任何以任何形式存在阶级斗争的表象都指定为乌托邦。我们同样可以在同一理论脉络中清晰地定位那些关于“大众社会”、“传播技术”等的当代意识形态，它们创造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神话，这里的“意识形态”一词被等同于“乌托邦”。事实上，在其政治功能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将自身呈现为一种科学技术。它是通过参照其称之为“乌托邦”的“彼岸”来定义科学而做到这一点的。
由法权-政治区域所支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同样可以解释其被错误地称之为“极权主义”性质的东西。现代政治科学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将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在这种用法中，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首先在于它们摧毁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接受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界限，主张国家对个人的“全面”同化；其次在于它们如今正在侵入社会实践的每一个方面。这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对比，后者在自身内部包含其自身的界限，例如它承认存在自身外部的领域（经济领域），并坚持国家对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不干预。
我将回到对这些极权主义理论的批判上来，因为它们同样关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方式。32目前我仅指出，这些理论（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把握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某些真实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关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特殊功能，而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绝非例外情况。
A. 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特殊的孤立化与凝聚功能，导致了一种极其显著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在社会契约理论中有时被主题化为公民结社契约与政治统治契约之间的区分与联系。这种意识形态将能动者确立为自由且平等的个人/主体，并将他们呈现为仿佛处于前社会状态之中，从而界定了社会关系的特殊孤立状态。这一被描述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向是众所周知的。但指出硬币的另一面（或许是正面）是重要的。这些以此种方式被个体化了的个人/人格，在同一个理论运动中，似乎只有通过在国家中获得政治存在，才能被统一起来并获得其社会存在。其结果是，私人的自由在体现了普遍意志的国家权威面前突然显得荡然无存。事实上，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在所谓的个人/私人领域中，国家活动与侵越在法律上或原则上不可能存在任何限制。归根到底，这一领域似乎除了为政治层面的无所不在与无所不知提供一个参照点（这也是一个消失点）之外，再无其他功能。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似乎是社会契约理论的真正先驱，而黑格尔则是其顶峰：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例，但所有理论案例皆是如此。应当注意卢梭的特征性立场：“人应当尽可能独立于他人，并尽可能依赖于国家。”在重农学派的经典范例中这一点更为清晰，他们既是经济上自由放任的坚定拥护者，又是政治威权主义的同样坚定的拥护者：他们呼吁专制君主体现普遍意志与利益。所有这些同样是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33最好的例子就是霍布斯对洛克以及对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政治学派、对边沁、对密尔、特别是对斯图亚特·密尔的明显却常常被误解的影响。
简言之，用两个同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必然与其极权主义相伴随（并且唯独与其相伴随）。34我们关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这一类型本身所特有的矛盾，这一矛盾源于它所履行的功能的特殊性质。（我们关注的不是该意识形态的任何特定形式，例如当今的形式。）事实上，这种法权-政治意识形态的运作，就仿佛它一下子既奠定了这种特殊孤立状态（这即是个体化），又凭借它赋予政治层面的角色获得了维系其特殊凝聚的手段。
B. 资产阶级法权-政治意识形态在其自身结构中并不包含基于原则或权利对政治层面干预经济或意识形态的限制。这就是当人们说这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只承认一个存在层面（即政治层面）、它将政治领域扩展到涵盖人类生活的全部、它认为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具有政治意义并因而落入政治行动的领域之内时所表达的意思。
这一说法中完全正确的地方在于：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区域，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在法权上不承认存在政治干预（这应当与构成的场所区分开来）之外的世界：在作了必要修正后，奴隶社会的道德和哲学意识形态以及封建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根本不是这种情况。我们只需考虑不仅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而且从洛克到功利主义者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这种主张当然必须与国家的实际运作区分开来）。资产阶级法权-政治意识形态的这一面向，事实上关涉归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能动者的特殊角色，这一角色在这里被赋予给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话语。
另一方面，尽管资产阶级法权-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确实渗透并侵入了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但把这一特征视为具体规定该意识形态的特征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它表征了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任何主导区域。例如，经济活动在这里被法权-政治意识形态所侵入，正如在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中它被哲学和道德话语所侵入、或者在封建社会形态中被宗教话语所侵入一样。
总而言之：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领导阶级霸权领导下的统治的霸权概念，在此涵盖了上述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特征，通过这些特征，一个阶级或一个分部设法将自身呈现为人民-民族普遍利益的化身，并由此使被统治阶级在特定政治上顺从地接受其统治。
(v) 合法性问题
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些评述，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通过政治结构与机构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指称它们与某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是，合法性涵盖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特定政治影响。
当我们将这一定义与现代政治科学赋予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比较时，它是很重要的。根据后者的看法，合法性（或“政治文化”）通常表示政治结构被系统的能动者接受的方式。然而在马克斯·韦伯之后，这一概念被纳入了与历史主体概念相结合的功能主义问题式之中，因而在某种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语言中发现了社会行动者实践的目标或目的。在这一语境中，意识形态层面（即某种社会形态的价值、象征和主导风格）被赋予了社会系统核心层面的含义和理论功能：这是人类学文化主义的概念。规范性政治模型确立了整合的框架，该框架规定了在功能主义意义上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表现性和循环形式。因此，政治结构的合法性意味着它们被整合进由其社会目的、目标和价值所支配的系统功能之中；它表示它们被行动者所接受，而行动者借由这种接受被整合进一个社会总体之中。35在政治结构与社会的规范模型不一致的情况下，它们被构想为功能失调的，即构成了规定其非法性的整合不良的总体。36然后，通过应用功能主义关于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核心整合因素的一般概念，政治系统可以被具体规定为“为社会总体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而对政治的研究则可以被视为对社会系统关系的合法化过程的研究。37
我将不对该理论的后果展开详细分析：我仅指出其中较重要的几点，顺便提一下，这些后果往往与源自意识形态历史主义概念的后果是相同的：
a. 对意识形态、特别是对合法性固有功能的过度高估。政治结构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错位并未获得科学地位，而是在功能失调的范畴下被把握，这在功能主义的理论语境中显然是毫无意义的。38然而，这种错位（即非法的政治结构可能发挥功能的可能性）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包含错位直至破裂程度的各层面的统一体理论）来解释。这是因为：(i) 意识形态层面与政治层面之间的这种错位并不必然反映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之间的错位，或者在其复杂性中并不反映社会形态总体的破裂局势；并且 (ii) 因为由暴力和镇压构成的国家机器在发挥作用。
b. 从这一概念中得出了一种主要基于合法性类型的政治结构类型学——一种关于这些类型的非操作性类型学；韦伯的权威类型中就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
c. 它使得在一种社会形态内部设想若干种合法性类型的共存，以及具有这些不同合法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制度结构的参与，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不可能。
在阐述了这一点之后，按照合法性类型对政治结构与制度进行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过参考政治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被提出来，这一点依然是真实的。事实上，指出政治统治作为一般规则对应于来自某种社会形态统一体（包括被统治阶级：）的特殊接受和同意方式是正确的：上文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某种社会形态统一体之间的关系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阶级以某种方式被整合进了这一社会形态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一事实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地位本身相关，并且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某种社会形态内部意识形态子总体的复杂形式相关。
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表现为被统治阶级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形式来体验其政治存在条件这一事实：这意味着他们往往甚至其反抗体制统治的行动，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的参照框架之内体验的。这些评述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不仅指出了被统治阶级缺乏“阶级意识”的可能性，而且甚至暗示了这些阶级“自身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也是按照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的话语塑造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这种统治可能表现为各种形式：39它往往不仅表现为将自身话语的实际内容强加于被统治阶级；而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对这些阶级而言呈现为一个对位点，呈现为某种因其缺席而界定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差异的东西。例如，被统治阶级对“政治民主”的态度往往采取反对“其他形式的政治民主”的诉求形式。这依然是参与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该合法性之所以占统治地位，恰恰在于它构成了一个用于反对它的参照模型。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对立有时仅仅表现为面对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强加的标记与符号时采取一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工人阶级中，我们有时不仅能够观察到公开接受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的经典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能够观察到表达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与受制于占统治地位合法性基本框架的意识形态的共存，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此外，毋庸强调的是，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扩展到那些有时充当国家支持者的阶级（例如小生产者），它也只有在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中才会被接受。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国家结构在一种国家类型的支配下呈现出依附于其他类型的结构一样，这些结构在一种合法性类型的支配下，往往也参与到不同类型的合法性之中。40例如，它们参与到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对应于不再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例如，封建合法性不仅往往表征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并存的封建结构（一个简单的例子），甚至表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结构；经常参与君主制合法性的现代行政机构就是这种情况。在具体的国家中，依附于若干类型的结构的共存关系与依附于若干类型的合法性的共存关系，导致了它们之间一整套复杂的相互关系组合。最后，在处理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不应低估主要依附于特定阶级意识形态（如小资产阶级或小自耕农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存在。
这种分析无疑可以扩展。然而，上述关于对应于具有领导阶级霸权领导权的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评述，足以精确确定可以被描述为资产阶级合法性类型的内容，这是CMP以及由该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的特征。我只需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形式，回到该合法性类型的各种形式之间区别的问题上来。

3. 资本主义国家与强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地位与功能，也使我们能够确定“强力”、“镇压”或“暴力”在这一国家框架内发挥作用的方式。国家绝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单纯的强力机构或工具。这一强力要素表现为阶级国家运作的普遍特征。然而，毋庸多言的是，阶级统治的诸制度远非源于任何心理-社会的强力关系，而恰恰是这些制度，赋予了这种镇压性强力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的具体运作。
何为镇压性强力与暴力？在尚未被具体规定之前，它们只是含糊不清、毫无用处的概念。“强力”一词实际上涵盖了某些有组织的肉体镇压机构（如军队、警察、监狱系统等）的运作。这种镇压是在社会层面组织起来的，并且是一切权力关系的一个特征。因此，强力概念在理论上既不能脱离权力关系而被孤立起来（例如孤立在强权概念中1）；也不能被泛化扩展（例如在暴力概念中）去笼统地表征社会阶级在阶级统治关系中所占据的统治和从属地位。因此，在与领导阶级统治相对应的国家情形中，把握有组织的肉体镇压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葛兰西在将这种运作方式定性为“由强制强化的同意”时指出了这一问题，他将领导权（对国家“领导”的同意）视为国家强力的“补充”，鉴于他错误地将国家结构包含在其领导权概念之中。这些论述指出了一个问题，但远未给出答案，因为事实上，这种“由强制强化的同意”是权力关系的普遍特征。由于国家在社会形态中的位置（其意识形态功能等），政治统治关系呈现出合法性的一面，而这恰恰使得有组织的肉体镇压的运作成为可能。通常被称为警察国家的说法（该术语指镇压机构在某些情势下格外剧烈的行动），实际上并不构成与领导阶级统治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统治类型：当此类行动在这一框架内出现时，它必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历史确定情境联系起来。
此外，葛兰西的这些论述源自其分析中经常出现的概念混淆。在其分析中，领导权即便在实践层面上也不是一个将其特定理论对象（即某种政治阶级统治类型）在其统一性中加以定位的概念，而仅仅用于将同意、“知识和道德领导”以及“组织”的“环节”，与“强力”和“强制”的环节分离开来——这些概念在其著作中始终是模糊和不精确的。为了把握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他使用了意味深长的术语“互补性”。由此产生了一种对行使领导权所在领域的混淆——这种混淆在其著作中屡见不鲜——根据这种混淆，强力由国家在“政治社会”中行使，领导权则通过通常被视为“私人”的组织（教会、文化机构等）在“市民社会”中行使。但是，就领导权与强力分别涵盖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言，它们之间区分的地位取决于对其关系的历史主义构想。这种区分是历史主义用来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模式之关键所在：它将政治（阶级斗争）视为以机械论方式构想的“经济规律”的动力、强力；换句话说，政治被构想为经济“自动性”的动力——而在此这种自动性是由“同意的环节”所表示的。
事实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考察能够标定出这种“强力”要素以有组织的肉体镇压形式所占据的位置。在这方面，该国家的特征在于它拥有对有组织的肉体镇压的垄断权，这与诸如教会、领主权力等机构同国家平行享有行使这一权力特权的其他社会形态形成了对照。因此，有组织的肉体镇压获得了严格的政治性质。它成为政治权力的排他性特权，其合法性从此源自国家的合法性：它表现为一种“宪法化暴力”，并服从“法权国家”（l’état de droit）的规范调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虑到合法性在该国家中所经历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对合法强力的垄断权。2
强力向国家手中的这种集中，由此表现为与以下各项相对应：（i）CMP中各层级的自主性，（ii）国家的政治机构被赋予公共性质，以及（iii）国家本身赋予那些在其他社会形态中行使这种强力的机构以私人性质。肉体镇压的行使从此获得了合法化，因为它被呈现为与民族-人民的普遍利益相符合；在此，合法性被排他性地归属于国家。镇压组织被认为服从公众舆论的监督（参见例如法庭、陪审团等制度），关于警察组织的最初理论著作恰恰构想出了“法权国家”概念，这绝非偶然。3简言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肉体镇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表现得“赤裸裸”，它被剥夺了超政治的正当化理由，并且被嵌入到人民阶级国家的制度之中。4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有组织的肉体镇压所拥有的合法垄断权，显然与由CMP所主导的社会形态所特有的各层级的特殊自主性密切相联，正是这种自主性赋予了国家以其自身的位置。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特征，在《资本论》中包含在马克思对CMP实际运作的描述之中。我之所以说“包含”，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特征本身也仅仅是被隐约勾画出来的。这一“纯粹”生产方式能够运作的前提，是有组织的肉体镇压并不由生产社会关系领域的当事人直接组织，而是留给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理解马克思对CMP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没有暴力”存在于该方式的经济层面上，而不是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是指国家镇压对该方式的生产社会关系不予干预。这种镇压事实上始终存在：绝不应将它同国家在生产关系的结构中的干预或不干预相混淆。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特征本身并不表明镇压有任何减轻：相反，它表明了一个真实而重要的事实，即在行使镇压垄断权时，国家试图将自身表现为始终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此外，其镇压还频繁地在该词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和法律限度之内行使。

4. 资本主义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i) 权力集团
在其特殊结构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关系中，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另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权力集团”问题。霸权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在权力集团中的政治实践的运作，并确定国家与该集团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我们注意到这些阶级或分部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该国家正对应于它们的政治利益。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确定：在该类型国家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形态某一阶段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所呈现的典型构型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
我首先应当再次强调，统治与服从之间的政治界线，不能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二元论式的”斗争视角来划定，即不能从国家与某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划定：这是关于国家的工具主义与历史主义观念。一个社会形态是由多种生产方式的重叠构成的，这意味在阶级斗争领域中并存着若干阶级或阶级分部，并因此可能并存着若干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
但这一特征本身尚不足以解释权力集团的现象，这一现象似乎完全是资本主义形态所特有的。无论如何，尽管若干阶级的这种并存是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一般特征，但它在资本主义形态中采取了特殊的形式。在这些形态中，我们能够在以下两者之间确立关系：（a）铭刻在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中的特殊制度性运作，以及（b）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相互关联的特定构型：这些与国家相关的关系，在由权力集团概念所涵盖的特殊政治统一体内部发挥作用。
A. 权力集团出现的原因，已经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中找到。这一结构呈现出如下特殊特征：即它的效果体现为若干阶级和阶级分部的政治统治的并存。严格来说，通过其各种制度的内在机制运作，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与政治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中，这种关系被构想为为该斗争提供界限的关系）使权力集团的形成为可能。
马克思一再指出这一点。我们把普选权作为这些制度的范例，它是摆脱了经济层面的自主性并自诩为人民普遍利益化身的国家的典型制度：“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只能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来代替，这就是说，以前是以国王的名义由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进行统治，现在将以人民的名义由整个资产阶级进行统治。”1马克思将普选制呈现为一种扩展资本主义国家与若干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阶级分部的特殊的、同时发生的统治’之间关系的制度。“二月共和国首先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除了金融贵族以外，还让一切有产阶级进入政治权力的圈子，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完备起来。大部分大地主……摆脱了七月王朝所判处他们处于的那种政治上的无权地位。”2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普选制的功能在于界定一个特殊的空间，他将这个空间描述为政治舞台、领域或轨道，一个阶级在这一舞台上的存在与其参与权力集团是相分离的。但与此同时，他把普选制构想为确定以下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特定关系的事物：（a）国家，与（b）掌握权力的各个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关系。为了把握这种关系，马克思使用了对政治权力的“参与”或“占有”这样的表述，并由此将这种类型的国家同确认单一阶级或分部的“排他性统治”的国家区别开来。普选制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但它尤其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允许权力集团现象产生的那些特征。
B. 因此，权力集团现象与资本主义形态中统治阶级的政治实践领域相关：它取决于该形态所特有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分部）的“多元性”的存在。这反过来又取决于每一个形态中都有若干生产方式并存、从而有若干阶级和分部并存这一普遍事实。然而，在我们所关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这一普遍事实采取了一种完全特殊的形式，这可以追溯到CMP在农业中确立统治的特殊方式：这就是大地租地主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时将这些大地主视为属于纯粹CMP的一个独立阶级。但是，尽管他在这里的论述指出了一个特定问题的存在，它们却并不准确。列宁清楚地表明，土地财产即土地私有制并不属于“纯粹”CMP的结合关系。“农业资本主义组织的假定，必然包括一切土地都被单独的私人企业占用的假定；但这决不包括全部土地都是这些农场主或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或者说土地一般是私有财产的假定。”3然而，在“贵族”或“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在农业中确立CMP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确立以下特征：
a. CMP统治地位的这种确立，实际上（主要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是通过土地私有制来实行的。
b. 它是通过大土地财产的积聚来确立的。列宁在这里区分了两条道路。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况下（尽管在各个不同实例中存在某些重大差异），大地主总是在农业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开端进行干预。这是出于政治原因，涉及封建生产方式中土地所有者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式道路”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进程由中小型独立土地持有者开启，但最终导致大土地财产。4
那么，马克思不恰当地描述为属于纯粹CMP的一个独特阶级的大地租土地所有者阶级究竟是什么呢？在对其进行定性时，政治-意识形态决定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发挥作用，并属于经过确立CMP的统治地位所改造的封建生产方式：普鲁士的情况正是如此。或者，它也可以作为贵族的一个分部发挥作用：例如大不列颠。然而，在该进程的终点，恰恰由于地租的资本主义化，它被吸纳进资产阶级，并在整个时期内作为资产阶级的自主分部构成该阶级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其作为自主分部的性质取决于：（a）可追溯到其属于封建贵族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b）源于地租是社会产品转移和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一事实的经济因素。正是后一种因素占据了上风，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收购了大土地财产并剥夺了贵族。两个主要因素导致马克思把大地租土地所有者视为纯粹CMP的一个阶级：（i）在贵族或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导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必然过渡是通过他们来实现的这一事实；以及（ii）甚至在被吸纳进资产阶级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自身的自主性这一事实。
我已经指出，地租土地所有者作为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独立阶级或自主分部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其重要性与多种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形态中复杂的并存所呈现的特殊面向相关：它通过这种方式与作为权力集团显著特征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多元性相关联。这种多元性对应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该结构允许被统治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其自主性取决于自身与这些生产方式之关系的资产阶级分部，对权力进行特有的“参与”。
C. 此外，在CMP中，资产阶级在结构上表现为分裂为各个分部。阶级分部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相当复杂。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的某些分部，如商业分部、工业分部和金融分部，并不仅仅与各种生产方式的具体结合相关，也不仅仅与政治层面的特定效果相关（尽管在某一形态中阶级分部往往是如此）。在后一种情况下，政治层面的效果（即各个层面的总体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所产生的阶级）可能仅仅在政治阶级实践领域中产生阶级分部。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谈到共和派资产阶级分部时说：
它不是由巨大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起、由特殊的生产条件划归一类的资产阶级派系。它是一个由具有共和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组成的集团……它的影响是基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的个人反感，基于对旧共和国的追忆……但首先是基于法国的民族主义。5

然而，商业分部、工业分部和金融分部却与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构成直接相关。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明确使用“分部”一词来指称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被把握为同一资本的“存在形式”，尽管彼此“分离”：“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商业资本］的存在……构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从而构成其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这是同一资本的两种不同的和分离的存在形式。”6以利息形式产生剩余价值的商业资本，因此并不构成以利润形式产生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的独立形式。然而：“产业资本家是用自己的资本经营，还是用借来的资本经营，丝毫不会改变这一事实：货币资本家阶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同他相对立，货币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同他相对立，利息作为适合于这种特殊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独立形式同他相对立。”7简而言之，资产阶级的这种分部化与其在生产过程中占据的地位相关：对于一旦成为资产阶级分部的大土地所有者来说也是如此：“使这两个派别［大地主与资本］彼此分离的，决不是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它们的物质生存条件……是城乡之间的旧有对立，是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8
在受CMP统治的形态中，大地主、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各个分部的这种存在，是构成权力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以及这些阶级和分部的存在，即若干阶级和阶级分部在政治统治中的特殊参与，使我们能够看清该国家与权力集团中这些阶级和分部的政治组织之间所维持的关系。9
(ii) 权力集团、霸权与形态的分期：马克思的政治分析
权力集团的概念并非由马克思或恩格斯明确提出的；它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某种特定形式相关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级分部的特殊的矛盾统一体。权力集团与资本主义形态划分为典型阶段的分期相关。10权力集团概念既涵盖以特定的联结方式为特征的各个阶段中这些阶级或分部之统一体的具体构型，也涵盖各个层面的总体的特定节奏。在这个意义上，权力集团概念与政治层面相关，并涵盖政治实践领域，只要该领域本身凝聚并反映了确定阶段中各个层面的总体和阶级斗争水平的联结。在这里，权力集团概念的功能类似于与法权-政治上层建筑相联系的国家形式概念的功能。
但是，这种分期有别于政治层面特有节奏的分期，因为后者特别与政党对阶级的代表这一坐标系相关。通过一整套错位，这种代表反映了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的位移，然而这些位移都处于某一阶段特有的权力集团的界限之内。关于国家，这第二种分期由政体形式概念所涵盖；关于政治阶级斗争，它由一系列表明政党内阶级关系的概念所涵盖，这些概念位于通常被马克思描述为政治舞台的特定空间中，阶级的直接行动正是在这一空间中展开的。在这一空间中，我们能够精确地界定以下两者之间的错位：（i）国家形式中的政治阶级实践领域（权力集团），与（ii）政体形式中政党对阶级的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研究了这些问题：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尤其探讨了这些问题。由于这些著作所考察的时期有限，分期问题并不总是清晰的，其中所蕴含的概念也不总是精确的。但即便如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所研究的时期的特殊性质不容忽视：它以集中的方式呈现了资本主义形态转型的各个阶段：“毫无疑问，这些特征是一般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整个演变过程所共有的。在1848—1851年的三年中，法国迅速、鲜明、集中地展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发展过程。”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从这些著作中提炼出一般性线索，以及某些科学概念，这些概念虽然因其分析范围有限而有所折射，但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却极具价值。
事实上，马克思对这两种分期中第一种（即划分为阶段的分期）的分析指出了以下恒定要素：若干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级分部的特殊的矛盾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对应于某种特定的国家形式。但是，马克思在理论上把握这种统一体所缺乏的，恰恰是权力集团的概念以及应用于该集团的霸权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谈论某个阶级或分部的“排他性统治”或对权力的“垄断”，尽管他的分析不断表明若干阶级和分部的政治统治。
我们以波旁复辟时期、路易-菲力浦的立宪君主制，以及从路易-菲力浦倒台到波拿巴主义政变期间的议会制共和国为例，尽管存在某些保留，马克思将所有这些都视为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形式。复辟时期被描绘为大地主的“排他性统治”或对权力的“垄断”，12立宪君主制被描绘为金融贵族的统治。13然而，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谈到这种君主制时却说，它构成了两个分部（即金融资产阶级分部和工业资产阶级分部）的“排他性统治”或对权力的“垄断”。14事实上，正是它们特有的政治统一体对应于立宪君主制（此处被视作一种国家形式）。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议会制共和国：后者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对应于大地主分部（正统派）与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特殊政治统一体：
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他们找到了他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15

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大地主和工业家——能够享有平等权利并居的中立领地。它是他们共同统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是他们的总阶级利益既支配其各个派别的要求又支配社会上一切其余阶级的唯一国家形式。16
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了问题。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国家形式与若干占统治地位分部的统一体的具体构型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没有运用权力集团的概念在理论上思考这种统一体，但他仍然赋予了它一个特殊的地位。他通过用“联盟”、“结合”尤其是“融合”来代替“同盟”一词来做到这一点。缺乏这种权力集团概念的结果如下：（i）马克思有时无法揭示若干分部在政治统治中的并存；因此，他使其中一个分部显得像是“排他性地占统治地位的”分部，而实际上他面对的是若干占统治地位分部的统一体；以及（ii）当他定位并命名这种统一体时，他所使用的术语是完全不恰当的“融合”。这个经常使用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坦率地从物理学和化学中借用过来的，如果不加审慎地使用，它可能暗示由“等价”要素构成的表现性总体。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同时暗示两种观念：一种观念认为这些要素分享国家权力（即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另一种观念则认为这些要素构成了一种没有主导层面的循环统一体，在其中它们丧失了自身的特殊自主性：
共和国的不带称号的统治，是两个派别能够以同等权力保持共同的阶级利益而不放弃相互竞争的唯一体制。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整个资产阶级完善而明显的统治，那么它除了是由奥尔良派所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综合以外，还能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懂得，如果他们的每一个派别单独来看都是保皇主义的，那么它们化合的产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17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互补性与综合的概念，两者都是表现性总体的理论问题式的典型特征。18
权力集团的现象不能通过融合的概念来思考：这是因为权力集团并不构成等价要素的表现性总体，而是处于主导地位中的复杂的矛盾统一体。这就是为什么霸权概念能够应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某一阶级或分部。这个领导阶级或分部实际上是构成权力集团一部分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矛盾统一体中的支配性要素。当马克思在承认若干分部的政治统治的同时谈到“排他性地占统治地位的”分部时，他恰恰试图在权力集团内部孤立出领导分部。因此，在描述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君主制时，马克思说两者都将“权力的垄断”赋予了各个分部中的一个，但他紧接着补充道：“波旁是代表一个派别利益占压倒优势的影响的王室名称，奥尔良是代表另一个派别利益占压倒优势的影响的王室名称，——共和国的不带称号的王国，则是这两个势力能够以同等权力保持共同阶级利益的唯一体制。”19事实上，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君主制都对应于由所涉及的三个分部（大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构成的权力集团，复辟时期的权力集团是在金融资产阶级这一霸权分部的庇护下实现的。
议会制共和国的权力集团在这方面是典型的。它是否如马克思在其贯穿全篇的分析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构成了这些分部的具有权力平等的统治，构成了它们的“融合”？绝非如此：
我们的全部论述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推翻金融贵族，而是巩固了金融贵族。……有人会问：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容忍和受得了金融势力的统治［即霸权——普兰查斯注］呢？要知道，这种统治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是以其余资产阶级派别的被排斥或处于附属地位［即权力集团——普兰查斯注］为基础的。回答很简单。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就是保皇派联合体中举足轻重的、有威信的一部分，这个联合体的共同政权就被称为共和国。20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共和国的权力集团远非代表着构成它的各分部之间对权力的均等瓜分，而是建立在金融分部的霸权之上的。与共和主义的国家形式相关联，这种霸权采取了不同于同一分部在立宪君主制权力集团中所具有之霸权的形式。21
总而言之：（i）权力集团构成了在霸权分部庇护下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矛盾统一体；（ii）阶级斗争、这些社会力量利益之间的竞争是始终存在的，因为这些利益保留了其特有的对抗性质。这就是“融合”概念无法对这种统一体作出合理解释的两个原因。该集团内部某一阶级或分部的霸权并不是偶然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是由于那种构成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化权力独特标志的统一性而成为可能的。由于后一种统一性对应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特殊统一体（即与权力集团现象相关），它恰恰阻止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具有“权力均等”的国家权力的“分享”。（然而在其他类型的国家中情况可能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关系，促使它们走向在领导阶级或分部庇护下的政治统一。领导阶级或分部通过将自身的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并通过代表权力集团中各阶级或分部的普遍共同利益，使权力集团中各个阶级或分部的特定矛盾利益极化：这一普遍利益由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构成。在论及议会制共和国中金融分部之霸权的一段极具启发性的文字中，马克思指出了这种霸权是如何构成的：
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一切资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阶层中必定有无数人同国债、交易所投机、金融发生利害关系。难道所有这些利害攸关的下属不都在以最广泛的轮廓代表这一利益、总体代表这一利益的派别中找到自己天然的支柱和指挥官吗？22

还必须指出另一个重要事实。一个阶级或分部的霸权得以构成的过程，取决于这种霸权是仅仅施加于其他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权力集团），还是施加于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形态的整体，二者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与社会形态各阶级所占据的统治与从属地位之间的分界线相重合。这一霸权分部面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代表的普遍利益，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剥削地位。这一分部面对整个社会（从而面对被统治阶级）所代表的普遍利益，则取决于霸权分部的意识形态功能。然而我们注意到，权力集团内部的霸权功能与面对被统治阶级的霸权功能，通常集中在同一个阶级或分部之中。后者通过在政治上将自身确立为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或分部，从而在权力集团中树立起霸权地位。关于议会制共和国以及金融贵族在权力集团中的霸权，马克思说这是唯一的国家形式，“在其中，他们的总阶级利益既支配其各个派别的要求，又支配社会上一切其余阶级的要求”；23并且他又指出：“……社会的旧势力已经纠集起来，联合起来，深思熟虑，并在国民群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中找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24马克思还就金融资产阶级确立为权力集团以及整个社会之霸权分部的过程，提供了一整套具体的分析。
然而，尽管霸权的双重功能在同一个阶级或分部内部的这种集中铭刻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运作中，但它仍然只是一般规则，其实现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情势。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霸权功能存在着错位、分离并向不同阶级或分部位移的可能性，其中一个代表整个社会的霸权分部，另一个代表权力集团特有的霸权分部：这在政治层面上具有重要后果。
(iii) 权力集团、同盟与支持阶级
权力集团的概念必须与同盟概念区分开来。25后者同样包含同盟中同盟阶级或阶级分部利益的统一与矛盾。这两个概念通过以下几点相区别：
1. 相对于某一阶段内资本主义国家的某种“形式”而言的这种矛盾的性质。就权力集团而言，我们能够分辨出一个门槛，跨越这个门槛，构成权力集团的各阶级与分部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某种国家形式并在某一特定阶段内），便可清楚地同那些阶级和分部与其他的同盟阶级或分部之间存在的矛盾区分开来。同盟既可以在权力集团的阶级或分部之间运作，也可以在这些阶级或分部之一与权力集团之外的另一个阶级或分部之间运作：例如参见小资产阶级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常见关系。
2. 权力集团成员之间矛盾的性质与同盟成员之间矛盾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各自统一体的不同特性：同盟通常仅在阶级斗争领域的某一确定层面发挥作用，并往往与在其他层面的激烈斗争相结合。例如，权力集团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同盟往往与针对后者的激烈经济斗争相结合；或者，与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同盟往往与针对其政治代表的激烈政治斗争相结合。26另一方面，在权力集团的情况下，在阶级斗争的所有层面上都存在着统一体的相对扩展（从而也存在着相互妥协与牺牲）：经济统一、政治统一，并且往往还存在意识形态统一。当然，这并不妨碍权力集团成员之间存在矛盾：只是它们在所有层面上的关系之间存在着相对同质性。
在力量关系发生重大逆转的情况下，或者在权力集团或同盟解体的情况下，权力集团与同盟之间的这些差异就变得十分明显。在权力集团的框架内，这种逆转通常对应于国家形式的转型。例如，马克思表明了议会制共和国的权力集团是如何随着路易·波拿巴的登台而发生转型的。27另一方面，在同盟的框架内，这种逆转并不与国家形式的转型相重合。因此马克思指出，在议会制共和国第一阶段末期发生的同小资产阶级（他们把同盟者地位换成了追随者地位）同盟的瓦解，根本没有导致该国家形式被另一种国家形式所取代，而是（在所论及的情形中）导致了政体形式的转型。28
因此，权力集团与同盟之间的区别不应与（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年代学区别相混淆，后者可以说是把权力集团看作一种长期同盟。事实上，可以观察到某些阶级同盟比权力集团的转型更持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同盟者）与金融资产阶级（权力集团成员）之间的永久同盟；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重点指出了这一点。
概括上述论述：在某一阶段中对应于某种国家形式的权力集团所特有的典型构型，建立在三个重要因素的具体结合之上：
1. 具体掌握霸权的阶级或分部，
2. 参与其中的阶级或分部，以及
3. 这种霸权所采取的形式，即权力集团内部矛盾的性质与具体的力量关系。权力集团霸权指标从一个阶级或分部向另一个阶级或分部的位移；其构成的重大变动（某一阶级或分部的退出或加入）；权力集团与其他阶级和分部之间、或权力集团本身的内部主要阶级矛盾或阶级矛盾主要方面的位移；取决于它们结合的具体效果，所有这些都可以对应于国家形式的转型。显然，某一确定权力集团的典型构型取决于情势，即取决于上述因素的具体结合：无论如何，它通过为某一确定形态之某一阶段的典型形式设定界限，为我们破译该阶段典型的阶级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一阶段所设定的界限之内，存在着一系列阶级关系的变异以及权力集团的变动，然而这些变异与变动并不威胁其典型构型和相应国家的形式。29
因此，由于权力集团的复杂性，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确定它与同盟的关系。事实上，其对应于某种国家形式的典型构型，允许一系列变异在其典型构型的固有界限内表现出来，例如表现为同盟与权力集团之间划界门槛的位移。根据这些位移，例如一个同盟阶级可能跨越这个门槛并成为权力集团的一部分，或者相反，权力集团的一个成员可能改变其地位而成为同盟阶级或分部。当这一门槛的位移处于上述界限之内时，它们通常并不导致国家形式的转型。但是，当这些位移是由于产生权力集团的诸因素的结合转型所引起时，它们确实会导致这种转型。
为了补充权力集团与同盟的这些概念（仍然着眼于某一确定阶段中某种国家形式与权力集团界限的变异），马克思运用了另一个概念，它涵盖了权力集团各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一类特殊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所“依靠支持”的阶级。这些“支持阶级”的典型例子是波拿巴主义框架下的小农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以及议会制共和国第一阶段末期的小资产阶级。
支持与权力集团以及同盟的区别在于：（i）权力集团与（a）同盟阶级以及（b）支持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以及（ii）权力集团与（a）同盟阶级以及（b）支持阶级之间统一体的性质。支持阶级或阶级的支持分部的特殊地位具有以下特征：
1. 它们给予某一确定阶级统治的支持，通常并不是基于权力集团和同盟阶级的利益向它们作出的任何实质性政治牺牲。它们对于这种阶级统治必不可少的支持，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幻象的过程。马克思在小农阶级的事例中证明了这一点：小农对波拿巴主义国家至关重要的支持，是基于依赖于“传统”和路易·波拿巴出身的整个意识形态语境。受到这些农民支持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并没有采取任何明显有利于他们特殊利益的政治举措。它只是采取了某些妥协性质的措施，以继续喂养作为这种政治支持基础的意识形态幻象。
2. 支持阶级的特殊支持，源于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恐惧，无论这种恐惧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支持当然既不是基于源自实际相互妥协牺牲的利益共同体，也不是基于关于这种牺牲的意识形态幻象，而是基于工人阶级斗争这一政治因素。这一因素是权力集团统一体或阶级统治同盟统一体中的基本要素；在支持阶级的情形中它也变得不可或缺。它是它们支持那些最终会损害其利益的阶级的唯一因素，尽管这种损害在实际中或想象中要低于工人阶级原本会带来的程度。在这里，意识形态幻象主要不是关涉国家或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态度，而是关涉无产阶级对它们的态度。典型的例子是小资产阶级在特定情势中的地位。
产生支持阶级之支持的这些因素，以及将它们与权力集团各阶级和同盟阶级区分开来的矛盾性质，影响了它们与后者的统一体性质。这种统一体通常并不表现在直接的阶级关系中，而是通过国家的中介来运作。支持阶级与权力集团以及同盟阶级的关系，与其说是表现为政治阶级统一的关系，不如说是表现为对某种特定国家形式的支持。在支持阶级的情形中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幻象，采取了列宁所说的权力拜物教的特殊政治形式。这体现为：（i）相信存在一个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能够为其利益服务以反对权力集团和同盟阶级利益的国家；以及（ii）相信国家是现状的守护者，是阻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屏障。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国家性质和功能的特殊意识形态遮蔽，以及对国家作为（a）支持阶级与（b）权力集团和同盟阶级之间中介角色的遮蔽，都取决于支持阶级特有的政治不充分决定性程度，并取决于由于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而无法建立自主的政治组织。它们的政治组织必须通过国家的直接中介，正如小农阶级的典型情况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常见情况那样。换言之，（a）权力集团与同盟，同（b）支持之间的裂隙，也表现在支持阶级无法建立自主政治组织这一点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谈到小生产者阶级时指出：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有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71页）。

因此，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势，我们可以在权力集团的阶级和分部、同盟阶级或分部以及支持阶级或分部之间观察到一整套复杂的关系。然而，同盟和支持的变动在划分为阶段的分期框架内通常并不对应于国家形式的变动，除非它们与权力集团构型的构成要素的变动相结合。
(iv) 政治分期、政治舞台、统治阶级与掌管国家的阶级
显然，马克思提供的这些线索对于具体研究政治国家上层建筑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刚才澄清的概念必须由指向不同分期和空间的另一系列概念加以补充。权力集团的概念将通过这种方式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事实上，这一概念与社会形态划分为各个阶段的一般分期相关。与国家形式概念相伴，它涵盖了与确定阶段中某一形态各层面的总体相关的政治层面，并以这些层面的特殊联结为特征。这种以每个层面特有的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为标志的分期，有别于涉及政治层面特定时间序列的分期。第一种分期界定了固定在结构与实践某一特定水平上的阶段界限；第二种分期则标志着该层面在这些界限之内的特定节奏。但一个层面的时间序列取决于其自身特有的结构：这种政治层面特有的第二种分期，取决于某一确定形态中该层面的具体结构。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本人清楚地指出了这两种分期之间的区别。关于第一种分期，他说：
有三个主要时期是无可争辩的：二月时期；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是共和国建立的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是宪政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30

这正是在结构中由国家形式概念所涵盖、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实践领域中由权力集团概念所涵盖的分期。
然而，正如马克思在下面关于宪政共和国时期的论述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总的分期必须与另一种分期区分开来，后者自然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
1. 1849年5月28日到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波拿巴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
2. 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5月31日。秩序党的议会专政。它通过废除普选权使自己的统治完备起来，但失去了议会内阁。
3. 1850年5月31日到1851年12月2日。议会资产阶级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议会政体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终结。……31

在结构中，这一分期由政体形式的概念所涵盖，其转型不能直接与标志着国家形式转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动相关联。它们毋宁与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结构、政党代表制的坐标系、选举制度等相关联。
然而，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践领域中用于研究具体政治分期的那些概念。应当指出，马克思界定了归属于这第二种分期的领域的特定空间；他称这一空间为“政治舞台”。这一表述涵盖了在他所研究的社会形态中政治阶级实践层面的一个特殊空间：从对他的全部政治文本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空间恰恰包含着组织在政党中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在政治舞台上的在场、阶级在该舞台上的位置（是否处于前台）等隐喻，始终与政党对阶级代表的方式以及政党之间的关系相关联。一个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登场与退出，取决于决定其权力的组织及其与政党之关系的具体情势。此外，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必须确立马克思在政治舞台与普选制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这种普选权加速了众多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形成，恰恰是因为在马克思所研究的具体环境中，它构成了促进某些阶级组织成政党的因素之一。
然而，在划定政治舞台这一新空间时，我们提出了一定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它与一般政治实践空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一个阶级或分部作为独立阶级或自主分部即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以其在政治层面产生“相应效果”形式的在场为前提。然而，在政治实践层面上的在场有别于在政治舞台上的在场：后者以一个阶级的组织权力为前提，这不同于其政治实践。列宁在其公开或公开宣告的行动概念中作出了这种区分，而这一概念在实践状态中也存在于马克思那里，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行动”。尽管社会力量的公开行动与政治实践的概念并不等同，但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形态中，政治舞台是社会力量通过政党代表得以进行公开行动的特权场所。
因此，政治舞台的空间对马克思而言具有非常精确的功能：在这一场所中，我们可以观察到（a）各阶级的政治利益与实践，同（b）政党对它们的代表以及政党本身之间的一系列错位。政治舞台作为政党行动的特殊领域，往往相对于阶级的政治实践以及政治利益领域发生错位，而这些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正是由这些政党所代表的：这种错位是通过马克思关于“代表”的理论问题式被思考的。
对政治舞台（即第二种分期的领域）的精确界定具有许多重要后果。例如，它使我们能够确立政体形式与政党行动领域之间的根本关系。我们稍后将看到，政体形式类型学的主要因素（正如某些当代理论家所指出的）32，就是这些政体形式与政治舞台领域中政党的具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正如国家形式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政体形式（涵盖政治结构具体分期的概念）与政治舞台中占统治地位阶级之政党之间关系的具体构型（涵盖政治阶级斗争具体分期的概念）相关联。33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展示权力集团概念在（a）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b）这些阶级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中所具有的有用性。某一阶段的权力集团为各种政党关系设定了界限，这些关系标志着该阶段在政治舞台上的节奏。这些关系对应于某种政体形式，而该政体形式本身处于对应于该权力集团的国家形式所设定的界限之内。因此，权力集团以及由它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够确定并破译某一阶段内严格的政党关系的真正（阶级）意义，并在此之后破译它们与政治阶级关系之间的错位。
事实上，任何把自己局限于政治舞台领域来确定阶级关系的人，都会将阶级关系仅仅还原为政党关系，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源于对这些错位之误解的错误。例如，我们经常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某个政治阶级虽然仍留在权力集团内部，却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可能是由于其政党在选举中失利，由于该政党出于各种原因在政治舞台领域中瓦解，或者由于它被排除在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其他政党建立政党式关系之外。然而，某个阶级或分部在政治舞台上的缺席，并不直接意味着它被排除在权力集团之外。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阶级或分部在政治舞台的分期中是缺席的，但在权力集团的分期中却继续在场。这样的例子在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中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路易-菲力浦统治下的工业资产阶级。
马克思通过明确区分作为权力集团一部分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与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或分部，强调了这一事例的重要性。一个阶级或分部在政治实践领域中的地位与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之间的这种错位，当然伴随着其政党代表制方面的一系列变动：这些变动涉及政党的构成、政党之间的关系、它们的代表性程度等。该阶级或分部的政治利益固然是以扭曲的方式由其他统治阶级或分部的政党所代表的，因此上述变动只有通过阐明政治实践与政治舞台之间的错位才能被揭示出来。在这一错位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得具有决定性。此外，政治实践领域内的位移与政治舞台内的位移并不相同。权力集团中霸权指标从一个阶级或分部向另一个阶级或分部的位移，并不必然伴随着政治舞台上政党代表制的位移：例如，它并不必然对应于从舞台后台向前台的移动。此外，权力集团中的霸权阶级或分部完全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缺席。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与统治阶级或分部之间的错位，在这里体现为实际的霸权阶级或分部与统治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区分：例如俾斯麦政体末期的资产阶级就是如此。
归根到底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阶级或分部，也不应与“掌管”国家机器的阶级或分部相混淆。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后一个阶级或分部是政治、官僚、军事等人员所由选拔出来的阶级或分部，并占据着国家的“高位”。这一分析在马克思论英国土地贵族的文本中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在这些文本中他指出：
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在资产阶级把政府的垄断权和官职的专属权让给他们即贵族家族寡头的条件下，他们向中等阶级让步，并协助中等阶级去夺取在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中已经表明成为不可避免和不可延缓的一切让步。……此外，他们不时代表的利益和原则并不属于辉格党人：这些利益和原则是工商业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强加给他们的。34

目前只需指出，这些领导阶级或分部、统治阶级或分部以及掌管国家的阶级或分部，有时是同一的，有时是截然有别的。领导阶级或分部可能既是统治阶级，又是掌管国家的阶级；但统治阶级或分部可能掌管国家，却并不因此成为领导阶级。1832年以后的英国就是如此，当时土地贵族占据着政治舞台并提供高层官僚-军事人员，而资产阶级则掌握着霸权。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贵族以托利党的形式成为统治阶级；在这里马克思甚至使用“治理”阶级来代替“统治”阶级，指出在英国，治理阶级根本不与指挥国家的阶级相重合。治理阶级同时也是掌管国家的阶级，其形式为辉格党：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土地贵族的不同分部。
这种具体结合绝非简单的组合术，它甚至可能导致这三个位置的完全去中心化，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由不同的阶级或分部所占据。统治阶级或分部（更不用说掌管国家的阶级或分部了）不仅可能并非领导阶级，甚至有时可能根本不是权力集团的一部分：一个仅仅处于与该集团结盟地位的阶级，可以在短期内成为统治阶级。最清晰的例证是1914年战争前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激进派政府；金融分部掌握霸权，并与工业分部共同占据掌管国家的阶级地位，而小资产阶级在与中产资产阶级的复杂同盟中，则表现为统治阶级。35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在某些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情形中（尤其是在法国），尽管总是与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发现该阶级与其政党代表制之间存在着特征性的错位：其政党充当领导阶级或分部、甚至权力集团中另一个阶级或分部的“办事员”角色。对于掌管国家的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在随后的阶段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政治实践与政治舞台之间的这种错位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在此通过指出严格划定政治阶级实践与政治舞台之间的界限至关重要，来总结前面的分析：在作出这种区分时，我们反对的是当代政治学中把阶级关系还原为政党关系以及把政党关系还原为阶级关系的双重混淆。在合乎逻辑地贯彻这一区分时，必须对所有相关概念进行具体界定，以便指称这两个领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权力集团的概念（如同霸权的概念）以政治阶级实践领域为其对象：因此它使我们能够阐明作为基础并为政治舞台上政党之间的关系（其效果）设定界限的占统治地位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些阶级关系往往被政党关系的诸多变量所遮蔽。诚然，我们有时会使用涵盖这两个领域的特定概念。统治阶级或分部的概念就是这种情况，它（尽管通常仅作为一般规则）涵盖了领导阶级或分部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我们可以再次注意到政党集团概念的例子，它在政治舞台上往往涵盖权力集团各阶级和分部的政党之间的关系。然而，有时我们会遇到非特定性的概念，例如同盟概念。在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时，弄清我们所谈论的是阶级同盟还是政党同盟是有益的：否则我们可以约定使用不同的术语，例如把“同盟”一词保留给阶级关系，而用“协议”［entente］来指称政党关系。事实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错位不断出现在其诸要素的所有具体关系中。例如在政治舞台上，权力集团可以催生政党集团、政党同盟，甚至是政党之间公开宣告的斗争：例如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一个议会反对党（在政治舞台分期的某一“步骤”［étape］中），实际上代表了权力集团的某个阶级或分部（处于该“步骤”所在的某一形态阶段中）。相反，政党协议可能掩盖政治实践领域中的激烈斗争：例如某些完全纯粹属于选举性质的协议的常见情形。
关于分别涵盖政治和政治舞台的两种分期之间的关系，还应作出最后一点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能被还原为年代学问题，例如不能还原为将政治分期视为长时段分期，而将政治舞台分期视为短时段分期。它们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取决于领域的差异，并且只有从这两种分期之间的理论区别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年代学上的差异：例如，政党协议的持续时间可能长于阶级同盟，只要一个阶级通过其在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或诸政党）为中介保持与另一个阶级的协议，即便它们在阶级斗争领域中实际上已经破裂了同盟。关于政治结构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某种政体形式（例如英国的两党制）在实际上可能比某种国家形式更持久。

IV
权力的统一性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
相对自主性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
在本节中，我将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它引发了无数争论和误解。这就是制度化政治权力的固有统一性及其相对自主性问题。
当然，统一性和自主性这些概念就其本身而言，在用于处理科学问题时似乎并不足够严密。尽管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习惯性地使用，但往往只是起到了阻碍理论家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分析的作用。事实上，除非对这些概念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被允许使用它们：而这正是我在整章中所试图做的工作。为了明确这些思想，我将首先给出一些初步的工作定义，指出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涵盖的问题。1
a. 所谓制度化政治权力的固有统一性，我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特殊特征，它使国家权力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已获得了相对于经济的相对自主性）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内部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可以在其效果中被感知到。作为现阶段的一个近似表述，我们可以说，正是它阻止了：（a）权力集团的各阶级或各分部之间的关系，以及（b）更不用说后者与同盟或支持阶级及分部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对国家制度化权力的“割裂”、分割或分享的基础之上。这一特征似乎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那些与经济的关系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前”国家类型，并不具有这种自主化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的特定凝聚性。它们的机构由政治-经济性质的割裂多元的权力中心构成；而在其中，阶级关系往往建立在对这些中心的分享之上。
b. 我所谓的该类型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也不是指其结构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直接关系。相反，我指的是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它相对于权力集团的各阶级和分部的相对自主性，进而引申为相对于其同盟者或支持者的相对自主性。这一表述见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它涵盖了在现有政治力量“准备互相平衡”的情况下国家的一般运作。我在此使用它，所取的含义既比这更宽又比这更窄，旨在指称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运作方式。通过这种用法，我希望明确划清这种国家观念与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工具或器具的简单化与庸俗化观念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相对于先前国家类型的特定运作方式，并表明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视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简单工具或器具的观点，即使在其普遍性上是错误的，对于把握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而言也尤其毫无用处。
我还想补充（而且这是重要的一点），在下文中可以观察到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这两个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它表现出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相对自主性，但它能做到这一点，恰恰在于它作为CMP及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特定层级，拥有其特有的自身统一性（阶级权力的统一性）。同时，它之所以拥有这种制度化的统一性，是因为它相对自主于这些阶级或分部，亦即由于它相对于这些阶级或分部所承担的职能。
这些评述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流派凭借其始终不变的“唯意志论/经济主义”二元组，牢固确立了制度化政治权力的统一性与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职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却对这种关系作出了错误的解释。该流派最终将国家视为某个主体的产物，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主体的产物，而国家只是该主体可以任意操纵的单纯统治工具。因此，这个国家的统一性便与预设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意志”的统一性相联系，相对于这一意志，国家没有任何自主性。被这一阶级单一的统治意志所统一的国家，仅仅是其被动的工具。这随即导致了如下结论：一旦承认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具有相对自主性，这立刻就会被解释为制度化政治权力统一性的破裂，解释为这种权力的碎片化与分割，而工人阶级可以从中夺取一个自主的“部分”。另一个基于公然理论前后不一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既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单纯“书记”，又是只等着成为工人阶级战利品的一堆地块的联合体。
为了结束这些导论性评述：我之前通过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由特定且相对自主的层级所构成的资本主义形态中作为统合因素的特殊职能，已经指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结构各层级整体（在CMP中）之间存在的关系。在此我探讨该问题，并非通过直接考察国家与其他各个级度（instances）的关系，而是考察它与阶级斗争领域，特别是政治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决不可忘记的是，后一种关系反映了各级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是其效果，而且国家与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在自身内部凝聚了结构各层级与阶级实践领域的关系。换言之，国家所特有的权力统一性（与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相关联）是它相对于各级度的统合作用的反映；而它相对于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则是资本主义形态各级度的相对自主性的反映。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这种统一性与自主性，与其结构的特殊性（相对于经济具有相对自主性）在与政治阶级斗争（相对于经济阶级斗争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关系中相关联。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研究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特征。但在涉及这些著作时，应当作出两点初步说明：
a. 至少在这些问题上，这些文本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此外，正如在权力集团问题上的情形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历史现实时，往往明确借助于不足以对其进行解释的概念。只要能够破译其中所包含的必要的科学概念——这些概念要么是缺位的，要么（更常见的情形是）以实践状态存在——这些文本就包含着宝贵的指导方针；
b. 必须指出这些文本的含混之处：尽管表面如此，它们并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形态中具体现象的历史分析，而且（在一种复杂且难以破译的重合中）还包含了对CMP政治形式的理论反思。
例如，如果我们参考马克思关于法国1848—1852年时期的文本，就会发现列宁已经将其视为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诸种转变。列宁的意思是，这些文本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的理论建构的一种尝试。从这个角度阅读这些文本，我们便能在马克思所研究的法国社会形态的具体历史形式中，以及在政治形式转变的各个“步骤”中，破译出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的构成性特征。在这种解读中，我们的目的并非通过对历史数据（即马克思所描述的具体政治形式）进行概括来建构一种国家类型。相反，我们的目的是将自身置于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的关联之中，这是一项截然不同的事业。正是借助这一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马克思以“集中”形式分析的历史转变。在此过程中，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些分析的片段性与纲领性特征，它们仅向我们提供了理论线索。简而言之，如果说《资本论》隐性地向我们提供了上述分析的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特征，那么其政治著作则向我们提供了该类型国家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的概念特征。
说了这些之后，我们将探讨波拿巴主义的问题，这在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文本，首先包含了对某一确定形态中具体政治现象的分析。然而与此并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将波拿巴主义构想为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是资本主义国家类型本身的构成性理论特征。恩格斯在1866年4月13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点：
波拿巴主义终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宗教。对我来说越来越清楚的是，资产阶级本身并不具备直接进行统治的素质，因此……波拿巴主义的半专政是正常的形式；它维护资产阶级的重大利益（甚至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但绝不容许资产阶级分掌政府权力。2

恩格斯在第三版著名的序言中再次谈到了这一点（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94—95页），在该序言中，他认为就政治形式而言，法国与就经济而言的英国一样，同样代表了CMP。这一构想也隐性地包含在马克思本人1869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撰写的序言中，在序言里，他将作为现代一般阶级斗争之政治形式的波拿巴主义，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生产方式所主导的形态的政治形式对立起来：
最后，我希望我的著作能够有助于消除特别是目前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这种学理主义的词汇。在这种浅薄的历史类比中，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内部进行的，是在自由富民与自由平民之间进行的，而广大的生产居民群众——奴隶，则只是充当这些斗士的纯粹被动的基座。……在古代与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具有如此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由这些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同样不会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大祭司撒母耳之间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3

因此，在参考这些文本时，我们必须始终理清对它们可能作出的两种解读，并在涉及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具体历史现象的内容与涉及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构成性特征的波拿巴主义的内容之间作出区分。
第二种意义上的波拿巴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待它的角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解释波拿巴主义的图式是什么呢？当斗争中的各阶级“接近平衡”时，他们最常诉诸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一般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波拿巴主义可以用“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的那个时刻来解释。这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波拿巴主义问题上，他本人诉诸马克思主义所公认的在现有社会力量平衡的情况下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一般解释，因此他往往把诸如绝对主义国家、俾斯麦主义和波拿巴主义这样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波拿巴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涉及的是CMP的主导地位已经巩固的社会形态的国家。因此，与过渡时期的绝对主义国家相反，我们在此探讨的是属于扩大再生产阶段的政治形式：而俾斯麦主义又是一种不同的现象。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对波拿巴主义进行具体研究时，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反思。
显而易见，通过参照斗争中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状况，来解释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构成性特征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宗教”），是完全不充分的。更有甚者，它甚至不足以解释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具体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似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了他们唯一在理论上阐发的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来解释那些该概念被证明不足以解释的事实。但事实上，对文本的更深入解读表明，在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情形中，马克思绝没有承认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平衡——例如在我们可以谈论旧制度最末期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那种意义上的平衡：被1848年事变打乱了组织的工人阶级，不仅没有与资产阶级保持力量平衡的状态，而且“甚至退出了舞台”。主要矛盾发生了转移，并集中在（a）资产阶级与（b）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可以谈论这些力量之间的平衡。
列宁在关于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文本中，也遵循了这种解释图式。4 唯独葛兰西在此点上的立场更为深入，尽管他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在关于“凯撒主义”的重要文本中，他试图通过将这种特定政治现象置于同各种国家类型的关系之中来对它加以界定。这样，他把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主义视为凯撒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置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之内。他并未试图从理论角度将波拿巴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特征：波拿巴主义属于这一国家的事实，使他能够将该现象具体化为凯撒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不仅没有将凯撒主义作为一种特定政治现象与现有社会力量的任意平衡联系起来，而是将其同特殊平衡联系起来，这种平衡由他的“灾难性平衡”概念所把握，它会产生政治危机：“可以说，凯撒主义表达了一种处于冲突中的诸力量以灾难性方式相互平衡的局势；这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平衡：冲突的继续只能以它们彼此的同归于尽而告终。”5 这些重要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十分相近，后者将法国波拿巴主义同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统治国家的机会而工人阶级尚未获得这种机会时的那种特殊力量平衡联系起来。
然而，虽然这种特殊的灾难性平衡（我们必须像葛兰西那样，将它与在绝对主义国家情形下表现出来的普遍平衡区分开来）确实导致了凯撒主义这一特殊现象，但同样真实的是，它（正如普遍平衡一样）并不能解释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具体历史现象。葛兰西在解释法国波拿巴主义时所采取的审慎态度清楚地表明，他事实上非常清楚这一点，而法国波拿巴主义绝不能简化为这种灾难性平衡的政治危机：
……灾难性阶段可能是由传统统治力量的“暂时性”政治缺陷引起的，而不是由任何必然无法克服的器质性缺陷引起的。拿破仑三世的情形正是如此……［在其中］现存的社会形式尚未耗尽其发展的可能性，正如后来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那样。拿破仑三世代表了……这些潜在的与内在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凯撒主义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在其中］不存在从一种国家类型向另一种国家类型的过渡，而只有同一类型沿着不间断线条的“演变”6

法国波拿巴主义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只有从这种具体形式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这一事实出发才能得到理解——这种国家将这种相对自主性作为其概念的构成性特征呈现出来。因此，这一特征源于该国家与CMP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阶级斗争的具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设定了界定这种斗争对国家之具体作用的限度。即使在既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平衡，也不存在构成主要矛盾根源的社会力量的灾难性平衡的情况下，这种自主性也是存在的。这意味着，这种作为一种可能性铭刻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运作之中、其变异与实现方式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具体情势的自主性，既不能被归约为这些力量平衡的一般图式，也不能被归约为构成凯撒主义特定现象基础的灾难性图式。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这种自主性的缘由及其确切含义，马克思在其政治著作中给出过关于这些的一些指示。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自主性排除了在这一类型的某种历史形式中、由诸力量的普遍平衡或灾难性平衡所导致的自主性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应当清楚地看到，在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中，这些自主性并不属于同一个层级：在现有社会力量平衡的情况下，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可以在这些力量之间切实发挥（客观意义上的）仲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构成性特征的自主性，在其与CMP中阶级斗争具体特征的界限关系中，就其本身而言不能用仲裁来理解。虽然这些相对自主性的模式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某种具体形式中结合起来（conjugués），但它们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由现有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所导致的该国家某种形式的相对自主性，可能会威胁到它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职能，从而威胁到由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而赋予它的那种相对自主性模式。

2. 某些误解及其后果
(i) 一般政治理论
在触及问题的根本之前，有必要通过指出某些当代国家与政治权力观念所产生的混乱来强调其重要性。这些思潮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或边缘形成的，但通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媒介，它们往往对欧洲的工人阶级战略产生了影响。它们往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产生隐性的反响。我还将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某些扭曲，这些扭曲尽管继续承认相同的理论原则，却采取了与这些思潮相反的看法；它们由此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水准，特别是在涉及国家特有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问题上。
尽管要在系统上对目前以启发性折衷形式呈现的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同的理论进行分类是困难的，但至少可以确立一个共同主题。为此，只要梳理各种变体之间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相关性就足够了。这些相关性表现为：
a. 对政治维度的低估：它失去了作为社会结构与实践之相对自主层级的特殊性。换言之，不存在关于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科学概念，而这种关系作为CMP及资本主义形态的不变母体，支配着这一形态在各个阶段和时期的这种关系的变化。未能认识到这种关系在理论上表现为两种形式，即（i）政治在经济中的消解，以及（ii）经济在政治中的吸收。
b. 缺乏关于国家权力以及一般政治权力的统一性概念：相反，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将制度化政治权力分割为权力/反抗权力、否决集团、决策中心等之“多元主义”的观念。
c. 要么缺乏关于政治权力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政治权力被看作是这些被分割权力的众多承担者（如群体、联合体等）在彼此之间瓜分的战利品；要么是对这种自主性的误解，例如将强国家视为仲裁者，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加以改造。
d. 缺乏阶级斗争概念，或对政治阶级斗争理论存在误解。此外，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显然来源相当多样的理论的认识论原则。以其现代形态表述的这些理论，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康芒斯关于“制度主义”的最初构想，以及魏玛共和国之后在德国形成的关于国家的“新法团主义”观念。此后，它们当然采取了极为多样的形式，并通过汇入若干理论与政治思潮而或多或少地实现了现代化。它们最常被植入关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各种当代观念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它们的渊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掩盖了。我之所以对它们的渊源作出这种相对精确的指涉，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a. 表明在其源于所谓社会转型（自然是当代的转型）的“现代”形式之下，隐藏着一种非常古老的意识形态职能；这种职能在于掩盖制度化政治权力的阶级特征。因此，这些“当代的”理论与政治形式与其衰朽源头的原则和结论相融合，绝非偶然。这些古老的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潮所产生的反响，与它们对当代社会民主党所产生的反响完全相同。
b. 表明它们如何以格外清晰的方式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问题。
这些理论原则共同具有的特征可以追溯到德国新法团主义观念的黑格尔渊源。这些特征在当代的法团主义思潮中得到了延续，对功能主义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反响，这在当代大多数关于福利国家的理论中清晰可见。1 我将不再在此点上多费笔墨：只要回忆一下历史主义问题域与功能主义之间的关系就足够了。在处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问题时，这些思潮最终同中心主体的问题域相关联，因此不能承认社会总体被结构化为各自具有自身效能的特定层级。一切统一性，无论是特定层级的统一性还是社会系统总体的统一性，都被关联到格式塔（Gestalt）类型的总体上；亦即关联到由同质且等价的要素构成的简单而循环的总体上。这些要素的统一与关系建立在作为总体化中心的始源主体之上。
上述一系列相关性可以在这些理论随后采取的各种形式中，定位于这一问题域之内：
a. 缺乏阶级斗争的科学概念。相反，在社会-主体系统中存在着某些“群体”、“联合体”、“利益集群”等之间的“整合”关系。
b. 在这种语境下，国家的制度化政治权力无法根据其作为社会系统的特定层级这一地位得到把握。这些思潮所接受的“制度”概念使这一点显而易见。此外，这一概念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混乱，并不加区别地被结构、组织、协会或法团等术语所替代。它既涵盖了经济领域（由此指的是大型企业、工会、院外游说集团、压力集团等经济“群体”或“联合体”），又涵盖了政治权力的特定结构。国家-制度被视为社会系统-总体的一个要素，一个与其他要素同质且等价的要素，作为始源主体的产物，被整合在其循环平衡之中。它参与到凝聚社会整体的弥散且模糊的职能之中——赋予其所有总体部分［见上文导论注释9］；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文讨论过的帕森斯关于政治的构想。
c. 国家自身作为社会系统-总体的一个特定要素，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呈现内部统一性。制度化政治权力被构想为由“权力/抗衡权力”、“补偿性权力”、“否决集团”即等价部分的“总体”所组成。这些部分本身在该循环系统中处于平衡状态的各个联合体或群体之间进行瓜分。因此存在着一种循环平衡，它既在经济层面上又在政治层面上，支配着社会总体及其所有特定要素。在此，政治权力的平衡与瓜分被模仿于在经济领域中假定的构成该领域的各个“联合体-群体”之间的平衡。在这一图式中，这些联合体在彼此之间瓜分政治权力，而阶级斗争当然是缺位的。
通过具体考察这些普遍论断目前的表述方式，以及考察政治层级特殊性的缺失、政治在经济中的消解以及经济在政治中的吸收所带来的后果，可以对这些普遍论断作进一步细化。
a. 第一种倾向今天出现在“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该学派依附于“平衡”与“多元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概念。2 因此，国家在这里被概括为一个“制度”，并不构成一个特定层级或具有自身统一性与特殊性的制度化政治权力。按照这种理论，这种政治权力被稀释为一种“多元主义”的诸多新决策中心，在这些中心之间，通过代表整合社会的“经济力量”的各种“权力集团”或“压力集团”或“事实上的权力”（企业、工会、消费者组织）的“协商”，“自动”实现了平衡。3 制度化政治权力的统一性似乎被瓦解了，转而有利于这些制度。它的特殊性通过各种“要素”、权力/抗衡权力、补偿性权力、否决集团等而被稀释，转而有利于那些在总体社会过程中通过“相互限制”、通过“各自控制”来实现平衡的力量。4
根据这一思潮（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反），市场的“自动”与自然平衡（这种平衡预设了一种在经济过程中没有任何干预的自主政治权力）在此被转换为“技术-工业”社会中“混合”权力的平衡。这种“有计划的”平衡是通过经济-政治力量的协同努力来实现的，后者的“决策权力”瓜分了制度化政治权力。5
除了这种权力的统一性问题之外，它相对于这些“力量-群体”的自主性问题在这种语境下根本无法提出，恰恰是因为它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承担了一种“组织”的“技术性”职能，为这个已经制度化和整合的“多元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形式凝聚力的框架。其角色由“辅助性”原则界定，被限制为瓜分国家权力的各种经济-政治“权力”所达成之协同决策的单纯执行者。但是这些权力之间平衡的基础主要是经济过程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存在，至多只能作为一种例外，按照国家-制度相对于社会-主体的功能失调模式勉强得到承认。撇开当代学派所承认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所谓转型不谈，我们只需指出政治层级特殊性的缺失，它被稀释到了经济层级之中。
b. 相反的情形今天出现在制度主义“新法团主义”国家观念的延续之中。其倡导者在理论上预设经济层级中各个“联合体”或“利益集群”之间具有相同的整合论关系的同时，承认它们之间存在某些令人担忧的对抗，当然还不至于去谈论阶级斗争。因此，他们被迫构想一种制度化政治权力，在这些联合体的动态协调中充当“开明统制”（dirigisme éclairé）的核心要素。6 绝不存在放弃功能主义制度主义一般观念的问题：等价要素的协调多元主义仍然是强制性的。然而，在第二种版本中，这些不同的权力/抗衡权力等之所以表现为“制度化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影子国家之外的“经济-社会”制度，而是因为它们直接被强国家所制度化。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被视为直接获得了公共地位，得到官方承认并直接被实现其统一性的国家所吸纳。国家-制度的级度再次登场：属于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和各种公共委员会或机构被建立起来，在其中，这些“制度化的”群体在技术-官僚行政体系的领导和中立仲裁下进行合作，旨在实现社会的“定向统合”。这就是冠以“阶级斗争的制度化”之名的观念的现代形式。7
这种新法团主义的国家观念显然提出了政治权力所特有的统一性及其自主性问题：然而它恰恰将这种统一性呈现为被瓦解，转而有利于那些制度化了的权力。相反，新自由主义关于政治层级的全面消解转而有利于“事实上的经济-社会”权力多元主义的理论（即具体政治层级向实质上自我管理的社会的消解），则以相反的形式呈现。该理论看到了国家-制度内部政治权力向各个在政治上被制度化了的多元主义利益-联合体的多中心扩散。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的消解，在此转化为经济向政治的吸收。
然而，这两种思潮的相关性在于它们都导致了未能对经济与政治作出严格划界。在第二种法团主义思潮中，由于政治级度在“定向”仲裁的必要性中得到了承认，国家自主性切实成为一个问题。但它是与官僚机构的古典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精英理论和统治阶级理论只不过是这种观念的最新产儿。
(ii)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这些理论思潮往往对当代工人阶级运动理论产生隐性的反响。我们常常低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理论受到这些意识形态思潮污染的程度。必须重申的是，这些观念在其当代形式中，在诉诸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转型时，忠实地履行着它们旧有的意识形态职能。事实上，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上的摇摆不定，以及面对缺乏关于其转型的科学理论，它们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例如，只要指出当代社会民主党思潮赋予抗衡权力、补偿性权力等观念的重要性就足够了。通过这种方式，它确立了自己在一切改良主义路线上的方向：这条路线恰恰与阶级统一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问题联系在一起。8 因此，为了指明这些理论之意识形态职能的持久存在，回顾它们对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有用的。让我们来看两个显著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A. 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无疑是国家的“制度主义-法团主义”观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潮的灾难性影响。9 这些理论在魏玛共和国建立后明确成型，10 其“多元主义”特征引发了当时政治理论家的连篇累牍：它们已经对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著作产生了直接反响。11 国家的单一政治权力似乎被稀释，转而有利于直接在国家中被制度化了的“法团”联合体。在意识形态政治理论中，这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表现出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将国家的统一性与主权建立在其“道德人格”和“崇高意志”之上，而这实际上正是对阶级国家统一性的直接意识形态解释。从此，这种统一性建立在“利益集群”之上，建立在制度化的法团之上，通过混淆经济与政治而在国家内部实现平衡与协调：这一主题在战时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被提上了日程。国家权力因此似乎被扩散并在这些法团主义联合体之间进行瓜分。这种观念的后果不难猜到。工人阶级似乎能够构成这些联合体之一，并通过融入国家制度而掌握多元主义政治权力的一块自主“地块”。
余下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这些“多元主义”理论受到了当时若干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的推崇，并通过施米特和拉伦茨，成为纳粹国家“法团主义-制度主义”观念的直接先驱（见D. 盖兰在《法西斯主义与大资本》（Fascisme et Grand Capital）中对整个“法团国家”问题的精彩分析）。工人阶级的“制度化”确实在纳粹国家中发生了，但是（正如人们所料）根本没有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分享权力。从理论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清晰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事实上，它揭示了在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国家观念与法西斯国家的法团主义观念之间存在的初看起来令人不安的联系。此外，这一思潮还将影响扩展到20年代英国工党的费边社理论的发展之中。
B.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问题同样重要。在其当代形式中，这些理论对依附于拉萨尔主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古老思潮所采取的现代形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2 它们主要是通过强调国家的“开明统制”以及行政体系在这一领域中的作用的思潮做到这一点的。与其先驱一样，这一当代思潮并未以将国家视为阶级的中立仲裁者与调和者的观念支持者面目出现。问题要更为复杂，因为该思潮借用了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对俾斯麦主义的分析。只要它聚焦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它就尤其引人入胜。
问题在于：国家是否能具有这样一种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自主性，以至于它能够在不通过夺取阶级权力打碎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让我们回顾一下俾斯麦主义的特征：在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特定时期的普鲁士，俾斯麦式国家呈现出一种完全独特的自主性，这是由于在该形态中这些生产方式复杂的交错重叠所引入的错位所致，即（i）各级度之间的错位，以及（ii）这些级度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错位。国家结构的自主性使它能够违背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的意志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办法是巩固资产阶级新生的经济统治并将其提升为政治统治。普鲁士国家因此拥有相对于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不能被归结为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
那么，自上而下的革命理论的当代阐述所承认的预设是什么呢？它在当前的局势与俾斯麦现象之间发现了一种历史类比。按照这种理论，我们今天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构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过渡的特征是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之间存在特定的不对应性，其含义是（正如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那样）法权-政治上层建筑（即国有化、计划等）在某种程度上走在了经济的前面，并且已经展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由于这一基本特征，当代国家从经济中发生了一种特殊的自主化。这反映在国家机器从垄断资产阶级那里的特殊自主化之中，当代的技术-官僚阶层扮演着类似于俾斯麦官僚机构的角色。在此之上，还往往加上这样一种假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目前存在力量平衡。这种假设揭示了官方权力与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抗衡权力之间被假定的平衡观念的影响。这种被假定的现有社会力量平衡被认为提供了与俾斯麦现象的又一个类比，而俾斯麦现象本身则是借助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被假定的平衡来解释的。
这些观念无论在其对俾斯麦现象的分析中，还是在其按照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对CMP转型的解释中，无疑都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这只是修正主义的一种典型形式即“国家社会主义”的重复，每当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生产力社会化而采取大规模干预以调整和适应体系时，这种形式总是必然出现：俾斯麦时期的“拉萨尔主义”；路易·波拿巴时期的普鲁东“社会凯撒主义”；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下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的“福利国家”。但我并不打算卷入这场辩论。在此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另一点；即由这些当代观念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相对自主性的真正问题。这种由它们切实确立起来的自主性，在它们看来只有按照社会力量平衡的模式，加上严格意义上的过渡阶段中不对应的结构之自主化，才能得到解释。13 这导致它们对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自主性产生误解：这仅仅是构成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目前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这种精确的相对自主性模式必须根本区别于：（a）处于过渡中的形态之上层建筑的自主性，以及（b）由现有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所导致的自主性：它绝不可能以实现自上而下的革命为目的来发挥作用。
面对这些意识形态观念，尽管马克思主义有时也暗中受其支配，但作为一般规则，它重复了将国家视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或器具的图式。这一图式表面上采取了与这些观念相反的路径，但实际上，它只有通过承认相同的理论原则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毫不奇怪，恰恰是这种仅在外观上激进的图式化词句，在其掩盖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污染。特别是，该图式在理论上的延续导致了国家作为垄断组织代理人这一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的构想。当然毫无疑问，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CMP的转型带来了经济与政治之间一整套特定的、复杂的结合方式。但是国家作为垄断组织代理人的图式错误地涉及了经济与政治的混淆，从而接近了上述当代国家意识形态；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掩盖了该领域科学理论缺失的术语。
这可以通过无数矛盾得到证明：特别是我们发现了一种类似于自上而下革命倡导者所承认的国家自主性观念，被不加批判地嫁接到了这一图式之上。国家与垄断分部的关系被视作其代理人/工具：这种关系被理解为一种阴谋，它利用私人联系将国家（然而仍有能力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置于一小撮垄断寡头手中。只要全体人民赶走这些篡位者，国家就会做剩下的事！14 但问题比表面看起来还要复杂：因为虽然这种构想会导致一种右倾机会主义，但它也导致了左倾极端主义，正如第三国际在社会民主党各国的国家分析中所表现的那样（关于作为垄断组织代理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观念）。这种极端主义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纠正。15
我将不再探讨这种国家观念的后果。我只想指出，当代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仅仅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构成性特征的这种自主性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只要它反映了在结构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的一种新的结合方式。然而，这种结合方式预设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那种关系类型，即发生于CMP之中的关系类型：它构成了一个变量，存在于不变的限度之内。这种相对自主性与过渡时期的国家或力量平衡状态下的国家毫无共同之处。换言之，它丝毫不怀疑当代国家与垄断集团霸权分部之间的深刻联系：相反，它预设了这些联系。

3. 资本主义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
(i) 一般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特殊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取决于该国家在CMP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它在该模式下与阶级斗争领域的特殊关系。我们在此必须回顾以往对该主题的分析。1
a.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在现实占有关系的框架内，直接生产者同其生产资料相分离）赋予了国家法权-政治上层建筑相对于生产关系的特殊自主性。在阶级斗争领域中，这种自主化表现为经济阶级斗争（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相对于政治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阶级关系）的自主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权结构，与法权意识形态及该生产方式中一般意识形态相结合，对经济阶级斗争（对社会-经济关系）所产生的自身效果，就是在该生产方式中导致行动者的孤立化，然而在该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现实结构（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却导致了劳动过程的显著社会化。这种孤立化作为一种过度决定但真实的效果，是行动者按照竞争模式所体验到的；它最终向这些行动者掩盖了其相互关系本是阶级关系这一事实。这种孤立化既适用于资本家/私有者，也适用于雇佣劳动者，尽管它在这两个阶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显然表现方式不同。马克思和列宁在强调建立政党的必要性时，表明了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这些特征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种政党的职能之一，正是构筑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不断遭到“个别的”、“地方的”、“局部的”、“孤立的”经济斗争的破坏。
b. 在一个资本主义形态（由CMP所主导）的框架内，我们必须考虑在该形态中并存的属于其他生产方式的那些阶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例如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阶级。它们的孤立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此极为强调）同CMP各阶级的孤立化并不相同：它尤其取决于这些阶级自身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特征恰恰是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不分离。然而，只要这些阶级存在于一个资本主义形态之中，它们特有的这种现实孤立化就会受到过度决定，即受制于孤立化效应（由CMP所强加）。
c. 资本主义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存在双重关系：它涉及（一）政治阶级斗争与（二）经济阶级斗争。关于这一主题，我们已经指出了该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关联，正如它们通过国家本身与意识形态共同产生的孤立化效应所呈现的那样。该国家拥有一系列制度，在这些制度内部，阶级的经济存在与政治阶级斗争是不在场的。通过其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效应，该国家表现为整个“社会”中特殊的、私人的经济对抗的严格政治的、公共的统一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化权力在其同社会-经济关系（经济阶级斗争）的关联中呈现出自身特有的统一性，只要它代表由被设立为主体、“个人/政治人格”的行动者所构成的人民-民族的统一性，亦即只要它代表由其自身效应所造成的经济孤立化的政治统一性。在国家与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层面上，这导致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构成了这一民族-人民-阶级-国家之“秘密”的结果：资本主义阶级国家的制度化权力呈现出其自身的阶级统一性，恰恰在于它能够装扮成一个人民-民族国家，即一个并不代表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阶级的权力，而是代表私人行动者政治统一性之权力的国家，这些私人行动者沉溺于经济对抗之中，而国家则声称其职能是通过将这些行动者统合于一个“人民-民族”机体之内来克服这种对抗。
d.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特征与一项明确的意识形态职能相联系：鉴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效力及其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架内的作用，低估这一职能的重要性是错误的，该职能实际上涉及一个复杂的问题，即该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决不可把这种意识形态职能，同意识形态对该国家实际组织的干预（即将行动者设立为法权-政治主体以及人民-民族机体的构建）混为一谈。
然而，还需要补充一点：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与其意识形态职能相联系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前者被约简为意识形态。简言之，国家作为民族-人民政治统一性的“代表”，仍然体现为一个根据现有力量的具体状况而倾向于有效运转的完整的现实制度框架，其运转方向朝向国家权力的特殊统一性以及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自主性。虽然确实不可能过高估计该制度框架，而且我们必须时刻洞察其所掩盖的东西，但同样不可能忽视它相对于国家自身的统一性及其相对自主性所呈现出的特殊效力（与使国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职能相结合）。
实际上，这一国家应当代表人民与民族的普遍利益、公意以及政治统一性。在代议制原则、普遍利益、公众舆论、普选权、公共自由等特征形式中，它展现出政治民主的规范性制度整体。然而，为了探讨国家统一性的问题，我将特别参考人民主权的概念以及人民概念的形成。
在政治理论中，涵盖了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的这种人民主权概念，与制度化政治权力所特有的统一性问题相联系。主权问题在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关联中就已被提出，在绝对主义国家中，它（仍然以相当混淆的方式）指代已经从经济中获得自主性的政治权力的统一结构。在人民主权的意义上，它将公民的整体——被设立为政治人格的形式上与抽象上自由平等的个体的整体——指定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这一整体被构想为社会的政治机体，被构想为人民。然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此指出：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是同一的。由公民构成的这一人民，唯有在获得一种直接体现于国家权力统一性之中的统一性时，才被认为获得了作为政治机体、作为合法性来源的自身存在。在社会契约论与政治民主理论中，这表现在一种含混的关系之中，即公民结社公约与统治公约：之间的关系：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点的真谛：除了其结论粉碎了政治民主框架的卢梭之外，唯有霍布斯才表现为社会契约论的真正体现者。例如考察源自法国大革命的国家制度中的公意与代议制原则问题：通过各种民选议会对人民的代表，严格说来并非仅仅是将政治机体作为预先构成的统一性的单纯表达；它实际上构成了该政治机体的统一性（甚至存在本身）。人民主权之所以等同于国家主权，是因为人民唯有在被代表时才等同于国家。人民代表的角色并不是表达民族的意志，而是用自由民主论者不断重复的表述来说，表达成为民族的意志；也就是说，通过赋予“社会”成员以统一性，来构成作为人民的政治机体。2
可以确定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这种关系——即借助这种代议制观念所建立的关系——对国家制度产生的反响。国家权力构成其自身的统一性，只要其制度的组织旨在构成人民与民族的统一性。被确立为“普遍者”、公意、普遍利益与公众领域的所在地的国家，据称所代表的不是这种或那种私人利益及社会-经济格局（甚至也不是它们的总和），而是人民-民族的统一政治整体。因此，国家主权表现为与国家单一且不可分割的“道德人格”相联系。国家权力的每个组成部分和每个特定的国家机关在制度上都被确定为同时代表政治机体的统一性与国家权力的统一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民选议会中的每位代表都被认为代表整个选民团，而不是其选民的私人利益。（请注意，“三级会议”的情况恰恰相反。）此外，正因如此，拘束性委托的可能性在政治民主框架内被排除了。行政机关本身代表着国家权力的统一性：这是现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特征，它在由中央权力所派生的职权层级内部运转。被构想为这些权力之“分立”的国家制度权力的现实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际上被固定为在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之下的权力的单纯分配：这正是孟德斯鸠赋予其理论表达的方式。3 资本主义国家统一性的这一特征支配着它的中央集权化组织：地方权力的衰落直接与以人民主权这一中心点为基础的国家统一组织相联系。此外，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权体系以其他形式呈现出国家的统一性：这一特殊的规范性整体由按照公民形象塑造的“法律主体”（‘sujets du droit’）所构成，通过法律来调节这些“主体”的统一性，因而呈现出最高程度的系统统一性。4
我无意在此罗列仅仅用作解释的例子。我只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权-政治领域实际上被组织为严格政治权力（公共）的制度统一性，只要它构成了各个要素（公民）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而这些要素的经济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归属在其制度中系统性地不在场。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考察的第二阶段：即阐明这种统一的制度框架与该国家特有的意识形态职能相结合，如何使该国家在其同阶级斗争的关系中，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单义的（univoque）政治权力而发挥作用；并且阐明在该国家单义运转的何种确切意义上，意味着它相对于这些阶级和分部的相对自主性。我将从马克思在其政治著作中关于该主题的论述开始。
(ii) 马克思的分析
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类型的政治著作中，最初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恰恰按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模式来把握国家的这些独特特征。因此他说：“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如此彻底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5 以及“对帝国的滑稽模仿［对皇帝的崇拜］是使法国民族大众摆脱传统重压，并把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所必需的”。6 这种对立也被描述如下：“任何共同的利益，都立刻脱离社会而独立，作为更高的、普遍的利益而与社会相对立，从社会成员自己主动行动的范围中被剥夺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7 国家因而被理解为“使市民社会完全摆脱自治的烦恼”，摆脱“自我管理”的烦恼；8 在第二帝国统治下，“在行政权力面前，它［民族］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意志，而服从于外来意志即权威的最高命令”。波拿巴主义国家“表现了一个民族的他律性，与其自主性相反”。9
这些评述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分析至关重要，但初看起来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它们误导了许多解释者，使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马克思向其早期著作的晚期倒退，倒退到了将国家视为与市民社会的异化这一观念，即在青年马克思赋予该概念（“具体个人-类人”）的意义上。因此，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似乎与其成熟期的阶级国家观念相矛盾。因此，诺拉在其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撰写的导言中写道：“但是马克思对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作出了两种判断：一方面他肯定它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压迫工具……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个中央集权机器通过完善其机制，日益独立于社会，成为普遍利益的所在地。”10 或者正如鲁贝尔所说：“初看起来，波拿巴主义似乎并不符合马克思本人将国家视为剥削阶级权力和统治工具的观念……他描绘了一幅理想图景，其中波拿巴主义是一种‘力量关系’，国家与社会处于两极，在绝对对抗中彼此对立。”11
但是，即便这些解释是不正确的，它们无论如何也突显了我们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其成熟期著作严格的科学视角下，马克思一贯地且系统地确立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由CMP主导的形态中占统治地位阶级政治斗争的确切形式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统治是普选权的结果和产物，是人民主权意志的明确行动……”；12 并且他说“民族把自己的公意变成了法律，也就是说，它把统治阶级的法律变成了自己的公意”。13 那么，在这一复杂的语境中，国家权力如何在呈现出（并且恰恰在它确实呈现出的意义上）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相对自主性的同时，将自身组织为自身的统一性，组织为阶级权力的统一性呢？正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一点的分析上不够明晰，它们才显得自相矛盾。
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究竟是什么意思。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这并不是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性错位，即例如并不是经济基础与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某种特殊错位。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类型——“资产阶级的宗教”）恰恰被把握为在CMP中或在由CMP主导的形态中法权-政治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之间对应的特殊形式。当我们整体审视前面的所有分析时，显然，凡是马克思将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等之间的对抗过程予以理解的地方，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14）都是在把握CMP各级度的自主性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效果。在结构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中，这表现为国家与经济阶级斗争之间的特殊错位。这种错位所采取的形式，正是借助人民主权和“人民-公民”的政治机体，在国家（“统一性”的代表）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之间建立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意味着政治相对于经济的错位与各自自主性，以及国家相对于“孤立的”经济阶级斗争的错位。
但是，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所指明的，远比迄今为止所强调的问题更多，即指明了国家相对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国家与这些阶级之政治利益（马克思屡次将其与它们的“私人的”、“经济的”、“自私的”等利益区分开来）之间的关系，唯有通过国家与这些阶级之间的相对自主性才能确立起来，波拿巴主义揭示了其中的秘密：其本质特征恰恰是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那种特殊独立性。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同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经济利益相联系，无论就经济斗争在其制度中不在场而言，还是就划分在阶级中的生产行动者以“人民-公民”的形式在场而言都是如此；相反，它正是通过相对于这些阶级保持相对自主，而与它们严格政治的利益相联系。因此我们已经可以指出，成熟期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这一用语，不仅指明了反映在国家与经济阶级斗争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各自结构的自主性，而且指明了国家相对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即使承认“自主性”这一术语在其各种应用中不应被赋予完全相同的意义，且它仅用于界定问题，但它无论如何确立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阶级权力统一性，与该国家代表其经济关系显现出孤立化效应的行动者之政治统一性这一事实之间的联系：这种统一性是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可能性条件。该国家声称其职能是创建“民族的公民统一性”。15 谈到巴黎公社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民族的统一不是要被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宪法在组织上实现，要通过消灭那种自称是这种统一的体现者、脱离民族自身且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权力来变成现实，而国家权力不过是民族身上的寄生赘瘤。”16 这正是国家相对于经济阶级斗争的“孤立行动者”所代表的严格政治的统一性：马克思将这些行动者视为国家声称要为其提供政治统一性的“社会机体的无条理散乱状态”。马克思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制特征的波拿巴主义分析中，给出了关于这一现象与制度化政治权力所特有的统一性之间关系的某些提示：因为他并不是在单纯的“行政”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而恰恰是用它指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特征统一性。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关于“单一制国家”和“单一制共和国”的评述也遵循着同样的理路。
制度化权力的这种特征统一性，恰恰对应于它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单义权力这一事实。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一点。该国家以这种方式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在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中的政治利益（同其严格政治的组织）相联系。
在此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资产阶级宗教”的波拿巴主义，对应于其政治利益，对应于其单义的政治阶级权力。此外，这同样适用于服务于资产阶级排他性利益的法国波拿巴主义历史现象；而由路易·波拿巴所代表的自耕农阶级，实际上只是一个对政治权力毫无掌控的支持阶级。因此，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利益（即它们的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最终掌握脱离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而自主的资本主义形态之政治权力的领导阶级或领导分部，唯有将自身的经济利益树立为政治利益，才能实施有效统治。在掌握国家权力时，它唯有通过维持现有各阶级不稳定平衡的一整套妥协，以及通过一整套政治组织和特殊的意识形态运作（由此它得以将自身表现为人民普遍利益的代表和民族统一性的化身），才能使现存社会关系永久化。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被统治阶级的作用问题；正是这一点确立了该国家与占统治地位阶级或分部的政治利益之间的特殊关系。
但是，为什么这种关系（即作为这些阶级单义权力的制度化权力特有的统一性），唯有通过波拿巴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宗教向我们提供钥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才能确立起来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了我们答案：由于其构成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资产阶级（除了在特殊情况下）显然无能力通过自身的政党将自身提升到领导权的组织水平。马克思经常谈到：“这个资产阶级时刻为了最狭隘、最卑劣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普遍阶级利益，即政治利益”，17 谈到这个资产阶级“证明了维护其公共利益、其自身的阶级利益、其政治权力的斗争，只是使它烦恼和苦恼，因为这种斗争是对私人事务的打扰”。18 但我们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a. 资产阶级无法将自身提升到严格政治水平的能力缺失，源于它无法实现其自身的内部统一：它陷入派系斗争之中，无法在从政治上构想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政治统一。
b. 最重要的是，这种无能同时还源于资产阶级反对被统治阶级的斗争，以及它发现自己极难在面对这些阶级时实现其政治霸权这一事实。在讨论资产阶级各分部时，马克思谈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它们共同统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是使其普遍阶级利益既支配其各个派别的要求同时又支配社会上其余一切阶级的唯一国家形式”。19 然而“当今的法国［即波拿巴主义］已在议会制共和国里完全形成了”。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解释了资产阶级在实现其对被统治阶级的霸权时遇到这种困难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部化；小生产者阶级在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继续存在及其在政治层面的复杂反映；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将社会所有阶级或分部抛上政治舞台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例如普选权）等等。简言之，一切现象的发生，仿佛占统治地位阶级斗争的特殊坐标本身促成了阻碍其政治组织的形成。
那么，在这一语境中资本主义阶级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呢？可以作如下表述：可以说，它承担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实现了资产阶级自身无法达成的政治霸权职能。但为了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便对资产阶级采取了相对自主性。这就是马克思将波拿巴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进行分析之所以如此意义重大的原因。因为这种相对自主性不仅使国家能够进行干预，以便对被统治阶级作出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占统治地位阶级或分部的实际经济利益的妥协；而且（取决于具体情势）能够干预反对占统治地位阶级中某一个或另一个分部的长期经济利益：因为这种妥协与牺牲对于实现它们的政治阶级利益有时是必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国家所谓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在当今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虽然这些社会职能目前确实顺应了国家投资政策（即旨在吸收垄断生产的过剩），从而顺应了垄断集团的经济利益，但同样真实的是，它们是通过被统治阶级的压力，由国家强加给占统治地位阶级的：这往往由国家与占统治地位阶级之间的敌意所揭示。这类职能有时甚至是由社会民主党政府所推行的；但是严格说来，这并没有改变局面。这些政府利用国家及其相对自主性，扮演了占统治地位阶级政治组织者的角色。
然而，为了具体承担这种铭刻在其制度运作之中、对于霸权阶级统治恰恰必需的相对自主性，国家由社会的某些被统治阶级所支持，因为国家通过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过程，将自身表现为它们的代表：国家以各种方式鼓励它们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或几个阶级，但这最终符合后者的政治利益。通过这种方式，它恰恰成功地使被统治阶级接受了一整套看似符合它们自身政治利益的妥协。在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具体历史案例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与自耕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这种复杂的运作：“与资产阶级相反，波拿巴同时自认为是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得到幸福。预先窃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治国智慧的新法令。”21 因为，尽管马克思在共和国的议会权力与波拿巴主义国家的行政权力之间确立了区别（这涉及国家历史形式之间的区别），但波拿巴主义只要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就恰恰能够将自身表现为源自普遍利益，表现为人民-民族统一性的代表。在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具体案例中，由于波拿巴是由他自己恢复的普选权选举产生的，他比废除了普选权的共和国更具“代议性”：“如果说行政权力通过恢复普选权的提案从国民议会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力通过其审计官法案则是从人民诉诸军队。”22
因此，在履行其政治职能时，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依靠被统治阶级，并且有时利用它们来制衡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通过具体实现其铭刻在制度内部的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自主性来做到这一点：这种自主性使它能够与它们的政治利益保持持续的联络。事实上，在这些确切的限度内，资本主义国家丝毫不曾偏离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在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案例中，马克思清楚地证明了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阶级“官方”代表的路易·波拿巴，从未采取过任何一项有利于它们的政治举措。在由结构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关系所施加的限度内，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性可以根据（一）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职能所采取的形式，以及（二）现有力量之间的具体关系而发生变化。例如，国家可以作为这些阶级的政治组织因素而发挥作用，这一职能体现在国家与这些阶级政党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应当在其与这些继续承担自身组织职能的政党的关系中加以解读。或者，国家可以通过继续充当这些阶级的霸权组织因素来替代这些政党。或者在某些情势下，它甚至可以完全接管这些阶级的政治利益：这就是法国波拿巴主义具体历史现象中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正如马克思在对第二帝国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构成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的限度之内；这些限度与资本主义形态中阶级斗争特有的特征相关联：它们与那些源于阶级斗争中现有力量之间平衡的国家自主性类别有着明确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存在着政治上有组织或政治上无组织的“均等”力量。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此期间破译国家与占统治地位阶级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政治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通常都很困难。国家不断使现有力量相互制衡；因此，它仅仅通过其作为特定形态结构的凝聚因素和维系者的作用，来促成某些阶级的有效统治（因为它绝不是中立的仲裁者）。在那种情况下，结构与阶级实践领域处于一种特殊的错位状态。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情况下，在政治分期的框架内，无论国家是充当这些阶级的政治组织因素，还是直接接管这些利益，始终可能确立国家与占统治地位阶级政治利益之间的直接关系。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性，源于它相对于由CMP主导的形态中各个阶级的严格政治职能。更确切地说，它源于：
a. 它作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政治组织因素的职能；因为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以及资产阶级分化为各分部等等，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往往无法单凭自身努力在面对被统治阶级时提升到霸权水平。这正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频繁将资本主义国家界定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组织”，或者又界定为阶级统治的“组织”。
b. 它作为政治解组；因素的职能，即它阻止工人阶级自身组织为一个“自主的”政党的职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其政治斗争）是一个既促成同时又阻碍占统治地位阶级霸权组织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组织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并同时确保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解组。工人阶级经济斗争所呈现出的持续孤立化效应，使得将该阶级组织进一个实现其统一性的自主政党成为必要。然而国家的职能正是通过将自身表现为人民-民族政治统一性的代表，使工人阶级保持在这一孤立化状态（这正是国家自身的效应）之中：这促成了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自主性。
c. 它相对于资本主义形态中非主导生产方式的某些阶级的特殊且往往至关重要的职能，这些阶级受到占主导地位的CMP过度决定的孤立化影响；例如农民阶级，特别是自耕农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即列宁所称的小生产者汪洋大海。这些被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抛上政治舞台的阶级，往往构成支持阶级。通过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过程，国家利用了这些阶级由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在政治上无法肯定自身的能力缺失（与得益于劳动过程社会化的工人阶级相反）：国家往往直接宣称自己是小生产者利益的政治代表。
通过这种方式，便有可能破译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化权力的统一性特征与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自相矛盾特征在于：该国家对这些阶级采取相对自主性，恰恰在于它构成了它们单义的且排他的政治权力。换言之，这种铭刻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运作之中、相对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自主性，既未授权被统治阶级有效地参与政治权力，也没有向它们让渡制度化权力的“碎块”。国家权力不是一台机器或一种工具，不是各阶级所觊觎的简单客体；它也不是被分割为各个部分，如果不掌握在某些人手中就必然自动掌握在其他人手中：相反，它是一个结构整体。在源于现有力量平衡的国家自主性框架内，有时可以观察到制度化政治权力的某种分配，但在构成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限度之内，这是不可能的。它作为人民-民族统一性代表的政治统一性，归根结底只是它作为占统治地位阶级单义政治权力的统一性。它的相对自主性作为其民族-人民国家的统合特征的函数，归根结底只是占统治地位阶级霸权组织所必需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只是这些阶级的单义权力所不可或缺的相对自主性。
因此，在其同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取决于CMP及资本主义形态中经济和政治阶级斗争特有的特征。这必须在结构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关系的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设定了阶级斗争影响它的限度；其制度的运作允许并促成了这种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相对自主性。这种相对自主性的变化与模式取决于政治阶级斗争领域中社会力量之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它们取决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斗争中现有社会力量的平衡问题进入了视野。这种平衡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必要条件，因为这种自主性在这些限度之内取决于CMP及资本主义形态中阶级斗争领域本身的特征。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平衡决定性地介入了这种自主性的模式与变化之中。因此，这些考虑指出了以下两点：
a. 一般意义上的平衡或灾难性平衡意义上的平衡，并不（像在其他国家类型中那样）是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作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唯一形式。只要这种自主性铭刻在其制度的运作之中，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就能够在其中得到表达，即便它们尚未达到社会力量平衡的门槛；
b. 在此表现为被统治阶级政治斗争之效果的这种自主性，不应被构想为源于力量的平衡。特别是，尽管它在铭刻于制度运作所设定的限度之内这一意义上是真实的，但它发挥作用的方式与源于现有力量平衡的自主性完全不同。23
(iii) 所谓的极权主义现象
当代政治理论以歪曲的方式探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特征，借用了“极权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主题。由于该主题过于庞大，我在此仅就其给出若干简要提示。24
尽管人们曾尝试将所谓的极权主义现象归入“专政”的一般理论中来加以解决，但更为普遍的思路一直是试图将其构想为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当代转型的特殊政治形式，从而将其与自由主义国家形式根本对立起来。这一理论如下：极权主义的问题式与作为社会主体和国家生产者的“个人”视角紧密相连，而极权主义国家则依附于一种制度化权力形式，其合法性建立在“大众”社会的基础之上。国家作为工业化社会“大众化原子”的异化本质，如今在与社会的彻底对抗中显现出来。在自由主义社会和自由主义国家中，个人拥有私人自主的领域，这种自主源于他们对政治的参与，并受到防止这种全面大众化的阶级差异的推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现在目睹着根本性的转型：在技术过程中个人本质被彻底摧毁；阶级斗争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由同一且各异的物化原子所构成的同质化社会（大众）；一种新的异化即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它在与社会的对抗性对立中彻底垄断了个人本质；国家权力彻底吞并了个人活动的一切领域，将私人领域吸收进国家巨兽贝希摩斯的母腹之中；个人完全不参与政治，个人变成了这个巨大的新型机械利维坦中单纯的齿轮。
我不再深入探讨这种末世论神话，尽管不可否认它有时为现代法权-政治级度提供了有趣的描述。虽然这些分析受制于个人-主体的意识形态问题式，而且它所假定的当代转型更多源于幻象而非科学，但仍然可能在其中破译出隐藏在意识形态面具之下的真实问题。
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从以下事实中汲取其合法性原则：它将自身表现为人民-民族的统一性，该人民-民族被理解为同一且各异的同质实体的整体，国家将它们确立为政治上的个人-公民。正如某些极权主义理论家正确指出的那样，正是在这里，它根本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专制”，例如不同于形式上相似、但由建立在神圣-神权合法性基础上的僭政形式所推行的“绝对”政治权力。25 然而，正如在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中所见到的那样，这些形式无疑将权力束缚在严格界定的限度之内。换言之，恰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合法性类型（代表人民-民族的统一性），允许了由“极权主义”一词所概括的国家特殊运作。这一“人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对行动者产生的孤立化效应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这种效应体现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因此，很容易辨别出由“大众”一词在意识形态上所概括的现实现象。26
同样，由极权主义一词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实际上涉及该国家与各阶级的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其合法性原则与经济的孤立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孤立化既向行动者掩盖了其关系的阶级性质，又使阶级斗争的直接表达在该国家的制度中不在场。恰恰是这一点，导致极权主义理论家（非常发人深省地）承认了极权主义政治形式与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的缺席或衰落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在他们看来，一个阶级斗争在场、对立的阶级利益在政治上有组织地充当个人与政治权力之间“中介”的社会，是一个拥有“多元主义”政治权力形式的社会。极权主义国家唯有在阶级归属不再起作用、个人因而被直接交付给政治权力的大众社会中才会出现。27
这是对其所掩盖的真实问题的一种意识形态式回答：真实的情况是，被理解为“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所关联的并不是某种对立阶级利益的缺乏，或者“个人”与国家之间“中介”团体的缺乏，而是阶级斗争在政治权力制度中直接表达的缺乏。当阶级在制度组织内被固定为种姓或等级时绝不可能的事情，在人民-阶级-国家中却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只要政治阶级斗争在国家制度中不在场，并且只要国家将自身表现为人民-民族的统一性，在一个作为阶级国家发挥作用的国家中就是可能的。换言之，以描述性的方式来说，政治阶级权力的集中，在任何地方都不曾像它成功地将其制度性阶级特征从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原则中排除出去时那样强烈和强化（即极权主义）。
此外，当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形态中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效应对阶级斗争其他层面的冲击时，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这曾被理解为极权主义现象与阶级斗争缺席之间的相关性；但事实上，它还涉及经济阶级斗争的这种孤立化对政治阶级组织的冲击。因此，往往被视为极权主义尤为剧烈形式的纳粹国家和法西斯国家，涉及某些阶级缺乏自身政治组织这一事实；而这（除其他因素外）正是经济斗争的孤立化对政治斗争产生逆向效果的结果。因此，这绝非阶级斗争在“大众化”个人之中的消解，而是由于经济斗争的孤立化所导致的政治阶级组织的彻底缺失。这首先影响了那些除了自身经济生活的内在条件所导致的孤立化之外，还承受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加给其他生产方式的孤立化效应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的某些分部（如自耕农阶级）。例如，德国的纳粹国家与它们未能拥有自身政治组织，以及它们通过权力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机制给予国家的支持是相伴而生的；它们将国家视为自身的政治代表，因为国家体现了人民-民族的统一性。但我们也不应忘记，纳粹国家在为垄断组织服务的同时，恰逢资产阶级自身的严格政治组织经历尤为剧烈的危机时期。28
我将把法西斯国家的问题搁置一边。法西斯国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不能被归并入极权主义的一般现象之中：唯有通过考察具体情势中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其进行研究。29
因此，极权主义一词无法指代任何确切的政治现象。尽管我们曾试图将其与“威权主义”区分开来，但它所表示的不过是国家权力尤为“强大”的特征。归属于它的那些现象，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所特有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特征相联系。使用极权主义概念妨碍了我们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在意识形态上被理解为国家面对大众所具有的“极权主义”特征，实际上涉及政治权力的集中与特殊统一性，涉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排他的且单义的阶级权力（即在代表人民-民族统一性的人民-阶级-国家中）的特殊强化。同样，极权主义国家对社会的所谓对抗性对立，归根结底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自主性。最后，极权主义现象与阶级斗争缺席之间的所谓联系，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形态中政治阶级组织之间的特殊关系。归根结底，我们应当承认极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如下：它们强调了（一）代表其阶级关系展现出孤立化效应的行动者之政治统一性的政治制度，与（二）政治权力的特殊统合特征及其随之而来的特征相对自主性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唯有通过对政治权力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才能得到解释。此外，可以肯定的是，CMP当下的转型对应着资本主义国家当前形式的转型。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在极权主义的问题式内部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破译，例如不可能通过将它们描述为极权主义的来对它们加以具体界定。事实上，这一术语所含蓄囊括的真实特征，绝非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家形式相对立：被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真实现象，恰恰在自由主义国家的形式中被发现，只要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相联系。我们在谈到政治意识形态时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指出，被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一词所掩盖的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真实特征，实际上可以在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找到，并且是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构成性特征。因此，看到极权主义现象的许多意识形态理论家明确承认该现象的特征存在于自由主义国家本身之中，同时在一般的现代国家中发现其根源，也就不足为奇了。30

4. 资本主义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i) 权力集团
迄今为止，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与阶级斗争总体领域的相互关系这一特殊视角，考察了它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现在，我们还必须从这种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分部之间的关系中所具有的特定功能这一视角来进行考察。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侧重于这一政治功能。并且，只要涉及资本主义国家概念，我们将再次运用马克思的分析。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牢记关于权力集团的那些论述，特别是以下几点：
1.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政治统治层面上，我们可以确定构成权力集团的若干阶级、尤其是若干阶级分部所特有的并存状态。这源于：
a.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如，它源于大地租所有者与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特殊并存。（起初，大地租所有者是土地贵族阶级或贵族的一个分部；后来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独立分部。）它还源于资产阶级内部划分为商业、工业和金融分部的特殊分化；
b. CMP对非主导生产方式的支配类型，以及这些阶级随之在权力集团中的存在；
c. 使得若干阶级、阶级分部等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出场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构。
2. 组成权力集团的各阶级或阶级分部之间的关系类型已经得到了确定。与马克思的某些观念（例如融合或综合）相反，权力集团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矛盾统一体，即一个由领导阶级或分部所主导的统一体。权力集团的这一统一体是在领导阶级或分部的庇护下构成的，该阶级或分部在政治上极化了构成权力集团的其他阶级或分部的利益。这揭示了权力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存在某些模棱两可的表述，但马克思的分析明确依据了一条基本原则：该权力集团中各个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关系，绝不可能由制度化政治权力的瓜分构成，似乎领导阶级或分部仅仅拥有比其他阶级或分部更重要的一份份额。换言之，如果将国家权力分割成若干份额的观念既不适用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不适用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支持阶级或同盟阶级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同样不适用于构成权力集团的各阶级和分部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马克思分析的基础确实体现了国家与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特定利益相符合这一表象，因为这种特定利益极化了权力集团中其他阶级或分部的利益。归根到底，似乎始终是领导阶级或分部掌握着处于其统一性之中的国家权力；它表现得如此明确，以至于在马克思那里它往往表现为“排他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
因此，权力集团在领导阶级或分部庇护下的政治统一，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统一，只要国家权力符合该阶级或分部的特定利益。这一特征除其他方面外，还与资本主义国家各机构的内部运作相关，与该国家特有的统一性及相对自主性相关——这里是从国家相对于权力集团的功能这一视角来考察的。因为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国家与领导阶级或分部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绝非源于国家“机器”对该阶级或分部的直接依附。相反，它与国家相对于后者、甚至相对于整个权力集团的相对自主性是并行不悖的。
3. 实际上，伴随着构成权力集团的若干阶级和分部在政治统治领域的并存，我们发现它们特有一种无能，即无法在领导阶级或分部的庇护下上升为政治统一体。换言之，我们发现，资产阶级或该阶级的分部无法在政治舞台上通过它们自身的政党上升到领导权水平。它们无法（通过它们自身的组织手段）将自身的特定利益转化为能够极化权力集团其他阶级和分部利益的政治利益。因此，它们无法实现该集团各阶级和分部的统一。这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深刻分裂为相互对抗的分部，这种分裂始于现实生产关系层面：“资产阶级时刻为了最狭隘、最卑鄙的私利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1这也是由于在“私人资本家”组成的资本家阶级一方，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孤立化效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在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者一方，这种效应则得到了“集体劳动”的补偿。如果听任其自然发展，处于政治统治层面的各阶级和分部不仅会因内部冲突而消耗殆尽，而且往往会陷入使它们无力进行政治治理的矛盾之中。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整体阶级关系中，这些属于次要矛盾或（较为罕见的）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它们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与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结合在一起，通过其阶级运作，在政治层面上造成了一种永久不稳定的统治局面。
4. 实际上，这正是葛兰西在其论“恺撒主义”的文本中所强调的，尽管他将某种理论特殊性归于“恺撒主义”现象，而并未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特征：他是通过将这一现象同基本社会力量之间的“灾变性均势”联系起来而做到这一点的。然而，他在为解释这种国家类型提供有益启示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解释的局限性。
如果认为在恺撒主义中……整个新的历史现象都是由于“基本”力量的“均势”所致，那将是一种方法上的错误（社会学机械论的一个方面）。还必须看到基本阶级的……主要集团与在它们的领导权影响下被引导或支配的辅助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相互作用。2

正是资产阶级内部各社会力量之间的这些矛盾关系（资产阶级在结构上就分裂为各个分部），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内在恺撒主义倾向，例如作为资产阶级宗教的波拿巴主义。
当我们考虑到大多数当代政治理论否认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存在、并提出权力在其间被分享的政治精英概念时，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些评论是多么重要；这些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当今的资产阶级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一个铁板一块、浑然一体的阶级。3但事实上，资产阶级从未构成过这样一种阶级主体，当然，这丝毫没有改变它特有的阶级统治，也没有改变其制度化权力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相对于资产阶级具有相对自主性，与该阶级领导分部的特定利益保持着明确的对应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实际上，它是权力集团在领导阶级或分部庇护下实现政治统一的因素。换言之，它是该阶级或分部实现霸权组织的因素，因为它的特定利益能够极化权力集团中其他阶级或分部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强调国家相对于当权的阶级或分部的这种作用，但它通常将这种作用描述为国家的仲裁作用。后一种神话源于对社会形态中次要矛盾所起到的过度决定作用的误解；因此我们必须破除这一神话。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说来，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国家相对于已经通过自身政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阶级或分部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关心的不是在已经构成的社会力量之间进行仲裁。一切事情的发展恰恰表现得就像国家永久地扮演着权力集团的政治组织者角色一样，当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与该集团各阶级和分部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时，这一点将变得更加清晰。国家之所以扮演这一角色，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及其分部的各政党无法发挥自主的组织作用，更不用说发挥类似于工人阶级政党的作用了。因此，国家的本质作用更加清晰地显现为权力集团在领导阶级或分部庇护下的政治统一因素（这是它相对于权力集团中非领导的阶级和分部的作用），以及领导阶级或分部利益的组织因素（这是它相对于后者的特定作用）。4
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而言，资本主义国家与它的相对自主性相结合，展现出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政治上已经统一的阶级的工具，而恰恰是因为它是权力集团的统一因素。
因此，社会力量并不分享制度化权力；我们在此面对的是若干阶级和分部在政治统治领域中的出场，它们只有在政治上实现统一的限度内，才能确立这种统治。国家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多元性中汲取自身的统一性，只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无法通过权力瓜分来运作，并且需要国家作为它们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统一的组织因素。这种统一是在领导阶级或分部的庇护下实现的，从而对应于作为该阶级或分部组织因素的国家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归根到底，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存在于国家与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特殊关系之中，即存在于国家与该阶级或分部的特定利益的单义对应这一事实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在对1848—1852年法国的分析中所表达的意思：他一再表明，（一）国家与权力集团之间的这种关系与（二）制度化权力为了领导阶级或分部利益的统合运作是同时并存的。利用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破除另一个相当广泛流传的当代神话，即认为过去的资产阶级国家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当今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垄断分部的代表。
严格说来，这种看法错在两个方面：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了整个权力集团的利益，但它始终是在与该集团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特定关系中运作的，并且始终为该阶级或分部的特定利益服务。当然，这并不妨碍权力集团中其他阶级和分部的政治统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今国家与霸权垄断分部之间的关系绝不妨碍资产阶级的其他分部归属于权力集团：我在此无法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讨论它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我只想指出，尽管帝国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新的分裂和矛盾的位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但它并没有取消权力集团的基本坐标。（这一观点与那种把当今政治统治的分界线划在一小撮肮脏的垄断资本家与国家的其他阶层之间的观点截然相反。）
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功能也决定了它相对于权力集团以及相对于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可以采取多种具体形式。例如，国家可以表现为权力集团中各个阶级和分部利益的政治担保者，以抵御领导阶级或分部的利益，并且它有时还可以利用这些阶级和分部来抗衡后者。但国家这样做是履行其作为领导阶级或分部政治组织者的职能，并迫使后者承认对其领导权而言必不可少的牺牲。因此，像《共产党宣言》那样说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既是正确的，又是不够充分的：如果它使我们忽视了国家相对于权力集团的复杂作用，以及国家与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特殊关系，那么它就是不够充分的。
正是国家的这种相对自主性，尤其体现在波拿巴主义的情形中。事实上，马克思表明，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具体历史案例源于当权的各阶级和分部的矛盾，源于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上升为领导阶级或分部，从而无法将权力集团的统一置于自身的庇护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帝国与金融资本庇护下的权力集团的瓦解相联系：
“秩序党是各种相异的社会分子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温度，使这个结合体重新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秩序党的解体并没有停留在它的原来各个构成部分上。这两个大派别中的每一个，又重新分解了。”5

与此平行，在同一语境中，马克思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霸权在其同自身政党（同“代表它的政治家”）决裂并变成“波拿巴派”的那一刻受到了威胁。6第二帝国的国家因而相对于权力集团和这一金融分部具有相对自主性，尽管它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尤其是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再次谈到了这一点。7在整个具体政治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特征的波拿巴主义（资产阶级的宗教），与国家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国家从其相对于权力集团和领导阶级或分部的功能中获得的相对自主性联系起来。
但在这里同样有必要警惕均势的观念：国家相对于权力集团和领导阶级或分部的这种相对自主性，并不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的力量均势，仿佛制度化权力在它们之间充当仲裁者一样。事实上，作为一条普遍规律，恰恰是其政治组织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个领导阶级或分部，在权力集团的其他力量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它所占据的这种特权地位，并不妨碍国家相对于它保持相对自主性。
在这种情况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国家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在国家与政权的各种具体形式中采取了特殊的形式（即不同的程度）。这些是在其结构所确定的限度之内的变异。
(ii) 分权
为了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统一性，我们将考察属于该国家的各种制度：特别是我们将考察著名的分权理论。事实上，尽管宣称了权力的分立（立法权力、议会权力同行政权力的分立），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作为一种集中统一体运作，它是其中一种权力对其他权力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这种区分并非单纯的法学区分：它既对应于政治力量的确切关系，又对应于国家机构运作中的实际差异。然而，当下的重点是要强调：与一种关于国家内部权力多中心、均衡分配的观念相反，我们总能辨识出其中某种权力的特征性支配地位，即构成国家统一性主要环节的那种权力的支配地位。这一环节（通常是立法权力或行政权力）构成了在复杂的国家组织内部集中统合性制度化权力的节点。它反映了通过权力的让渡而使国家各项“权力”从属于这一主导性“权力”的内部关系指标，而正是这种主导性“权力”构成了国家权力统一性的原则。
我们如何辨识制度化权力的这一中心位置？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性既源于它代表了人民-民族的政治统一，又源于它构成了领导阶级或分部庇护下权力集团的政治统一。国家内部统一性的主要环节，正是国家统一性的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关系相集中的场所，也是制度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得以表达的场所。
在国家与“孤立化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关联中（在国家机构内部，国家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最终可以约简为这种关联），该环节构成了体现人民主权的场所。
在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之间的关联中，该环节指明了领导阶级或分部在国家内部得以构成的场所：国家是在领导阶级或分部庇护下使权力集团统一起来的因素。
作为一条普遍规律，该场所保持不变。而这恰恰在于：在这一制度场所中并通过国家的中介，该阶级或分部成功地将自身树立为人民普遍利益的代表、人民主权的物化；它从而成功地将自身的特定利益确立为权力集团的利益，并在自身的庇护下实现该集团的统一。简言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一性的这一环节集中了制度化权力两种统一性原则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的中介，它是领导阶级或分部相对于“社会”和权力集团构成其政治组织的场所。
这些评论使我们能够辨识出，尽管表面上存在分权，国家是如何以一种统一的方式运作的：我们还应该更深入地探讨国家与权力集团的关系。我必须重申，立法/行政的区分实际上包含了一整套异质性因素。这里的重点在于看清，反映在国家与权力集团关系之中的这些因素，为何以及如何恰恰被制度化为行政/立法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何以及如何被构想为一种分权。
在政治统治领域中，若干阶级和分部的存在（它构成了权力集团形成的基础）是根本性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确定，权力之间的区分归因于该集团各阶级和分部的复杂关系，并且确立这种区分是为了防止该集团的不同阶级和分部掌控行政权力或立法权力，也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不同的阶级或分部在不同的制度场所中凝固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各制度权力之间的区分，是国家针对权力集团而运作的典型特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他在其中研究了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前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视为金融分部（行政权力）与工业分部（立法权力）之间关系的体现。
这种权力分配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实际发挥作用？在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受同一个领导阶级或分部控制的情况下，权力的区分在运作中是不存在的：这显而易见，毋庸多言。我们只需提及英国的经典案例，在英国，尽管表面如此，但直到最近，立法/行政的区分从未真正发挥过作用：这是由英国权力集团的特殊结构与运作所决定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屡次指出。
更有趣的是看看当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反映了权力集团内部不同的阶级或分部时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真的存在国家权力的“分立”，简言之，是否存在为了这些不同阶级或分部的利益而对政治权力进行的有效分享？绝非如此。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权力的统一性是通过集中在体现领导阶级或分部的主导场所周围而得以维持的。其他权力更具体地充当对主导权力的抗阻：它们被置入国家的统合职能之中，有助于组织那个作为政治力量体现于主导权力中的阶级或分部的领导权。8
无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形态（以及第三共和国的国家形态）中，还是在政治理论层面、特别是在孟德斯鸠（他无疑是政治民主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埃森曼与阿尔都塞9都表明，孟德斯鸠绝没有像人们所声称的那样创立了分权学说，他的权力分配理论（该理论预设了国家统一性）所指的并不是关于不同合法性领域相分立的宪法/法学概念。它指的是在孟德斯鸠所考察的过渡时期框架内斗争中的各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观念。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分为下院与上院）之间的关系，同关于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定观念相联系，即同以行政权力为阵地的王权、以上院为阵地的贵族以及以下院为阵地的“人民”即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相联系。
但是孟德斯鸠还表达了更多的东西：他对权力分配的构想预设了关于制度化权力的统一性的构想，因为这种分配并未被构想为一种威胁到统一性的分立-瓜分。这种统一性本身与这些权力中某一种权力对其他权力的主导地位相联系，而这种主导地位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枢纽点。阿尔都塞虽然保留了“瓜分”一词，但他正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满足于在分权的神话外衣下揭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瓜分权力的实际运作，在我看来，我们就有陷入一种自然的、表面上公平的瓜分之幻想的危险。我们已经从权力过渡到了强力（puissance），但各项条件真的改变了吗？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均势和瓜分的问题。这是我想破除的最后一个神话……因为这一澄清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瓜分是对谁有利的？”并且阿尔都塞清楚地表明，在孟德斯鸠的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制度化权力、国家统一性的组织中心是由贵族阵地即上院提供的。
让我们以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中的权力分配为例。10在1789年制宪议会的框架内，行政权力（国王及其大臣）同立法权力（国民议会）的分立，对应于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它们分别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在这一分配框架内，并在基于人民主权的新建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内，该分配是对行政权力和贵族有利的。国民公会推翻了这一局面，并重新分配了行政权力（最初归执行委员会，随后归救国委员会）与立法权力（归议会或国民公会）。此时的行政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商业分部的手中，后来由山岳派代表；而立法机关则掌握在金融与工业分部的手中，由吉伦特派代表。在这个资产阶级国家的统一性内部，从长远来看，是金融资产阶级和立法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最终导致了山岳派被永久逐出政权。
在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情况甚至更为明朗。11波尔多议会赋予了法国长期运作的共和政体，这种政体通过所谓的“三十人法”（Loi des Trente）得以运行，该法律规定了部长责任制以及总统（政府首脑）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但它绝没有意图确立后来这种国家形式在运作中所引发的议会主导地位。事实上，以保皇派和波拿巴派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旨在确立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优先地位，这出于两个原因：（一）面对激进派和共和派，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显得薄弱；（二）在梯也尔和麦克马洪统治下，他们得以在行政权力的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立足。此外，正是行政权力的这种主导地位构成了麦克马洪总统任期的特征。然而，在第三共和国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通过一个复杂的进程，这些阶级和分部得以确立了对议会（金融分部）和参议院（土地所有者）的控制，由于立法权力依然是国家的核心环节，权力的分配因而不再具有超出形式层面的重要性。

5. 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中的问题：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
(i) 国家形式与合法性形式
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为我们具体分析国家形式问题以及表征每种形式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程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鉴于前面的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确立立法/行政关系标准在区分国家形式方面的确切相关性。在此我必须先作两点说明：
1. 撇开其在阶级权力关系中的政治意义，并撇开其往往作为意识形态产物的宪法-法权表述不谈，这种立法/行政的划分涵盖了若干异质性因素。首先，它涵盖了涉及国家运转的技术层面的因素，因为广义上的行政权力尤其包含了被称为国家机器的部分，即官僚机构、行政机关、警察和军队。它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运作，绝不能被消解于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即严格意义上的代表机构）所特有的职能之中。因此，这些权力之间的区分以及其中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支配地位，无疑涵盖了经济与政治接合的差异化形式，并且确实涵盖了二者相互干预/不干预的差异化形式：例如，行政权力的占优势往往意味着政治对经济的特定干预。1
2. 当然，国家形式之间的区分，与由CMP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各个阶段的分期中的统治地位所设定的限度内经济与政治接合的各种变化相关：它涉及国家职能的一整套转变、这些职能之间支配地位的位移，以及政治对经济和经济对政治干预形式的分化。2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尽管这些涉及国家形式的变化涵盖了结构中经济与政治干预和不干预的差异化形式，但它们并不是直接由其决定的。换言之，它们只有通过集中体现于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关系中，才反映在差异化的国家形式之中：即集中体现于(a) 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之间的关系，(b) 在政治阶级斗争框架内国家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c) 根据这两种关系的结合形式。3
因此，作为国家形式类型学之独特特征的立法/行政划分标准的相关性得以确立。虽然这种划分涵盖了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不干预形式的变化相关的国家差异化职能，但这种划分本身作为国家形式的标准而言并不具有相关性：这是因为国家形式与立法/行政划分之间的相关性本身是被过度决定的。立法/行政关系标准的相关性，建立在国家与经济及政治阶级斗争的关系集中于其中的这一事实基础之上。此外，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及怎样表征国家形式的经济与政治接合的差异化形式，会以一种相关的方式反映在立法/行政关系中。4
A. 在国家与经济阶级斗争的孤立化的关系中（国家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就其存在于国家自身制度中的形式而言，最终被归结为这种关系），这一划分显得具有相关性，因为它对应于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形式之间的分化。5因此，它对应于复杂的意识形态过程之间的分化，国家正是通过这些过程将自身呈现为人民-民族统一性的代表，并通过这些过程发挥作用以制造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瓦解。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关系本身的孤立化（即国家声称体现在自身之中的那些关系的统一性），仅仅是法权-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的效应。事实上，无论领导阶级或分部是反映在立法权力中还是反映在行政权力中，既然该位置将成为国家的统治层面，它也必须（在原则上）集中体现国家与经济阶级斗争的关系。然而，行政权力或立法权力将自身呈现为人民-民族统一性的形式却是不同的。立法权力或行政权力的特征性优势地位，因而规定了国家/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这一关系中的国家形式，因为这种优势地位对应于资产阶级合法性形式之间的分化。表征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各个阶段的经济与政治接合、干预与不干预的特定转变，通过合法性方面的分化反映在国家之中。
事实上，虽然在议会占优势的框架下，合法性往往与合法律性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与一种特定的规则制定的规范体系混同，后者将自身呈现为由人民代表颁布的公意，但在涉及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时，意识形态过程的运作方式则有所不同：议会公开性的作用下降，这就导致了对官僚机构真实认识的遮蔽（即对由行政权力的占优势所标示的国家机器之压倒性作用的遮蔽）；“克里斯玛式”要素——当然被植入于资产阶级合法性类型之中——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们通过将国家机器的权力委托给“领袖”（chef）个人，从而集中了等级制的合法性。这位“领袖”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武器——今天被“权力的个人化”这一意识形态措辞所把握——将自身呈现为人民-民族统一性的代表，6因此，国家作为社会阶级的“代表”这一关系被短路了，并在这里通过盗用政党的角色以及国家机器对舆论的直接操纵等方式来运作。
马克思的分析（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指出，支配地位从立法权力向行政权力的位移是国家形式的相关标准，必须在这一意义上去理解。资产阶级合法性形式发生了转变：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马克思在指出“行政权力同立法权力相对立，表现了国民受外力支配与国民自主的对立”时所希望强调的。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工人运动中一整套议会主义传统通过将这些分析解释为对行政权力合法性的质疑，表达了对行政权力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尤其源于其对立法权力的田园诗般的幻想）。这使他们能够对行政权力的优势地位进行廉价的批判，并拒绝批判作为这种国家本身的资本主义国家。
简言之，这种传统将议会合法性视作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唯一“真正的”合法性（即“人民”的唯一合法表达）；并且在行政权力的占优势中看到了一种非法的权力，一种民族-人民阶级国家的畸变。7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在资本主义阶级国家的框架内，议会合法性绝不比对应于行政权力占优势的那种合法性“更接近人民”。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始终都是意识形态过程。在行政权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合法性完全可以被置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人民主权框架之内：与它仅在极其表面的意义上相似的其他合法性类型（例如君权神授的克里斯玛型合法性）不同，这种合法性仅仅是资产阶级合法性类型的一种差异化形式。在对第二帝国的分析中，马克思极其清晰地指明了，路易·波拿巴甚至通过切实恢复此前被议会共和国废除的普选制，成功地使自己的行政权力冒充为人民-民族统一性的代表，冒充为人民主权的化身。
因此，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常被描述为一系列骗局，行政权力的占优势借此通过从议会这种唯一可能的人民主权形式中借用某些特征，来企图掩盖其非法性。事实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毋宁说，它们的共同特征建立在它们仅仅是人民-民族的人民主权的差异化形式这一事实之上。支配古典议会合法性以及法国波拿巴主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过程，实际上只是同一种类型的差异化形式。历史所表明的证明在于，政治民主的人民主权同样可以在古典议会制和波拿巴主义半独裁统治中找到其表达。就连马克斯·韦伯（固然是在他自己的视角内）也注意到了议会至上性的合法性与他所描述的“权威主义”政治形式的合法性之间深层的类型学亲缘关系。8这种涉及国家与被统治阶级关系的立法/行政划分，是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孤立化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合法性形式，并且作为一般规则，它并不直接由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所决定。让我对此作一番解释。在“议会迷”式的扭曲中，人们常常认为议会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言表现为一个危险的场所，因为由于普选制的存在，它可能随时被被统治阶级所攻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立法/行政的划分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来说是一种保障，因为万一被统治阶级强攻夺取议会，它允许权力统一性的重心发生转移。从考茨基9以来，许多学者都是根据被统治阶级在议会中的推进来解释走向行政权力占优势的进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缺乏对这种局面的经验，有时似乎也滑向了这种解释：但总体而言，这乃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就由被统治阶级攻克议会而言，阶级统治掌握着一整套防御手段来保护自身免遭此类不幸。10此外，从长远来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这一点上从未犯过错误。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表征某种国家形式的行政权力的占优势，才对应于被统治阶级可能夺取议会的任何风险。这已由当下确立了行政权力优势的众多西方国家所证明，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远未冒这种风险：这种风险在古典议会框架内早就被化解了。这并不是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某个时期不相信这种危险；在这方面，他们的这种信念恰恰同工人运动中某一部分人所抱有的幻想完全平行。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很快就扼杀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方面的这种恐惧。当代行政权力的占优势，实际上对应于垄断分部在议会中针对被统治阶级组织其政治霸权（即针对合法性的转变）时所遭遇的困难；但这些困难绝不是议会被被统治阶级夺取的真实危险的证据：那完全是另一回事。11无论如何，即使这种危险被证明是有根据的，也绝不可能将其解释为被统治阶级夺取了政治权力，这不仅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会集中于行政权力之中，而且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运作的整个范围所致。
B. 在国家与权力集团的关系中，支配地位从立法权力向行政权力的位移是区分国家形式的一个相关标准，因为它关涉权力集团的领导分部根据社会形态各个阶段所发生的变动，以及该分部针对权力集团的政治权力所反映在其中的那些场所的位移：参见霸权从工业分部向金融分部、继而向垄断分部的位移。例如，在垄断资本占据领导地位的场合下行政权力的特征性优势地位，就是对在议会框架内无法针对权力集团组织这种霸权的直接回应。在垄断阶段权力集团各分部之间特别尖锐的矛盾，由于政党代表制的传统“残余”而在议会中通过这些分部与政党之间的特定错位得以传导和反映，解释了这种组织上的无能。从此以后，霸权通过不同的过程在行政权力内部被组织起来。
当我们考察由那种形式所暗示的国家与权力集团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时，这一点在这种国家形式中就变得更加清晰了。诚然，政党代表制的具体方式被置入了政治舞台之中，这依据的是划分为政体形式的严格政治分期。但尽管如此，国家形式与政党运作之间的关系绝非无足轻重。国家形式规定了政党在政治舞台中运作的限度；它们限定了各政党针对权力集团及其政治阶级组织之总体框架中的角色。换言之，国家形式（行政权力或立法权力的占优势）与权力集团各政党的作用相关，因为它们与权力集团的阶级关系、与该集团政治组织的方式相联系；这些国家形式因而设定了政治舞台所占据的空间界限：因此，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作为某种国家形式特征的行政权力的占优势，就权力集团而言，对应于该集团各政党特定组织作用的特征性衰退。这可能产生诸多后果，例如以压力集团取代政党，等等。12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直接掌控了领导分部的政治组织及其针对权力集团的霸权。
因此，作为一般规则，作为某种国家形式特征的行政权力的占优势，在今天标志着垄断分部在通过自身政党组织其针对人民-民族的霸权（即合法性的转变）以及针对权力集团的霸权方面的特别严重的失败。简言之，国家机器的组织性政治实践出现了复兴。13
在各种国家形式中，立法与行政之间的这种宽泛划分，不能代替对各种政治权力中心的具体研究。这些中心包含各种各样的制度化场所，如议会、行政机关、军队、警察、司法机构、市镇当局、政党自身，以及当今的各种“委员会”，如法国的计划总署以及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等等。因此，必须将这些场所与经济权力中心以及意识形态权力中心区分开来。
当我们考察国家的具体运作和各种合法性形式时，这些制度化位置的分布作为一般规则似乎同行政/立法的划分相吻合。当我们研究当代政治制度时，这一点尤为明显：该制度展现了这些场所的多中心性，即多种多样的政治权力中心（当然不是阶级权力的多元主义），它们集中于当下占优势的行政权力之中。这种占优势对应于垄断资本的霸权，以及它们无力在议会中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针对权力集团和人民-民族的霸权。因此，出现了权力集团内部政党的衰落、国家机器政治角色的复兴，以及通过行政权力本身内部的国家来组织垄断资本的这种霸权。行政权力的这种多中心性，在其运作中仅仅反映了权力集团同垄断资本当前的相互关系，因为行政权力作为一个整体满足了垄断资本的利益。鉴于规定了行政权力的委托职能的特殊等级制组织，垄断资本的这种霸权在今天是通过占领行政权力的“制高点”来获得保障的，这不仅包括国家高层人事，而且尤其包括行政权力的更高阶层；然而，这一切都并不妨碍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官僚机构自身的政治作用等。简言之，过去要么反映在立法权力中、要么反映在立法/行政关系中的权力集团阶级关系，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转移到行政权力自身的各个中心，并采用行政权力的特殊运作方式。
现在有必要考察在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以上述方式发生分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性问题。这些权力之一的占优势代表了国家统一性的中心层面，因为它在自身之中集中了国家统一性的以下两条原则：(i) 它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政治合法性；(ii) 它是领导分部组织的所在地。然而，在特定时期，可能会发生某种错位：议会可能继续将自身呈现为人民主权与人民-民族统一性的代表性场所，而领导分部却反映在行政权力之中。此时，国家合法性形式与民选议会的支配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清晰的，尽管领导分部未能在议会框架内确立其霸权而退回到行政权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存在国家权力的任何脱节；也就是说，不存在制度化“分立”权力的任何双重权力。制度化权力的统一性，是在作为权力集团领导阶级或分部所在地的权力的支配下被组织起来的。
事实上，这里在该阶级或分部的双重霸权职能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因为当它通过国家的中介继续保持对权力集团的霸权时，它却失去了针对整个社会形态的霸权。这反映在其权力的制度化所在地与国家合法性形式之间的扭曲之中。在这样一种实际上甚至可能发展为政治危机的局势中，（同样作为一般规则）国家镇压机器的活动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加剧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落入了该阶级或分部的直接控制之下。然而，国家最终通过致力于同合法性形式相契合，重新获得了相对于该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国家这样做，要么是通过对选举制度的一整套修改、对政党关系的干预等恢复旧的事态（即在议会中组织该阶级或分部的霸权），要么是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合法性本身。
(ii) 政体形式与政党
不言而喻，只有将这些国家形式同政体形式结合起来，通过限定各政党针对权力集团的作用的总体框架并纳入政治舞台，才能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考察。政治舞台涉及与社会力量的公开或公开宣示的行动相关的政党代表制的具体方式。国家形式同政治舞台格局的结合产生了政治政体。
我将避免深入探讨政治政体的类型学问题，而仅提及杜瓦杰在其多部著作中关于该主题的尤为重要的论述。他是第一位在这一类型学中阐明以下两者之间关系的学者：(i) 行政权力或立法权力的占优势或均衡（不是在宪法和法权意义上，而是在接近此处所采纳的意义上使用立法与行政这两个术语），以及(ii) 政治舞台的具体格局。通过这种方式，他阐明了政党数量（两党制或多党制政体）以及这些政党所特有的结构（松散的或严密的两党或多党制度）等因素的重要性。14他的分析能给我们非常有益的启示，只要我们强调这一事实：杜瓦杰和大多数政治学家一样，未能区分这里所涉及的两种分期和两种情况，即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他的政体形式类型学消解了同国家形式的区别。
在对权力集团的分析中我曾指出，15缺乏对这两种情况和这两种分期的区分，会导致权力集团的阶级格局与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关系发生混淆。因此，要定位各种错位并准确破译政治舞台的阶级框架就变得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这样一种区分同样会产生其自身的后果。正因如此，我们无法看到，根据这些政体所处的各种国家形式，划分为政体的区分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只有从界定了这些政体空间的国家形式出发，我们才能够对这些政体进行划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参照某一社会形态阶段的全部坐标以及政治阶级实践，表面的相关性（例如行政权力的占优势与松散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才能成为一种解释；而表面上的组合模式（combinatoire）才被揭示为一种精确的结合（combinaison）。16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所特有的统一性与相对自主性，以及它们的程度与具体形式，只有在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的这种结合中才能得到考察：这是因为它们与政党代表制的具体方式、与权力集团的政治组织形式紧密相连。如果仅以分权与制度化权力的统一性为例，我们就会看到，当立法权力在多党制或两党制中占优势时，或者当行政权力在松散或严密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占优势时，“分权”的运作方式大相径庭。17然而，当我们考察在政体框架内的政治舞台上所呈现的国家统一性与权力集团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时，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之间的区分对我们来说是绝对至关重要的。简言之，它对于区分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的结合对国家权力统一性所产生的实际效应至关重要，而这些效应往往令人误解地仅仅表现为政体本身的效应。
让我们以立法权力占优势的国家形式与多党制政体为例：这是执政政党联盟通过在该联盟的各个政党之间分割国家权力而似乎威胁到国家权力统一性的典型案例。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权力的统一性所面对的是处于领导阶级或分部庇护之下的权力集团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与该阶级或分部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无误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国家形式和权力集团的阶级格局来阐明这一点：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还将弄清政治舞台上戴着面具的演员们的确切排布。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的统一性表现为该阶级或分部针对其他阶级或分部的霸权在议会中的组织，这要么通过领导阶级或分部的政党对其他政党的复杂支配（例如政府联盟中的“统治性政党”）来体现，要么通过政治舞台上复杂的代表制中介来实现（通过这种中介，该阶级或分部在该联盟的各个政党内部被代表出来），要么表现为该阶级或分部的一个或多个政党掌握了政府的关键部门这一事实。
此外，同样是通过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的这种结合，我们才能够评估国家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程度。例如，行政权力占优势的国家形式的自主性，取决于权力集团的具体阶级格局，取决于由这种国家形式所界定的各政党的一般作用，以及取决于政体形式框架内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特殊表现。换言之，行政权力的占优势，只有在与直接反映在政治舞台上的政党组织作用的特征性衰退相结合时，才意味着国家相对于这些阶级和分部的自主性提高；这种相关性经常发生，并且在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历史现象中尤为清晰。正如葛兰西继马克思之后指出的那样，它表现为政党代表制危机的局面，即各个阶级或分部与其代表之间的断裂。18
然而，往往有可能在这一相关性中破译出各种变异形态：例如，在立法权力占优势的多党制政体中（鉴于政府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官僚机构的作用中尤为明显），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可能比在行政权力占优势且结构牢固、政党内部纪律严密的两党制政体中（如当代的英国）更为显著；或者在行政权力占优势的多党制政体中（如当代的法国），它可能更加显著。
我此前指出的那种结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释：在政党内部纪律严密的两党制（例如英国）情况下，垄断资本显然表现出了自行对其霸权进行政治组织的特殊能力；而这降低了国家机器相对于它们的自主性的重要程度。领导分部的公开行动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其针对人民-民族的霸权，已经在单个政党内部编织在一起，或者在轮流占据政治舞台前沿的两个政党内部编织在一起。领导分部通过其“代理人”（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绝非仅仅指人际关系的字眼）占据该政党或这些政党的“制高点”，从而成为统治分部。在美国的情况显然正是如此，那里政党较为松散的组织有时赋予了国家以一种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罗斯福的“新政”中发挥了作用。在英国1945年工党政府的特殊案例中，这种自主性同样发挥了作用（不妨说是尽管有该制度的存在）。19

V
官僚机构与精英

1. 问题与精英理论
现在，我们可以对国家机器进行严格的考察。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一讨论始终围绕着官僚机构问题展开，尽管官僚机构事实上只是国家机器的各个方面之一（哪怕是最重要的方面）。此外，由于托洛茨基分析中的错误，特别是由于其继承者大量炮制的意识形态垃圾，理论研究遭到了广泛的曲解。因此，我将努力避开这一讨论的意识形态场域，紧扣马克思、恩格斯、葛兰西和列宁就此主题所提供的科学分析。我将采用的唯一其他分析则是马克斯·韦伯的分析，因为尽管他面临诸多批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阐明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最成功的尝试。
我将首先对“政治精英”理论作一简要考察，因为此类理论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它们明确地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而提出。但毫无疑问，它们所针对的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任由其科学概念遭到曲解，从而授人以柄。简言之，大多数政治精英理论提出的问题，无论是通过以这种方式遭到曲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通过它们自身提出的意识形态视角，都是无法解决的。此类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问题域内部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这些政治精英理论探讨了两个相对不同的问题，并提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A. “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问题，在政治精英概念中有时被“政治阶级”这一特定术语所涵盖。在这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指责在于，它据称主张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存在必然的同一性。与此相对，这些理论声称这种同一性并不总是存在，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了各种尝试，以阐述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概念根本不同的政治权力概念。嫁接到这一批判之上的，是假定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所谓“转型”的思潮：根据该思潮，如今我们无法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意义上谈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与循环等，迫使我们必须诉诸对政治权力形成的其他解释。
B. 国家机器与官僚机构的问题。
a. 这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看到的，是所有政治职能向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经验主义式的集中，以及由该阶级成员自身对这些职能的实际行使。例如，封建阶级曾对政治统治、公共行政、军事等职能行使控制权，但对资产阶级而言，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按照这种理论，就必须在理论上解释这种错位，其途径是诉诸一种将政治权力的基础置于国家机器自身的存在之中的概念，并通过混淆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器，将官僚机构自身的政治权力归于它。
b.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些理论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国家观念：国家仅仅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而运转；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甚至否定了考察官僚机构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相对自主性的可能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被迫诉诸将一种自主的政治权力赋予官僚机构，这一政治权力平行于经济或政治的“阶级”统治。因为在这些理论看来，这是解释官僚机构特殊运作方式的唯一途径。
赖特·米尔斯在解释他为何拒绝“统治阶级”一词而倾向于“权力精英”时，以极其清晰的形式表达了对遭到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些批判。
“‘统治阶级’是一个背负了过多沉重包袱的短语：‘阶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统治’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此，‘统治阶级’这一短语包含着一个经济阶级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的理论。这种走捷径的理论有时可能是对的，有时可能不是，但我们并不希望在我们用来界定问题的术语中携带这样一个相当简单的理论。……具体而言，‘统治阶级’这一短语在其通行的政治内涵中，没有给政治秩序及其代理人留出足够的自主性，并且它对军队本身只字未提。……我们认为，这种‘经济决定论’的简单观点必须通过‘政治决定论’和‘军事决定论’加以阐发；如今，这三个领域中每一个领域的高层代理人通常都拥有显著程度的自主性。……”1

在考察这些理论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器与被指定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建立的关系之前，我们将简要看一下这些理论所建议的解决办法。作为一条普遍规则，它们致力于为政治权力寻找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承认的基础；换言之，不同于政治层面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有几种变体：例如，它们可能（简要来说）追随帕累托，看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种准本体论的关系：这类似于施米特的黑格尔式主奴图式；或者它们可能遵循曼海姆关于“自由悬浮的知识阶层”（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图式，从精英相对于大众的智力垄断出发；或者，遵循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一股更为重要的思潮，它们可能从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问题出发，把国家本身要么视为独立于经济层面的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基础，要么视为独立于经济权力、但与经济权力平行的政治权力基础。后一种表述对我们而言尤其耐人寻味。它通过从官僚机构自身的政治权力出发来破译官僚机构的运作，而这种政治权力仅仅源于它对作为政治权力自主基础的国家机器的控制。
在控制国家机器的那个社会集团（尤其是官僚机构）与其他政治精英之间，被承认存在何种关系？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官僚机构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揭示了这些理论之间的内部争论，其中一些理论肯定政治精英的统一性，另一些理论则肯定政治精英或治理范畴的多元性。此外，这一问题还涉及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问题，即官僚机构这一社会范畴的统一性与特殊凝聚力问题。
A. 政治精英或治理范畴的多元性概念并不重要，因为它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反应：它是功能主义学派的反应。2在发挥其意识形态职能时，这种对所谓政治精英或治理范畴之间一切统一性的否定，以最完美的明晰性旨在切断任何可能暗中通向哪怕是最起码地提及阶级斗争的途径。一旦承认这些精英或范畴的统一性，就会冒着与那些仍旧承认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存在的人发生危险接触的风险；而似乎出于巧合，再次是阿隆最清楚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功能主义的掩护下——功能主义通过把政治视为一个“整合的”社会“总体”中各个“要素-领域”的“领导”的弥散且模糊的职能，取消了政治的概念与现实的独特性——其结果如下：政治精英是根据其在社会现实各个领域（包括其制度化形式即国家这种政治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来界定的；因此，它们凭借作为治理范畴（categories dirigeantes）而成为政治精英。它们之所以是多元的，既是因为(i)这些不同领域（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与它们除了在社会总体中以循环方式被整合之外并无其他关系，也是因为(ii)各个社会集团的这些“高层社会阶层”代表着多元整合的分歧利益。难道能够断言“工会最高层领袖”、所有重要政党的“最高层人员”、垄断组织的“最高层经理”、国家的“最高层官僚”（按照这种理论，他们构成了治理范畴）构成了一个政治统一体吗？退一步说，这完全是言过其实！在此语境中，国家机器（官僚机构，更具体地说是其“高层”）被认为拥有其自身的政治权力；而这种权力与其他权力的关系，则受制于功能主义理论所特有的关于政治权力“分割”的普遍观念。
B. 对我们而言最耐人寻味的学派是接受政治精英的统一性、并有时通过“政治阶级”这一概念来表达它的学派。3尽管该学派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观念——理由是它(i)未能考虑到政治职能的现代去中心化以及官僚机构特有的作用，并且(ii)预设了资产阶级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政治统一性——但它显然仍意图保留政治统治的一般图式。这也包含若干变体：这些不同精英的统一性有时基于（如莫斯卡的“政治阶级”）它们与制度化政治权力发生关系（在影响或参与的意义上）的单纯事实。这种没有任何可能基础的权力，被视为一个单纯的场所，其存在本身统一了各个精英，而官僚机构的高层仅仅构成众多精英中的一种。随后，该学派试图发现政治权力的平行来源，将经济本身视为权力的一个来源，而将国家视为另一个来源。根据赖特·米尔斯的观点，精英（包括官僚机构）尽管被归结为它们与这些不同来源的关系，但仍然通过以下事实统一起来：“经济公司的首脑”、“政治领袖”（包括官僚机构的高层）和“军事领袖”，也就是说所有的精英，都属于他所谓的“公司巨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企图超越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并考察官僚机构自主运作的观念，似乎恰恰将问题归结为一种经济过度决定论。国家机器的政治运作被吸收进其成员与其他精英一同归属于高收入阶层这一统合中心的事实中。这种统一性有时也与对其他精英的支配地位联系在一起：要么是(i)掌握着基于生产关系的权力的精英（见梅诺），要么是(ii)掌握着基于对作为政治权力平行基础的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权的精英（见米歇尔斯及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某些其他门徒）。此外，在这些观念的语境中，这种支配地位实际上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最后，如在伯纳姆那里，这种统一性有时被解释为各种精英都属于新的经理人员技术官僚“阶级”，该阶级在大企业中通过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控制生产，并在国有化部门中通过其作为国家机器的成员控制生产。
鉴于其他人已经对这些理论的理论预设作出了足够详尽的批判，我将不再赘述。4这些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们没有提供关于政治权力基础的任何解释。此外，它们承认政治权力具有多元来源，却无法对其相互关系作出解释。因此，它们最终得出了与其最初设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方面批判遭到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观念，另一方面尤其期望考察官僚机构特有的运作方式，结果最终却承认了政治精英的统一性。但在他们那里，这种统一性仍然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就官僚机构而言，由于它们承认其自身的政治权力，最终要么将其运作归结为虚构经济集团的成员资格（米尔斯），要么在狭义上（韦伯学派）或在广义上（伯纳姆）将其视为政治权力的排他性“主体”。

2. 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国家机器的阶级归属问题
精英理论所提出的问题，现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内部得到解决。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对此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所针对的仅仅是其扭曲版本。
首先，我将考察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概念的批判。该理论认为，阶级概念仅适用于经济层面，统治概念仅适用于政治层面：因此，通过不恰当的引申，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一概念必然暗示着，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是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事实上，我在此前（第57页及以下）已经证明，说阶级概念仅仅涵盖行动者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正确的：相反，它表明了结构总体对社会关系领域的作用效果。我还表明（第99页及以下），权力和统治的概念在与阶级概念的关系中，绝不仅仅仅涵盖政治结构层面，而且涵盖社会关系领域的总体，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践。
从这些考量出发，我们解释了各阶级所占据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各个位置之间去中心化与错位的可能性。虽然生产关系的经济层面归根到底决定了阶级斗争领域中权力和统治的位置，但它只有通过其在一个形态的复杂总体中的反映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遇到了许多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发生错位的例子。此外，在展示了政治层面的复杂结构和相对自主性，以及它所包含的不同空间之后，我们展示了各阶级所承担的各种政治职能发生去中心化的可能性：例如，作为权力集团一部分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该集团最终掌握政治权力并承担从政治上组织权力集团作用的领导阶级之间的区分；或者这些阶级与在政治舞台上承担代表角色的统治阶级（classe régnante）之间的区分。简言之，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严格马克思主义理解绝不意味着各种政治职能经验主义式地集中在一个阶级的实际成员手中，而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并根据政治结构（即国家的类型和形式以及政体形式）来解释这种去中心化的可能性。1但这仅仅涉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它完全未能解决由作为社会集团的国家机器所提出的问题。鉴于“官僚机构”一词所具有的重要性，我将继续使用它，尽管它与军队、警察等一样，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通常被称为“国家行政机构”的那个集团的一部分。在对分部、阶层和范畴作出区分时，我曾指出官僚机构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范畴。2当考虑到一种生产方式的复杂整体及其各个层面的特殊效力时，显而易见的是，官僚机构乃是国家的区域结构对某一社会形态：中的行动者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在“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区域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机制。尽管政治层面的这种区域结构确实对分布于社会阶级或阶级分部中的行动者产生效果（只要这些概念不仅涵盖经济层面对行动者的效果），但官僚机构这一范畴的产生构成了其特殊效果。从官僚机构的角度来看，这首先通过它属于国家机器这一事实表现出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使政治权力的各个制度运转起来。
然而，官僚机构作为国家机器的社会范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区分官僚机构一词可能具有的两种含义是极其重要的，这两种含义确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赋予它的。严格说来，第二种含义并不直接指涉这一社会范畴，而是指涉国家机器的特定组织系统与内部运作方式，它首先表达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国家的政治冲击，这一现象通常用官僚主义或官僚化这一特定术语来表示。3这一区分具有双重重要性：(i)它提出了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之间、该范畴的位置与该组织系统的运作（特别是国家机器的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ii)它提出了独立于官僚机构作为社会范畴的存在与否，官僚主义持久存在的可能性问题。这正是列宁在其关于苏联过渡时期国家和官僚主义持久存在的著作中的全部问题域，他将其称为“官僚化倾向”，而无需“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而存在。
无论如何，官僚现象的这两个方面始终关涉国家机器而非国家权力。特别是，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范畴，取决于国家机器的具体运作，而不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国家权力。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无疑被夸大了；首先，我们可以说，官僚机构本身不能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甚至不能构成一个阶级分部（无论自主与否）。恩格斯曾用“阶级”一词来指称它，但这属于特殊情况，该术语显然无法保留。因为规定官僚机构特性的，恰恰是它与制度化权力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属于国家机器这一事实；因此，它只能是国家与(a)经济结构以及(b)社会阶级和阶级分部的关系的效果。在此语境中，仅说明官僚机构在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层面上界定阶级的各种关系中没有特定的位置是不够的。即便这足以驳斥官僚机构是在生产关系层面已经存在的阶级这一观念，也不足以驳斥将其视为阶级的一个分部的观念：事实上，自主的阶级分部可以仅仅在政治关系的层面上得到界定。既然官僚机构的运作是由它与国家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属于国家机器这一事实所规定的，那么它在政治层面上就只能由该国家的阶级职能所严格决定。换言之，有时被视为官僚机构的一种特权特征的东西（即它与国家的特殊关系），不仅没有使它构成一个社会阶级或阶级分部，而且在将其规定为一个范畴的同时，通过将其运作限制在该国家的阶级权力之内，恰恰排除了它在政治层面上成为自主阶级分部的可能性。
在其他方面，有时导致歪曲官僚机构这一特征的讨论涉及国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即涉及其各种经济职能。这些经济职能有时似乎能够（在某些情况下）赋予官僚机构在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中的特定位置。但是国家的职能恰恰被其政治阶级权力所限制。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资产阶级情形：官僚机构可以通过国家，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中、甚至在尚未存在的生产关系中为自身确立一个特定位置。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是凭借作为官僚机构而构成一个阶级，而是凭借作为一个实际的阶级而构成阶级的。
这一概述对于提出官僚机构与阶级及阶级分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官僚机构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范畴，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阶级归属。这关涉到官僚机构的各个阶层源自哪些社会阶级或阶级分部，行政机构的成员是从哪些阶级或阶级分部中招募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坚持认为，从这个观点来看，官僚机构必须被视为区分为某些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招募来源和阶级归属。例如，在德国和法国官僚机构的案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了列宁所谓的官僚机构“高层”（它们分别属于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以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下层阶层。此外，关于官僚机构高层的阶级招募，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区分资产阶级的各个分部，特别是工业分部与金融分部。4
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通过掌管国家的阶级这一特定概念，标明招募官僚机构“高层”的阶级或分部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这一概念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以表明这一阶级或分部可能认同、也可能不认同权力集团的领导阶级或分部，即通常被错误地称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简言之，官僚机构的高层可能依附于一个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分部，该阶级或分部是权力集团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该集团的领导阶级或分部。典型的案例是1830年以后的英国国家机器，以及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国家机器，在这些案例中，尽管资产阶级占据着领导地位，但这些高层人员是从土地所有者阶级中招募的。此外，这一掌管国家的阶级或分部可能与政治舞台上的统治阶级或分部相认同，也可能不相认同。在我所给出的所有例子中，领导阶级或分部与统治阶级或掌管国家的阶级（官僚机构高层即招募于此）之间，显然存在着一整套错位现象。
这些论述十分重要，因为官僚机构的全部问题在于它构成了一个特殊范畴。这意味着它的特殊运作方式（规定其作为一个范畴的特性的东西）并非直接由其阶级成员资格、即并非由其所源自的那些阶级或分部的政治运作所决定：它取决于国家机器的具体运作，即取决于国家在形态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各个阶级和分部的复杂关系。这恰恰是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社会范畴，尽管其各个阶层在招募来源和阶级归属上存在多样性，却能够拥有其自身的统一性与连贯性的原因：因此，官僚范畴的这种政治统一性不能与掌管国家的阶级联系在一起。
它也不能与归根到底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统一性联系在一起。我将集中论述这一点。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器时，他们坚持认为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自主的阶级或分部，因此不可能拥有其自身的政治权力。所谓的“官僚权力”事实上仅仅是对国家职能的行使（这是马克思和列宁赋予“国家机器”一词的第二种含义），因为国家并非政治权力的基础，而是属于特定阶级、因而在本例中属于领导阶级或分部的政治权力的中心。5换言之，归根到底，官僚机构的运作对应于该阶级或分部的政治利益：然而，这是通过国家与该阶级或分部的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这一中介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官僚机构的阶级归属或招募来源这一中介实现的。因此，虽然官僚机构没有其自身的阶级权力，但它也不直接行使它所属阶级的权力；此外，它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恰恰因为它属于这些阶级。在掌管国家的阶级或分部与领导阶级或分部发生错位的情况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那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英国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官僚机构行使的不是掌管国家的阶级的权力，而是领导阶级或分部的权力。指出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人们常常试图通过确立后者与官僚机构高层所源自的阶级之间的同一性，来建立官僚机构与领导阶级或分部的政治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论是在赖特·米尔斯的虚构意义上，还是通过更加虚构的调查这些高层人员与领导阶级或分部成员之间神秘且多样的近亲或远亲隐藏关系的方法。
由此我们来到了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即领导阶级或分部确实是招募官僚机构高层的来源，从而领导阶级或分部与掌管国家的阶级或分部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官僚机构与后者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直接由其阶级归属所决定的：它要通过国家这一中介。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特殊范畴所特有的统一性与凝聚力特征，无法通过其阶级归属而被归结为掌管国家的阶级（在本例中也就是领导阶级）的统一性与凝聚力：它们取决于官僚机构与国家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属于国家机器这一事实。正是这一点使它能够在政治上以相对于它行使权力的领导阶级或分部的相对自主性进行运作。
事实上，官僚机构由此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官僚机构与国家的特殊关系，在领导阶级与掌管国家的阶级同一的情况下，官僚机构获得了相对于后者的相对自主性；而在这些阶级发生错位的情况下，尽管官僚机构在阶级归属上属于掌管国家的阶级，它却为领导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仍然拥有相对于领导阶级的相对自主性，这并非凭借其归属于另一个阶级（即掌管国家的阶级），而是通过其与国家关系的中介凭借其作为特殊范畴的特性。因此我指出，为了证明官僚机构政治运作的相对自主性是合理的，在理论上无需承认它拥有自身的政治权力，正如为了证明国家相对于权力集团和领导阶级的相对自主性是合理的，无需将国家自身的权力归于国家一样（因为国家仅仅是阶级权力的中心）。
虽然官僚机构的阶级归属并不直接决定其自身的政治运作，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种运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不过这通常是在国家与领导阶级关系所设定的限度之内。在领导阶级或分部不同于招募官僚机构的阶级（包括掌管国家的阶级）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引人瞩目。但无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一条普遍规则，官僚机构在阶级归属上属于掌管国家的阶级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体现为该阶级自身的政治权力——这是因为官僚机构的高层是从其内部招募的：这是一种不同于该阶级通过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所掌握的权力的政治权力。它不是权力的直接表现，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官僚机构高层的阶级归属对领导阶级或分部所施加的额外限制和障碍上。事实上，这是从马克思对英国国家机器的分析（资本主义地租贵族对抗资产阶级）以及恩格斯对普鲁士国家机器的分析（封建大地主对抗资产阶级）中所能得出的总体结论。6
尽管方式更加微妙，但这正是在严格意义上的过渡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治层面承担了主导作用，由于国家权力的特殊不稳定性，以及由于斗争中各阶级不稳定和脆弱的平衡，国家机器的阶级归属可能发挥有利于掌管国家的非领导阶级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是说这种归属本身赋予了他们政治权力，而是它为他们获得这种权力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法国的国家机器的。“但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机构只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如我们所知，资产阶级在此时此地是承租阶级）。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机构是统治阶级的工具。”7但法国的案例是一个特例。在英国的过渡时期，CMP主导地位特别清晰和成功的确立，可以说是尽管国家机器具有阶级归属（土地贵族）却依然得以推行的。在德国的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凭借国家机器确立了其霸权，尽管后者的阶级归属是土地贵族。官僚机构能够在具体运作中表现出这些方式，是因为它们的运作严格取决于过渡时期社会力量与国家作用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过渡时期国家的机器中，这种阶级归属在这种情况下也继续以阻碍与抵抗确立CMP主导地位的形式表现出来，其限度由过渡的一般进程所决定：它们根据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精确作用而有所不同，并且在国家作用非常重要的德国尤为清晰。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也是指导列宁在过渡初期对苏联官僚主义问题（国家机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进行分析的理论脉络。
国家机器的阶级归属不仅在与官僚机构高层和掌管国家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上具有重要性。虽然官僚机构特有的科层等级运作方式使得这些高层人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该机器下层阶层的小资产阶级阶级归属，加上小资产阶级在法国和德国（不同于英国）所占据的特殊位置，在这些国家获得了特有的重要性。
国家机器下层阶层的这种阶级归属值得考察。事实上，它是国家官僚机器发生特殊扩张的原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葛兰西都强调了在迈向确立CMP主导地位的形态中，国家官僚机器的扩张与小生产者阶级或阶级分部（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小农阶级等）的存在之间的这种关系。例如，葛兰西曾以如下方式提出问题：“在给定的国家中，是否存在一个广泛的社会阶层，在其经济生活和政治自我主张中……文职或军职的官僚生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8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包括：(i)属于经济层面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存“造成了无业的过剩人口，他们在土地上或在城市里都找不到立足之地，因此把国家官职作为一种体面的施舍来伸手索取，从而促成了国家职位的设立”；9(ii)属于政治层面的：官僚机器的扩张使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通过将这些下层阶层转变为支持阶级来争取他们；(iii)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别是这些支持阶级所持有的权力拜物教意识形态，加上它们明显缺乏自身的政治组织，这使得其成员特别适合充当官僚机器的下层阶层。
然而，由于其下层阶层的阶级归属而导致的官僚机器扩张的原因，并不等同于官僚机器存在和运作的原因。后者更多地取决于小生产者各阶级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位置。简言之，它们并不等同于取决于官僚机构相对于这些阶级自身的政治行动的原因。例如，由于经济生活条件（如孤立隔绝等）以及小生产者各阶级在政治上组织自身的能力匮乏，他们的处境使以特殊方式代表他们的官僚机器成为必需且成为可能。因此，他们对统治权力的支持是以机器自身的行动为条件的，而不是以下层阶层属于这些阶级这一事实为条件的。此外，这一下层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与“高层”的统一关系中的运作方式，根据国家结构、因而根据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权力而有所不同。
最后，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与小生产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源于官僚机构乃是国家的区域层面在一个社会形态中所产生的效果这一事实。官僚机构表达了在这一形态中CMP与催生小生产阶级的其他方式的具体结合。因此，这种关系取决于这些阶级(a)受到资本主义方式各阶级的过度决定，以及(b)受到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过度决定。

3. 资本主义国家——官僚主义——官僚机构
因此，对官僚问题的分析预设了必须在以下三者之间严格确立起相互关系：(a) 作为特殊范畴的官僚机构，(b) 作为国家机器特殊组织体系的官僚主义，以及(c) 某种国家类型的诸结构。因此，有必要考察：(i) 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以及由该方式所支配的形态（此处即资本主义方式）框架之中的官僚机构，以及(ii) 它在该形态阶级斗争框架内的置入——这与它的阶级归属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我将仅就CMP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框架内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给出若干说明。为此，我既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的论述，又参考韦伯的分析，因为他在阐明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同(a)资本主义体系及(b)政治民主的特殊关系的地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随后政治学关于官僚现象的唯一有价值的分析，仅仅是对其论点的延伸。韦伯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方针，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能够对之提出的批评时。
我将首先概述我此前做出的批评。在官僚机构问题上，韦伯的总问题既导致官僚主义被赋予一种不充分且模糊的地位，又导致官僚机构被赋予一种虚假的地位。
(i) 官僚主义：他在“形式合理性”这一含糊概念下确立了它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形式合理性是一套支配资本主义体系各个部门组织的规范模型。
(ii) 官僚机构：对他而言，这一社会集团最终成为现代政治权力的主体/创造者以及政治发展的主体，这恰恰是因为他将其塑造成政治层面上这些行为规范的主体/创造者。1因此，我们看到了官僚机构与社会阶级之间关系、乃至政治阶级斗争关系的系统性遮蔽；韦伯的官僚概念当然是明确为了与阶级斗争概念相对抗而构想出来的。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记住，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在官僚主义/官僚机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确立了必然的联系。尽管他不加区分地将官僚现象置于资本主义形态的各个部门中，但他特别强调了它与现代国家政治形式（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必然的，但具有两个方面：概括而言，官僚现象（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在他看来既(i)对于资本主义形态整体及其政治形式的运转不可或缺，又(ii)自身孕育着重大矛盾的萌芽，这些矛盾尤其在政治层面上显露出来。
自从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默顿的分析问世以来，当代政治学便追随韦伯，依据功能失调的概念来考察官僚问题。2根据该学派的观点，官僚机构的运转并不构成特殊的政治问题或现象，除非在那些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运转超出了该体系整合主义参照框架的例外（甚至是“病态”）情况中。美国社会学对官僚机构的分析或多或少都可以归入这一视角：在他们看来，必须在功能性官僚机构（即对体系有用的官僚机构）与功能失调的官僚机构之间作出区分；其任务是在该体系框架内重新调节“人际关系”。因此，韦伯显得像是一个异类：尽管他在(a)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的存在，同(b)他所谓的体系合理性之间确立了联系（即尽管他将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视为体系内最有效的行动框架），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官僚现象与政治民主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
但这种矛盾定位不当，并导致了米歇尔斯关于“官僚机构/政治阶级”同政治民主关系的构想。在一般的韦伯图式中，缺陷在“合理性”概念所表达的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对韦伯而言，这一概念具有两种含义。在第一种非常精确的含义上，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中的预算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过于狭隘，仅指代这种生产方式诸结构的一种局部的、次要的效应。它还被用于极其模糊的一般“合理性”意义上。在这一意义上，正如马尔库塞在将这种表述推导至终极结论时所指出的，3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在韦伯理论中表现为官僚运转的形式合理性转变为压在体系之上的“非合理性”。此外，值得回忆的是，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本人正是根据属于其异化总问题的“合理性/非合理性”主题，对官僚机构及其与现代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展开批判的。
事实上，恩格斯、葛兰西、列宁以及成熟期的马克思，既确立了“官僚现象”（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及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必然联系，也确立了这种联系的矛盾性质。特别是，作为理论研究具体对象的官僚机构，绝不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某种例外的和病态的运转：它表达了国家机器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类型的构成性特征。因此，当成熟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官僚机构是社会中的“寄生体”、“赘疣”时，4并不是为了标示出该机器在资本主义形态具体情境中所具有的某种例外特征。事实上，他们旨在指明这一国家机器特殊范畴与资本主义形态（“寄生体”）之间的一整套矛盾；而资本主义形态对该机器的运转而言是绝对至关重要的，且该机器的存在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这些矛盾体现在官僚机构的运转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它们源自：(i) 形态中的CMP，即官僚机构与该生产方式各阶级（包括资产阶级以及官僚机构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相对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以及(ii) 官僚机构与资本主义形态中其他生产方式各阶级（即小生产者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其必然性以及它与各阶级的关系中，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相接合的形式，以及所导致的政治关系，官僚机构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效应。
关于官僚主义，我也将遵循同样的理论路线。我们必须指明国家机器某种组织体系在同资本主义方式与小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模型（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中的必然性与矛盾。这里的矛盾将同时处于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中：既存在于政治民主的合法性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官僚机构运转中所采取的形式之间，也存在于后者与主导这一运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面向之间。
因此，指出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同某种国家类型（资本主义国家）及该国家的具体形式相关联，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官僚现象的视角：官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当它处于资本主义形态的整体之中，在官僚主义作为规范性意识形态组织模型的面向下，它与该形态各个部门中的组织呈现出同构性：例如企业（劳动组织）、文化领域（文化的“官僚化”）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同构性是某种意识形态模型对整个社会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然而，严格意义上指代某种具体社会范畴的官僚机构，则与其作为国家机器成员的属性直接相关。

正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能够确定官僚机构的经济因素。这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形态中其他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相关的因素，对官僚机构的生成没有直接影响。唯有在它们反映于国家的结构与职能之中时，它们才对官僚机构自身及其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当小生产者阶级的“过剩人口”迫使他们在官僚机构中谋求职业以作为收入来源时。如马克思所言，此处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国家“属性与职能”在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特征性扩展，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类型相比，其涉及对经济进行具体干预的那些职能的扩展。5此外，这些职能分布于从税收征收和国家预算扩张（韦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了这两者的重要性）到对经济的更直接干预（如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见证的那样）的一整套活动范围之中。国有化国家财产的问题也正是由此引出的。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它所引发的种种错误阐释。这包括“经理主义”倾向，它要么基于(i)将生产关系与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混淆，以及所谓现代“私有财产与控制权的分离”，要么基于(ii)关于“组织”的一般观念。这种倾向在被意识形态化构想的经济（企业组织等）中，看到了官僚“阶级”的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属性与职能”的扩展不仅关涉经济职能，而且关涉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职能。对官僚机构而言，这是一次重要的扩展，主要是因为它决定了国家人员数量的增长。尽管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官僚机构确实可能扩展为“过剩人数”（即超出履行这些职能所需的人数），但同样真实的是，作为社会范畴的国家机器的扩展，与国家机器职能上的扩展之间的关系在此处是至关重要的。
当国家职能的这种扩展（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对应于社会形态中统治地位从一个层面转移到另一个层面时，它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境下，国家在资本主义形态中承担了统治地位。这影响到了官僚机构的政治运作以及这种运作的作用，后者随着国家的统治地位而增强。因此，在这种关系内部，我们必须区分国家职能的扩展对官僚范畴数量增长的影响，与国家统治地位对官僚机构政治运作的影响，因为这两个因素并不必然完全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家机器与官僚机构时作出了这种区分。在法国和德国，由于统治地位常常归于国家层面，官僚机构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政治作用。然而，在法国，由于自耕农阶级的扩大，国家职能扩展对官僚范畴扩大的影响尤为显著：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多元决定下，其“过剩人口”在国家机器中找到了容身之所。相反，在英国，CMP对其他生产方式尤为成功的支配，既导致了小生产者阶级的瓦解，也使得经济层面占据了统治地位，即在英国社会形态中确立了典型属于CMP的母体。官僚机构的作用不那么重要，这意味着在英国，这一特殊范畴几乎从未确立为一种社会力量。当然，通过分析这些国家官僚机构随后不同的演变及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可以进行更详尽的论述，但我把这留给读者。
对资本主义形态中官僚范畴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归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问题。它首先取决于这一国家的结构及其在CMP各层面整体中的位置。此处的关键要素，是政治相对于经济的相对自主性，与其他生产方式（例如封建生产方式）相比，这正是CMP的特征所在。马克思和韦伯都指出了这一特殊特征对使官僚机构能够作为特殊范畴而存在的诸条件所产生的效应。
在封建生产方式以及作为其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公共职能的行使取决于行使这些职能者与代表国家主权的君主之间的个人性的、经济-政治层面的纽带。这些职能的行使，特别是与各阶级在该生产方式中的地位、作为“种姓/等级”的“公共身份”以及封建权利的行使完全重合。这就是韦伯所称的“名流统治”；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此将政治职能的行使集中在自己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采取种姓或等级形式的阶级归属，直接决定了排除官僚机构作为特殊范畴运转之可能性的国家管理。此外，就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形态中的运作而言，这一点同样清晰：这种运作阻碍了“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范畴的形成；参见僧侣作为一个阶级乃至一个等级的问题。
我们在对绝对主义国家的分析中更充分地研究了从这种状况向现代官僚机构的过渡。这种过渡以资本主义国家类型为前提，即一个相对于经济具有相对自主性、并确立了官僚主义具体特征的法权-政治层面。马克思在描述法国官僚机构的构成时所指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
这个拥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的行政权力……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产生的……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等数量的属性，封建显贵转化为领薪官吏，互不一致的、相互冲突的中世纪全权模式转化为国家政权的规范计划……第一次法国革命肩负着摧毁一切局部的、地域的、城市的和省份的独立权力以建立国民市民统一的任务，势必把绝对君主制所开创的事业发展下去：这就是中央集权，但同时也就是政府权力的范围、属性和人员的扩大。6

在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对官僚机构运转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研究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官僚主义的方面。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是指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与运转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下，它与具体的官僚范畴是外延重合的。官僚主义既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诸结构，也源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国家机器组织的规范性规则的影响。这是官僚主义中两个相对有别的因素。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官僚主义的影响采取了几种形式：
a. 要么是一种普遍形式，关涉一切意识形态本身的构成性特征；例如对知识的特殊遮蔽，这表现在官僚制的“秘密”中；
b. 要么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中对此作过研究），从官僚职能的非人格化特征（例如“个人-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延伸至分工的规范模型；
c. 要么是法权-政治形式，即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要处理资产阶级合法性对官僚主义的影响；成熟期著作中的马克思与韦伯（“合理-合法”合法性）都强调了这一点。在这一合法性的框架内，官僚机构似乎代表了人民-民族的政治统一；它既能够、也确实将自身表现为体现普遍利益的“中立实体”；因而它针对各阶级的政治运作便被系统性地遮蔽了。
d. 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官僚主义的影响，最终表现在它们对群众缺乏文化与知识所产生的效应上。恰恰是这一点造就了官僚对知识的垄断。
因此显而易见，恰恰通过其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整体中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与支配该形态各个部门（即工厂、文化机构等）中劳动组织与分工的规范模型呈现出同构性。7然而，官僚主义仅仅对于国家机器而言才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效应，这恰恰是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作为社会范畴的官僚机构的存在相关联。另一个原因在于，在这一领域中，意识形态与国家结构相接合，从而产生了与其同官僚机构这一政治现象之关系相联系的官僚主义；简言之，即处于与政治阶级斗争关系之中的官僚机构。
但官僚机构之所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范畴，是因为(a) 它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在运转中所呈现出的特殊统一性，以及(b) 它相对于社会阶级（既相对于其成员所属的阶级，也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在资本主义形态中，这些特征主要取决于由统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其次，它们取决于阶级斗争与这个国家的关系。
官僚主义已被分析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无需在此多费笔墨。因此我将简要回顾其某些特征；我将搁置那些源于国家独特性质的特征以及那些源于意识形态的特征，并且我不试图按重要性顺序对它们进行归类。马克思、恩格斯、葛兰西和列宁8都研究过它们；韦伯亦然，其分析在此是有益的。我们可以给出如下一般定义：官僚主义代表着通过权力委托而形成的国家机器科层制等级组织，对该机器的运转产生着特殊效应。作为一条普遍规则，它与下列特征相互关联：
1. 法律体系公理化为抽象的、普遍的、形式的且受到严格规制的规则/法律，这些规则/法律分配活动领域和管辖权（恩格斯、韦伯）；
2. 职能的集中与机器的行政中央集权化（马克思、恩格斯、葛兰西）；
3. 国家机器职能的非人格化特征（马克思、韦伯）；
4. 通过固定薪资支付这些职能报酬的模式（马克思、韦伯）；
5. 通过由“高层”增选或任命、或通过特定的考选制度招募公务人员的模式（马克思、韦伯）；
6. 公务人员私人生活与公职的分离；“家庭”与“办公室”的分离（马克思、韦伯）；
7. 针对各阶级而言，对机器之知识的系统性遮蔽，即官僚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韦伯）；
8. 机器内部对知识的遮蔽，由“高级公务员”掌握科学的关键（列宁）；
9. “高层”所受科学教育与下属阶层缺乏文化之间的特征性差距（马克思、列宁）；等等。
国家机器组织的这种官僚主义，带来了通过权力与职能部门的委托而进行的严格科层制运转，一种自上而下分配权威与合法性的特殊内部形式，一种将责任不断推卸给上层机构的做法，所有这些特征都常常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众多其他作者所描述。恰恰是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首先将统一性特征赋予了官僚机构，从而将其构建为一个特殊的范畴：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这种融合，使得官僚机构尽管在其各个阶层的阶级归属上存在分歧，却仍能够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来运作。诚然，这一社会集团拥有自身特有的利益（例如将获得行政职能作为收入来源、职业晋升框架等），但由于官僚机构各个不同阶层之间这些利益的差异性，这些利益不足以将其构成一个特殊的范畴；并且，尽管这些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官僚机构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它们并不能解释官僚机构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而正是这种自主性促成了官僚机构作为特殊范畴的形成。

4. 官僚机构与阶级斗争
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引导我们回到官僚机构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唯有这一关系能够向我们揭示该社会形态中官僚机构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相对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连同它所特有的统一性，共同将官僚机构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范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始终如一的理论路线：官僚机构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这种相对自主性，绝对且穷尽地由资本主义国家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由于官僚机构本身没有任何权力，它的相对自主性无非是在阶级斗争的权力关系中归属于这一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国家权力由各阶级所掌握，因为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权力中心。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根据他们所从理论上阐述的唯一概念）明确仅与在场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均势相关。因此，尽管对他们而言，官僚机构的相对自主性严格由国家脱离各阶级的自主性所决定，但它仅仅被定位在这种均势所能实现的那些情境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特别结合法国波拿巴主义这一具体历史现象考察了官僚机构问题，并错误地将这一现象归约为力量均势的模型。他说：“官僚机构……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不管怎样力图达到独揽权力，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只有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完全独立了”：1（此处的问题是波拿巴主义官僚机构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恩格斯更清晰地陈述了这种情况：
可是，事实上，德国现存的国家也是它从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鲁士现在是起决定作用的——与依然强有力的土地贵族并存的，有一个比较年轻而极其怯懦的资产阶级，它直到现在既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夺得直接的政治统治，也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夺得或多或少间接的政治统治。但是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人数迅速增加、智力高度发展、一天比一天更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那里不仅看到旧绝对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均势，而且看到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绝对君主制下或现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制下，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掌握在一个特殊的军官和官吏等级手中，在普鲁士，这个等级是由它自己的队伍补充的。这一等级似乎处于社会之外，可以说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地位，使国家具有了相对于社会而言表面上的独立性。2

恩格斯在此明确将自身特有的权力归之于官僚机构：他甚至有时进而将其视为一个阶级；但这两种表述显然都是错误的。重要的是他赋予官僚机构相对自主性的地位。有时他又将其定位于那种特殊的均势情境，即灾变均势；例如在他的一篇文本《德意志的现状》（‘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中：3“这个由官僚机构所代表的政权，是普遍无能的政治综合……德意志现状的贫困主要在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强大到……能够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这种灾变均势接近于马克思对法国波拿巴主义中官僚机构相对自主性的另一种解释，即自主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民族的能力，而工人阶级还没有获得这种能力。”
但是，这些均势模型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是不充分的，正如它们对于解释国家机器这一特殊范畴相对于这些阶级的相对自主性是不充分的一样。即使在不存在力量均势的情况下，这种相对自主性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类型（从而也是其具体形式）的一个构成性特征。因此，虽然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在实践层面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的考察，但我们同样发现了一种直接由前者所决定的、对官僚机构相对于这些阶级的相对自主性的进一步考察，即使在力量非均势的具体情形下也是如此。读者可以参阅上一章，该章论述了这种国家类型及其在资本主义形态中具体形式的相对自主性诸因素。马克思对官僚机构的分析与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同各阶级关系的分析极其精确地重合；他强调了官僚机构相对于这些阶级自身所具有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由国家结构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法权-政治意识形态）的结合所引起的。
通过这种方式折射出来的官僚机构的统一性，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阶级斗争的全部层级相关联，这既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阶级，也包括该形态中非主导生产方式的各阶级。它首先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经济斗争所特有的孤立化效应相关，也与自耕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孤立化状态相关。这种孤立化使得国家官僚机构能够将自身呈现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代表着人民-民族的统一。马克思在分析官僚机构与自耕农阶级之间的特殊关系时强调了这一点：“按其本性而言，小地产构成了一个全能且庞大的官僚机构赖以建立的合适基础。它在整个国土表面上造成了均一的关系与人员水平。因此，它也允许从一个最高中心对这群均一群众的所有点采取均一的行动。”4恩格斯在分析官僚机构与德国小资产阶级（具有其“狭隘的地方利益、在各个城镇的地方组织、地方斗争和地方进展”）之间的关系时，同样强调了这一点。5官僚机构/资产阶级的关系实际上是双重的：它是官僚机构与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a) 准备为了其普遍阶级利益而牺牲个人私利的“普通资产者”（孤立化效应），以及(b) 深度分裂为各个阶级分部的资产阶级。
在政治阶级斗争的层面上，这是官僚机构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分部的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引出了它们政治组织的问题，因为官僚机构通过扮演这种组织之生产者的国家，成为了其政治统一性的代表性因素。在官僚机构与小生产者阶级的关系中，这是后者在政治上组织自身之构成性无能的问题：这带来了它们的权力拜物教，以及官僚机构代表它们统一性的角色。在政治层面上，自耕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典型地”由官僚群体所代表，后者通过国家使它们保持在政治上的涣散无组织状态。6
简言之，官僚范畴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以及该类型在资本主义形态中的形式的相对自主性密切相关。通过严谨贯彻我们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官僚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承担了这种自主性，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并在这些形态中阶级斗争的特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下代表了它们的利益。
这些评述使我们能够澄清若干问题。
A. 作为国家机器组织体系的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形式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的问题：在意识形态讨论中，这一问题一直围绕着官僚机器的“功能失调主义”主题展开。事实上，(i) 这一问题不是技术层面的（技术有效性或无效性的问题），而是完全政治性的；以及(ii) 它无法通过功能失调的概念来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所表明的是，尽管官僚主义是社会形态中CMP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政治效应，但它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形式呈现出一整套矛盾。严格来说，这些是既固存于统治政治意识形态之中、又固存于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之中的矛盾。例如，正如恩格斯所表明的，这一国家的机器所必需的官僚秘密，与既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例如公众舆论等）又作为“代议制”国家特征的公开性原则之间的矛盾；7或者，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行政权力（包括官僚机构）的运作与议会代表制运作之间的矛盾。
然而，有一个方面往往被过于草率地对待：这些矛盾也源自官僚主义与小生产者阶级之间的关系，只要某种国家类型对阶级斗争的这种效应（官僚机构与官僚主义）反映在社会形态中。产生这些矛盾的这种关系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恩格斯甚至将整篇《德意志的现状》建立在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官僚化”政治形式的“不相容性”之上。8此外，列宁在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中，也同样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政治形式之间关系的这一方面涉及：
1.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内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官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特征的权力拜物教，促成了建立在国家机器下属阶层中实行等级从属的规范性规则。然而，这种拜物教威胁着整个机器，从而与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矛盾。例如通过特权使职位个人化（与职位的非人格化特征相矛盾）、宿命论与怠于行动（与讲求效率的意识形态相矛盾）等。
2.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与由于小生产者阶级的存在而在某一社会形态中强加给它的诸特征之间的矛盾。例如在法国，由于自耕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而导致的国家机器“肥大症”，除其他因素外，正是该国行政权力与议会代表制体系之间矛盾的根源所在。
这些考量使我们能够澄清一个关于官僚现象（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象）的“悖论性”问题：在某一社会形态中，CMP对其他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越不清晰明显，官僚机构的影响就越重要，官僚机构将自身提升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机会也就越大。作为证据，我们只需将法国和德国的案例同英国进行比较。
B. 包括韦伯和米歇尔斯在内的几位学者指出了他们所谓的官僚主义与“民主”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些作者属于在官僚主义与被设想为与一般“民主”有根本区别的“极权主义”政治形式之间建立联系的倾向。此外，在这一语境中，官僚机构往往被视为官僚主义、官僚化运转规范和制度化权力的主体/创造者，并因而被视为极权主义制度化形式的基础。为了分析被这种意识形态总问题所遮蔽的真实现象，我们必须理清一系列不同的问题；我们甚至必须搁置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文本中所提出的、以及列宁在处理过渡期社会主义国家时所提出的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矛盾问题，因为这是在一个与我们此处所考察的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提出的。
关于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制度化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能说些什么呢？从对于官僚主义分析至关重要的合法性观点来看，官僚机构所特有的合法性（即统治政治意识形态对国家机器运转的影响）显然属于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类型。在这一意义上，官僚主义是这种合法性类型的特征性表现，正如官僚机构是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特征一样。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国家机器所特有的合法性，它无非是官僚主义的特征性表现。由于源于权力委托和权力拜物教的科层制等级运转，这一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例如包含着涉及作为国家金字塔顶端的“领袖”最高权威的魅力型要素、国家机器脱离人民代表制的孤立化倾向等等。然而，这种官僚机构特有的合法性仅仅是资产阶级合法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体现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形式。官僚合法性绝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合法性相冲突，正如行政权力主导的国家形式（包括各种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形式）并不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即政治民主的诸制度）相冲突一样。然而，我们可以见证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与议会主导的国家形式的合法性之间，或者在行政主导的国家形式的合法性与社会形态的合法性（在该社会形态中支配它的合法性形式是议会合法性）之间存在着一整套矛盾与错位。
C. 在行政权力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与某一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形式相一致的情况下，官僚机器的内部合法性与该形态整体中的合法性相重合。这尤为尖锐地提出了官僚机构在行政主导的国家的具体形式中自身特有角色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它具有这样一种角色，那它也应存在于官僚主义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现象的影响之中，而非存在于官僚机构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并支持行政部门之中。我必须反复强调，官僚机构是通过它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被构建为一个特殊范畴的。
这取决于官僚机构在具体情势中是否构成一种社会力量。必须作两点初步说明：
1. 第一点显而易见：由于官僚机构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阶级分部，它绝不可能在国家形式的构成中扮演主要角色。在行政主导且对应于形态中主导合法性的国家情形中，这种形式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全部因素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国家形式与形态中的主导合法性发生错位的情形中也是如此，这种错位既不能仅仅归结于、甚至也不能主要归结于官僚机构的存在。
2. 第二点说明则不那么显而易见：尽管官僚机构本身（从它能够构成一个理论对象的时刻起）是一个特殊的范畴，尽管它拥有自身特有的相对自主性与统一性，但它并不因此就是一种社会力量，正如阶级或自主的阶级分部并不必然是社会力量一样。作为一个特殊范畴，它在具体的历史情势中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正如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强调的那样。当它构成一种社会力量时，它在政治行动中拥有自身特有的作用：但这并不赋予它自身特有的权力。对于阶级/社会力量（例如工人阶级，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的支持阶级）而言也是如此，它们可以构成社会力量，却并不因此拥有自身特有的权力。
将官僚机构构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取决于具体情势，例如取决于国家在各层面整体中的角色（是否处于统治地位）。例如，特别是在德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法国，当官僚机构在常常归属于国家的统治地位的总框架内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时，情况就是如此。它还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例如，上述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架内运作的力量普遍均势情境，特别是灾变均势情境，为官僚机构构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统治阶级特殊的政治涣散无组织状况（例如政治舞台上的政党代表制危机，无论是否与均势情境相结合），或者对于小生产者阶级、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和小资产阶级构成为社会力量的情形，同样如此：在后一种情形中，官僚机构通过扮演这些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将自身提升为一种社会力量；对于社会形态中合法性的一般危机的情形，同样亦复如是。简言之，存在着一整套因素，它们在某一形态内部始终独特的结合中，可能使官僚机构不仅能够作为一个拥有自身统一性和相对自主性的特殊范畴来运作，而且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来运作。
官僚机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可以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相关性框架内予以解读。在被称为恺撒主义的那些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形式中（例如法国波拿巴家族的两个帝国），这一点尤为清晰。在这些情形中，官僚机构通过有效地促成并支持这些国家形式，行使其由于情势本身而获得的作为社会力量的职能。官僚机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固然拥有其自身特有的作用：即通过体现其内部合法性特征的官僚主义，来支持这些特殊的国家形式。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中，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法国国家机器通过官僚主义给予路易·波拿巴的特殊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不是由国家机器成员简单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而是由官僚主义所决定的。

注释
导言
1. 参见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London, 1969; 《读〈资本论〉》，London, 1970;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et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载《马列主义微型刊物》，no. 11; 以及‘Sur le travail théorique. Difficultés et ressources’，载《思想》，April 1967。
2. 这种明确界定对于避免陷入实证主义“抽象具体化”的旧有含混性是必不可少的。
3. 关于阿尔都塞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以及本·布鲁斯特略有不同的英译，参见《读〈资本论〉》术语表，第319页：“支配性结构（structure à dominante）。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既不是由作为本质之现象而彼此等同的各个要素构成的整体（黑格尔主义），也不是其某些要素成为任何单一要素的副现象（经济主义或机械论）；各个要素处于非对称的关系之中，但又是自主的（矛盾的）；其中之一占据支配地位。[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在某一社会形态中哪一个要素占据支配地位。——L.A.] 因此它是一个支配性结构。但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并非一成不变，它根据矛盾的多元决定及其不平衡发展而变化。在社会形态中，这种多元决定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determiné en dernière instance de l’economie）。这是阿尔都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论断——上层建筑具有相对自主性，但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作用——所作的澄清。‘归根到底’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将存在某个最终时刻，或者曾经存在某个起点，经济在其中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而其他层级在其之前或之后出现：‘归根到底的那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结构始终是其全部要素以及它们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的共同在场——它是一个‘始终先在给定的结构’（structure toujours-déjà-donnée）。’ [英译者注]
4. 关于这一概念，参见下文对本篇导言的注9。
5. 这是一种不可与辩证唯物主义相混淆的一般理论，因为后者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6. 通过采用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的术语，并用g.1（一般性1）指称思维过程的原料，用g.2（一般性2）指称理论工作的工具或手段，用g.3（一般性3）指称认识，我们可以将从最抽象的概念（涉及形式—抽象对象）走向最具体的概念（涉及实在—具体个别对象）的过程逻辑次序，即理论话语中各个必然阶段，图示如下。
设我们的对象是CMP中的政治理论。
[image: images]
7. 参见A·巴迪欧：‘Le (re)commencement du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载《批判》，May 1967。
8. 《资本论》第2卷，第36–7页。
9. 关于“结合”与“组合结构”的区别，参见《读〈资本论〉》术语表，第310页：“结合/组合结构（combination, Verbindung/combinatoire）。古典哲学所能获得的唯一总体理论是莱布尼茨式的表现性总体概念，在其中每个部分都‘同谋于’总体的本质，从而可以在每个部分中读出整体，而这些部分是与整体同源的总体部分（partes totales）。现代结构主义在它的组合结构概念中再生产了这种意识形态，组合结构是一种关系与（被任意占据的）位置的形式化模式，在整个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中作为具有不同内容但彼此同源的模式反复出现。在理论上，组合结构将产生社会形态的一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可能结构，这些结构根据偶然性或某种自然选择原则而得以实现或不实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表面上类似的概念，即结合或Verbindung（马克思）。然而，Verbindung与组合结构的形式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具有双重联结（在生产方式中，由生产力联系与生产关系联系所联结），并规定了它的内容（它的‘承担者’），这种内容随着所分析的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英译者注]
10.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巴利巴尔在《读〈资本论〉》中的论述，第215页；以及C·贝特尔海姆：《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巴黎，1967年。然而我必须指出，我在这里只是以最简单的形式阐述经济关系及其结合。贝特尔海姆在1967年的一篇未发表讲稿〈社会经济核算的内容〉中展现了这些关系及其结合所呈现的复杂性（双重维度），承蒙他惠允参阅该稿，此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11. 同源/非同源不可与对应/不对应（这将在过渡的情形中遇到）相混淆：非同源的结合完全可以包含两种关系的对应。关于隐喻性的术语同源的内容，参见贝特尔海姆前引书。因缺乏更好的术语，我借用了巴利巴尔的这一用语。
12. 《资本论》第3卷，第791页。
13. 《资本论》第1卷，第82页。
14. 《资本论》第3卷，第790–1页。
15. 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伦敦，1964年，第102页。
16. 同上书，第81页。
17. 同上书，第69页。
18. 同上书，第73页。
19. 同上书，第78页。
20. 《资本论》第1卷，第77页。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事实：(a) 生产方式是一个意味着所有社会层级共同在场的概念，(b) 封建生产方式并不呈现出像CMP中那样的各层级的自主性，以及(c) 在封建生产方式中政治往往占据统治地位，我们就可以为马克思将这种生产方式命名为封建的提供辩护。事实上，人们经常指出，这一命名特别关系到这种“封建”方式的政治关系（参见J·马克：载于《非洲研究刊物》6，1961年的〈非洲社会研究的一个假说〉；M·罗丁森：《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巴黎，1966年，第66页及以下等）。但是引发问题的是马克思对这些封建政治关系的“表象”：如果按字面理解，它会导致将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但其政治关系并不符合这种表象的社会形态排除在封建生产方式之外。
I. 一般性问题
1. 政治概念
1. Devenir（德语werden）：黑格尔的“生成/变易”（becoming）在本段中被翻译为哲学上不够准确但文体上更自然的growth（成长）。[英译者注]
2. 《狱中札记》，第136–7页。关于他将“科学”与“实践哲学”等同于政治，参见《历史唯物主义与B·克罗齐的哲学》，都灵，1948年，第117页及以下；以及《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札记》，都灵，1949年，第79页及以下、第142页及以下。关于这些著作中较重要段落的英译，参见《狱中札记》。
3. 参见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的分析。
4. T·帕森斯：《社会系统》，格伦科，1951年，第126页及以下。
5. 这一功能主义学派直接从属于历史主义；此外，由于它所获得的重要性，它甚至被呈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正如W·朗西曼在其优秀著作《社会科学与政治理论》（剑桥，1963年）中所指出的：“在政治学中，事实上存在且仅存在一个这种理论的严肃候选者……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其支持者]声称……可以构想出一套替代性的一般命题，它们能够比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解释已知的政治行为事实”（第109页）。或者又如：“然而事实依然是，某种形式的功能主义是当前作为政治学某种一般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第122页）。
6. 参见导言中关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区别，这一区别对于历史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
7. 参见L·阿尔都塞：载于《保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必须强调的是，鉴于目前的研究状况，实践概念仍然只是一个实践的（技术的）概念。
8. 这里的问题是可以被称为“国家的法权-政治上层建筑”的东西。但是该术语过于机械地跨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实在、两个相对自主的层级，即法权结构（法律）与政治结构（国家）。鉴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确立了这两个层级之间的紧密联系，使用该术语是合理的。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该术语涵盖了两个相对有别的层级，它们的具体结合取决于所考察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
9. 因此，韦雷对政治的定义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政治实践是在国家内部并为了国家而领导阶级斗争的实践”，《理论与政治》，巴黎，1967年，第194页。我很快将讨论当代政治人类学所提出的政治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10. 给波尔特的信，23 November 1871，英译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0, p. 673。
11. 《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1–2页。
12. 〈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24卷，第53页。
13. 《列宁选集》第I卷，第144页和第171页。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尤其参见下文第83页和第92页。
14. 例如马克斯·阿德勒：《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达姆施塔特，1964年，第49页及以下。令人遗憾的是，阿德勒的著作鲜为人知，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他毫无疑问拥有最活跃、最敏锐的头脑之一。
15. 我将暂时略过国家（政治实践的目标）与“当前时刻”（政治实践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16. 夏尔·贝特尔海姆：载于《社会主义规划研究》第3期的〈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第147页。
17. 在处理涉及这一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之前，我应当指出，当代政治学中的一些重要著作正在开始强调政治作为维护形态统一性的因素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试图“界定”政治，并在某种意义上对韦伯作出回应，韦伯完全依据维持“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来界定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阿普特将政治界定为一个对其所属系统的维持“承担明确责任”的结构（‘A comparative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LXIV 3, November 1958）。阿尔蒙德坚称系统的区域结构是由其“边界”构成的，政治恰恰承担着关键的“边界维护功能”（Almond and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 1960, pp. 12 ff.；亦参见G·巴朗迪耶：《政治人类学》，Paris, 1967, p. 43）。在分析中使用控制论模型的若干研究者也是如此，例如D·伊斯顿的《政治分析框架》（1965）以及K·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1966）等。我将不讨论控制论模型，但应当指出，它不可与功能主义模型相混淆。我仅指出以下一点：将国家结构界定为充当系统凝聚因素之结构的标准，与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标准相结合（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似乎是一个中肯的标准，但这仅适用于CMP，即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关于这些作者对于政治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看法，参见下文I.1.(iii)，注28。
18.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9章，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0年，第576页。
19.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56页（附录：马克思1846年给P·V·安年科夫的信）。
20.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第162页注。
21.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3卷，第527页。
22.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
23. 《反杜林论》，第354页。
24.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汉堡，1922年，第2卷，第162页及以下。（英译本，《历史唯物主义》，安阿伯，1961年。）
25. 《反杜林论》，第248页。
26. H·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1920–1, Vol. 2, pp. 309 ff.
27. K·伦纳：《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国际》，1917, pp. 28 ff.
28. 在此提一下政治人类学（一门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学科）所提出的若干定义问题可能是有益的。一些学者，例如G·巴朗迪耶（《政治人类学》，1967）、阿普特、伊斯顿、纳德尔、普永等，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与国家之间确立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同时对“节段性社会”（无国家）与“具有国家的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提出疑问，并坚称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存在之外存在政治的可能性。但其中涉及的定义必须予以澄清。如果我们像他们那样接受一种狭隘的、法权的（且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观，这些作者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参见前文I.1.(ii)，注17）接受了与我刚才所展示的定义相类似的政治定义，但他们明确指出，政治可以独立于国家而存在，他们对国家保留了一种形式-法权的定义，例如接受韦伯关于“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或“中央集权”的标准。国家因而以某种方式被等同于现代国家；参见伊斯顿：《政治系统》，以及巴朗迪耶前引书。然而，如果我们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强调政治与相对于垄断国家行政管理的专门特权集团而自主化的政府体系的出现相重合，这一问题就会消失。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确立：
(a) 基于对国家的法权观念而对“节段性社会”与“具有国家的社会”所作的根本区分变得毫无根据。
(b) 作为特殊“区域”的政治，与某些国家形式（根据恩格斯的说法甚至可以是“胚胎状态的”）的最低限度出现相重合。例如“节段性国家”的情形就是如此。
(c) 关键之点在于，政治与国家对应于社会阶级的形成：历史过程采取了一些极其复杂的形式，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绝非详尽无遗的清单。特别是，与“节段性社会”/“具有国家的社会”相重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亲属关系纽带”/“阶级关系”对立必须予以修正。参见R·巴斯蒂德：《社会分层的基本形式》，Paris, 1965。
29. 《反杜林论》，p. 250.
30. 尤其参见〈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列宁选集》，Vol. 2, p. 257。但列宁区分了过渡的阶段与转折点，它们恰恰以国家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的支配地位的置换为标志。
2. 政治与社会阶级
1. 第一国际共同章程第7a条（18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58, Vol. I, p. 388.
2. 从《共产党宣言》到1871年给波尔特的信，在许多著作中都能找到这类引文。
3. 《哲学的贫困》，p. 150。注意，这一观点也可以在《大纲》中找到，马克思在其中谈到了逐步构成阶级的“自由劳动者/赤裸裸的个人”的“群众”。
4. 按照这种观念，结构的秩序及其关系的调节被还原为它们的“有意义的总体”，该总体由作为生产它们的自主主体的自为阶级的“世界观”这一中心所构成。正如卢卡奇所表达的：“一个阶级成熟到拥有领导权，意味着其利益与意识使其能够按照这些利益组织整个社会。每一场阶级斗争中的关键问题是：……相关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履行历史强加于它的行动？这种意识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London, 1971, pp. 52–3）。在H·马尔库塞的《文化与社会》（Frankfurt, 1965, Vol. I, p. 34）和《单向度的人》（London, 1964, pp. 55 ff.）中，这一问题被提出得更为清楚。源于这一神话的所有主题，也可以在离我们更近的图雷纳所谓的《行动社会学》（Paris, 1966）中找到。
5. T·盖格尔：《熔炉中的阶级社会》，1949, pp. 37 ff.；R·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65，各处；A·布尔迪厄：‘Situation et position de classe’，油印讲义，以及《阿尔及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1964。我们在此谈论的是对马克思的功能主义解释，而不是一般功能主义倾向中的“阶级”或“群体”问题。
6. 引文出自达伦多夫，对他而言阶级是“可变的动态要素”，作为“功能”促成共时态“结构”的改变（前引书，pp. 121 ff.）。
7. 韦伯的分析可见于《经济与社会》，Tübingen, 1947，第III节，但他分析的结果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和《政治著作集》（Tübingen, 1958）中表现得更为清楚。他在阶级理论中的重要之点在于区分了：(a) 主要由收入界定的“阶级状况”：他将“阶级”一词适用于处于相同“阶级状况”中的任何人群；以及(b) “身份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功能性术语）。这种区分将他引向了政治阶级与官僚机构关系的理论问题。我稍后将回到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当代政治学“功能主义”之间联系的核心。这两种思想流派具有严格相同的理论原则，仅在它们从中得出的相反结论上有所不同。我在此仅指出，在这一理论问题中“社会群体”所获得的双重意识形态地位有时在概念上得到了标示，例如韦伯对“阶级”（阶级状况）与“身份群体”（功能）的区分。在这一理论问题中的任务是在以下两者之间划定界限：(a) 社会“阶级”（被还原为经济-阶级-状况）与(b) 不同的“群体”，它们与阶级的关系始终充满谜团；这些群体参与政治-功能关系，而社会阶级则被局限于经济-阶级-状况。在此我们发现了“半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政治精英，即平行于阶级/状况的群体/功能的全部问题。这一问题在马克斯·韦伯的半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门徒R·米歇尔斯的《政党论》（Glencoe, 1949）中得到了极其清晰的阐述。
8. 针对“经济”所划定的阶级界限，例如在《资本论》中所见到的，包含以下关系：
– 狭义上的生产关系：生产者/生产资料所有者。
– 社会劳动的分配关系：生产者/生产者
– 社会产品的转移关系：生产者/生产者
这些关系依赖于实际占有与所有权这两种经济关系的结合，因而涉及劳动过程的组织以及劳动分工。
9.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上述同样导致结构与社会关系相混淆的“功能主义”观念框架内，问题在于确立“社会”的某种不可还原为“经济”的特殊性。例如我们以布尔迪厄为例：“韦伯的对立[布尔迪厄所接受的]意味着承认一种严格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因其相对于经济秩序的相对自主性……”（‘Situation et position de classe’，p. 5）。这样提出的问题在严格意义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仿佛经济并不是同样处于社会关系/经济社会关系之中，即处于经济阶级斗争之中。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区分是由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式所产生的，其确切渊源可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找到，正如他的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
10. 阿尔都塞，载《读〈资本论〉》，p. 180.
11. 他分析的根本错误在Rationalité et irrationalité-économie, 1966（英译本，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London, 1972）以及‘Système, structure et contradiction dans Le Capital’（载Les Temps Modernes, November 1966；英译载Lane编Structuralism, London, 1971）中非常明显。根据戈德利耶，CMP的特征在于位于结构之中的两组矛盾：第一组也是根本性的矛盾存在于两种不同的结构之间，即(a)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b)生产力；而第二组矛盾存在于(i)资本家与(ii)雇佣劳动者之间，存在于同一结构核心处的两个阶级之间（即生产关系的结构内部）。这是一个双重错误：(A)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属于经济的同一结合-结构，而生产资料的私人（法权）所有制属于上层建筑；(B)阶级矛盾不可能处于结构内部，因而也不可能仅仅处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B不同于A，因为它不取决于同一个系统，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它表征了社会关系（阶级斗争）的所有层面，而不仅仅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赞同吕西安·塞夫对戈德利耶的正当中肯反驳，即阶级矛盾存在于社会大厦的所有层面之中（参见La Pensée, October 1967）。
12. 在列维-斯特劳斯说“社会关系”是结构的“原料”的意义上。参见《结构人类学》，Paris, 1958, pp. 305 ff.
13. 指出这一问题可能是有益的。事实上，当前社会学理论在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混乱，集中在了解社会“阶级”是实在现象（经验-具体）还是秩序现象（模型意义上的概念）的问题上。参见伦斯基：‘American Social Classes – Statistical Strata or Social 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IX, 1952；利普塞特与本迪克斯：‘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Structure’，载《英国社会学杂志》，II, 1951。
14. 我们当然不应当在时间先后顺序的意义上理解“效果”一词；这会造成倒退的发生学。我所说的“效果”是指结构在社会阶级中的决定的存在。
15. 列宁关于社会阶级的若干论述指向了同一方向：“……资产阶级……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与表现，而社会生活反过来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列宁全集》，Vol. 1, p. 350）；或者又如：“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唯物主义的批评，他唯一认为科学的批评——即把政治、法律、社会、习俗及其他事实与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所有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形成的阶级利益相比较的批评”（同上书，p. 327）。
16. 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我在现阶段予以提请注意。阶级始终指称阶级实践，而这些实践并不是结构：政治实践不能等同于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实践也不能等同于生产关系。
17. 如果仍有人对我将阶级构成中的生产关系构想为“经济斗争”感到惊讶，他应当记住列宁曾声称经济阶级斗争是“社会”与国家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走得太远了，但是与上述混乱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列宁没有将“经济阶级斗争”（阶级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吸收进生产关系本身，而是将生产关系吸收进了“经济阶级斗争”。
18. 特别参见R·阿隆：《阶级斗争》，Paris, 1965；G·古尔维奇：《社会阶级概念》（油印讲义），Paris, 1962。
19. 界定阶级所涉及的标准多样性问题值得关注。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社会阶级不仅由其与经济的关系界定，而且由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关系界定，这一观察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涉及标准的任何多元性（无论是6个、8个还是14个），而是一个完全确定的标准，即与结构各个层面（这些层面本身被完全明确界定）的复杂关系。例如，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列举任何一种“多元性”，例如受教育程度、阶级意识、对劳动的“理性化”或“非理性化”态度等——我尤其想到布尔迪厄的著名著作——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在意识形态的各种具体表现中，与意识形态的总体关系被严格界定为与意识形态结构的关系。收入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因此，拒绝阶级标准多元性的观念，并非将阶级还原为其纯粹的经济定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使破译这些结构成为可能的范围内，将结构的相关效果作为截然不同的东西保留下来。
20. 经济主义试图通过将所有权的形式-法权关系视为“经济”关系来回避这一问题：这在帕舒卡尼斯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Marxism, 1924, 1927（英译载Babb, Soviet Legal Philosophy, Twentieth Century Legal Philosophy Series No. 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无需赘述，这使得“纯粹”生产方式中实际占有（即经济所有权）与形式法权所有权之间的基本区分在理论上变得不可能。
21. 事实上，整整一系列思想家，把关于社会阶级的“经济主义”观念归咎于马克思，同时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实际上可以完全用经济术语来界定（从而犯下了双重理论错误），得出了以下结论：他们承认这样构想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有效性，但仅限于CMP的阶级，而在完全排他性的经济定义显然特别不足的其他生产方式中则拒绝该理论。参见T·博托莫尔：《现代社会中的阶级》，London, 1966, pp. 16 ff.
22. 关于这一特定主题，参见下文第231页及以下。
23. 仅举一例，让我们引用马克思在1866年起草的第一国际规条第7a条第一段：“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MESW, 1958, Vol. I, p. 388）。还有在23 November 1871给波尔特的信中的这段话：“……工人阶级作为阶级[马克思着重]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任何运动……都是政治运动”（MESW, 1970, p. 673）。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我们可以澄清马克思一贯公式的含混之处，按照该公式，任何阶级斗争（阶级本身之间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24. 我将回到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公式的理论含义，并回到阶级实践与阶级“斗争”的更确切定义。
25. 〈再论工会……〉，前引书。
26. 事实上，阶级“分部”的问题更为复杂，但我在这里只考虑由于结合而成为其他阶级的分部的某些阶级的情形。在社会形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分部在同一阶级核心处的出现，作为该形态具体政治结构特有的效果。我将在下文第234页及以下给出马克思的例子。阶级的分裂也可以已经存在于“纯粹”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层面之中：例如商业资产阶级、产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
27. 特别参见他关于将工人阶级组织成独立政党的文献。
28. 此外，这也适用于阶级分部作为“自主分部”或“社会力量”的存在。
29.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在政治层面上缺乏“相关效果”并不意味着缺乏政治实践：例如，对于行使选举权的人来说，选举权就是一种政治实践。
3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p. 170 ff.。此外，法国小农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这种运作也依赖于意识形态的结构。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路易·波拿巴如何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小农的“代表”，这一现象无疑可以追溯到法国雅各宾主义那种极其暧昧含混的政治意识形态。参见E·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London, 1962, pp. 109 ff., 149 ff.
31. 恩格斯的问题最清楚地体现在《论住宅问题》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1874年序言中。对农民的分析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更为深入，恩格斯在其中区分了小农、农业工人和封建佃农。但是，德国农民的大多数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封建佃农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农民阶级在俾斯麦主义下没有作为独立阶级发挥作用。封建佃农原本可以同小农和农业工人一起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发挥作用，这恰恰是因为废除了封建特权：但是当时存在着国家和俾斯麦……
32. 参见我的文章‘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载New Left Review 43，以及我对马克思分析的详细引述。
33. 参见普兰查斯前引书，关于批判P·安德森使用萨特的“去总体化总体”概念来指称阶级的欠决定问题。
34. 这一问题在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了系统讨论。关于这一重要著作中的阶级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第一版序言中，列宁强调他被迫将自己局限于“该过程的经济方面”（Collected Works, Vol. 3, p. 25）。然而，在第二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经济方面与政治方面的关系，尽管使用的是“证实”一词：“本书在经济调查和统计资料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对俄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阶级结构所作的分析，现在已经被革命进程中所有阶级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同上书，p. 31）。然而，当我们参考列宁对社会阶级的全部分析时，我们实际上看到，公开直接的行动并不构成阶级的经济存在在政治层面上的证实：根据列宁，直接的、公开的或宣告的行动是情势中社会力量的体现。
35. 《列宁选集》，Vol. 1, p. 122.
36. 法国制宪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分部”的情形就是如此：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p. 105 ff.
37. 关于阶级矛盾，参见毛泽东：〈矛盾论〉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均载《毛泽东著作选读》。Peking, 1967.
38. E·巴利巴尔，载《读〈资本论〉》，pp. 305–6.
39. 我在此当然不是指巴利巴尔。
40. 为了避免任何混乱，在此必须补充一点说明。实践与承担者相重合的论断，决不包含退回到以“具体的人”或社会阶级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问题式中去。换言之，不可能把实践联系到某一始源主体上去，这并不是因为主体自身在进行实践（经济斗争不是生产关系的“行动”，正如政治斗争不是国家的“行动”，意识形态斗争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行动”一样），而是因为分布在各个阶级中的承担者在理论上根本不能被设想为主体。
41. 国家的封建结构的这种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1853年，当时马克思谈到帕麦斯顿时说：“他对贵族宣布，宪法不会失去其封建性质……”（论帕麦斯顿的第二篇文章，载People’s Paper，29 October 1853）。亦参见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英国》（Moscow, 1962）中的全部文献。
42. 关于马克思对英国政治问题分析的选集，参见K·马克思与F·恩格斯：《论英国》，Moscow, 1962。马克思关于土地贵族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或“管账人”的观念表现在：(a) 在他对托利党（贵族的公开政党，当权时执行资产阶级的政策）的分析中。他谈到托利党时说：“一句话，整个贵族都深信有必要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实行统治；但与此同时，它下定决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掌管此事”（‘Perspectives for the new coalition government’，载New York Times，28 January 1853）；以及(b) 在他对辉格党（资产阶级面对贵族的典型代表：然而通过辉格党，土地贵族继续发挥着掌管国家的阶级的功能）的分析中。[本注由作者为英译本重新拟定。]
43. 〈再论工会……〉，《列宁选集》，Vol. 3, p. 528.
44. 〈怎么办？〉，《列宁选集》，Vol. 1, p. 142.
45. 〈再论工会……〉，《列宁选集》，Vol. 3, pp. 527–8.
46. 〈怎么办？〉，《列宁选集》，Vol. 1, pp. 135–6 n.
47. 同上书，pp. 150–1.
48. 〈怎么办？〉，《列宁选集》，Vol. 1, p. 145 n.
49. 关于情势，参见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以及《马列主义微型刊物》，Nos. 9–10中的论述。
50. 这一领域的要素主要是阶级，因为列宁对阶级的规定绝非排他性的经济规定。
51. 参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Vol. 1, pp. 455–566.
52. 因此，这些范畴具有一种“自主的”存在，这种存在不能被独立阶级与自主分部本身的相关效果所吸收。
53. 这涉及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Vol. 1, pp. 141 ff.）中的表述，他在那里似乎将“社会经济形态”与“生产关系”（即经济层面）等同起来。然而，纵观列宁的全部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表述是术语波动的产物。此外，在该文本中，政治预测的可能性被说成是由于一种可以在“社会经济形态”（被理解为经济结构）中辨识出来的“重复的规律性”过程。这种“经济主义”定义在这里似乎与单线历史主义观念平行，这绝非偶然。事实上，“成熟的”列宁（如果我们能这样说的话）始终在政治预测中看到一种对情势的解读，它反映了按照纯正列宁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独创性：在这一意义上，列宁主义的预测观念不仅不基于任何“重复的规律性”，而且完全基于当前时刻持续不断的独创性与创新。
54. C·卢波里尼：‘Realtà e storicità’，载Critica Marxista，January-February 1966, p. 63.
55. 参见〈两种策略……〉，《列宁选集》，Vol. 1, pp. 455–566；〈工人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列宁全集》，Vol. 8, pp. 72–82.
3. 权力概念
1. K·伦纳：《人与社会》，Vienna, 1952；《现代社会的变迁》，Vienna, 1953.
2.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London, 1966.
3. 前引书。
4.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达伦多夫前引书，p. 21对该问题的综合阐述。
5. 关于这一问题的范围，参见例如J·洛姆：《权力与经济社会》，Paris, 1965, pp. 70 ff.；F·佩鲁：‘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économie dominante’，AES，1948, pp. 243 ff.；莫根施特恩：《经济学的界限》，1937, pp. 67 ff.；庞巴维克：《论文集》，1924, pp. 100 ff.
6. 参见下文第326页及以下。
7. 赖特·米尔斯在对马克思主义“统治阶级”概念的批判中清楚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解释了为什么用“权力精英”一词来替代它：“‘统治阶级’是一个包含严重偏见的用语。‘阶级’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统治’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因此‘统治阶级’这个词包含了经济阶级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的理论”（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New York 1956, p. 277）。
8. 拉斯韦尔与卡普兰：《权力与社会：社会探究框架》，1950, pp. 70 ff.；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得到》，1936, pp. 40 ff.
9. M·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Glencoe, 1964, p. 152.
10. 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Glencoe, 1960, pp. 199 ff.；‘On the concept of Power’，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 107, No. 3, 1963.
11. 我们在此应当指出，M·韦伯指出了“权力”概念的理论问题与在“冲突”的特定条件下由从属与支配位置的划分所表征的特定关系之间的联系（前引书，pp. 152–3和130 ff.）。他将这种关系指定为一种“支配联合体”，它产生能够引起“权力”关系的合法性；并且他将其与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中、不是由支配-从属的特定关系所使用的相同概念而是由“权能”概念所把握的“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一般关系区分开来。在此必须补充的是，划定支配-从属关系并定位“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最初位于这一关系自身的外部位置：这一“冲突”是由结构所划定的。在这一意义上，并非每一种“统治者-被统治者”关系都因其内在本质而必然包含“冲突”，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只有可从结构中追溯的冲突（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是阶级斗争），才能产生由权力概念所把握的支配-从属的特定关系。
12. 无需指出，将权力定位为“人际”现象的各种意识形态是多么错误；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心理社会学风格的整整一系列定义（参见R·达尔与K·勒温）。它们属于这种类型：“A对B的权力是A使B做某事的能力，如果A没有干预，B就不会做某事”（尤其参见R·达尔：‘The Concept of Power’，载Behavioral Science 2, 1957, pp. 201–15。F·布里科大概属于同一理论脉络）。
13. 在本节各处，pouvoir被翻译为power；puissance被翻译为might。这两个术语的区别在正文中已有明确说明。[英译者注]
14. 除其他人外，参见R·阿隆：‘Macht, Power, Puissance: Prose démocratique ou poésie démoniaque?’，载AES，No. 1, 1964；G·拉沃：‘La dissociation du pouvoir’，载Esprit，June 1953（专门讨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问题的特刊）。
15. 关于哥达纲领致波尔特的信，23 November 1871，MESW, 1970, p. 673.
16. 这一普遍脉络见于帕森斯、默顿、达伦多夫等人。
17. 这在R·默顿在其对美国“显要政治”的分析中运用“显功能”与“潜功能”概念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参见《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57, pp. 73 ff.
18. 尤其参见M·金斯伯格：《社会学》，London, 1953, pp. 40 ff.
19. 参见〈远方来信——第一封信〉，《列宁选集》，Vol. 2, p. 6.
20. 《德意志意识形态》，p. 44.
21. 无需强调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在经济利益（列宁）、经济-企业利益（葛兰西）、私人经济利益（马克思）一方面，与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之间的明确区分。这种区分与上文指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区分相联系。
22. 经典案例是1688年以前英国资产阶级的案例。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土地贵族尽管经历了1640年的革命，仍然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然而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在没有成为领导阶级（我们将稍后回到这一主题）的情况下，进入了权力集团：其领导权在此后得到了确立。英国的这一特殊案例由马克思所探讨，也由恩格斯所探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英译本的1892年序言中（MESW, 1970, pp. 385 ff.）。关于这一主题的一般情况，我们还拥有恩格斯关于绝对主义国家的诸多论述，他将绝对主义国家视为反映了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均势”。马克思对这一分析作了深化，指出所讨论时期的英国的特征不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政治均势（如同大革命前时期的法国那样），而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并不结合在同一个人手中”这一事实。然后我们又有俾斯麦国家末期的普鲁士案例：关于这一主题，参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11.2.，涉及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与土地贵族的政治统治。我顺便指出，恩格斯发表在1851–2年《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为题闻名的文章，涉及的是一种不同的现象。关于正在讨论的主题，亦参见R·米利班德的评注：‘Marx and the State’，Socialist Register，1964, pp. 283 ff.
23. 参见上文引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
24. 结构/制度：这两个概念必须予以严格区分。所谓制度，是指具有社会效力的规范或规则体系。因此，制度概念绝不能仅保留给法权-政治制度，因为企业、学校、教会等也构成制度。（这种“保留”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制度的概念中甚至常常被承认是通行的。）另一方面，结构概念涵盖了制度的组织母体。通过意识形态的运转，结构始终隐藏在其所组织的制度系统之中并通过该系统被掩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应当记住这些评述。但我们应当补充的是，结构绝非处于制度外部的单纯组织原则：结构以暗指与倒置的形式存在于制度自身之中，正是通过在这些连续、隐藏的在场中反复探寻，我们才能发现阐明制度的原则。在运用结构概念来指称制度领域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25. 〈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与〈论口号〉，《列宁选集》，Vol. 2, pp. 255–62和174–80.
26. 参见〈俄共（布）[RCP(B)]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与共产国际四大报告〉，以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Vol. 3, pp. 671–710, 715–27和774–86.
27. 与使用“权力”一词来指称国家职能的古老混乱相反。
28. 《权力精英》，1956，导言；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pp. 23 ff., 72 ff.
29. 参见下文第269页
30. 对于这一主题，没有什么比帕森斯对米尔斯的批判更能说明问题了：‘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载World Politics，No. 1, October 1957.
II. 资本主义国家
1. 问题
1. 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引用出自Karl Marx, Texte zu Methode und Praxis, Vol. 3, Hamburg, Rowohlt, 1966（参见pp. 40 ff., 47 ff., 65 ff., 127 ff.；尤其是pp. 132, 138, 150, 154, 157, 167）。《大纲》的完整英译本将由企鹅图书与《新左派评论》合作于1973年出版。
2. 关于这一点以及下文的内容，参见导言。
3. 然而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在《大纲》中谈到逐渐构成阶级的“自由劳动者”的“群众”时所说的。我在上文第57页及以下展示了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点。
4. 《资本论》，Vol. I, p. 42。参见夏尔·贝特尔海姆：Le contenu du calcul économique social，承蒙作者惠允参阅的未发表讲稿。
5. 第一国际章程，1864。亦参见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5，以及马克思关于工会斗争的全部文献。
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02.
7. 同上书，pp. 157, 159.
8. 同上书，p. 98.
9. 同上书，p. 109.
10. 同上书，pp. 127–8.
11. 同上书，pp. 169–70.
12. 同上书，p. 175.
13. 在法国，例如H·列斐伏尔在《马克思的社会学》（Paris, 1966，题为‘La théorie de l’État’的章节；英译本，The Sociology of Marx, London, 1968）中，以及M·鲁贝尔在《马克思面对波拿巴主义》（Paris-The Hague, 1960）中都持有这种解释。
14. 特别参见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1964, pp. 22 ff., 46 ff.；《实证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解放》，1964, pp. 27 ff., 57；温贝托·切罗尼：《马克思与现代法》，1963，各处；马里奥·罗西：《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1961, Vol. 2，各处。
15. 例如在《卢梭与马克思》中，德拉-沃尔佩将经济与政治的自主性及相互关系的问题，联系到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经验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最终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的混乱之中（意在作为一种综合），这种混乱源于他的“思辨”概念（特别是关于国家）对应于直接经验主义“照其原样”侵入概念之中。马克思将经济视为“粗俗的经验物”，必须发现它的中介（这些中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将它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根据马克思，黑格尔的国家概念导致构成其典范国家的各个等级中经济与政治的平行并存；而真正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阶级的“普遍的”、抽象的性质（中介）中发现它们的现代分离，然后在无产阶级的“普遍-具体的”性质中发现这种分离的扬弃（政治的消亡）。这种“普遍性”概念是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人类学模型中转移而来的。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仍然保留着源于经验-具体/抽象-思辨关系的经济/政治关系的观念。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思辨经验主义”的人类学“扬弃”中，把政治视为被“中介”的经济。
16. 关于葛兰西的direzione概念的翻译问题，参见《狱中札记》，p. 55 n.
17. 关于葛兰西的“历史主义”，参见L·阿尔都塞：《读〈资本论〉》，pp. 126 ff.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L·帕吉：‘Studi e interpretazioni recenti di Gramsci’，载Critica Marxista，May–June 1966, pp. 151 ff.
19. 例如陶里亚蒂：‘Il leninismo nel pensiero e nell’azione di A. Gramsci’与‘Gramsci e il leninismo’，载Studi Gramsciani，Rome, 1958；M·斯皮内拉对A·葛兰西Elementi di politica（Rome, 1964）的“导论”；以及J·特克西埃在Antonio Gramsci（Paris, 1967）中对葛兰西的典型历史主义解释。
20. 《狱中札记》，pp. 245和257 ff.
21.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葛兰西还在被统治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实践领域中使用了这种领导权概念：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点。
22. 《狱中札记》，pp. 12 ff.和p. 56 n.
23. 同上书，p. 131.
24. 同上书，pp. 181–2.
2. 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学与国家类型
1. 我们在上文 Part I 中已经看到，各种生产方式中国家概念的建构，即国家类型的划定，取决于国家在这些不同方式中在其作为形态统一性凝聚因素的一般功能中所呈现的不同形式。在那一章中，我们准确地强调了这些不同形式取决于国家在各种生产方式中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确立了：正是由于CMP所特有的经济与政治的自主性，这一功能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变得特定化了。因此，我将通过分析这种自主性来探讨类型学的问题，同时把关于它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作为资本主义形态统一性凝聚因素的功能中所呈现的具体形式的反响的分析，留待 Part III 进行。
2. 关于法国研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他的著作在法国仍然相当鲜为人知），参见J·M·樊尚的重要文章，主要载于l’Homme et la Société，Nos. 3和4；以及J·弗罗因德：La sociologie de M. Weber，1966（英译本，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London, 1968）。关于对理想类型的极佳批评，参见R·埃斯塔布莱：Lire le Capital（第一版，Paris, 1965），Vol. 2, p. 338.
3. 这一重要问题事实上是当代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讨论的关键问题。由于这些讨论在法国处于初级阶段，我推荐一本展现这些讨论的极佳书籍：E·托皮奇编：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Cologne/Berlin, 1965。我们在其中可以找到波普尔与阿多诺关于这些问题的著名论争文献（pp. 113 ff., 311 ff.）；还有H·拉斯韦尔阐明该问题在政治学中如何提出的一篇文献：Das qualitative und das quantitative in Politik- und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Untersuchungen，pp. 464 ff.
4. 除了散见于韦伯著作中关于“理想类型”的一般方法论思考之外，关于“变量”概念与“理想类型”之间的关系，参见《宗教社会学论文集》，Tübingen, 1922–23, Vol. I, pp. 21 ff., 37 ff., 233 ff.。在例如T·帕森斯的政治分析中，“价值历史主义”与“模型”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参见Burdick与Brodback编American Voting Behavior（1959）中的‘Voting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亦参见内格尔早期在Logic Without Metaphysics（1956，Part I, Chapter 10, ‘A Formalization of Functionalism’）中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帕森斯的路线仅仅是韦伯与功能主义者之间直接联系的结果。
5. 《经济与社会》，Part II, Ch. 7；以及J·温克尔曼编韦伯文献集：Rechtssoziologie，Berlin/Neuwied, 1960，各处。
6. 这种与历史主义问题式相关的关于认识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观念，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及其“抽象-规定”模型概念之中。参见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1947。
7. 正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整一系列政治文献中，以及在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所体现的那样。
8. 普兰查斯区分了étape与stade。在英语中这两个词通常都被翻译为‘stage’。为了标示这一区别，étape在此被译为‘step’，stade被译为‘stage’。[英译者注]
9. Cahiers de Planification Socialiste, no. 3, 1966, pp. 141 ff.。贝特尔海姆引用的文献现转载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Paris, 1968。
10. 贝特尔海姆：‘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e…’，载La Pensée, no. 126, April 1966, pp. 58 ff.。贝特尔海姆在这里既谈到了过渡阶段，也谈到了扩大再生产阶段，即整个“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
11. 由于我稍后将分析这些论点，我在此仅强调以下事实：这些国家形式的改变（在同一不变量框架内以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特定联结为特征，因而以经济对政治、政治对经济的干预与不干预的特定形式为特征），只能在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中肯的定位。让我们以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例，根据马克思，立法/行政关系在不同改变中表征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不同形式。立法/行政关系之改变标准的适用性，不能简单地由某一区域结构在另一区域结构所设定的限度内的结构内部干预形式来确定。例如，认为显著干预经济的国家形式必然是行政权力占主导的国家，不仅是将简单的相关性当作解释，而且往往是不正确的。这里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立法/行政关系这一标准的适用性，只有通过考察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分离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是合法性形式变化的问题），以及国家与权力集团内部阶级领导权之间关系的变化，才能显现出来。
12. 参见上文第55页。
13. 我使用断裂性错位这一术语，它适用于总体结构的某一要素或统一体的某一区域结构。绝不能将它与构成“断裂性统一体”（即革命形势）的形态统一体整体的断裂状况相混淆。在后一种情况下，通过区域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形态矛盾的总体在某一时刻融合，从而要求统一体整体的变革。（参见L·阿尔都塞：载于《保卫马克思》的〈矛盾与多元决定〉。）另一方面，在涉及区域结构的断裂性错位的情形中，统一体继续以其典型形式运转。换言之，断裂性统一体的革命形势并非来自“基础”与“不再与之对应”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单纯矛盾。
3. 绝对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的国家
1. 由于这些说明的有限性质，我们将无法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阶段加以区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以便确定以下两者之间的断裂：(i) 呈现出过渡的某些历史条件的过渡形势中的统一体，这依赖于关于生产方式起源的理论；以及(ii) 严格意义上的过渡时期的统一体，即断裂之后的时期，这依赖于关于生产方式开端的理论。关于这些问题，参见贝特尔海姆前引书。
2. 参见巴利巴尔在《读〈资本论〉》中的论述，pp. 212 ff.，尤其是贝特尔海姆前引书。
3. 《资本论》，Vol. I, p. 310.
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发生〉中指出。
5. 参见M·多布与E·霍布斯鲍姆：‘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载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Le féodalisme; Paris, 1969；以及保罗·M·斯威齐、高桥幸八郎、莫里斯·多布、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专题讨论》，New York, 1967。
6. 德国是一个特殊案例。事实上，尽管表面现象如此，德国从未经历过在此所分析的绝对主义国家。直到并包括俾斯麦的国家在内，封建结构（例如中央权力的缺乏、权力的分散等）占据主导地位。诚然，恩格斯有时把俾斯麦主义呈现为既是一个“绝对主义国家”又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The Housing Question, Part II, § 2）。但是，正如我们将稍后看到的那样，这是由于恩格斯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唯一观念是在场阶级力量之间的均势观念。
7. 关于现代国家的一般诞生以及绝对主义国家，参见：O·欣策：Staat und Verfassung, 1962, pp. 470–96；R·M·麦基弗：The Modern State, 1926；F·奥彭海默：The State: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viewed Sociologically, 1914；基纳斯特：‘Die Anfänge der europäischen Staats-systems im späteren Mittelalter’，载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53 (1936), pp. 229 ff.；R·穆斯涅：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1954，以及‘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a monarchie absolue’，载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Vol. 4；G·列斐伏尔：‘Le despotisme éclairé’，载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21, 1949。亦参见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的文章。
8. 参见例如G·里特尔：Die Neugestaltung Europas in XVI. Jahrhundert, pp. 19 ff., Berlin, 1950.
9. 参见F·迈内克：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1924（英译本，Machiavellism, London, 1957）。
10. 参见H·豪瑟：La modernit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30；以及E·沙博：‘Y a-t-il un État de la Renaissance?’，载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Renaissance organisé par la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1958。
11. 参见J·范·多恩：‘The Officer Corps: A fusion of profession and organization’，载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 1965, pp. 262 ff.
12. 参见例如桑托罗：Gli offici del dominio sforzesco (1450–1500), 1948；R·穆斯涅：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Henri IV et Louis XIII, 1946；K·W·斯瓦特：Sale of offic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49。我将在 Part V 中回到韦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13. 在此必须作一说明。绝对主义国家与经济层级之间的错位，提出了绝对主义国家如何有利于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CMP而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一问题既不能直接解释为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政治”共同统治或联盟，也不能直接解释为资产阶级对绝对主义国家机器的接管。虽然在旧制度下的法国，行政管理与资产阶级的“顶峰”确实被穿袍贵族所占据，但绝不能忘记，正如马蒂耶所展示的那样，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以一种使他们接近土地贵族的方式发挥作用。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特别是在论辉格党的文本中，以无与伦比的清晰度表明，在英国，国家机器的顶峰被土地贵族的一个分部所占据。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西班牙也是如此。因此，绝对主义国家有利于CMP而发挥作用的方式，既不是直接由于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领域中的地位，也不是直接由于国家机器的阶级归属。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绝对主义国家的结构及其在过渡时期的作用。此外，正是绝对主义国家在结构上相对于经济层级的相对自主性，使得国家机器能够以自主于乃至相反于其阶级归属的方式发挥作用。简而言之，资产阶级尚未巩固的经济统治（我在此排他性地探讨经济统治）与绝对主义国家的运转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阐明整整一系列错位来确立，首先是各层级之间的错位，其次是(i)各层级与(ii)阶级斗争领域之间的错位。
14. 参见M·多布：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63, pp. 83 ff.
15. 因此我们必须把并非严格属于过渡阶段的“波拿巴主义”与绝对君主制严格区分开来。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恩格斯有时倾向于在历史上对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理论差异进行短路处理（特别是在《论住宅问题》，Part II, § 2中），以某种方式在波拿巴主义中看到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延续。这源于上述两个事实：(a) 在俾斯麦主义中，恩格斯倾向于看到一种波拿巴主义现象。(b) 他在俾斯麦主义中看到了类似于绝对主义国家的功能，并因而将它与绝对主义国家相提并论。这是双重不正确的：(i) 如果我们继续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过渡一词，俾斯麦主义并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国家形式；以及(ii) 俾斯麦主义的开端以封建“类型”的国家为特征，然而（整个问题就在这里）它具有类似于资本主义过渡国家的一面。这种双重不正确性使他能够在波拿巴主义（他将其等同于俾斯麦主义）中看到绝对主义国家的延续，俾斯麦主义被等同于绝对主义国家。
4. 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
1. 参见M·多布：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63, pp. 177 ff.；以及P·安德森：‘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载New Left Review 23, January/February 1964；E·P·汤普森：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
2. 这就是列宁所指出的作为途径之一在农村建立CMP的途径，该途径是在贵族或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地租的大规模所有权而开启的。第二种途径是美国途径，在其中封建主义的缺乏使得通过小土地或中等土地所有制开启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参见〈社会民主党在1905–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Vol. 13, pp. 217–431。关于大土地所有者的理论问题，参见下文第231页。
3. 参见E·霍布斯鲍姆：The Age of Revolution，前引书，pp. 175 ff., 192 ff.；M·多布前引书，pp. 25 ff.
4. 观察工人运动的各种政治派别如何解释法国大革命也是很有趣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无疑是最具启发性的观点之一。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建议读者参考经典著作，例如马蒂耶与列斐伏尔的著作，以及阿尔贝尔·索布尔的通史著作：Préci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62（英译本，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3 [即将出版]）。
5. 参见G·列斐伏尔：Questions agraires au temps de la terreur, Paris, 1932.
6. E·霍布斯鲍姆前引书，pp. 177 ff.
7. 拉布鲁斯与索布尔已经证明：(i) 针对马蒂耶，罗伯斯庇尔被迫“依赖”小生产者；以及(ii) 针对盖兰，产业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并没有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发挥作用。
8. 在本书的篇幅内，不可能进一步探讨雅各宾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其最显著的特征（尽管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讶）是两种雅各宾主义解释的交融方式：(i) 二十年代“理论左派”的解释（葛兰西关于无产阶级对雅各宾主义的“倒置”概念），以及(ii) 以饶勒斯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解释，对他而言“社会主义产生于共和运动……因此社会主义绝不是与法国大革命的断裂，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完成”。
9. 关于雅各宾派/忿激派的革命专政观念，也可以这样说。在马拉、巴贝夫和布朗基那里可以找到其痕迹的这种观念，与社会凯撒主义结合小生产者对“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渴望（参见蒲鲁东），比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更为接近。参见马克斯·阿德勒论“工人委员会”。
10. 雅各宾主义的这种社会维度也影响了它的政治维度，而政治维度反过来又对应于它的资产阶级阶级性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雅各宾主义在本质上与孟德斯鸠和罗伯斯庇尔所主张的政治民主并无不同，因为在这一意义上它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雅各宾主义的这种“资产阶级”政治维度被它使用伦理（而非政治）语言的事实所掩盖。甚至它的资产阶级维度也是以古典的（伦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小生产者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体验他们的愿望。如果我们比较孟德斯鸠和罗伯斯庇尔使用“美德”（vertu）概念的含义，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清楚，孟德斯鸠在接近马基雅维利的“virtus”的政治意义上使用它。这一概念在两者中是完全相同的，归根到底取决于雅各宾主义的资产阶级维度，但是卢梭赋予它的不同含义揭示了该维度的唯小资产阶级面具。
11. 特别参见A·罗森堡：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1966（重印本）。
III. 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
导言
1. 结构/制度：参见上文p. 115n。
1. 资本主义国家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1. R·卢森堡：〈群众罢工〉与〈政党与工会〉，载Rosa Luxemburg Speaks, New York, 1970, pp. 207 ff.
2. 《狱中札记》，p. 161.
3. 参见P·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New York, 1962, pp. 239 ff.
4. MESW, 1970, pp. 97 ff.
2. 资本主义国家与意识形态
1. 《单向度的人》，Boston, 1964；以及‘Über das Ideologieproblem in der Hochentwickelten Industriegesellschaft’，载Kurt Lenk编Ideologie, Neuwied, 1961, pp. 334 ff.
2. 《棱镜》，London, 1967.
3. Pour une sociologie du roman, Paris, 1964.
4. 前引书，p. 11。应当注意，马尔库塞明确拒绝得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
5. 这种将意识形态与科学等同起来的做法，或者把意识形态设想为涵盖科学的做法，其本身在主体问题式的框架内追溯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作为主体之表现的意识形态的主观性质，在“上升阶级”关于世界的主观意识包容了社会形态总体的场合中，涵盖了科学的客观性。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将这一方面的论证应用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科学”是人所共知的。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一个普遍阶级，因此其主观性是普遍的；但是普遍的主观性只能是客观的，因而是科学的。这种观念的后果也是人所共知的——自发主义。
6. 严格意义上的行为动机。这恰恰导向了阿多诺的“政治气质”概念（参见阿多诺与霍克海默：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0）。
7. 关于韦伯与卢卡奇阶级理论之间的联系（这在法国几乎被忽略了），参见韦伯：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1958, pp. 294–431，尤其是写于1918年的‘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至于韦伯与帕森斯之间的联系，帕森斯在某些方面当然误解了韦伯的著作：参见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1964, pp. 100 ff., 519 ff.等。然而，他所确立的韦伯与功能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最终分析中是正确的。关于韦伯的历史主义问题，应当指出的是，韦伯自己对历史主义的“总体”作了明确的批判，特别是在他对爱德华·迈耶著作的分析中（参见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然而，尽管有他的警告，他的理论仍可被视为“典型的”历史主义理论。关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与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概念之间的关系，特别参见K·拉伦茨：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1960。
8. 韦伯的历史主义与没有统治层级的社会总体的表现性总体观念紧密相连，这在他的“因素”与“变量”理论中非常清楚。这也见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London, 1930），特别是见于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9. 对于应用于政治分析的这一视角，没有比马尔库塞的著作更好的例子了，尽管它将他引向了不同的结果。例如早在1935年，他就承认某一社会形态的统一性（与纯粹“功能主义”的观念相对立）在于该形态的某一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将这一要素视为在该形态中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兼世界观（Kultur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1965, pp. 34 ff.）。马尔库塞现在主张，全面的去意识形态化表征了工业社会；由此他得出结论：在缺乏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且缺乏能够“抗衡总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情况下，社会形态是一个整合的黑格尔式-功能主义“总体”（《单向度的人》，前引书，pp. 51 ff.）。
10.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L·马格里：‘Problems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载New Left Review 60, March/April 1970.
11. N·普兰查斯：‘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载New Left Review 43, May/June 1967。然而我必须指出，该学派的理论观念在这期间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发展。
12. P·安德森：‘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载New Left Review 23, January/February 1964, p. 41.
13. 同上。
14. 《狱中札记》，p. 377.
15. 同上书，p. 328.
16. 《历史与阶级意识》，London, 1971, pp. 52–3.
17. 参见C·维拉尔：Socialisme et communisme français, 1967, pp. 18 ff.
18. 参见我的‘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前引书。
19. 遵循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英译本（参见第55页注5），dirigente被译为‘leading’（领导的），以区别于‘dominant’（统治的）。[英译者注]
20. 葛兰西始终同“自发主义”作斗争的事实，可以用他自己著作中的理论断裂来解释。
21. 参见L·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载《保卫马克思》。
22. 参见马舍雷：‘Lénine, Critique de Tolstoi’，载Pour une théorie de 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1966.
23. 参见R·埃斯塔布莱在Démocratic Nouvelle，June 1966上的文章。
24.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Vol. 20, p. 24.
25. 参见M·维莱：‘Cour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载Cours de droit, Nos. 3 and 4.
26. 诚然，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法权-政治领域的这种统治地位，根据所讨论的社会形态而采取不同的形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人长于哲学，英国人长于经济学，法国人长于政治学。”但在语境中，这一评述也表明，意识形态中法权-政治领域的这种统治地位只是一般规律，在给定的资本主义形态中它可能会受到威胁。
27. 阶级作为“等级/种姓”的构成，必须既联系到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又联系到意识形态内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关于这一主题以及关于“现代国家”中政治的“去神圣化”，参见R·巴朗迪耶：Anthropologie politique, 1967, pp. 103 ff., 191 ff.
28.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接受韦伯确立的官僚“理性”与基于国家“普遍利益”的“理性-法权”型权威之间的关系。
29.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J·哈贝马斯：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1965, pp. 65 ff.
30. 关于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政治与政治学概念，参见F·沙特莱：Platon, 1966；以及J·P·韦尔南：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1966.
31. 公众舆论的这种运作与阶级统治恰恰通过其缺席而在场的特定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被哈贝马斯描述如下：“阶级利益是公众舆论的基础。然而，这种利益在某一阶段必须对应于普遍利益，只要这种舆论必须能够被评价为‘公众的’，即由公共推理所中介因而作为理性的”（前引书，p. 100）。关于这一主题，亦参见J·图夏尔：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1967.
32. 关于“极权主义”的参考文献，参见下文第290页注。
33. 参见C·B·麦克弗森的重要著作：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1964.
34. 尽管有其一般的理论路线及其极具争议的结论，关于这一点仍可参见J·L·塔尔蒙：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66.
35. 参见G·阿尔蒙德与S·维巴：The Civic Culture, 1963, pp. 3–78，其中合法性被定义为“政治行动的导向”；亦参见阿尔蒙德与科尔曼重要著作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1960, pp. 3–64）的导论；米切尔：The American Polity, 1962；希尔斯：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ew States, 1962，以及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1951；J·H·考茨基：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1962.
36. 例如L·宾德尔在其重要研究Ir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Society（Berkeley, 1962, pp. 7 ff.）中。
37. 尤其参见D·伊斯顿已经提到的两部非常重要的著作：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1965，以及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1965。我指出了韦伯著作中权威概念与合法性概念之间的关系。
38. 例如比任何人都能更自觉意识到这些困难的宾德尔，在合法性之外引入了政治结构的效力（efficacity）或实效（effectiveness）概念。
39. 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尽管人们对其社会阶级观念持保留态度，但它们具有重大意义。
40. 参见M·杜瓦杰：Institutions politiques, 1966, pp. 32 ff.。国家类型与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对应于不同政治形式）之间的错位，在处于去殖民化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例如在非洲）尤为引人注目，在这些国家中，“现代”国家的建立不断被传统意识形态所主导；关于这一主题，参见例如D·阿普特：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1955；以及R·巴朗迪耶：Anthropologie politique, 1967, pp. 186ff.
3. 资本主义国家与暴力
1. 参见上文第107页。
2. 因此，只要该论点的对象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可以接受韦伯关于国家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掌握对合法暴力的垄断的论点。
3. 参见R·莫尔出版于1832年的著作，具有如下启发性的标题：Polizeiwissenschaft nach den Grundsätzen des Rechtsstaates.
4. 我将不再把时间花在政治结构与暴力的关系上，因为这种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攻击把暴力（在暴力的模糊意义上）视为创造政治结构的因素的“索雷尔主义”扭曲似乎更为重要。然而，指出当代政治学大体上承认有组织的和合法的物质暴力的特征是一般政治结构的构成性特征，是有益的。关于这一点，参见韦伯；亦参见R·达尔：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1963, pp. 12 ff.；伊斯顿、科尔曼与阿普特前引书；巴朗迪耶前引书，pp. 32 ff.和144 ff.
4. 资本主义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02.
2.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 146.
3.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Vol. 5, p. 121.
4.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Vol. 13, pp. 217–431.
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04.
6. 《资本论》，Vol. III, p. 268.
7. 同上书，pp. 376–7.
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17.
9. 恩格斯用以下文字描述了这种局势的具体后果：“在任何欧洲国家里，资产阶级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像封建贵族在中世纪那样独揽政治统治权力，这看来是一条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MESW, 1970, p. 389）；或者在《德国农民战争》（1850）的序言中：“资产阶级与以往一切统治阶级不同，它的一个特殊规律是：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在越过了这个转折点以后，它的机关的每次进一步扩大……都只会使它越来越不适于进行政治统治。……从那一时刻起，它失去了排他性政治统治所需要的力量……它环顾四周，寻找同盟者，以便同他们分享统治权力，或者在情况需要时把全部统治权力让给他们”（同上书，pp. 238–9）。然而我们将看到：(i) “同盟”这一术语不足以标示资产阶级的这一特定特征，因为正如恩格斯经常指出的，封建阶级也结成同盟；以及(ii) 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集团，在其中资产阶级既没有“分享”也没有“完全放弃”政治权力。
10. 参见上文第147页与第153页。
11.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Vol. 2, p. 290.
12.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 189.
13. 同上书，p. 142.
1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p. 110–11.
15. 同上书，p. 110.
16. 同上书，pp. 151–2.
17.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p. 189–90.
18. 在关于社会阶级的章节中，在论述非主导生产方式的阶级的欠决定性时，我描述了它们向主导生产方式阶级的溶解与融合。然而，在那里使用“融合”一词是为了表明某些阶级或分部在形态中并没有作为在政治层面具有相关效果的“独立阶级”或“自主分部”发挥作用，即它们没有作为“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然而在这里，“融合”一词被用来把握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联合类型。
19.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 189.
20. 同上书，p. 209.
21.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若干当代著作中看到使用融合概念的理论含义和后果。我的文章‘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前引书）提供了对P·安德森和T·奈恩等学者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演进时所使用的这一概念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我提请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权力集团”的具体分析；这些分析遵循着与马克思对法国案例分析相同的理论路线。我们顺便应当指出，法国在这方面的特殊历史特征是自路易·菲利普时代以来金融资本几乎恒常的领导权。英国和德国与法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它们那里，这种领导地位经常被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所接替。关于法国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参见G·迪珀：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60, 1964, pp. 39 ff., 132 ff.
22.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p. 209–10.
2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p. 151–2.
24. 同上书，p. 101（我的着重）。
25. 关于联盟的概念，参见林哈特在Cahiers de planification socialiste（Paris, 1966）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章。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列宁（以及毛泽东）经常通过试图把诸如统一战线这样的特定概念同联盟概念区别开来，来强调联盟概念的局限性。我将不讨论他们的分析，因为他们的分析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上，因此不能直接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然而，他们发现有必要使用有别于联盟概念的统一战线概念这一事实，使得我求助于权力集团概念变得正当合法。
26.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 164.
2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p. 151 ff.
28.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 16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14.
29. 这方面的具体例子将在稍后讨论。
3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00.
31. 同上书，p. 166.
32. 特别参见杜瓦杰，第318页及以下。
33. 我们稍后将更全面地讨论政治舞台（政党代表发生的场所）与政治政体类型学之间这种关系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指出了这种关系，葛兰西在其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中强调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其题为‘Observations o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periods of organic crisis’的文献中，他在其中使用“政党领域”一词来代替“政治舞台”：“在社会阶级历史生命的某一特定时刻，它们脱离了自己的传统政党。换言之，以那种特定组织形式存在、由构成、代表并领导它们的特定人物组成的传统政党，不再被它们的阶级（或阶级分部）承认是其表现……‘被代表人和代表’之间的这些冲突状况从政党领域反弹……贯穿于整个国家有机体。它们究竟最初是如何产生的？’（《狱中札记》，p. 210）。鉴于葛兰西在这里仅仅考察了政治舞台危机的案例，值得注意的重要之点在于他指出的‘国家有机体’与政党代表的具体运转之间的关系。
34. 参见《论英国》，Moscow, 1962, pp. 112–13。亦参见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献，同上书，pp. 204–11, 309–14。恩格斯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分析见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英译本的序言，1892（MESW, 1970, pp. 385 ff.），该序言还包含了他对英国“权力集团”分期的敏锐评述。
35. 参见G·迪珀：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60, 1964, pp. 182 ff.。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迪珀没有采用上文指出的区分，他（尽管有所保留）把这种状况把握为大资产阶级“丧失政治权力”。
IV. 权力的统一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
1. 我之所以使用这些术语，是因为它们已经确立并且必须予以考虑。关于这一主题，我禁不住要提及列宁对指责他使用“积极抵制”这一“形象化”术语的帕尔乌斯的回应：“当然，帕尔乌斯可以反驳说，约定的术语对他没有约束力。形式上，这样的反驳是有道理的，但在本质上它是毫无价值的。人们必须确切知道正在讨论什么。我们不会对文字吹毛求疵，但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在俄国扎下根来的政治术语”（《列宁全集》，Vol. 9, p. 268）。
2. 《书信选集》，p. 214.
3. MESW, 1958, Vol. I, pp. 244–5.
4. 尤其是在《列宁全集》，Vol. 25, pp. 219 ff（〈波拿巴主义的开端〉）中。
5. 《狱中札记》，p. 219.
6. 同上书，pp. 221–2.
2. 某些误解及其后果
1. 关于构成这些“福利国家”观念之基础的功能主义预设，以及它们对英国工党权力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参见D·韦德伯恩：‘Facts and 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载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pp. 127 ff.
2. 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汗牛充栋。混淆政治与经济的这两种理论思潮常常相互重叠。但在例如A·A·伯利那里，“新自由主义”倾向显然占支配地位：参见The 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 1955；‘Corporations and the Modern State’，载Arnold编The Future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1961；伯利与G·米恩斯：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1933。亦参见J·K·加尔布雷斯：The Affluent Society, London, 1958.
3. 这种观念已经见于H·拉斯基：‘The Pluralist State’，载Foundations of Sovereignty, 1931；以及A Grammar of Politics, 1948；还有H·J·凯泽：Die Repräsentation organisierter Interessen, 1956。关于“多元主义”概念，必须记住它不仅用于指称相对于一党制的“多党”政治制度，而且还扩展到了关于社会系统整体的整个“整合论”观念。R·阿隆的普及性论述很有意思：见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pp. 25 ff. 与 101 ff。
4. 见H·普罗斯：‘Zum Begriff der pluralistischen Gesellschaft’，载Zeugnisse Theodor Adorno, 1963, pp. 441 ff.。这些“控制”、“均衡”和“多元主义”概念在它们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下，也是J·A·熊彼特在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分析的基础，它们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5. 参见C·B·麦克弗森在‘Post-liberal democracy?’（载New Left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63）中对这一点的批判。
6. 政治与经济的混淆以及国家的新法团主义观念的鼻祖是施密特、斯潘与拉伦茨等德国理论家（以及他们的先驱基尔克）。这种混淆也是天主教教义的特征，正如庇护十一世的‘Quadragesimo anno’通谕以及最近的‘Mater et Magistra’通谕所表达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参见U·切罗尼在Politica ed Economia, August-September 1961中的评述）。美国从新自由主义向新法团主义观念的转折在Reports of the 66th Congres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53中表现得很清楚。今天这种混淆仍可见于埃尔曼：Interest Groups on Four Continents, 1959；T·埃申堡：Herrschaft der Verbände?, 1955；W·韦伯：Spannungen und Kräfte im westdeutschen Verfassungssystem, 1951.
7. 由达伦多夫前引书所主题化；亦参见T·帕森斯：The Social System, pp. 127 ff.
8. 权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这些主题，在若干法国社会党人的著作中（在一种典范式的混乱中）可以找到。例如参见L·布鲁姆为伯纳姆Managerial Revolution法文版所作的序言；L·洛拉：Problèmes actuels du socialisme, 1955；G·莫莱（采纳熊彼特的主题）为韦耶-雷纳尔Déclin et succession du capitalisme（1944）所作的序言；A·菲利普：Le socialisme trahi, 1957。亦参见A·高兹在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1964, pp. 5 ff.）中对这些观念的批判。
9. 当时F·诺伊曼在一篇转载于The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State（pp. 65 ff.）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H·马尔库塞在‘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tion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转载于Negations, 1968, pp. 3 ff.）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10. 这是一个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例：因为鉴于魏玛共和国建立时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的相对平衡，它似乎表明了多元主义的假象。参见P·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pp. 329 ff.
11. 这在伯恩施坦的Evolutionary Socialism（New York, 1911）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2. 我在这里提到拉萨尔，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对这一思潮作出理论表述的人。然而，绝不能忘记“社会凯撒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有着顽固的传统，在其中它采取了完全独创的形式；它可以追溯到布朗和蒲鲁东（记住后者对路易·波拿巴的态度），并且毫无疑问根植于雅各宾主义思潮之中。
13. 这一问题在L·巴尔卡一篇非常敏锐的文章中表现得很清楚：‘Sviluppo dell’analisi teorica sul capitalismo monopolistico di Stato’，载Critica Marxista, September/December 1966, pp. 55和62，他在其中恰恰提到了这一解释，以批判把国家视为垄断组织的代理人、把国家与垄断组织构成单一且“独一无二机制”的机械论观点。
14. 事实上，主导了在舒瓦西勒鲁瓦举行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术讨论会的论点——即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社会而将垄断组织与国家的权力融合在一个“独一无二机制”中——冒着得出这一结论的危险。尽管这一论点表面上显得极其激进革命，但它却相当清楚地承认，这个著名的“独一无二机制”对国家结构没有影响。F·拉扎尔在同一次研讨会上的报告明确了这一点：对他而言，这一大肆鼓吹的独一无二机制只影响“国家干预的内容、它表现自身的形式”。参见Économie et politique特刊，Vol. I, p. 19。这里所暗示的是，这个国家如果以不同方式被“利用”，就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5. 特别参见G·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载Inprecorr.
3. 资本主义国家与阶级斗争领域
1. 参见上文第123页及以下。
2. 关于这一主题的有益著作是G·比尔多：Traité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s. V, VI and VII；以及莱布霍尔茨：Das Wesen der Repräsentation und der Gestaltwandel der Demokratie in 20. Jahrhundert, 2nd edn., 1960.
3.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C·艾森曼：‘L’Esprit des lois et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载Mélanges Malberg, Paris, 1933.
4.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某些说明：‘L’examen marxiste de l’État et du droit actuels’，载Les Temps Modernes, August/September 1964；以及‘À propos de la théorie marxiste du Droit’，载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XII, 1967；这一卷题为Marx et le droit moderne.
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71.
6. 同上书，p. 176.
7. 同上书，pp. 170–1.
8. 同上书，p. 110.
9. 同上书，p. 170.
10. P·诺拉：18 Brumaire导论，Paris, 1963, p. 15.
11. M·鲁贝尔：K. Marx desant le bonaperlisme, Paris-The Hague, 1960, p. 155.
12. 〈法兰西阶级斗争〉，MESW, 1958, Vol. I, p. 226.
1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68.
14. 参见上文第134页及以下。
1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 1970, p. 169.
16. 〈法兰西内战〉，同上书，p. 288.
1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同上书，p. 159.
18. 同上书，p. 157.
19. 同上，第151–2页。
20. 同上，第167页。
21. 同上，第176页。
22. 同上，第163页。
23. 这两种国家自主性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矛盾，因为它们的具体共存往往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现有力量均势所导致的自主性情况下，国家才不再充当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政治组织者；这在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统治的深刻危机，即领导权危机：才可能发生；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相对自主性而言，情况绝非如此。另一方面，当这种力量均势没有经历危机（即某一社会形态或其某一阶段或时期的总体关系的变动），而是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时，这两种自主性便可能以因具体情境而异的形式结合起来。
24. 关于一般“极权主义”的文献汗牛充栋。尤其参见：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 W.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1965; Adorn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50; C.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1944。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探讨该现象的唯一尝试见于：F.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44, 以及 The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1957。
25. 参见阿伦特，前引书；亦见塔尔蒙，前引书。
26. 关于以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该问题的指导原则，参见 R. Banfi, ‘Abozzo di una ricerca attorno al valore d’uso nel pensiero di Marx’，载 Critica Marxista, January/February 1966, pp. 137 ff.。
27. 参见阿伦特，前引书，第305页及以下；科恩豪瑟，前引书，第33页及以下、第48页及以下、第76页及以下。在考虑到所有应有差异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将这一观念与涂尔干对专制独裁主义的批判相比较，后者声称专制独裁主义建立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乏“中介”组织的基础之上。归根结底，这些极权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国家—异化/社会—个人关系这一意识形态问题，与鲁贝尔和诺拉（见上文第280页，注10和11）在对马克思关于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所作的说明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在其中发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i) 国家—异化/个人的关系，(ii) 国家/阶级的关系。
28. 葛兰西在其关于“恺撒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文本中尤其阐明了这一点，他在其中试图界定一种具体的“恺撒主义”现象，该现象根据不同的社会形态采取不同的形式。根据这一理论，恺撒主义并非源于现有社会力量之间的单纯均势，而是源于一种灾难性均势，源于一种这些社会力量“相互抗衡，以至于冲突的继续只能以它们的同归于尽而告终”的处境（《狱中札记》，第219页）。这一处境赋予政治权力的形式不同于其在一般均势情况下所采取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形态中，这一处境表现为现有社会力量的政治危机，表现为这种灾难性均势赖以展开的社会力量（尤其是资产阶级）的特殊政治涣散。葛兰西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形态特有的恺撒主义形式（尤其参见《狱中札记》，第219–23页）。
29. 我无意在此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仅指出以下几点。如果我们如通常所做的那样，赋予法西斯国家这一术语以非常含糊的“独裁主义”或“极权主义”含义，它就会丧失其所有的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种具体形式都或多或少是“法西斯的”。此外，如果我们遵循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第三国际的理论路线，仅仅把法西斯主义看作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每一种国家形式都应该在不同程度上是“法西斯的”。这些观念显然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因为它们无法对具体政治形式进行科学的研究。我们必须赋予“法西斯国家”这一术语一个精确的含义，用以指称在纳粹德国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在法西斯意大利出现的那些特定的国家形式。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特定的国家形式，其独特性在于它们无法被纳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学框架中，因为它们的特征恰恰在于经济与政治的联结方式不同于规定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那种联结方式。正如后文将要阐明的那样，在“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威权框架中绝非如此，正是那种威权框架允许我们将波拿巴主义设想为“资产阶级的宗教”。我还指出以下两点：(i)（按这种方式设想的）法西斯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偏离，并没有造成理论上的不可能，正如战时资本主义对于分析CMP乃至垄断资本主义并未造成理论上的不可能一样：这些属于边缘性的历史偏离。(ii) 在资本主义形态中出现的法西斯国家，不同于其他“专制”或“绝对主义”形式，当然呈现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诸多特征，尽管它位于其类型学框架的边缘。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在作了必要修正后形式上与俾斯麦式国家相关联的问题：见上文第二篇第4章(iii)。正是这一点导致了通过将法西斯国家与“波拿巴主义”联系起来而将其并入资本主义国家类型：例如参见 A. Thalheimer, Über den Faschismus，载于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1967年，第19页及以下；以及 H. Berl, Napoléon III: Demokratie und Diktatur，1948年。话虽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在资本主义形态的具体情势中，产生法西斯国家这一特定政治现象的具体因素（即政治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而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无法在本书的范围内予以讨论。
30. 例如参见塔尔蒙，前引书。
4. 资本主义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59页。
2. 《狱中札记》，第222页。
3. 参见 T. Bottomore,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1966, pp. 28 ff.; Elites and Society, 1966 pp. 24 ff.。
4. 这在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分部的政党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政党很少能够对这些阶级和分部承担起组织者的角色，更不用说承担类似于社会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那样的角色了。它们通常承担着向国家代表这些阶级和分部的功能，并自身构成“议会党团”。因此，得出它们总的来说尤其作为国家权力的传送带发挥作用这一结论似乎是正确的。但这过于笼统：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指出，这些政党越是衰落，国家就越是通过掌控这种组织角色，而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分部获得越多的自主性。这些政党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权力集团的政治涣散，只要国家本身接管了这一角色：在以行政权力占优势为特征的国家自主性情况下，当行政权力的优势与政党的衰落及其被压力集团所取代相结合时，往往就是如此。同样重要的是指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分析与对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分析，绝不能遵循相同的原则。当代政治学家所做的大多数分析，甚至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犯了这个错误：例如参见 U. 切罗尼的重要文章“Per una teoria del partito politico”，载 Critica Marxista, September/December 1963, pp. 15 ff.。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新型政党”指望对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能力的匮乏，也并非仅仅源于资产阶级指望维持现存社会关系这一事实。事实上，资产阶级政党通常完全未能履行作为这些阶级的组织者的自主角色，而这对于维持现存社会关系恰恰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角色落在了国家身上。
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51页和第154页。
6. 同上，第156页。
7. 近期的研究证实了马克思的分析。尽管路易·波拿巴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了非常重要的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资产阶级没有保留领导权。相反，正是在路易·波拿巴统治下，金融资产阶级开始对工业化进程产生兴趣。参见 G. Dupeux,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60, 1964, pp. 132 ff.。
8. 重要的是要指出，在上述“新自由主义”学派中，复兴的制度“制约与平衡”观念掩盖了在社会中具有多中心均势的一体化权力观念：例如参见 R. 达尔，前引书，第83页及以下。关于术语，我认为值得重申我对权力概念的看法：权力的概念与阶级权力相关，因此，当我们用“权力”这一术语来指称制度结构时，我们指的必然是权力中心。
9. C. Eisenmann, op. cit., 以及 L. Althusser, 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Paris, 1964, 尤其是第5章（参见英译本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1972）。
10. 参见 A. Soboul, Préci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p. cit.。
11. 参见 G. Hanotaux,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908, Vol I; R. Dreyfus, La République de M. Thiers, 1930; D. Thompson, Democracy in France since 1870, 4th edn, 1964, Chapter 3; D. Halévy, La République des Ducs, 1937。
5. 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中的问题：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
1. 当然，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的实际指涉因不同的国家形式而异。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国家形式，通过区分这些概念所涵盖的具体制度与功能，赋予它们更精确的意义。我无意在这一区分的宪法—法权意义（即制定与执行决策的权力、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政府权力与咨询权力）上浪费时间，因为这仅仅掩盖了阶级权力关系。事实上，这里相关的只是指出阶级权力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技术性划分在制度上固定为政治功能之间的区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行政权力”这一术语不同于国家机器这一术语。它指称国家机器的某种特定运行方式，从而涵盖了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某些论述在这方面是含糊不清的：他们有时似乎将“行政机构”与“政府”这两个术语等同于“国家机器”，即认为行政机构并不表明一个特定政治权力的中心，而仅仅表明国家的技术性机器，即“国家的工作人员”。这显然会妨碍我们看清行政/立法之分的政治原因，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阶级关系。此外，对马克思的仔细阅读表明，对他而言，行政权力在某种国家形式中的支配地位表明了国家机器在关涉合法性转变以及权力集团阶级关系方面的特定政治功能。还必须指出的是，当代若干政治学理论家既保留了对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类的各种非法权性标准，又维持了行政/立法区分的类型学模式：例如参见 Almond and Coleman (ed.),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1960, Introduction, pp. 3–64，其中包含对类型学系统的一般性说明；R.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1964, pp. 63 ff.; S. W.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Glencoe, 1963。在法国，杜瓦杰、韦德尔和拉沃属于这类理论家中较重要的人物。
2. 参见上文第125页。
3. 参见上文第137页。
4. “技术专家论”的曲解是如此错误，无论怎样批判都不为过。它将当今行政权力的优势视为政治对经济干预以及官僚行政机构扩大的“技术性”作用的直接结果。但事实上，国家机器在所谓“计划”经济中的这种运行，完全可以轻易发生在立法权力占优势的框架之内。这方面的证据可见于当前(a)法国与(b)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国家结构的相对差异；因为尽管表象不同，后两种情况下的国家干预与前一种情况一样强有力。这一问题显然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5. 参见上文第223页。
6.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路易·波拿巴和布朗热对这些意识形态武器作了精辟的分析。尤其参见恩格斯在《通信集》（Friedrich Engels/Paul and Laura Lafargue, Correspondence，共3卷，伦敦，1959–63年）中关于“布朗热主义”的论述。
7. 这一传统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尤为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追溯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原因（民选议会的威望在此期间得以确立）以及雅各宾主义对该运动的影响来解释。
8. 参见 M. 杜瓦杰，Institutions politiques，巴黎，1966年，第162页及以下。
9. 考茨基，The Social Revolution，芝加哥，1902年。
10. 例如选举制度，在这方面它不过是在该词的阶级意义上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新型选举权形式。
11. 当我说走向行政权力支配地位的这种转变作为一条通则并不直接契合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时，我的意思是它并不是由这种斗争直接决定的。议会制度的衰落无疑与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兴起间接相关（即在某种不确定性的限度之内）。但这当然不同于工人阶级夺取议会的风险：除其他事项外，它与上述垄断分部在议会中组织其领导权的困难相关；也就是说，它与合法性问题相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绝不能将某种国家形式框架内行政权力的优势，同随着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兴起而增强的国家镇压角色相混淆：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的优势对于国家承担这一角色绝非必要。与关于这一主题的某些田园诗般的看法相反，在立法权力占优势的议会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这一镇压角色。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兴起并不直接要求行政权力的优势，而是要求暴力镇压的复活，并且（正如经验所表明的）它与经典的议会制度完全兼容。另一方面，列宁当然将“民主共和国”指定为资本主义形态中工人阶级“可能拥有的最好政体”。但即使我们假定这表明了议会的至上地位，我们也绝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唯一的“人民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唯一“贴近群众”的形式，同时将当前行政权力的至上地位批判为不合法的。
12. 诚然，即使在立法权力占优势的时期，压力集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与政党特有的作用相结合的。今天它们的运作完全不同，因为它们似乎亲自接管了政党的“诉求兼职业”角色，而国家机器则接管了政党在权力集团中的政治角色。参见 J. Meynaud, Les groupes de pression en France, 1958, 以及 Nouvelles études sur les groupes de pression, 1962; G. Lavau, ‘Note sur un “pressure group” français: la Conféderation Générale d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载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955。
13. A. 高尔兹在 Le Socialisme difficile, 1967, Chapter I “工会主义与政治：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
14. M. 杜瓦杰，Sociologie politique, 1967, pp. 116 ff.; Les Partis politiques, 1964, pp. 387 ff.。他建议在以下各项之间作出区分：(i)“伪两党制”（即松散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总统制政体，(ii) 议会两党制政体，以及 (iii) 议会多党制政体。参见 A. 奥里乌，Régimes politiques et structures économico-sociales 中这份面向博士研究生的油印讲义所包含的重要分析。
15. 参见上文第248页。
16. 关于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分，参见上文注9（见导言）。[英译者注]
17. 参见杜瓦杰在 Les Partis politiques 中题为“政党与分权”（Les partis et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的一章。
18. “这些‘被代表人员与代表’之间的冲突状况从政党领域反响至……整个国家有机体，强化了官僚机构的相对权力”（《狱中札记》，第210页）。
19. 关于英国工党政府，R. 米利班德的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1964, 是最具启发性的著作。
V. 官僚机构与精英
1. 问题与精英理论
1. C. W. 米尔斯，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1956, p. 277。T. B. 波托莫尔在 Elites and Society, 1966, Chapters I and II 以及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Chapter I 中，对精英理论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这些批评作了非常出色和清晰的阐述。在拙作关于权力的章节（见上文）中，我分析了政治精英的大多数分析所基于的权力观念。
2. 参见 T. 帕森斯，“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载 World Politics, X，第1期，他在其中对 C. W. 米尔斯（前引书）进行了批判，并在其中将这一观念的功能主义原则阐述得极为清晰。关于多元主义观念的支持者，参见 R. 阿隆，“Classe sociale, classe politique, classe dirigeante”，载 Revue Européenne de sociologie, 1, (2), 1960; “Classe politique ou catégories dirigeantes?”，载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s politiques。
3. 尤其参见 G. 莫斯卡，The Ruling Class, 1939, pp. 12 ff.; R. 米歇尔斯及其在 Political Parties, 1966, pp. 43 ff., 188 ff. 中的官僚制/政治阶级；C. W. 米尔斯，前引书；J. 梅诺，Les Élites politiques, 1960。亦参见伯纳姆等人关于“经理阶级”的论述。精英统一性观念的支持者是受马克思主义观念影响最深的人。
4. 尤其参见斯威齐在《权力精英还是统治阶级？》（‘Power Elite or Ruling Class?’,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56）中对米尔斯的批判。
2. 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国家机器的阶级归属问题
1. 参见上文第249页及以下。
2. 参见上文第84页。
3. 这一区分在韦伯（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Part III, Chapter 6）与米歇尔斯那里同样可以找到。在随后的讨论中，它主要被视为以下两者之间的区分：(i) 作为“传送与执行系统”的官僚机构（官僚主义），以及 (ii) 就权力而言的官僚机构（严格意义上的官僚机构）。A. 图雷纳（‘L’aliénation bureaucratique’，载 Arguments，No. 17, 1960）、G. 勒福尔（‘Qu’est-ce que la bureaucratie?’，同上）、G. 拉帕萨德（Groupes,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s, 1967, pp. 57 ff.）以及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中的分析都是这种情况。这整个思潮将官僚主义视为一个普遍的组织问题，并将官僚机构的存在与其自身的权力联系起来。根据官僚主义与官僚机构之间的马克思主义区分，这两种观念都是不成立的。
4.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66页及以下、第173页及以下；《法兰西内战》，同上，第271–309页；On Britain;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Werke，第4卷，第40页及以下；The Housing Question, MESW，1958年，第1卷，第546–635页；《德国农民战争》序言，MESW，1970年，第235–241页；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第一版英译本序言，同上，第375–93页。
5.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主题是，官僚机构是霸权阶级的“代理人”或“代表”。
6. 在我对“零和权力”观念的批判中（见上文第117页及以下），已经清楚表明，对一个阶级权力的这些限制本身并不意味着设定限制的阶级获得了自身权力的增长；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掌权的阶级并没有借助官僚机构而增加其权力。
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69–70页。
8.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法兰西内战》，均载 MESW 1970; 以及他关于西班牙的文本；恩格斯，“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前引文；葛兰西，Prison Notebooks，第212页。关于列宁，见下文。
9.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74页。
3. 资本主义国家——官僚主义——官僚机构
1. 在此及下文中，我指的是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Part III, Chapter 6。
2. R. 默顿，“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载 Social Forces, XVIII, 1940, pp. 560 ff.。M. 克罗齐耶是该学派典型的法国代表：参见 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 1963, pp. 233 ff.。 
3. H. 马尔库塞，One Dimensional Man，前引书。
4. 例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69页；列宁，《国家与革命》，他在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了评论。
5. 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法兰西内战》。韦伯也强调了该问题的这一方面。
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69页。
7. 马克思在他对大企业中技术分工（参见《资本论》第I卷）以及对工作如工厂般被划分和集中的国家机器（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69页）的分析中指出了这些同构性。
8. 列宁关于该主题的最重要分析见于他1918年之后对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尤其参见《全集》，第29–33、36、42、45卷。问题在于，在这些文本中，列宁使用“官僚机构”一词指的是“官僚主义”；事实上他通常使用“官僚主义”，并伴随着“官僚化”（意指“官僚化倾向”）。从这些文本中显现出的一般理论路线如下：由于过渡时期的各种特征（例如剥削阶级的缺位、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等），在这一过渡时期，有可能存在着一种并非与作为特殊范畴的“官僚机构”的存在相联系的“官僚主义”。不存在“官僚机构”的“官僚主义”的持久存在与以下因素相关：(i) 前一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遗产（特别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属于前一国家特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持久存在，包括在行政队伍中存在着“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都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家”；参见《全集》各卷，第30、31和33卷；以及 (ii) 俄国形态中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小生产者阶级（特别是小农生产者）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列宁的分析对于资本主义形态同样有用，尤其是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官僚主义”的影响。关于考察官僚现象的一般理论路线，这些分析同样有用：在此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就苏联“官僚主义”的持久存在关涉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专家而言，列宁并没有将其归结为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阶级归属，而是归结为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此时苏联的资产阶级已几乎被消灭。这一问题式必须延伸到资本主义形态中官僚机构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形态中，官僚机构的存在同样与其阶级归属无关，而是与国家的结构（因为这里所讨论的是官僚机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关。
4. 官僚机构与阶级斗争
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69–70页。
2. 《论住宅问题》，MESW，1958年，第I卷，第605页。
3. 前引书，第26页。
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ESW，1970年，第174页。
5. “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前引文，第22页。亦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全集》，第32卷，第351页：“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有不同的经济根源，这就是小生产者的分散涣散状态，他们的贫困、愚昧、没有文化，缺乏道路，工农业之间缺乏交换，两者之间缺乏联系和相互作用。”
6. 这些分析尤其见于马克思论述法国的文本。我们应当指出，根据所考察的社会形态，国家机器对小生产者阶级的这种典型的“代表”关系，可能会凝聚为严格意义上的官僚机构之外的某种“国家机构”：军队就是一个例子。拉美若干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参见何塞·农（José Nun），‘Amérique Latine: la crise hégémonique et le coup d’état militaire’，载 Sociologie du travail，第3期，1967年。
7. “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前引文。
8. “建立官僚机构是为了统治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同上，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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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马克斯，179
农业，74，161，168–72，174，182，231
异化，124，195–7，280，343
联盟，83，97，165n，167，175，234n，236，240–5，251–2
阿尔都塞，路易，14n，18n，40–1，87，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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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朗迪埃，乔治，52n，224n
巴利巴尔，艾蒂安，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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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尔海姆，夏尔，149–50
俾斯麦主义，80–1，144–5，155，167n，170，172，174，180–1，249，260，271–2，294n
勃朗，路易，18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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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历史集团，197，200–01；政党集团，251–2；权力集团参见权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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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尼古拉，50，91
官僚机构，84，85，94，164–5，199，216，269，278–9，311，325–30，332–40，341–359
官僚主义，22，332–5，341–4，347–50，354，355–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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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主义，260–1，293n，298–9
资本，32，66，159；资本集中，127，128，176
种姓，70，71
范畴，84–5，94，332–4，335，337，346，348–50，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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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127
结合，12，15，25–33，65–6，71，73，84，85，242–3，250–1
组合方式，25–6，250
商品，32，129
概念，11–13，17，38，41
具体，真实-具体参见抽象
情势，22，41，42，45，81，83n，89，92–8，111–12，154，168，192，240，262，357–8
共识（同意），138，217–18，223，226
贡斯当，本杰明，179
矛盾，40–1，45，47，49，54，76–7，129，134，158，166–7，169，175–9，189，207–09，219–20，235，240–1，242，260，273–4，301，243，354–5
对应（不对应），27n，45，47，157–60，209，317
危机，261，290n，293，317
克罗齐，本尼代托，39，138
控制论模型，47–8n
达伦多夫，拉尔夫，61，100–02
去中心化，15，90，114，172–3，208，250，329，331–2
决策过程，104
专制主义，291，292n
决定作用，14；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13–15，25，29，32，69，70，83，172–3，197，331
专政，290；无产阶级专政，44，178，241n，356
错位，41，44–5，47，89–91，108，112–13，155–6，159，161，165，168，171–172，173，181–2，203–04，222，235，249 317，336，357；时间错位，159–61，165n，168；功能错位，155–56；断裂性错位，155–6
移位（统治地位的移位），54，119，157，309，311–12，314，345–6
教义，罗马天主教，267–8n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分部，53，54，82，114，119，137–41，143，157–8，166–167，188–9，191–3，202–04，209–10，220–40，248，249，251，256–7，271，273–274，279，282–9，296–303，325–30，331–335，351–3，358
统治地位，14，32–3，55，56，57，70，71，83，114，141，172–3，211
被统治阶级，119，137–9，188–9，190–4，201–05，209，217，223，229，239–240，283–9，304，310，312–13
涂尔干，埃米尔，292n
迪韦尔热，莫里斯，224n，309n，317–18
功能失调，155–6，222，342，354
经济层面，13–14，16–17，21，25–33，44–50，57–60，69–70，83，88–9，102，124–5，127–8，129，140，143，149–53，159，163，165n，172–3，211，214，226，263–9，271–4，277–81，308–11，345
经济学，212
经济主义，14n，38–9，44，46，62–4，65，65，72nn，91–2，100，103–04，256–7
经验主义，145–7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18–20，21–3，37，48–50，51，70–7，80–1，113–14n，144–5，167n，177–8，234，257–62，333–6，337，343–344，346，349–50，351–2，354–5
均衡，50，80，161n，166–7，192–3，198–9，259–62，265–7，272–3，274，289–290n，293n，302–03，351–3，358；灾难性均衡，261–2，289，293n，298–9，352，358
等级，70，162，188，347
进化论参见历史主义
行政机关，151n，303–20，355，357
扩大再生产，32，47，127，149，150，167，233，260
叙述顺序，23–4
费边主义，270
法西斯主义，292–4
拜物教，213–14，216，244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136
力量，47，106–07，225–8，242
形式，政府形式，142，147；政体形式，153–6，235，242，246，247–8，252，315，317–21，332；国家形式，79，142，147–56，234，241–5，246，248，252，294n，308–17，318，319–20，332
分部，77–85，94，97，231–3，236–40，296–303，332–4；另见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领导阶级
法国，153，155，161，165n，166，170，171，172，173–82，236–40，241–2，249，250–1，258–62，278–87，301–03，305–07，312–14，320，334，338，339，346，347，351，355–6，358–9
功能主义，40，61–2，66，105，110–11，117–19，146，198–9，221–3，264–5，267–8，327–8，342
融合，236–9
普遍利益，133，137，140，163–4，178，190–2，214，216，228，239–40，277–8，304
公意，123，219，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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